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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俊人 王念宁 王学典 吾妻重二［日］

杨朝明 姚新中［英］ 张学智 仲伟民

朱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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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讲堂·

“礼仪之邦”：概念、历史和机制

杨　华著　范云飞整理

　　摘　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礼仪之有无视为自我文化认同的根本标识和华夷之辨的主要依

据。宋明以降，中国越来越重视和强化礼仪，逐步走向一个礼仪化的国度。其表现和塑造机制有三：

第一，“礼仪之邦”是域外视角观察中国所获得的真切印象，是中外文化比较的结论；第二，百姓日常

生活越来越礼仪化，这是礼制下移的结果，是士大夫们通过庶民通礼、宗族祠堂、家礼家仪、乡规民约

等途径合力塑造的结果；第三，民间日用礼书的广泛传播，民间礼生的传承和实践，推动了中国乡村

社会的礼仪化。由是，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礼仪之邦”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而人

们对于较早出现的“礼义之邦”一词反倒习焉不察。

关键词：礼仪之邦；　文化认同；　礼生；　日用礼书；　文明对话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礼仪文化通史研究”（１８ＺＤＡ０２１）

作者简介：杨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整理者简介：范云飞，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来到清华大学，尤其要感谢清华大学的求真书院和日新书院。我今天

想向大家汇报的，是关于“礼仪之邦”的学习体会。

很多朋友，不仅是外国朋友，而且包括国内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中国是“礼仪之邦”这

个提法，有不同看法。对于它的历史存在怀疑，对于其现实价值更是不明就里。以下我想从六个

方面，展开讨论。

一、问题：“礼义之邦”或“礼仪之邦”？

近年来，有学者对媒体和学术写作中提到的所谓“礼仪之邦”提出疑问。他们认为，中国明

显是一个“礼义之邦”，而不是“礼仪之邦”。因为“礼义”的含义更加广泛，包括了儒家的天道、

人伦、社会、文教、风俗，等等。儒家强调的是“礼义”，而不是仪式，仪式只是表面的。“礼义”的

概念明显大于“礼仪”。如果称中国是“礼仪之邦”，徒具形式，这等于说中国人只会打躬作揖，实

际上矮化了中国文化。

我的朋友林存阳教授做过数据检索，他发现中国文献中“礼义之邦”的出现，远早于“礼仪之

邦”。《晋书》记载，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３８３），亦即前秦建元十九年（３８３），苻坚（氐族人）在为

率兵出征西域的吕光送行时，就曾说道：“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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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相比之下，“礼仪之邦”的出现则晚得多。明穆

宗隆庆元年（１５６７）大臣奏书：“朝鲜属国，乃冠带礼仪之邦，与诸夷不同，仍复旧班，以示优礼。”

这里的礼仪之邦，指的是朝鲜。我们知道，朝鲜半岛是华夏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在那个时候已经

完全华夏化，当然可称为“礼仪之邦”。从１７世纪初此词出现之后，经过清朝，到民国时期“礼仪

之邦”一词才流行起来，而且明确是指中国。２０世纪，“礼仪之邦”成为中国的指称词，并广为流

行。相沿至今，其使用频率远远超过“礼义之邦”。

简而言之，越是时代晚近，使用“礼仪之邦”的频率越高，逐渐代替了“礼义之邦”的说法。林

存阳先生对此的解释是：“是与时代、时势、人们的习惯与取舍等密不可分的，并非仅为误用、滥

用的问题。”他认为“这一趋势，或许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衰落、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清王朝

的崩溃、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等因素有关；或者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并未注意这两个词中

‘仪’‘义’二字的区别，以至于口耳相传、混而不察”。

但是这个说法仍然不能让人满意。为什么中国人越来越多地使用“礼仪之邦”？我接下来

从几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二、中国人对礼仪的自我文化认同

首先必须注意，“义”与“仪”在古文献和古文字中往往通假互用。“义”与“仪”在群经文献

中，只是古今字的差别，互用现象非常普遍。青铜铭文中的“威义”，均指“威仪”（如《王子午鼎》

《王孙钟》《禮儿钟》）。战国文献中的“张义”，就是张仪。比如《相邦义戟》“相邦义之造”、马王

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秦逐张义”。简牍文字中，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缁衣》篇“其义一也”，

今本作“其仪一也”；“威义”，今本均作“威仪”。上博简《天子建州》有“礼者，义之兄也”，裘锡圭

先生认为“义”即“仪”。

古人早就讲过“礼”与“仪”的区别。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

哉？”（《论语·阳货》）音乐并不只是敲敲打打，乐表达人情，反映背后的政治。公元前５１７年，赵

简子向郑国的游吉（子大叔）问“揖让周旋之礼”，对方回答说：“是仪也，非礼也。”揖让周旋只不

过是“仪”，而不是“礼”。《礼记·乐记》讲得更清楚：“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

下，周旋裼袭，礼之文也……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

这些仪节、器物都是细枝末节，没有抓住礼的本质。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必纠结于“仪”与“义”这

两个字，这不是问题的核心。

我们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成为这样一个社会。我的看法是：礼义通过礼仪体现，

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内容和文化符号。《左传·定公十年》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唐代孔颖达

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少数民族跟华夏民族的差别

在哪里？在于礼仪之大，服章之美，这就是所谓的“华夏衣冠”。我们经常讲“文献名邦”，今天的

大理古城城门上就写着这四个大字。华夏—汉族区别于周边“四夷”的关键标志，就是礼仪和服

章。中国古人把周边民族称为椎髻、索虏、断发、文身、披发、左衽、髡发、蛈面，等等，这当然是蔑

称，因为他们跟华夏的衣冠发饰完全不同。比如说“椎髻”，因为华夏人是带冠的，无故不去冠，

任何时候都要带帽子，“椎髻”则是把头发挽起来，向上作锥状。再比如“披发左衽”，华夏的正服

都是朝右边开衽的，朝左边开衽的是少数民族，是女子服饰或丧葬服饰。断发、文身、髡发、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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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不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些行为都是极大的不孝。

举个例子。秦朝末年，县尉赵佗统一了珠江三角洲而建立了南越国。秦朝灭亡以后，赵佗自

称为王，南越国图谋独立，就把通往岭南的关隘封锁起来，要跟中原断绝联系。改朝换代之后，汉

高祖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国，让赵佗重新归附汉朝。赵佗见陆贾，用的就是南方民族的礼仪和服

饰，“尉佗?结、箕踞见贾”。所谓“?结”，就是椎髻；所谓“箕踞”，就是向人簸箕而坐，敞露下

体，是鄙视人的坐姿，带有侮辱性质。陆贾说，你的亲戚兄弟坟墓都在北方，你却抛弃了中原的冠

带，采用南方生活方式，“反天性，弃冠带”。陆贾同时恩威并重，说你如果在岭南独立，汉朝平定

你易如反掌。赵佗马上坐起来，说很抱歉我在南方蛮夷中待久了，违失华夏礼仪了（《汉书》卷四

三《陆贾传》）。这说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穿戴问题、礼仪问题。

华夷之辨的根本，是王道教化，即“声教”。《尚书·禹贡》中所说“声教讫于四海”，是指商

周以来设计的“五服制度”。这是一种由内及外的文化同心圆结构，甲骨文已证明，商代可能已

有其前缘。《尚书·禹贡》说：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
!

，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

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

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史记·周本纪》也有类似说法：

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

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

儒家设计了一个王道教化的几何图形，叫“五服”制度，这跟丧服的“五服”不是一回事。根

据周边民族距离中央王朝的远近，确定他们跟中央王朝见面的频率，对中央的义务也有所不同，

越远越疏离，有的一月见一次，有的一年见一次，有的一辈子见一次。当然，任何民族、任何文化

的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做到如此规整，它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设计。

在这个基础上，儒家和华夏文明形成了一种自我中心的优越感，实际上也是一种认同感。基

于服章之美、礼仪之大，华夏·中国建立了文化优越感和认同感。

这样说来，所谓“华夷之辨”的根本是礼仪，而不是血缘，也不是民族，不是人种的差别，而是

认同。只要认同华夏文化，就可以进入华夏体系。儒家认为孔子作《春秋》，有一种“春秋笔法”。

韩愈对这种“春秋笔法”的解释是：“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

之。”清末的王韬《华夷辨》也说过：“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

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总之，华夷之辨的根

本是礼的有无，而不在乎血缘是否相同。

通过礼，可以实现横向的文化认同。华夏人有一种自我中心的观念，历朝正史中都有所谓

《四夷传》，记载周边的少数民族。汉唐正史都有《四夷传》《蛮夷传》之类。可是宋朝开始发生

了变化，《宋史》《明史》中变成了《外国列传》，位于《土司列传》之后；《清史稿》则上升为《邦交

志》。我们知道纪传体正史的结构是纪、志、传，《志》比《传》高一级。清朝因为西方文化打进来，

中国被纳入到世界体系之中，所以《清史稿》的撰写者不得不把外国上升到《邦交志》。从“四夷

模式”上升到“外国模式”，从《传》上升到《志》，这是不得已的事，是现实国际关系的反映，但中

国人心目中以礼仪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并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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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横向的文化认同，就是农、牧文明的对话。因为古代以华夏为代表的农耕文明高于游

牧文明，所以游牧民族无不向往中原。他们有一种自卑情怀，都极力认同中原，使得自己“中国

化”。记载表明，所有少数民族都会假托自己是古代圣王尧、舜、禹等圣王的后裔。他们为什么

要追认华夏祖先？因为中原文化是文化的正统。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两汉之际的隗嚣（？—３３），他在西北边地建立政权，与少数民族杂

居。为了“见信于众”，首要之务就是“神道设教”：“立庙邑东，祀高祖、太宗、世宗，嚣等皆称臣执

事，史奉璧而告。”（《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他为什么给西汉的三位皇帝立庙，并加以祭祀？

因为通过标榜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可以团结更多的当地人。说明当时西北地区还是以中原为

正统。

契丹辽朝也是如此。契丹辽朝建国之初，要祀天敬神。那么，祭祀对象为谁好呢？

时太祖（耶律阿保机）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

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

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辽史》卷七二《宗室列传》）

在建国之初，耶律阿保机向周边谋臣征询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意识形态？首

先应该祭祀谁？大部分人都说，应该祭释迦牟尼，也就是以佛教立国。只有耶律倍建议说“孔子

大圣，万世所尊”，应该祭祀孔子。这就是说，契丹辽朝通过祭孔仪式来表明他们继承的是中原

正统文化。

此外，通过礼，还可以实现纵向的文化认同。首先，举儒、释二教的对话为例。佛教传入中国

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对立，但佛教礼仪也吸收了大量的华夏礼仪，佛教

丛林仪轨普遍中国化，甚至出现了所谓“孝僧”。根据佛教教义，是不存在“孝”的，出家人与父母

平等，在进入下一次轮回的过程中，没有什么父子之别。这也是佛教常常受到华夏文化攻击的

“无君无父”。但佛教中国化之后，居然有了“孝僧”，强调孝道。佛教很多丛林仪轨受到儒家礼

仪的影响，借鉴了儒家文化的内容。所以，“中国化的佛教”是一个常见的话语，是东亚文化的一

大标志。

纵向礼仪认同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后朝对前朝文化的认同，我们称之为“先王认同”。比如，

清朝是满族政权入主中原，但康熙等皇帝要立先代帝王庙，祭祀尧、舜、禹、文、武、周公，乃至唐、

宋、元、明历朝历代的皇帝，并为他们建庙立祠。还有，中国古代有所谓“胜朝祭祀”，就是对被自

己打败的那个政权的尊重，为之建立胜朝之庙和胜朝之陵。比如清朝打败了明朝，会把明朝的陵

墓保护好。我们知道李自成到处烧墓，但清朝人不这样做，而是把前代的陵、庙都保护起来。历

代为什么这样做？对先王的认同、对胜朝的认同，旨在表明，本朝政权的来历是有统序的。这就

是政权合法性问题，是最根本的彰显。这种认同，是通过礼仪来实现的，形式表达内容。历代正

史中都有《礼仪志》，记载着当朝礼仪如何从前朝礼仪演变而来的过程，更加系统地展现了这种

纵向的礼仪传承和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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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儒学



三、域外视野与“礼仪之邦”概念的形成

第三个问题，我想说明，“礼仪之邦”的形象是通过域外文化的视野而确立的。由于文化背

景不同，“礼”这个词，很难用某个西方的词汇加以翻译，可以译作：Ｒｉｔｕａｌ，Ｒｉｔｅ，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Ｍａｎｎｅｒ，Ｐｏｌｉｔｅ，Ｃｏｕｒｔｅｓｙ，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等等，但都不够准确，不够全面。现在用得最多的是 ｒｉｔｕａｌ和
ｒｉｔｅ这两个词，但如果你跟外国学者说自己研究ｒｉｔｕａｌ，他们首先会觉得你的研究跟某种宗教仪轨

有关。如果你说自己研究ｒｉｔｅ，就矮化了“礼”这个概念。如果说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那就更窄了。礼包括
多重内容，包括礼物、礼仪、礼典、礼法、礼义、礼教等。西方词汇中没有一个词可以跟“礼”完全

对应。我们知道东亚文明的四个根本特征，分别是汉传佛教、汉字、儒教、律令制度。在东亚范围

内，包括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中国的大陆和港台更不必说，都认同所谓律令制度。而律令

制度就是吸收了儒家礼仪的法律，换句话说，就是法律儒家化的结晶，也可以纳入广义的“礼”的

范畴。

当域外文化进入中国时，首先观察到的是礼仪，这就是传教士们的印象。在下面的举例之

前，我先要提到一个理论背景。汉学家钟鸣旦（ＮｉｃｏｌａｓＳｔａｎｄａｅｒｔ）在他的著作《礼仪的交织：明末

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中说，欧洲在１６世纪之前没有统一的礼仪手册，对整个欧洲不
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原因有三：其一，欧洲没有中国那样统一的、完备的官僚体制，无法在全境

推广礼仪；其二，欧洲人信教，天主教会行使统一礼仪的功能，但是天主教会的教育没有达到科举

制度那样使儒家经典统一的水平；其三，印刷术流行之前，各地都有自己的礼仪手册，如祷告文本

和祷告礼仪各地均有差异，没有印刷术便无法实现礼仪整合的功能。至少要到１５８８年教皇西克
斯笃斯五世（ＰｏｐｅＳｉｘｔｕｓⅤ，１５８５－１５９０年在位）建立礼部（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ｔｅｓ）之后，统一的弥

撒和其他礼仪才在欧洲各地产生实际影响。而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到西周，礼仪的

文本就已经相当固定了。在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尤其是科举制度实行以后，礼仪更容易

推广，使得全社会都了解礼仪。总之这个大背景就是，欧洲天主教会也没能像科举制度那样，统

一经典和礼仪，西方也没有相应的制度可以推广礼仪。

在上述中西对比的基础上，我们来看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礼仪有什么印象。这

方面材料很多，随便举几个例子。

首先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ＭａｔｔｅｏＲｉｃｃｉ，１５５２－１６１０）的《中国札记》。其中谈到中国人的
见面互揖、跪拜、用谦语和尊称、辞让上座、年齿为上，还讲到宴会礼仪、皇室礼仪、上朝程序、各种

称呼、居丧、祭祀、婚礼、冠礼、生日、节日，以及往来拜访的礼节（如用拜帖、回帖等）：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

之一，他们的著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

温文有礼的基础。他们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在这方面他们远

远超过所有的欧洲人。

中国的道德书籍充满了有关子女应尊敬父母及长辈的教诲。如果要看一看孝道的表

现，那么下述的情况一定可以见证世界上没有别的民族可以与中国人相比。有一条严格遵

守的庄严规矩：孩子们总是被教导说话要恭敬。即使非常穷的人也要努力工作来供养父母

直到送终。他们那种宗教式的繁文缛节莫过于他们在父母的丧礼细节方面的认真了，服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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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穿白色而不是黑色的丧袍，并用很昂贵的材料制作棺木……从父亲母亲死去的那天起居

丧三年，这是不可违背的规矩。

其次是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ＡｌｖａｒｏＳｅｍｅｄｏ，１５８５－１６５８）。他来中国传教，其死亡的时间中

国已经进入清朝了。他的《大中国志》里面，也有很多篇幅描述中国社会讲礼的内容，包括宴会

上的礼仪、丧葬礼仪、日常社交礼仪、请帖与书信等。比如：

仅用一只手接东西，在地位相同的人中被认为是轻举，而如下级对上级这样做，则是失

礼……在有些省，频频上茶被认为是一种敬意，但在杭州省，如果上第三次茶，那就是通知客

人离开的时候了。如果客人是朋友，要呆些时间，那么马上安排一张桌子，摆上甜食和果品，

他们绝不怠慢客人，这几乎是亚洲人的习惯，和欧洲的风俗不同。

在客人告辞时，都一起向主人行通常的礼，对他给予的款待表示感谢，他则送他们到街

上。如果客人是步行，双方相互行常礼分手，如果客人骑马或坐轿，那么他们行三次礼，第三

次辞行是在门口，主人马上进屋，客人则登上马，因为当着主人的面乘马或上轿，被认为是失

礼。当客人上了马或坐上轿，主人再出来，双方告别，而当他们走了几步远时，他们互相遣一

名仆人去致意（多拜谢）并表达善意。

他们讲究礼貌和良好仪态，看来这更像敬神而不像礼节尊敬。讲礼节、仪表大方、办事

老练、周到、持重、平稳，这些在他们那里被视为主要德行，一切都归结为一个“礼”字。

曾德昭记载的明清之际的中国日常礼仪，许多有着非常悠久的渊源，现在依然存在。

第三个例子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ＡｔｈｕｒＨ．Ｓｍｉｔｈ，１８４５－１９４２）。他在晚清时期来到中国传

教，写了一系列报道文章，结集为《中国人的素质》（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这是一本专门研究

中国国民性的书，讲了２７个方面，例如“面子要紧”“漠视时间”“漠视精确”“天性误解”“拐弯抹

角”“柔顺固执”“心智混乱”“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旧”“漠视舒适方便”“缺乏同

情”“互相猜忌”等等。这本书影响了当时的美国人乃至整个欧美英语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我们

知道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批判”非常深刻，影响也很大，根据学者们最近研究，鲁迅的许多话语直

接受到明恩溥此书的影响，他年轻时就详细读过明恩溥的著作。

一看即知，明恩溥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以负面内容为主，然而，《中国人的素质》中对中国人

“恪守礼节”的描述却不乏褒意。他说：

中国问题方面最为挑剔的批评家也被迫承认，中国人已经把礼节的实践带到了一个完

美境界。此种境界，在西方闻所未闻，在亲眼目睹之前简直不可思议、无法想像……中国人

对待礼仪就像对待教育，使之成为一种本能而非刻意去学的东西。这个民族的天才，把西方

只在宫廷和外交上才使用的繁文缛节，变成了人们日常交际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

在日常生活中被这些繁文缛节束缚住了，而是说，这些礼节因时因地的，就像节日的盛装每

逢节日就得穿上，中国人靠自己的本能，可以准确地知晓何时该用礼节。

在贬低了中国人注重的繁文缛节之后，我们还是应该在社会交往方面学习不少东西，学

习他们的一整套规则。我们很有必要保持真诚，而不要坚持我们的莽撞，把西方人的顽强独

立与东方人的彬彬有礼结合起来，将会更好。

这个明恩溥，就是庚子赔款的主要推动者，对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的创办起到了很大的推

·０１·

国际儒学



动作用。他的这本书已经有许多翻译本，影响非常大。在他的眼中，晚清时期的中国是一个腐朽

的国度，但却是一个讲究礼仪的民族。

以上是曾经到过中国的三个传教士的印象，还有一些没有到过中国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也有

关于“中国重礼”的大量描述。例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的话语中，对于中国人

重礼尊信、繁文缛节等内容，或许有所批评，但大多称赞有加。他们借称扬中国来批判欧洲中世

纪的黑暗和蒙昧，今天看来或许就是对远方中国的想象，乃至误读。不过，明清时期西方思想家

和传教士的观察和描述表明，至少到１７世纪，西方人已经把中国看作是一个非常讲礼的民族了，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形象已经比较明确。

另外，从中西礼仪之争的角度，也能看出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是如何一步步彰显的。中

西近３００年的文化冲突，焦点之一就是所谓“中国礼仪之争”。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后，向

罗马教廷发回报告，描述他们在中国的日常生活和传教进展。罗马教廷认为，传教士不应该向中

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礼仪妥协，于是产生了很多冲突，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祭祖的冲突。祭礼（吉礼）为“五礼”之首，中国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祖先，这就

是慎终追远的情结。而基督教（广义）是一神崇拜，禁止其他偶像祭祀，祭祖自然在排斥之列。

而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比如韩愈、朱熹以及所有的明清理学家，他们批评中国人相信外教（例如

佛教），一个主要论据就是外教“无君无父”。祖先崇拜对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这跟西方宗

教产生了根本冲突。于是罗马教廷下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祀祖先，而清朝皇帝也下达了对这种不

尊祖宗的宗教的禁令。一直持续到１９３９年，罗马教廷才撤销了对中国教徒祭祖习俗的禁令，“中

国礼仪之争”才最终结束。禁教与反禁教，核心问题是礼仪。这个过程有许多学者做过研究，不

必重复。

二是关于祭孔的冲突。中国书院祭祀孔子，也是天经地义的礼仪。早在唐代，释奠先圣先师

就被列入国家祀典。天神、地癨、祖先、孔圣，是中国人最根本的四大祭祀。各地修建文庙无数，

每年春、秋仲月（上丁日）文庙丁祭，“迎神—初献—亚献—终献—送神”的祭孔仪式，历朝历代几

乎没有变化。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所订的教规，也要求学生对孔子像行礼，就跟我们今天上课要喊

“起立，老师好”一样。中国所有的官办、民办学堂也都尊崇孔子。这种礼制必然与一神崇拜、反

对偶像的基督教发生冲突。是否允许中国教民祭孔，成为“中国礼仪之争”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也成为西洋学堂与传统书院之间的冲突焦点。１９０１年山东大学堂成立，其《章程》规定，每月朔

望在学堂内祭祀至圣先师孔子和本省先贤先儒。次年 ５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ＹｏｕｎｇＪｏｈｎ

Ａｌｌｅｎ）就在《万国公报》上发文对之猛烈攻击，甚至威胁要联合其他基督教国家进行武力干涉。

也是直到１９３９年，罗马教廷才撤销对中国教徒祭孔的禁令。

三是关于外交礼仪的冲突。到了１７、１８世纪，西方国家基本上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国与国

之间的交往规则（即外交礼仪）也逐步建立，但中国当时尚未被纳入这个体系。中国传统礼仪体

系中本有外交礼仪，即“五礼”中的宾礼，包括朝、觐、遣使等内容。不过，中国朝廷向来以天朝上

国自居，在华夷之辨的理念下，通过朝贡贸易实现宗藩、赐贡等外交形式。到了清代，中西外交礼

仪必然产生冲突。比如西方使节觐见对方君主时，免冠、鞠躬，最多单膝跪拜，而中国朝廷则要求

对方正冠整衣、三跪九叩；西方使节通过亲吻君主肢体表达敬意，中国皇帝则不能被触碰“龙

体”，连随意观看都不允许。此时，中国还没有被纳入近代民族国家体系，无法理解西方外交礼

仪，仍然按照原来的宾礼来办外交。这既是一种时空差异，也是一种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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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关于日常生活礼仪的冲突。以《仪礼》为基础的《朱子家礼》，是为宋元明清民间礼仪活

动的指导性文本。西方传教士入华时，他们所依据的主要是教会礼仪。天主教的《罗马礼书》

《亡者日课》《罗马弥撒经书》等，是其礼仪指导文本。传教士看到与西方日常生活中截然不同的

礼仪现象：中国民间礼仪靠家庭或宗族推动，而不像西方靠教会推动；行礼的地点在宗庙（祠

堂），而不在教堂；冠、婚、丧、祭都凭着祖先的名义举行，从祖先而不是从上帝那里获得合法性和

神圣性；中国虽没有神父那样的专职礼仪专家，但民间礼生很多，礼仪生活传承不辍，有条不紊。

诸如此类，都是中西礼仪文化的差异。

正是在与西方礼仪的冲突中，在与域外文化的比较和争斗中，中国传统礼仪才得以愈加凸

显，“礼仪之邦”的形象才愈加强化。孟德斯鸠说，中国人把宗教、法律、风俗和礼仪混在一起，这

四者的箴规就是“礼教”；专制中国并非靠法律治国，而是靠“礼教”治国。这应当是中国传统礼

仪文化给西方留下的基本印象。

１９８３年，汉学家邓尔麟（ＪｅｅｒｙＤｅｎｎｅｒｌｉｎｅ）采访钱穆，钱穆回答：

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的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

志着中国的特殊性……然而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

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钱穆认为中国的地域差别、文化差别巨大，但不管在什么地方，礼都是一样的，中国文化的核

心就是“礼”。邓尔麟后来成为著名的汉学家，他说：“有一种力量使得‘礼’能被人们所接受，并

使多元文化的中国统一起来。”

这使我们想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中国的统一是靠什么来维系的？今天，华南学派是

个很重要的学术流派（当然他们内部未必承认自己是一个派），他们研究华南地区的村落、基层

社会、民间宗教、民间信仰，他们看祠堂、看家谱，把“进村找庙，进庙找碑”视为自己的学术方法

（郑振满教授语）。记得华南学派的代表人物科大卫教授曾说，他们的问题意识是：一般认为，传

统中国“皇权不下县”，那么，传统中国有两千多个县，每个县只有一个县令和几个吏员，并没有

人数众多的官僚班子，那么中央朝廷的意志是如何贯彻到基层的呢？换言之，如此“松散”的政

治结构，为什么没有导致天下分裂？况且，大家都知道，中国每隔几百年就会来一次改朝换代，上

层政治机构基本都被摧毁，但基层社会并没有陷入混乱，而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中国的基层社

会到底是如何运转的？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现在看来，中国的基层运转主要靠“礼”

（或者说是儒家化的“礼法”），科举教育使得基层社会熟悉礼法，民间老百姓也了解礼仪。有了

这种“礼教”，所以社会不乱，天下统一；当然，礼教束缚人心的负面作用也不能忽视。

四、塑造“礼仪之邦”的文化机制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塑造“礼仪之邦”的文化机制。儒家礼仪制度的基础，本来是宫廷和贵

族，即所谓“礼不下庶人”。那么，如何将贵族化的礼仪推广到民间基层，把整个社会塑造成一个

礼仪之邦？这需要对中国历史做长时段的观察，需要对其文化机制做整体考察。我认为主要有

四个方面。

第一，国家礼典的制作。“王者功成制礼，治定作乐”，历代新朝廷建立之后，都要把“制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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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作为当朝首要的文化工程。隋朝有《开皇礼》《仁寿礼》《江都集礼》，唐代有《贞观礼》《显庆

礼》《开元礼》，宋代有《政和五礼新仪》，明代有《大明集礼》《大明会典》，清朝有《大清通礼》《皇

朝礼器图式》《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大清会典》，等等。２５部正史中，１７部有《礼志》《乐志》或

《礼乐志》。历代制定礼典时，还会展开“议礼”。礼典与法制互补，规定着朝廷层面和上层社会

的生活秩序，约束着官僚和贵族们的行为规范。如果翻阅二十五史，就会经常看到，史书有很多

官员“违礼”“逾制”“悖礼”等记载。这些人被革职、处分乃至丧命，正是由于违背了礼制。礼法

合一，实际上他们也是违了法。

第二，家礼家仪的普及。不过要知道，并不是每个朝代的礼典都会针对民间基层社会，简而

言之，上古和中古社会的礼制都只是针对上层社会。中古是贵族社会，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

代，贵族社会都是讲“礼”的，他们认为礼是维持宗法、标榜门第的工具。贵族阶层“动循礼仪”，

通过行住坐卧的姿态、说话的方式、文辞的华丽，来彰显自己门第的高贵。高门大族都有自己专

门的“家礼”，而且互相攀比；然而平民（庶民）无礼，更无家礼。

宋代以后，中国出现了市民社会，中国文化也出现两大趋势：一是内化，或“斯文”化，社会由

武转为文，宋明理学作为意识形态和人生哲学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二是下移，即市民文化

的兴起，导致雅文化向基层社会转移。宋代之前，朝廷官员中很少有庶民，国家礼典只规定品官

以上之礼，没有针对庶民的礼仪。宋徽宗时的《政和五礼新仪》中，首次出现 “庶人冠仪”“庶人

婚仪”“庶人丧仪”。朝廷开始用儒家礼制导化下层社会。

所以在宋代出现了很多家礼文本，司马光、朱熹、范祖禹等人都曾撰作过家礼。所谓家礼，就

是在家中讲规矩。这实际上把魏晋南北朝隋唐贵族的规矩，移到了宋代以后的基层社会，使得礼

仪规矩下移了。

他们为何制作家礼？其一，是为了挽救世风，淑世惩弊，针对的是唐末五代道德沦丧的无耻

世风（如对冯道的不齿）。其二，是为了儒教回归，通过制定礼仪对抗佛教，以防止中国沦为一个

佛教化的国家。其三，是针对当时民间流行的种种“恶俗陋习”，比如婚嫁敛财、火葬盛行之类，

儒家精英试图通过礼仪来教训正俗、导化世风。于是，司马光、朱熹等人把上古的三《礼》文本加

以通俗化，制定了一些操作性更强的礼仪手册，让基层老百姓也来实行这些礼仪。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朱子家礼》。《朱子家礼》内容丰富，包括通礼、冠、昏、丧、祭，对日

常礼仪生活规定得巨细无遗。它既是对上古《仪礼》的精简，又是对当代世俗生活的观照。《朱

子家礼》的操作性极强，对许多行礼细节都有规定。例如，祠堂的建筑设计，神主、神龛、深衣的

样式，婚礼的礼物，丧服的裁制，等等。十几年前，我在文物地摊上还见过一个盛放祖先牌位的木

函，非常后悔当时没有买下来。这说明直到上个世纪，民间对祖先牌位的安放和祭祀，还非常普

遍。《朱子家礼》甚至还设计了当时的校服，也就是白鹿洞书院的“深衣”。深衣起源很早，孔子

时代就已经有了，在《礼记》中专门有《深衣》一篇。古代上衣、下裳，分作两截，而深衣则上下一

体，类似于连衣裙。《朱子家礼》中对深衣的剪裁制作有详细说明。

《朱子家礼》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清国家礼典吸收了这份私人礼典；二是明清

时期所有家谱、族谱、家礼都模仿它，以之作为生活手册；三是它影响了中国之外的整个东亚世

界。东亚人近八百年的日常生活，无不深受其影响。相关研究很多，不必展开。

第三，祠堂和家庙的推广。在贵族社会，庶民是没有资格立家庙的，只有上等贵族才有立庙

资格。《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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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祭法》特别强

调：“庶士、庶人无庙。”平民无资格建立家庙。宋代司马光、张载、朱熹等，倡导庶民通礼，也倡导

庶民立家庙，谓之“祠堂”。《司马温公书仪》中称作“影堂”。《影堂杂仪》中说：“遇水火盗贼，则

先救先公遗文，次祠版，次影，然后家财。”宋代的影堂中有祖先画像，遇到水火兵灾，抢救祖先神

像，比抢救家财更重要。朱熹把“影堂”改为“祠堂”。《朱子家礼》首章设《祠堂》：“君子将营宫

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并设计了祠堂的建筑形式。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吉思汗唯一的标准

像，据说就是当时影堂所用的祖先画像。

北宋本来没有家庙、祠堂。因为受佛教影响，其祭祖活动在佛寺里举行，供奉祖先画像、泥塑

像或神主牌位，时人普遍在墓旁建立佛寺以完成祭祖功能，称为“功德祠”。朱熹及其他人的礼

仪改革，包括强调“祠堂”的建设，正是为了改变这些广泛流传的佛教通俗礼仪。明初《大明集

礼》沿续了朱熹的这个创制，将祠堂改名为“家庙”，规定士大夫之家“为四龛以奉四世之主”。但

是加上了“凡品官之家”几个字。这意味着，平民建立家庙仍不合法。

根本性的变革发生在明朝中期。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礼部尚书夏言提出了两个奏议：其一，

“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祖仪”。原来，品官之家可祭父、祖、曾、高四代，庶民只能祭父、祖

两代，后又增加曾祖共三代，而不能祭远祖。夏言奏议使得民间祭祀远祖成为可能。其二，“请

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要求朝廷废除关于庙数的限制，“官自三品以上为五庙，以下皆四庙”，

“使大小庶官皆得拟而为之”。

这两份奏议被批准了，嘉靖皇帝下诏：一是强令品官必须建立家庙；二是允许“天下臣民祀

始祖”。允许祭祀始祖，也就意味着无官的平民也可以祭祀始祖，允许同宗祭祖甚至联宗祭祀。

祭祖礼从而普及，以祠堂为中心的礼仪活动大规模普及，大量的祠堂也得以建立。祠堂并不只是

个形式，这使得上古中古的贵族礼仪在基层社会也有了举行的场所。

大家知道，讨论儒家是不是宗教，中国是不是一个儒教社会，其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宗教必须

要有教堂，用以举行宗教仪式。传统中国当然没有教堂，但是，如果说儒家就是儒教的话，那么宗

庙（祠堂）就相当于教堂。宋明以来，祠堂大量出现，宗族活动的加强，促进了“礼教”的下移，也

促进了儒家的“宗教化”（对此还可以再讨论）。

第四，乡规民约的影响。乡规民约始于北宋蓝田吕氏兄弟于熙宁九年（１０７６）所制《蓝田吕
氏乡约》，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部分。仔细阅读，这个乡约非

常有意思。它强调乡里亲党之间的尊幼辈行、造请拜揖、请召送迎、庆吊赠遗，少者对长者的礼敬

尤其重要，例如，在岁首、冬至、四孟月朔都要行辞见贺谢之礼，平时要问候起居，见长者时要在门

外下马通名，路遇尊长则立道侧俟揖或下马侧揖，等等。这些都是乡村的日常生活细节，例如：

见长者，门外下马，以刺授将命者。无将命，则自命仆人展刺。燕见则使人白之，乃俟之

外次。（无外次及雨雪则廊庑下，或厅侧偏次）主人出迎，则趋揖之。告退，则降阶、出门、上

马，主人送则揖而退。若命之上马，则辞。不得命，则就阶上马。或爵、齿、德当致恭者，则坚

辞之，不从则已。见敌者，门外下马，俟于廊庑。有雨雪，则廊庑或厅侧偏次以俟，命仆人展

刺。燕见，则白之，主人出迎，则进揖之。告退，则就阶上马。见少者，廊庑间下马。无廊庑，

或主人在厅，则入门下马。有雨雪，则就厅侧下马，立俟，命仆人展刺，或口报。相见毕，告

退，则就阶上马。（古者客车不入大门，请见，人皆立于门外，闻名于将命者，俟主人出，乃

进。近世惟施于尊者，其余或失宾主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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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往见人，入门必问主人食否，有他干否，有他客否。度其无所妨，则命展刺；有所妨，则

少俟，或且退。若有恙故，不系此。

凡见人，主人语终，不更端，则告退。及主人有倦色或方干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

我们可以看到，同村人怎么打交道，怎么送礼物，见面的细节，见长者时在哪里下马，怎么上

前，怎么告退，怎么出门等等，规定得非常详细。其中说到，去拜访他人的时候，进门就要问他吃

了没有（“入门必问主人食否”），主要是为了确定主人是不是方便见客（“度其无所妨”）。我们

今天见面时也首先问“吃了吗”，便与此有关。西方人认为，由于饥饿，中国人才流行这种问候

语。甚至我们中国人自己今天也以为是饥饿所致。其实，都是极大的误解。

可以想见，由于这些乡村礼仪的推广，整个社会当然会变得越来越“讲规矩”了。从《蓝田吕

氏乡约》到利玛窦入华，历时约５００年；从王阳明去世到利玛窦入华，不到５０年。这些乡规民约

和家礼家仪的内容，与传教士看到的中国民间礼仪完全一致。经过宋明理学家和礼学家们的改

造，平民百姓也已经像上古、中古时期那样，自觉地遵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

动”的处事原则了，中国朝野上下都成了一个普遍“讲规矩”的社会。这正是明清传教士们看到

的异域图景。

五、日用礼书与民间社会的礼仪实践

接下来我要讨论一个新问题，算是对上面第四节的继续。中国民间社会如何成为一个“礼

仪之邦”，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其一，在民间，这些礼仪是如何传承的？其二，古代基层民众

的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他们是怎样接受这些礼仪的呢？换言之，这些民间礼仪是如何传播的？古

代中国人的识字率并不高，有人说直到晚清民国，识字率只有１０％。当然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
人认为只要能够自己画押就可以算作识字，那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几的人做得到。不过总体来说，

古代人识字率不高。那么这些礼仪是如何在广大的民间传承、推广的？

礼仪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是礼生。所谓礼生，指民间具有文化知识、精通礼仪程式、具体操

办各类仪式的乡村知识人。部分礼生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如落第书生、坐馆冬烘），而大部分

人则可能识字不多，受教育程度有限。然而，他们对儒家礼仪和佛道科仪都有相当的了解，师徒

授受，代代相沿，成为一方乡里举办礼仪的熟手。很难说某个礼生属于什么流派，他自己也不知

道自己属于什么流派，他也不需要知道所谓流派。这些人只是凭借一点并不专深的教育，代代相

传，形成一个职业而已。近年来，李丰?、王振忠、刘永华等学者都对礼生有所研究。包筠雅、刘

永华教授在福建一个叫做马屋的乡村做人类学的调查，发掘了大量清代民国的礼仪手册等抄本，

调查礼生是如何带徒弟、做活动、推广民间礼仪的。至今，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仍然可以看到礼生，

不过很多都已经走样，变成了哭丧队、“一条龙”服务之类。

由此引出下一个问题：礼生的知识来源是什么？我们当然可以说是《朱子家礼》。但《朱子

家礼》的流传毕竟范围有限，而且内容还是比较高深，并不是每个识字者都能得其要领。我们最

近发现，明清时期由于印刷术的推广，一种民间百科全书对乡间礼生具有重大影响，学者们将它

称为“民间日用类书”。

自宋明以来，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中国各地印刷出版了大量的日用类书，例如《事林广记》

《五车拔锦》《三台万用正宗》《万事不求人》《万书渊海》《万宝全书》《人家日用》《多能鄙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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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必用事类全集》《传家宝》《通天晓》之类。这些民间日用类书的特点是，内容综合，分类详细，

便于检索，而且印制开本袖珍，便于携带。百姓日常生活要用到的所有知识信息，均可从中轻松

检获。这些百科全书还会在不同的时代，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地增删。如果有新知识出现，就会被

马上补充进去。所以对于《万宝全书》这类百科全书，很难说清其版本源流，因为它们是不断增

删、不断翻印的实用手册，一直到民国时期都还在印刷，通常有几十种版本毫不为奇。

其中，与民间礼仪活动有关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例如，冠婚丧祭之礼、宴客之礼、见面之礼、

帖式、尺牍、对联、称呼、祭文、丽句锦言，等等，应有尽有。我把它们称为“民间日用礼书”。因为

老百姓需要这些书籍，所以各地做印刷生意的书商便不断翻刻，大赚其钱。我们认为，正是这些

民间日用礼书影响了礼生。在识字率不高的传统社会，一般乡民读不懂这些类书、礼书，就靠民

间礼生来阅读这些书籍，实践这些礼仪，实际上充当了“二传手”的角色。

２０１６年，我发表了题为《〈酬世锦囊〉与民间日用礼书》的文章，认为《酬世锦囊》可以算是明

清民间日用礼书的代表。《酬世锦囊》一共分为四集，其内容全部与民间礼仪有关，非常实用。

由于各个印刷铺子的翻刻装订不同，所以分册情况也有所不同。四集大致内容如下：

第一集《书启合编》：尺牍、禀帖、四六大启、四六小启、尺牍碎锦、尺牍丽句、仕途要规。

第二集《家礼集成》：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丧祭图、聘启、姓氏典略、姓氏备考、祭文、

挽诗、寿文、传文、像赞、匾跋、传贺、四礼祝文帖式、慰谢疏文、人事摘联。

第三集《应酬宝要》：各款帖式（冠、婚、丧、祭，延宾、馈贻）、序坐图说、晋接常仪、课童常

礼、交接称呼、接见常谈、延师关帖、应酬佳话、律例精言、写帖碎锦、馈贻谢答式、宾筵酒令、

物类别名、各款议约。

第四集《采辑》：?辑新联、匾额骈言、别号、联额别裁、图章丽句。

目前我自己收集了大概有几十种版本的《酬世锦囊》。当时的中国人最初并不把这些文本

当回事，因为都是实用文本，类似于今天农村年前购买的农历，用完即扔。国内图书馆也不收藏

这类书籍，反而海外的一些图书馆有所收藏。《酬世锦囊》总序说：

余自弱冠以前，初攻帖括文字，谓一切应酬杂著非与举业相关。迨辛卯岁（乾隆三十六

年，１７７１年———引者）以来，自京都即有以杂著时索代庖者，猥以固陋辞，而终难却责，因摊

架上之陈书以采自函中之杰作，下帷一载，方辑成编，以供自用，便于取携。虽孔子教人，先

之以博学，凡郭康泰之五千卷与张华之三十乘，务皆胸罗，方免笔窘有不。徒此几帙，遂可诩

为肆应金针？但学海固是汪洋，而济川惟须善棹。况其体纵与帖括有异，而其理却与帖括无

殊。一经揣摩，自知底里。颜之曰《酬世锦囊》，可为行秘书。砚友江君字文辉者，见予抄

本，辄为赞成，曰：与其私之为枕秘，何若公之为席珍？爰付梓人，镌诸梨枣。时乾隆辛卯之

腊，碧峰邹景扬克襄氏谨识于云林别墅。

作者说，他最初也热衷于科举考试，专攻帖括文字，鄙视应酬文字。但是后来没有考上，加之

日常应酬场合很多，便觉得这些应酬知识和应酬文字非常必要。于是，他开始从古书中摘抄、从

各地加以搜集这类文字，准备自己留用。有朋友认为这些东西很宝贵，与其敝帚自珍，不如印刷

出来，让大家共享。于是付梓印刷，普遍流通。这当然是书商的套话，是他们为了赚钱而编的一

种说辞。不过事实是，这些书籍印刷之后，销量非常大，说明民间对此有极大的需求。

书中有很多日用应酬的实用知识。比如其中的《序坐例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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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坐者，朝廷序爵，论品之尊卑；乡党序齿，论年之长幼。此固成规，千古不易者。然余

是编，专论桑梓中所遇众客序坐之法。先朋友，次亲戚，次宗族，而其中又以长幼为序，是亦

定程，到处共守者。因绘方格为桌形模，内注正字者，以指桌面，内注数目者，以指坐次。若

系贵客，或系尊长，一席一人者，则以中为先，以左为二，以右为三序之。如无中席，双列两

度，则先左后右以序之。

大家看此书的《序坐图说》，会告诉我们八仙桌怎么摆、宾主怎么坐。这种八仙桌的座位规

矩，在３０年前中国乡间或许还存在着。今天大都变了圆桌，而以上座主人为中心，按尊卑秩序向

两边散开，这是西式序坐之法。又比如，如何拜揖，如何敬酒，如何敬茶，如何送别，等等，这些程

序相当复杂，甚至繁琐，但在民间日用礼书中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对于民间日用礼仪的推广，

还有比这更直接、更实用的普及文本吗？

举一个人所共知的显例，那就是对联。一般认为，春联的起源与汉代的桃符有关，但那毕竟

只是辟邪的神符，以图画为主，尚不是具有文学意味并藉以彰显文雅的联语。自清人纪昀、梁章

钜以来，学术界认为，五代末年后蜀主孟昶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是中国最早的春联。

当然，这是唐诗平仄锤炼之后的结果，骈俪的文体和对偶的佳句还可以追溯至更早，唐代乃至南

北朝。但是，将诗、书进行完美结合的楹联，真正在中国民间成为流行文化，当在明清时期。据说

明初朱元璋以皇帝意旨推动了春联的推广，规定无论士庶，除夕时门上都必须贴春联。

现在的文学研究者并不把对联当回事，认为对联没有多少文学性。但清代人认为对联是一

种雅事，对联发展的高峰在清代。到清代康乾时期，各类官府衙门、场馆驿舍、名胜古迹，以及冠

婚丧祭等礼仪活动中，都有了楹联的踪迹，每有佳联，众人传诵争睹，制联和书联成为一时雅事，

蔚成风尚。以至于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在文学的境界上，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规律，大体

的情形，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朝，我认为是对联。”

在这种背景下，楹联被纳入到“礼”和“礼文”范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礼文汇》中有两卷

专载各类佳联。一卷是对联，包括新春类、衙署类、居处类、庆贺类、祭祀类、释道类、市肆类；一卷

是挽联，包括伦纪类、士庶类、妇人类、士宦类、封命妇类、杂人类。有些人从福建到北京做生意，

一路上见到许多名胜景点的对联，就抄集起来，刊刻流传。那是一个流行对联的时代，民间日用

礼书中也着意搜集、记载对联。

民间日用礼书也越来越专门化。比如看相、医书、风水，等等，有不同的类别。从编纂体例、

适用对象来看，《酬世锦囊》不同于其他综合型民间日用类书，它是礼类类书从综合型类书中“分

离”出来的表现，可以视为“民间日用礼书”的开端和代表。根据我的粗浅研究，《酬世锦囊》文本最

早形成于１７７１年。由于简明实用，该书在１８世纪晚期至２０世纪早期广泛流行，不断翻印。一直到

１９０３年，上海的书商还在印刷这部书。它成为民间礼生的主要礼仪参考文本。实际上，今天学者们
田野调查时发现的大量手抄《祭文本》（礼生所用的礼仪手册），大都以《酬世锦囊》为祖本。

宋明以来，行礼的主体下移，礼的内涵也大大扩充，民间日用“应酬”也被纳入为礼仪生活的

重要部分，与礼学家们的礼学研究和礼学实践达成合流。受此推动，中国基层民众的视、听、言、

动便无可避免地朝着文雅化、礼仪化的趋势发展；反过来，上述民间日用礼书中的知识构成，又随

着基层社会礼仪生活的丰富而不断增加内容，很好地满足了民间基层文雅化、礼仪化的需求。这

些阅读、传抄和运用礼仪手册的礼生，便是相关礼仪的传承者和传播者。换言之，礼生与基层民

众的互动，推动了“礼仪之邦”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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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论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自我文化认同，其根本特征是礼仪；“华夷之辨”的主要依据也

是礼仪，而不是血缘。宋明以降，中国越来越重视和强化礼仪，逐步变成一个礼仪化的国度。其

表现形式和塑造机制有三：第一，“礼仪之邦”是域外视角观察中国所获得的真切印象，是中外文

化比较的结论；第二，百姓日常生活越来越礼仪化，这是礼制下移的结果，是士大夫们通过庶民通

礼、宗族祠堂、家礼家仪、乡规民约等方式合力塑造的结果；第三，民间礼生的实践和传承，以《酬

世锦囊》为代表的民间日用礼书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礼仪化。由是，中国成为一

个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

当然，宋明以来对礼仪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礼义”的忽视，因为“义”是不言自明的。礼

仪、礼义两者都得到传承，只不过由于中国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礼仪化，礼仪弥漫于朝野，

突破了城乡的区隔，上下阶层都讲究礼仪，使得“礼仪之邦”这个词汇的使用越来越普遍，从而得

到强化。至于人们对于“礼义之邦”一词则逐渐习焉不察，但并不是说中国人忽视“礼义”。

另外，“礼”是中国古代与游牧民族、与东亚各民族、与南亚乃至西亚其他文明进行对话的基

础和媒介，是各文明间相互沟通的一大公约数。中国传统礼仪的基本精神，比如卑己尊人、谦虚

和谐等，是古今中外各个文明都认可的要义，自古以来就是文明对话的重要基础，今天仍有现实

意义。

以上就是我要报告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附记：本文为著者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３日在清华大学所作的演讲。详细内容请参考拙作：《中国

何以成为“礼仪之邦”》，《江汉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礼仪制度与亚洲文明对话》，《光明日报·

国学版》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１日；《“礼崩乐坏”新论：兼论中华礼乐传统的连续性》，《社会科学辑刊》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责任编辑：郝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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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礼教”面面观

王齐洲

　　摘　要：孔子“礼教”是有关周代礼乐制度与礼乐文化的教育。他选择将“孝”作为推行礼乐文

化、践行礼乐制度的伦理基础，将三年丧礼这种制度和形式问题，转化为情感、人格、人性问题，以教育

弟子遵守礼制，在“孝”和“义”之间寻求平衡，并以“孝道”推衍为“治道”。孔子以“敬”作为“孝”的

心理依据，进而作为“礼教”的心理依据，由“敬”而爱护父母给予的身体和生命，由“敬”而尊重一切

社会秩序和规范，“主敬”因此成为孔子“礼教”的基本教义。孔子“礼教”的最佳境界是“制中”“得其

宜”，即有秩序的和谐，与“乐”主“和”殊途同归，“礼之用，和为贵”成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强调“顺”

对于“礼”的实践意义；“和”重在人的心理感受，“顺”重在社会实际运作，二者结合，构成孔子“礼教”

的完整价值结构。孔子“礼教”落脚点是政治，即社会治理，在“家天下”条件下，孔子赞赏“小康”社

会，这一社会包括了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的时代，而孔子理想的社会是尧、舜时代“天下

为公”的“大同”社会，这证明孔子心目中的“礼”并非以维护宗法等级制社会为前提。

关键词：孔子；　礼教；　孝；　敬；　和顺；　大同

作者简介：王齐洲，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①在孔子的教育系统中，

“礼教”影响最大，自汉代以降便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孔孟之道”

的代名词，举凡政治、思想、宗教、文化、教育、学术，乃至社交礼仪、风俗习惯等，无不受其浸润、被

其笼罩。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礼教”受到彻底批判，似乎中国的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都与“礼

教”有关，有人甚至将“礼教”与“吃人”等同起来。反“礼教”就是革命，就是进步，俨然成为一种

历史潮流，“礼教”也因此退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近年来传统文化复兴，“礼教”又成了绕不开

的话题。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礼教”，于是就成为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孝：孔子“礼教”的伦理基础

①　司马迁撰，裴"

集解：《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第１册，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第２２５页。

②　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卷一《问礼第六》，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２页。《礼记·礼运》所载略
同。《孔子家语》一直有人以为是曹魏学者王肃伪作，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和安徽阜阳双
古堆汉墓均出土了内容上与《孔子家语》有高度关联性的西汉文献，说明《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甚古，完全
推翻了王肃伪作说。因此，《孔子家语》中的孔子言论可以作为研究孔子的资料。

　　“礼”的起源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所有说法都认为“礼”的起源要比孔子时代早了许多。孔子

自己就说：“夫礼，初也始于饮食。太古之时，燔黍擘豚，污樽?饮，篑桴土鼓，犹可以致敬鬼神。”②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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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礼教”所教之“礼”其实是周公之礼，通称《周礼》。《周礼》是周公“制礼作乐”所形成而后不

断完善的一整套周代宗法封建制度和贵族行为规范。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季文子使大

史克对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队（坠）。曰：‘见有礼于其君

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之逐鸟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礼》曰：

‘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

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①鲁国大夫季文子（字行父）让

史克替他去回复鲁君的问话，所述既有周公所制《周礼》中有关“礼”的原则，同时又提到周公所

作《誓命》中有关“刑”的原则，实际上包含了周公制作并传留的周人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国家治理

原则。由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②因此，《周礼》主要针对的是贵族，《誓命》主要针对的

是庶人。季文子同时强调了其父亲臧文仲关于礼侍君王如同孝敬父母的思想。这些思想，应该

是鲁国贵族普遍熟悉的思想，一定会给予从小生长在鲁国的孔子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孔子对周公无限崇拜，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

伯》）③他以周公为楷模，希望能够践行周公之道。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孔颖达正义：“此章孔子叹其衰老，言我盛时尝梦见周公，欲行其道。今则久多时矣，吾更不复梦

见周公，知是吾衰老甚矣。”（《论语·述而》，第２４８１页）他对夏、商、周三代文化多有研究，更服

膺和热爱的是周代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

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

语·八佾》，第２４７９页）当卫国大夫公孙朝向孔子弟子子贡打听孔子的学问从何而来时，子贡回

答：“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

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第２５３２页）即是说，周文王、武王以来的传统，在当时

的社会上还有人传承，孔子以这些传承周代传统的人为师，所以才有了这样丰富的礼乐文化知

识。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第２４６７页，《乡党》所载同），就是对子贡之说的佐

证。因此，孔子“礼教”实为《周礼》之教，即有关周代礼乐制度与礼乐文化的教育。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强者陵弱，众者暴寡。唯有鲁国为周公后

裔，尚有周家典章文物、纪纲法度被保存下来。然而，“三桓”（鲁桓公后裔季孙氏、叔孙氏、孟孙

氏）主政，强于公室，陪臣执国命，无复纲纪，实际上也并未遵从周公之礼。据《论语》记载：“孔子

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孙氏在自家庭院表演天子乐舞《八佾》，这

是破坏周代礼制的僭越行为，是不可以忍受的。“三桓”家庭宴会以《雍》撤席，孔子听说后表示：

“‘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第２４６５页）“三桓”家宴以《雍》撤

席，同样是违背周代礼制规定的，所以引起孔子的不满。显然，即使在周代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

保存最好的鲁国，世卿贵族们都已经不能自觉遵守周公之礼了，“礼崩乐坏”几乎无可挽回，要想

全面恢复周公之礼无疑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孔子仍然希望能够由鲁而达至周道，以为“齐一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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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义》卷二《文公十八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年，第１８６１页。
郑玄注，孔

#

达疏：《礼记注疏》卷三《曲礼上》，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２４９页。《礼记》为西汉礼学
家戴圣整理。从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竹书《缁衣》《曾子问》等先秦文献来看，《礼记》所收材料多有来历，是先

秦儒家一代一代传流下来的。因此，不能说书中所载孔子言论与孔子无关。

何晏集解，邢籨疏：《论语注疏》，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４８７页。下文所引《论语注疏》均出自此文
献，仅随文夹注。



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第２４７９页）。要实现这一理想，孔子必须选择合适

的突破口，以教育其弟子努力学习礼乐文化，自觉维护礼乐制度，切实培养礼乐精神。或者说，孔

子开展“礼教”需要从最能够说服弟子的地方下手，构筑“礼教”的坚固基础，让弟子们真心实意

地喜爱礼乐文化，心悦诚服地践行礼乐传统。

礼乐文化所塑造的是人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首先是伦理关系。因为夫妻、父子、兄弟、朋

友等等，是每个人都要面对和处理的。孔子认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

本与（欤）。”（《论语·学而》，第２４５７页）又说：“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后为君子。立体有义矣，

而孝为本”；①“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

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②充分肯定“孝”对于君子人格养成和治理

天下的根本性意义。孔子还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③“人之行莫大于孝”。④孔子

选择将“孝”作为推行礼乐文化、践行礼乐制度的伦理基础，不仅考虑到了“孝”是人的立身之本，

而且以“孝”为突破口来施行“礼教”，最容易为大家所理解，也最容易见到成效。

这里，我们不妨举孔子“礼教”的一个实例，看看孔子如何以“孝”为抓手来进行“礼教”的。

据《论语·阳货》载：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

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汝）安乎？”曰：“安。”

“女（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汝）

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

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第２５２６页）

为父母守丧三年是周代的礼制，是否必须遵守呢？这便牵涉这一礼制是否合理、有无必要的

问题。如果不从思想认识上解决这个问题，就难以自觉遵守和切实执行这一礼制。宰我（字子

予）便认为父母之丧不需要守丧三年，一年就可以了。用什么道理来说服宰我呢？孔子以宰我

受到父母的关爱、三岁才能脱离父母怀抱为理由，强调三年之丧作为“通丧”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他因此指摘宰我：为什么不能像父母爱他那样为父母守丧三年呢？在孔子看来，“三年之丧”是

对父母三年怀抱之爱的报答，也是一个人仁爱之心的体现。这样，遵循守丧三年的礼制就不是一

个制度问题、形式问题，而是一个情感问题、人格问题、人性问题，谁又能够说出充足的理由可以

不遵守这样的礼制呢？这样，关于“孝”的礼制就不是社会强加给个人的要求，而且与个人出生

和成长相联系的符合人的情感需要的社会伦理要求，谁都不应该脱离或超越这一要求。

宰我不想遵循守丧三年的礼制，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认为他“不仁”，而“不仁”也就算不上

是真正的人了。孔门弟子中这个想违反“礼教”的反面例子，清楚表明“孝道”在“礼教”中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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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进行了归纳整理，他们也“都是《孝经》的作者”。胡平生：《孝经译注·孝经是

怎样的一本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４页。
邢籨注疏：《孝经注疏》卷一《开宗明义章第一》，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５４５页。
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三《建本》，第５９页。



基础性和决定性地位。一个不孝之人，不懂得感恩父母，就一定不知道感恩他人、回报社会，这样

的人实在不是一个有健全人格的人，自然不可能成为“君子”，所以孔子要对宰我当头棒喝。当

然，宰我是否真的坚持只守丧一年而能够“心安”，尚未可知，很可能受到孔子批评后，他就改变

了看法。在孔门弟子中，更多的则是切实遵循守丧礼制的正面例子。例如：

子夏三年之丧毕，见于孔子。孔子与之琴，使之弦。侃侃而乐，作而曰：“先王制礼，不

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闵子三年之丧毕，见于孔子。孔子与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

而曰：“先王制礼，弗敢过也。”子曰：“君子也。”子贡曰：“闵子哀未尽，夫子曰：‘君子也。’子

夏哀已尽，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赐也惑，敢问之。”孔子曰：“闵子哀未

忘，能断之以礼。子夏哀已忘，能引之及礼。虽均之君子，不亦可乎？”①

子夏、闵子骞均遵守三年之丧的礼制，虽然他们结束守制后情绪有所不同，一人悲情已经平

复，一人悲情仍然未了，但因为他们都很好地遵守了礼制，所以孔子赞许他们都是君子。这便将

“礼教”贯彻到遵守礼制的具体行动过程中，从而达到对弟子进行“礼教”的目的。由此可见，孔

子“礼教”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孔子之所以将“孝”作为“礼教”的伦理基础，是因为在他看来，“孝”是周公推行礼乐制度、

实现礼乐教化的“圣人之教”，可以推导至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

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②又

说：“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谊，而民兴行；先之以敬

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③以“孝”为伦理基础的“礼教”能

够化民于德治的社会环境之中，这正是周公“制礼作乐”所期望达到的社会治理效果。

当然，孔子“礼教”以“孝”为基础，并非只要求晚辈对于父母及家庭的其他长辈活着时要尊

重、敬爱、赡养，去世后要安葬、守制、祭祀，而是要求以“孝道”推衍为“治道”，形成一种国家治理

格局，即以孝劝忠，以孝尽义，以孝治天下。因此，孔子说：“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

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

之为人君者也。”④既然“孝”可以推衍为社会治理原则，那么，“孝道”也就是“治道”。所以，孔子

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第

２４６３页）即是说，作为伦理基础的“孝”同样可以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为“孝”也是“为政”。孔

子所论“孝道”本来就有等级观念，如传为孔子传授的《孝经》中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

“孝”的要求就是各不相同的，这与“礼教”的思想观念也是一致的，它适应了宗法封建社会的伦

理政治需要，在春秋末期是有保守落后的倾向的。不过，同时也应该看到，孔子提倡“孝”道时，

并非只强调下对上的责任与义务，而是对等地提出下对上也有批评谏诤的权利，这就使得以

“孝”为基础的“礼教”不至于成为对卑下者单向度的要求，从而造成伦理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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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例如：

曾子芸瓜而误斩其根。曾
$

怒，援大杖击之。曾子仆地，有顷，乃苏，鵰然而起，进曰：

“曩者，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
$

听其歌声，令知

其平也。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也！”曾子自以无罪，使人谢孔子。孔子曰：“汝不

闻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求而杀之，未尝可得，小瞂则待，大

瞂则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体而不去，杀身以陷父不义，不孝孰是大乎？汝

非天子之民邪？杀天子之民罪奚如？”①

孔子不仅不赞成曾参被动地让父亲毒打，而且鼓励曾参在父亲要毒打他时选择逃跑。因为

被动地接受父亲毒打是一种“大不孝”，这不仅会让其父陷于“不义”，同时打死“天子之民”，也

会让父亲成为罪犯。孔子以舜处理其与其父瞽叟的关系来加以说明，认为舜的处理才是真正的

“孝”，而曾参的处理则是“不孝”。从这里可以看出，像宋人所提倡的“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

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思想，并不是孔子的思想，也不符合孔子思想的逻辑。父要子死，如果无

理，则子不必去死，可以选择逃亡。同理，君要臣亡，如果无理，则臣也不必去死，同样可以选择逃

亡。在“孝”和“义”之间寻求平衡，这才是孔子对以“孝”和“忠”为基础的“礼教”的真实思想。

并且，在父子关系、君臣关系中，孔子还提出了“争子”“争臣”概念，以教育弟子弥补在“礼

教”中因对上下尊卑关系的偏颇理解可能导致的理论缺陷和实践偏差。据《荀子·子道篇》载：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孔子趋出，

以语子贡曰：“乡（向）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

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

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

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

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②

盲目地强调“子从父命”和“臣从君命”，不是孔子所宣扬的“孝道”和“礼教”。而在孔子看

来，父亲一定要有“争子”，君主一定要有“争臣”。“孝”与“贞”的关键是“审其所以从之”，即看

其是否达致有秩序的和谐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如果达到，才是合理的制度和可以施行的原

则；如其不然，则需要“争子”和“争臣”来实现这种和谐与平衡。只有这样理解父子关系和君臣

关系，才符合孔子的真实思想，也才能满足“礼教”的内在要求，实现父子关系、君臣关系的真正

平衡和稳定，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

二、敬：孔子“礼教”的心理依据

孔子“礼教”建立在“孝”的伦理基础之上，并由家庭伦理推衍到社会治理，使得“礼教”成为

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教育理论和政治理论。然而，“礼教”光有伦理基础是不够的，因为伦理问题

只是一种客观的关系，并不能代替主观的情感；只有养成有利于“礼教”的深厚情感，“礼教”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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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个人的自觉追求，真正将它落实到行动之中。孔子在“礼教”中注意培养弟子的主观情感，

他选择从“孝”入手，拈出一个“敬”字，作为培养这种情感的心理依据。《论语·为政》载：“子游

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第２４６２页）对父母的“敬”，既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情感。就赡养父母而言，它不是“孝”，也不

是“礼”，因为“犬马皆能有养”，如果赡养父母与饲养犬马一样，又何来“孝”？何来“礼”？只有

怀着对父母的“敬”意，有发自内心敬重父母的情感，才能从对父母的“孝”道中体现出“礼”的精

神来。这种“敬”，包含有许多具体内容，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的生、

老、病、死、葬、祭，子辈都必须“敬”事之，以符合“礼”的规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

语·里仁》，第２４７１页）。因为远游会放弃关照父母的责任，引起父母的担心；万不得已要出游，

一定要有明确的地方，便于父母随时联系。“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

语·里仁》，第２４７１页）。父母有错误，子女也可以批评，但要委婉；即使父母不接受，也仍然要

有敬意，不要抱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第２４５８页，此条也见于《里仁》）。子

辈如真的敬重父辈，就应该长期发扬父辈的优良传统。所有这些“孝”道，都应该在“敬”的心理

状态下完成，而完成的过程就是施行“礼”的过程，也是对孔子“礼教”的实践过程。

孔子教育弟子，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君子。他对子夏说：“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论语·雍也》，第２４７８页）而要想成为君子，首先就要从“孝”的体验中培养“敬”的情感，具备

推行礼乐教化的心理依据，然后将“敬”推向人际关系和社会治理，从而达到“礼治”。孔子“礼

教”就是这样的思维逻辑。据《论语》记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宪问》，第２５１３—２５１４页）即是说，“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人格基础，或者说君子修

养自己必须具有“敬”的心理依据，因为这是施行礼治的必要条件，只有“修己”才能“安人”，最

终才能安定天下的百姓，让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如果说“修己”是身心的和谐，“安人”是人际

的和谐，那么，“安百姓”则是社会的和谐，这种和谐的秩序就是孔子所宣扬的“礼”。所以孔子

说：“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焉，非礼则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

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为尊敬，然后以其所

能教顺百姓，不废其会节。既有成事，而后治其文章、黼黻，以别尊卑、上下之等。其顺之也，而后

言其丧祭之纪，宗庙之序，品其牺牲，设其豕腊，修其岁时，以敬其祭祀，别其亲疏，序其昭穆。而

后宗族会宴，即安其居，以缀恩义。卑其宫室，节其服御，车不雕玑，器不雕镂，食不二味，心不淫

志，以与万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礼也如此。”①所有这一套礼数，都需要“君子此之为尊敬”，才能

很好地贯彻施行。因此，“礼主敬”便成为了孔子“礼教”的基本教义。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以“敬”作为“孝”的心理依据，而没有以“爱”作为“孝”的心理依据，是

其理论的内在逻辑决定的。这在讨论孔子“礼教”时是应该加以注意的。因为“爱”是更为普世

的情感，可以对父母、兄弟，也可以对子女、亲戚，甚至还可以对待他人，而“爱”却无法构成“礼

教”讲究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心理要求，只有“敬”才可以满足“礼教”的这种心理要求。因此，孔

子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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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说（悦）；敬其兄，则弟说（悦）；敬其君，则臣说（悦）；敬一人，而

千万人说（悦）。所敬者寡，而说（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①“敬”是施行“孝”的心理依据，也

是施行“礼”的心理依据，而由“敬”推衍出敬重父母、敬重兄长、敬重君主、敬重一切该敬重的人，

社会尊卑秩序就形成了，“礼教”的基本要求也就实现了。当然，“爱”也是不能忘记的，因为它是

更为普世的一种感情，甚至是“敬”的心理基础，没有“爱”的“敬”会导向惶恐和畏惧，反而会隔

离人的感情，疏远人的关系，达不到“敬”的效果。而具有“爱”的“敬”则会在融洽的情感中保持

适宜的秩序与距离，而这种距离与秩序虽然是家庭生活中应该具备也容易产生的，但更是社会政

治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在回答哀公问政时，孔子说：“古之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

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婚为大。大婚至矣，冕而亲迎。亲迎者，敬之也。是故

君子兴敬为亲，舍敬，则是遗亲也。弗亲弗敬，弗尊也。爱与敬，其政之本与（欤）！”②这样，从婚

姻所具有的“爱”与“敬”推衍出社会政治的“爱与敬”，“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

治直言之礼，以立上下之敬”，③便构成了孔子“礼教”完善心理依据的理论张力。孔子在回答哀

公“行之所始”时回答：“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之慈睦，而民贵有

亲。教之以敬，而民贵用命。民既孝于亲，又顺以听命，措诸天下无所不可。”④这便告诉我们，

“爱与敬”也是孔子“礼教”的心理依据和理性行为的逻辑起点。

作为为政之本的“爱与敬”因为建立在孝亲的基础之上，它所形成的社会尊卑秩序也就披上

了一层充满人情味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使得提倡这样一种秩序的“礼教”具有了浓厚的人情和人

性色彩，甚至将个人的身心健康也作为了“礼教”的关注对象，这与近代人们常说的“礼教吃人”

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孔子曾对哀公说过：“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

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欤）？是故君子无不敬。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

支也，敢不敬与（欤）？不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本也。伤其本，则支从之而亡。三者，

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则大化忾乎天下矣，昔大王之道

也。如此国家顺矣。”⑤明王爱敬妻子、爱护身体，为百姓做出表率，百姓仿效，就可以实行王道。

这是孔子所理想的人生境界和社会秩序，他也以此教育弟子，以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

伤，孝之始也”。⑥ 这种敬重生命、爱护身体的思想，是与“孝道”联系在一起的，成为儒家的传统

思想，影响深远。例如，曾参弟子乐正子春爱惜身体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

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伤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问曰：“夫子伤足瘳矣，数

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吾闻之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

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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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齐洲：孔子“礼教”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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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籨注疏：《孝经注疏》卷六《广要道章第十二》，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５５６页。
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卷一《大昏解第四》，第２０—２１页。《礼记·哀公问》《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
子》所载略同。

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卷一《大昏解第四》，第２１页。《礼记·哀公问》《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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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卷四《哀公问政第十七》，第１２９页。
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卷一《大昏解第四》，第２１页。《礼记·哀公问》《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所
载略同。

邢籨注疏：《孝经注疏》卷一《开宗明义章第一》，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５４５页。



矣。’故君子顷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忧色。”①

父母给予的身体，子辈有责任加以爱护，不能随意毁伤，毁伤即为“不敬”，也不符合“礼教”。

孔子教育曾参，曾参教育其弟子，孔子“礼教”正是这样一代代传播下去。这种爱惜身体的思想，

很容易被理解为鼓励人们贪生怕死，畏首畏尾，不思进取。其实，这一理解是错误的。孔子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第２５１７页）又说：“君子道者三，
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第２５１２页）子贡说这是“夫子
自道”。说明孔子绝非贪生怕死之人，而是一个仁者、智者、勇者，这只要看看孔子厄于陈蔡及被

匡人围困时的表现就可以明了。孔子还说：“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第２５０３页），“仁者
必有勇”（《论语·宪问》，第２５１０页），“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第２４６３页），“三军可夺
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第２４９１页），他鼓励弟子为了理想信念而积极进取，无所
畏惧。为了理想信念连生命都可以舍弃，还顾忌什么身体毁伤呢？他所不赞成的只是不负责任地

毁伤身体，因为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是对父母的“不敬”，是违背“礼教”教义的。至于没有意义地

结束生命，就更不是孔子“礼教”所能够接受的。这种教育传统，来源于孔子的“礼教”，无疑是具有

积极意义的。因为对生命的珍重，正是各种优良情感的心理基础，也是培养君子人格的必要前提。

“敬”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由“孝”而感发，进而推衍为对一切尊长，一切事物，一切场所，

都需要有“敬”的情感，并在行动中加以体现。因此，子张问行，孔子回答：“言忠信，行笃敬，虽蛮

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

也，夫然后行。”（《论语·卫灵公》，第２５１７页）子张将这些话记在绅带上，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颜渊将西游于宋，问于孔子：“何以为身？”孔子回答：“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则远于患，敬则人爱

之，忠则和于众，信则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国，岂特一身者哉！”②孔子将“恭敬”作为立身

的根本，认为它不仅对于修身有用，对于治国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这便将“敬”上升为一种生活

态度和政治操守，提升到修身和治国的理论高度。他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

以观之哉？”（《论语·八佾》，第２４６９页）如果“为礼不敬”，他无论如何是看不下去的。在孔子
那里，“仁”是德行的最高境界，“仁人”（圣人）是做人的最高标准，而“敬”也是达到“仁”的重要

途径。樊迟问“仁”，孔子回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

路》，第２５０７页）具有了“仁”的品格，就能够和谐地融入社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即使到落后的地
方也是这样。孔子的这些思想为弟子们所接受，并自觉运用到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例如，孔

子弟子司马牛没有兄弟，不无忧虑地说：“人皆有兄弟，我独亡（无）！”孔子的另一弟子子夏劝慰

他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

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第２５０３页）只要一个人能“敬而无失”“恭而有礼”，就会
到处都是兄弟，哪里还怕没有兄弟呢？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孔子“礼教”不是空调的说教，而且

指导弟子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极有价值的理论。

三、和顺：孔子“礼教”的价值取向

王国维曾经明确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

·６２·

国际儒学

①
②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三《曾子大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８５页。《礼记·祭义》所载略同。
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卷三《贤君第十三》，第９１页。《说苑·敬慎》所载略同。



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

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

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①王国维所说的周人制度就是周公所开创的礼乐制度，

有关这一制度的文化即礼乐文化，开展这一制度文化的教育即是礼乐教育。“礼”和“乐”既相辅

相成，相须为用，又各自独立，各有侧重。一般说来，“礼”别异，“乐”统同。别异则别亲疏，分贵

贱；统同则统宗族，同喜乐。因此，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②这样看

来，“礼”的价值取向似乎在于“分”，“乐”的价值取向似乎在于“和”，这也是一般人对礼乐文化

的简单理解。然而，孔子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

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又说：“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

礼，谓之偏。”③显然，在孔子看来，“礼”与“乐”是不可分离的，行“礼”时不能忘记“乐”，奏“乐”

时不能忽略“礼”，关键是把握好其分寸和度数，以得其“中”。孔子正是这样教育其弟子的，他对

子贡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又对子游说：“明乎郊社之义，尝?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

而已乎！是故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

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

味得其时，乐得其节，车得其式，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加

于身而错（措）于前，凡众之动得其宜。”④在孔子“礼教”中，“礼”的最佳境界是“得其宜”，“得其

宜”即是“制中”，“制中”就能达到和谐有序的效果，与“乐”主“和”殊途而同归。如此看来。孔

子“礼教”在强调“别异”的同时，也强调“得宜”和“制中”，即强调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和谐。

孔子弟子有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

礼节之，亦不可行也。”⑤这显然说出了孔子“礼教”的价值取向，真实地反映出孔子的教育思想。

如何理解“礼之用，和为贵”，后人有许多讨论。宋人杨时说：“礼以敬为本，进为文，进而不

已则离，故以用和为贵。”⑥简明扼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礼”主敬，强调区分亲疏尊卑，这

种区分如不加以节制，过于突出其分别，就会产生离散人心的结果，走向它的反面，因此，行“礼”

时应该以“和”为贵。宋人范祖禹则回答得更为详尽，他说：“凡礼之体主于敬，及其用，则以和为

贵。先王为礼，非以强世，盖欲天下皆可行，人情莫不安，此所以为美也。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

者，乐之所由生也。有敬而无和则礼胜，有和而无礼则乐胜。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矣。知和之为

美，而不以礼节之，则至于流，此其所以不可行也。故君子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动而有节，则礼也；

行而有和，则乐也。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⑦宋儒的回答已经说清楚了“礼”为什么要以“和”为

价值取向，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孔子“礼教”。

事实上，在孔子自身的行为中，他以身作则，为弟子树立了“礼之用，和为贵”的榜样。例如，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耳。朝，与下大夫言，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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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齐洲：孔子“礼教”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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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论孟精义》卷一上，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９８册，第２５页。



如也；与上大夫言，
!!

如也。君在，如也，与与如也”。① 孔子的这些行为，自然都是符合

“礼”的规范的，也体现出恭敬的精神状态。宋人杨时便以为：“宗庙、朝廷以敬为本，故便便言，

惟谨尔。便便，不择事而安之也。言惟谨尔，尽敬也。”侯仲良则说：“
!!

，中正而敬也；侃侃，和

乐而敬也。敬则一也。
!!

、侃侃，上下交也。”②可以看出，孔子在乡党、宗庙、朝廷的礼仪行为，

既体现出“敬”的精神状态，也展示出“和乐”的价值取向。在乡党执礼，贵在敬老，自然要让老者

发言，故孔子表现出温恭之貌，“恂恂如也”；而在宗庙朝廷，有时需要发言，孔子就把该说的话明

白清楚地说出来，只是不随便讲；上朝的时候，与上大夫、下大夫谈话，中正而恭敬，体现出和乐的

情绪，让对方体会到人际间的融洽。所以子贡才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

其可及也？”（《论语·子张》，第２５３２页）

在对弟子的礼乐教育中，孔子十分强调“和”的价值取向。他明确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

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第２５０７页）宋人侯仲良解释说：“和非同也，和则虽有可不可之

异，济其美而已，故曰君子和而不同。同非和也，同恶相济，如以水济水，安能和哉？故曰小人同

而不和。”③范祖禹说：“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者天下之达道也。”④“和”是对自我行为

分寸的把握，也是对他者的包容，且以接受对方之美来成就自我，因此，“礼”只有在“和”的价值

取向下才会使人不生离散之心，达到有序和谐的效果。孔子在回答子游问“孝”时说：“今之孝

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第 ２４６２页）子夏问

“孝”，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第

２４６２页）宋人杨时解释说：“至亲无文，故以敬养、色难告之，欲其知本之为贵也。故孝子之有深

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严威俨恪，非所以事亲也，所谓色难

者如是。”⑤“敬养”与“礼”的心理诉求有关，是“孝”的心理依据。而所谓“色难”，则与“礼”的价值

取向有关，只有对父母发自内心的和颜悦色，才能真正体现出“孝道”，从而传递出“礼”的精髓。因

此，“和气”就成为检验是否真“孝”的试金石。孔子在回答子贡问丧时便说：“敬为上，哀次之，瘠为

下。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⑥清楚地说明了丧礼中“敬”与“和”（颜色、戚容）的关系。

应该承认，在礼乐文化结构中，“敬”主要对应“礼”，“和”主要对应“乐”。所谓“乐在宗庙之

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

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

臣，附亲万民也”。⑦ 然而，“乐胜则流，礼胜则离”。为了防止这种偏颇，主“敬”之“礼”必须以

“和”为价值取向，主“和”之“乐”必须由“敬”来做导引，这里的关键是每个人要修养自己的“仁

爱”之心，以养成礼乐精神。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

阳货》，第２５２５页）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第２４６６页）范

祖禹解释说：“礼之本在于敬，乐之本在于和。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中心斯须不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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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集解，邢籨疏：《论语注疏》卷一《乡党》，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４９３页。
朱熹：《论孟精义》卷五下，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９８册，第２２６页。
朱熹：《论孟精义》卷七上，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９８册，第３０１页。
朱熹：《论孟精义》卷七下，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９８册，第３１３页。
朱熹：《论孟精义》卷一下，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９８册，第４１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四二《杂记下》，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５６１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三九《乐记》，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５４５页。



乐，虽有钟鼓，非乐也。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虽有玉帛，非礼也。故君子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唯在于

敬与和而已。”①就“礼”而言，“敬”为根本，自然不能动摇；而“和”为取向，也同样需要重视。

那么，是否有了“敬”和“和”就万事大吉了呢？显然也不是。孔子说：“立爱自亲始，教民睦

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之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之以敬，而民贵用命。民既孝于亲，又顺

以听命，措诸天下无所不可。”②又说：“布诸天下四方而不怨，纳诸寻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礼，

立之以义，行之以顺，则民之弃恶，如汤之灌雪焉。”③在孔子看来，“礼”的价值取向不仅要“和”，

而且还要“顺”，这才能够完整地实现“礼教”的价值取向。如果说“和”体现的是横断面共时性的和

谐，那么，“顺”则体现为纵剖面历时性的秩序。前者重在人的心理感受，后者重在社会实际运作。

二者结合起来，构成孔子“礼教”的完整价值结构。所谓“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

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

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④强调的就是“顺”对于“礼”的实践意义。

孔子“礼教”中的“顺”，主要是指“礼”所要求的上下尊卑等级秩序在社会治理中的有序和

谐以及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孔子对鲁哀公说：“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

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谬，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动而不相害，此顺之至也。

明于顺，然后乃能守危。夫礼之不同，不丰不杀，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

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冬合男女，春颁爵位，必当年德，皆所顺也。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

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

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脈，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及卵胎，皆可俯而窥。则是无

故，先王能循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此顺之实也。”⑤周公便是这种“顺之实”的典范，所谓“先王

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⑥“春秋致其时而万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

治，周公载已行化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⑦ 正因为有周公为榜样，所以孔子提出了“礼教”可

以达到的“大顺”境界的设想，他说：

圣人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

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

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

者尊。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

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

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

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

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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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论孟精义》卷九上，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９８册，第３７８页。
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卷四《哀公问政第十七》，第１２９页。
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卷一《王言解第三》，第１５—１６页。《大戴礼记·王言》所载略同。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三九《乐记》，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５４４页。
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卷七《礼运第三十二》，第２１４—２１５页。《礼记·礼运》所载略同。
邢籨注疏：《孝经注疏》卷一《开宗明义章第一》，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５４５页。
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卷二《致思第八》，第５０页。《说苑·君道》所载略同。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二二《礼运》，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２６—１４２７页。



这种“大顺”，是以“人之肥”“家之肥”“国之肥”“天下之肥”为表征的；而“人之肥”“家之

肥”“国之肥”“天下之肥”又是以身心和谐、家庭和谐、国家和谐、天下和谐为前提的。因此，

“和”与“顺”就组成为“礼”的共同价值取向。宋人刘彝说：“天生万物以时，圣人赞之以德；地生

万物以气，圣人赞之以礼。德正于内，则时罔不和；礼正于外，则气罔不顺。和顺钟于万物，则生

成不失其宜；和顺浃于人心，则动用不违于法。此圣王所以尽人之性于上，而尽万物之性于天下

也。尧、舜、禹、汤、文、武之为道，莫不以是先焉，乃能嗣天以仁，而使万物各正其性命也。”①这是

从性命之理的角度对孔子“和顺”说的极好阐释。陈则从礼乐功用的角度说明了“礼”对于“和

顺”的价值追求，他说：“礼乐之于天下，辨上下之位，则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相通以致用也。

定内外之分，则乐动于内，礼动于外，相辨以立体也。其为体用虽殊，而所以职乎动则一而已……

乐虽主和，未尝不顺，‘和顺积中’是也；礼虽主顺，未尝不和，‘礼之用，和为贵’是也。”②因此，无

论从个人身心修养来看，还是从社会有效治理来看，“和顺”都是需要提倡的价值取向，孔子“礼

教”重视这一取向，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的。

四、大同：孔子“礼教”的社会理想

孔子“礼教”虽然以“孝”为基础，但其落脚点则是政治，即社会治理，所谓“礼者君之大柄也，

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③ 因此，讨论孔子“礼教”不能不讨

论其所涉及的社会政治问题。

对于政治，孔子主张“德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

政》，第２４６２页）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第２４６２页）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政治就是靠执政者的德行来引导民众，教育民众，感化民众。而“礼乐皆得，

谓之有德。德者，得也”；④内得于心，外得于人，才是有德。而有德之人一定是守礼之人，因此，

“德治”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礼治”。所以孔子又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２４６１页）这样一来，“礼教”也就成为

政治教化的必要手段。

孔子弟子子张问政。孔子回答：“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措）之而已。”子张不甚理解，复问，

孔子说：“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兴羽硁，作钟

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

平也。诸侯朝，万物服体，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

也。目巧之室则有奥阼，席则有上下，车则有左右，行则有随，立则有序，古之义也。室而无奥阼，

则乱于堂室也；席而无上下，则乱于席上也；车而无左右，则乱于车也；行而无随，则乱于涂也；立

而无序，则乱于位也。昔圣帝、明王、诸侯，辨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外内，莫敢相逾越，皆由此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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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礼记集说》卷二九，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册，第５９９页。
陈：《乐书》卷二八《礼记训义·乐记》，见《中华礼藏·礼乐卷·乐典之属》第１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１７—２１９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二二《礼运》，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１８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三七《乐记》，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５２８页。



出也。”①孔子明确告诉子张，“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礼”是国家治

理的关键，与日常生活中需要秩序的道理是相通的。而以“礼”治国，并非无中生有或异想天开，

而是历史演进的自然选择。孔子曾对子游谈到“礼”的来历，他说：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熟），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

知气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乡（向），皆从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

?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

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烹），以炙，以为醴酪。

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故玄酒在室，醴盏在户，粢醍

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

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作其祝号，玄酒以

祭，荐其血毛，腥其俎；孰（熟）其?，与其越席，疏布以幂，衣其遆帛；醴盏以献，荐其燔炙。

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是谓合莫。然后退而合亨（烹），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簋笾豆
%

&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谓大祥。此礼之大成也。②

孔子从上古先人逝世后的饮食祭奠来论证祭祀鬼神上帝的合理性，再由祭祀鬼神上帝的合

理性论证“礼”之“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的合理性，虽然采用的是

类比推理，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孔子还以武王、周公的孝行来论证由“孝道”推衍出来的“礼

治”的合理性。他说：“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

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

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

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

也。明乎郊社之礼，?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③正是孝亲礼仪所体现的上下尊卑等级秩序

和同祖共祭的风俗，推衍出宗法社会的治理模式，成就了周公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使得“礼

治”成为周代社会的基本政治手段。孔子的“德治”和“礼教”思想即是继承周公所留下的传统。

周公传留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是孔子“礼教”的历史依据。孔子对于周代的礼乐制度和

礼乐文化也是十分服膺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

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第２４６３页）又说：“周之德，其

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第２４８７页）孔子明确表示要继承和弘扬周代文化：“周监于

二代（指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第２４６７页）在孔子心目中，夏、商、周三

代的圣王明君是达到了“礼治”的很高水平的，可以称之为“小康”。他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

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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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齐洲：孔子“礼教”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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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五《仲尼燕居》，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１５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二一《礼运》，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１５—１４１７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五二《中庸》，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２９页。



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聉（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①“小康”社

会包括了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时代，这些都是历史上公认的社会治理最好的时代。

其实，成王、周公时代确实可以称为“礼治”最辉煌的时代，而禹、汤、文、武时代并没有礼乐制度

和礼乐文化，所以他们的时代不能说成是“礼治”社会；只是因为他们是圣王明君，孔子依据成

王、周公而推想他们，才将他们的时代也作为了“礼治”成功的“小康”社会。

不过，“小康”社会并非孔子最理想的社会，孔子心目中还有更加理想的社会。因为禹、汤、

文、武、成王、周公的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

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的社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家天下”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

每个人都有私心，都要防备他人，要有保护自己和进攻他人的武装，要建立一套维护个人利益、家

族利益的具有等级秩序的社会制度，连圣王明君也不能例外。孔子并不认为这样的社会是最理

想的社会。在孔子心目中，有比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代更公平的社会，这就是尧、舜时代。

孔子曾感叹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

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第２４８７页）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欤）？
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第２５１７页）孔子为何对尧、舜有着如此高的
评价呢？因为他们的时代代表了比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的“小康”社会更好的社会

治理。《论语·尧曰》有这样的记载：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

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

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

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悦）。”（《论语·尧

曰》，第２５３５页）

尧、舜政治最突出的特点是禅让，他们对自己要求很严，对他人却要求很宽，毫无私心杂念，

能够一心为公，“允执其中”，保证了社会公平，甚至愿意为百姓的过错承担责任，做到了“天下之

民归心”。他们的个人品质，可以说无懈可击，深得民众信任。孔子曾评价舜说：“舜其大知也与

（欤）！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②又说：“舜其

大孝也与（欤）！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

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

‘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③总之，

尧、舜是超越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的更伟大的圣王，是“公天下”的典型。他们的时代

不是“小康”，而是“大同”，而“大同”正是孔子所憧憬的社会治理的最理想状态。他对弟子子游说：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

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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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二一《礼运》，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１４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五二《中庸》，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５２６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五二《中庸》，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５２８页。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

“大同”社会是孔子与子游论“礼”时提出的，显然也在“礼教”的范畴之内。本来，孔子是赞

成“和”而不赞成“同”的，他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第２５０７页）

因为“和”则“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第２５１８页），“同”则“比而不周”（《论

语·为政》，第２４６２页），人云亦云。然而，孔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则是没有上下尊卑等级秩

序的平等无差别境界：在这个社会里，没有私有财产，不必为私利勾心斗角，不必因私利而屈从或

依附他人，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感情亲如父子，至多只有性别、年龄、健康与否之分；这个社会能

够让每个人包括弱势群体都能享受到有尊严的生活，都有安全感；推选出来的君长都是贤能之

人，都没有自私自利之心，不倡导“和”而自然和谐，不排除“同”而天下皆同。因此，“和”“同”混

一，是为“大同”。总之，这个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一个不需要讲“礼”而又

最为合理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制度约束而又秩序井然的社会。当然，这样的社会是孔子在尧舜禅

让故事传说的基础上推想出来的，并不一定符合历史实际。在今人看来，“天下为公”的社会只

能是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化，尧、舜时代的中国可能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或者如有些学

者所说的是联邦酋长制社会，并非真正的“天下为公”的社会。

不过，也应该看到，孔子在对弟子进行“礼教”时，将“大同”社会作为“礼治”的最高境界，说明

孔子心目中的“礼”并非以维持宗法等级制社会为前提。这与他解释《诗经·竳酌》的“岂弟君子，

民之父母”，提倡“无体之礼”，主张“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②的思想是一致的。提到孔

子“礼教”，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第２４６１页）的表

述，或者对他要求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２４６１页）

近乎禁欲主义的教条进行批评。实际上，这都是“家天下”环境下对社会秩序和个人修养方面的

要求，其对人性的约束是显而易见的，说它落后保守并不为过。然而，如果没有这些限制和要求，

社会就有可能失去秩序，或者不能达到有效的治理，百姓的痛苦也许因此会更多，因为没有秩序

的社会混乱可能比不好的社会秩序更为糟糕。而要想解除这些约束，使人性得到自由发展，使社

会真正和谐安定，就只有寄希望于孔子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了。因此，讨论孔子“礼

教”，应该考虑孔子思想的方方面面，全面占有材料，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不能简单地将其贴上“维护奴隶主宗法封建统治”的标签，一棍子打死；或者煽动性地说一

句：“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③

（责任编辑：温方方）

·３３·

王齐洲：孔子“礼教”面面观

①
②
③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二一《礼运》，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１４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五一《孔子闲居》，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１４页。
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１９１９年第６卷第６号。



以德抗位与以德副位
———社会分工视角下《孟子》的君臣民关系论

李畅然

　　摘　要：传统儒学首先强调政府与所在共同体的目的一致性，对权力的警惕则是次要方面。政

府既是共同体的成员，又是社群自我管理的工具；工具为工具持有者提供合目的性，由此又代表了其

持有者。政府与语言类似，出自社会约定，其运作离不开社群成员的配合；政府是社会责任的直接责

任人，因而较之大众表现出更高的主体性。社会分工包括政府职能对所有人都具先在性，因此一方

面人人先天具备承担社会职能的潜力，足以“以德抗位”；另一方面，其人生轨迹主要表现为“以德副

位”。“位”作为社会分工的身份暨工具性义务，其创新、机变的权柄终究把握在新生一代，则是更根

本的以德抗位。德位合一既是社会的理想状态，也是现实发展之大势，可谓德福一致的制度化。

关键词：社会分工；　礼义暨义务；　工具暨合目的性；　德位合一暨德福一致

作者简介：李畅然，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一、引言：以德抗位与以德副位

现代学者把孟子高扬的以知识精英为代表之庶民的人格独立、自尊概括为“以德抗位”。①

如此概括，确实符合孟子游历各国期间对帝师、客卿之位的选择（《孟子》４．５、１０．７）；然而中国古

代却未见将此类立场概括为“以德抗位”者，他们主要讲“以德副／当／胜／符／称／居／处／践／合

位”，讲“以德致／守位”，讲“位以德兴，德以位叙”“官以德懋，位以功隆”“官以德序”，至多讲“以

德为／名位”。② 那么“以德副位”是否仅仅表明中国尚未完成以近三四百年西方社会为典型之

现代化，还是持有着部分甚至更深层的真理？

西方现代政治学对权力毫不掩饰的不信任，主要起因于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只有区区一二百

年，源自彼时的争辩姿态掩盖了持平之论。③ 并不缺少革命经验暨革命合法论的古代中国则强

调官民之间特别是君与士④之间首先是目标一致的合作、共谋，至于博弈、对抗只居次要方面，特

·４３·

①

②
③
④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不可“有其一以慢其二”。

（《孟子》４．２，按本文《孟子》篇章编号沿用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又：“以位，则子君
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１０．７引子思）“位”大略相当于三达尊中
的爵尊。１０．７存在高低反变，４．２则平等抗衡，这种表达上的差别、浮动可以忽略。４．２可算作标准表述。
因当今古籍检索甚便，不一一揭举出处。早者可以到王弼《周易注》。

典型的例子是把政府称做“必要的恶”，政府其实是人约定而成的工具，其定性宜归为善。

士（臣）作为居间阶层，既可以往下代表民，也可以往上代表官，这里指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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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不在个人的人生轨迹中占居显著位置。因此，尽管以新德抗旧位享有根本性，但以日生日成

之德承担既悬之位，则是人人可期之业；而德位合一，或者说以德言的“君子”同以位言的“君子”

合一，则是社会及人生共享的理想。

二、位———社会分工约定的身份暨工具性义务

（一）“德”“位”的意涵和特征

由此先讨论“德”“位”的意涵。“德”者得也，特指人稳定享有的可能性。德包括先天和后

天两类。先天之德既指一般性的人之为人，也指特定的血统暨相关潜能；后天之德则指人后天习

得的稳定潜能。这三种含义，以最后一种最常用，第一种最少用，然而儒家立论，总是从人之为人

这一最基本的德作为出发点的。

“位”也即身份，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工具。与典型的物质性工具不同，“位”由特定共同体内的

人类个体承担，约定完成特定的社会职能，并由此获得特定的利益包括社会地位。职能是位的主导

方面，指社会分工合作所约定的义务暨权利，是对该共同体其他成员的工具性。例如农业生产者的

职能是生产粮食等农产品，通过为共同体提供农产品，他可以得到安全保障、生产生活工具以及其

他种类的生活产品；在保证能为社会提供剩余产品的前提下，他自己具体培育什么作物，如何耕种，

是他的权利，别人一般不加干涉。① 狭义的“位”特指政府之位，无论“以德抗位”还是“以德副位”，位

主要指政府里的位置，尽管也可以扩大指各行业家庭中较受尊崇的、往往具有管理决策功能的位。

位暨位之体系也即社会分工，作为社会工具，与语言工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是人类组织、协调

社群成员相互关系的约定性工具，②因而需要人的智力特别是记忆力的支撑。③ 语言的本质性

特点是约定俗成，将特定的语音形式④与特定的概念相联系，以至于人听到语音形式时几乎不再

在语音上停留，而是转而去反应出与之相关联的概念暨概念组合；同样的，尽管人与人在生理上相

去不远，但社群约定出各种“位”，使具有该位的人与特定的社会职能相联系，在约定生效期间，人们

见到此人，几乎不再在这个人的具体特性上停留，而是转而反应出绑定在该人身上的职能。

这种约定性决定了社会分工的运作，需要相关人员有意识的配合。政府作为共同体中特殊

的位，尽管拥有专业的暴力组织———军队警察，并支配着可观的税收财富，因而最可能不靠约定

而靠威逼利诱；然而，其职能的实现依然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配合。从基础的体量上看，政府和

军队警察并不占社会的多数，他们之所以能够正常履行职能，必须依赖于其他社会成员的配合，

就如同公园、电影院售票员客观上并没有能力让所有的进入者买票，必须靠观者主动的合作；而

·５３·

李畅然：以德抗位与以德副位———社会分工视角下《孟子》的君臣民关系论

①

②

③
④

孟子的“与人为善”并非专门为社会分工而发，而是劝诱执政者虚心纳谏，然而却道出社会分工更深层的动

力，即追求更好，接纳更善。无论耕稼、陶渔抑或国君，在入行初期即需要向同行前辈高手学习，即便已成为

行家，但凡遇到更善的做法，还是要向他人学习，采纳好的方法、建议。由此，“取于人以为善”并非无能之

耻，而是一个美德；而社会分工，不过是“取于人以为善”的制度化，是帮助别人做得更好：“子路，人告之以

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

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３．８）
语言对个人而言有组织经验、调整意向的功能，但这是其社会功能派生出来的。语言首先组织的是社会经

验，调整的是人际意向。

因而社会工具也无妨叫作“理知工具”。

这种语音形式在语言层面上其实是纯心理的，参见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关系之讨论。



从负面的强制威胁性看，军队警察作为有组织的暴力机器尽管足以压服分散的个人，①但分散的

个人只要愿意，同样可以结成更强大的暴力组织。② 由政府而回观全体，可见约定性暨密不可分

的合作性是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工具的主要特征。③

（二）工具性职能的意涵

当我们说“位”暨其主要方面———“职能”是人在特定的共同体内对其他成员的工具性时，这

个“工具性”并无贬义；其基本含义就是正面的，指特定目的得具现实性的前提或至少是充分条

件，④对该目的具有“合目的性”。

首先，身体之外的专用工具正是人类相较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它依赖于人的能力特别是

智力。有智力的动物也可以将某外物作工具性使用，但是用完即弃；只有人才会执着地把外物作

为工具带在身边，专门为了相关目的之使用，只有当工具失去特定的合目的性之后才会丢弃。语

言和社会分工同样是人类“随身”携带的专用工具。⑤

其次，工具性暨合目的性是生命和共同体的有机难分性的直接体现。多细胞有机体的每个

器官、组织都为整体满足一个特定的功能，也即是一个工具，不直接具备这种工具性的物质暨能

量，就只能划归其环境包括食物，而不能算入有机体自身。社会也类似。尽管康德名言的重点在

于“人是目的”，但一个有机的，难以轻易脱离的社群，其内部成员通过提供工具性的职能来维持

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如涂尔干所言，没有了社会分工或者分工尚不发达的社群只有机械的团结，

社群很容易像石头一样毫无代价地分裂为小块。分工合作造成的有机团结则不然，其他社会成

员对想脱离社会的人具有现实的合目的性，从而大大增加了他脱离社群的负面成本；反之，他也

满足着社会的目的，为他人所需，因而社群并不希望其轻易离开。个人在共同体内既有合目的性

同时也是目的，至于物质性工具则随时可以抛弃，因为后者本就是环境的一部分。

“位”只适用于共处于理知世界、互为主体的人，至于非人工具，在人类共同体不享有法律和

道德地“位”，从而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不过假如处于某位之上的人死亡或丧失相关潜能，

原则上需要换别的成员来顶替，这与非人工具还是相似的。有机体之所以要从环境摄取食物，顶

替既死细胞以维持功能同样是一大动力。

（三）仁、礼、义相应的意涵

《孟子》和《荀子》都常“礼义”连用，⑥“礼”大体代表社会分工之“位”，而“义”则是相关之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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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军队的主要职能是阻止邻近共同体（之军队）的劫掠，以及反过来劫掠邻近共同体。

近代以来武器的重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庶民革命的难度，但军队警察从根本上正是来自人民，并不

能忍受整个社会成员的团灭，其次，近代以来新的政府在形式上更尊重民意，且更加文明执政，因而新增的

难度不是绝对的。

很可能有人举奴隶的强制作为约定性之反驳，但一则并没有自然法则规定契约只能基于绝对平等，二则对

于奴隶制的契约，奴隶既然没选择死亡，则证明在最低限度上是经过了他主观同意的。儒家区分王霸，奴隶

制是典型的霸道，只是霸道里并非完全没有主观顺服的因子。王霸只是一个连续统一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而非
截然断裂。

即便作为充分条件，狭义“工具”于人的目的仍不完全，因为人无法控制的自然具有更加基础的合目的性，但

在本文的论题之内似可忽略。这种不完全性在本文最后一个注讨论到的天人之别有所体现。

当然社会之作为“随身”，属于宽泛的类比，只是指人的群居群徙。

贯穿《孟子》全书的是仁义并举暨孝悌并举，“礼”只是对仁义“二者”的“节文”（７．２７）。在仁义这对范畴当
中，礼显然更接近分殊性的义而非和合性的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６．２），朱
熹解为仁礼义，其中仁义的隐喻《论》《孟》皆有明文；关于礼，《孟子》在１０．７与义并举时说是“门也”，与“正
位”的隐喻较接近。



体的职责、义务。①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孟子的“仁义”并举主要是指人是目的（仁）与人是工具

（义）的统一。仁代表的是康德的（在人类目的共同体范围之内的）绝对律令，义则代表在礼或者说

社会分工下具有特定之身份的一类人独有的职责。这就意味着，义之分殊不仅是来自一般性主体

所面对的特定境遇，而且更经常、更具体地来自特定主体在特定社群中的特定身份，也即分工所得

之位。一个人应当做什么，除了取决于具体的情境以外，同时要考虑其当下在社会中的基础身份；

身份决定了同样的情境下，人们的义务暨权利有所分别。同样是婴儿入井，尽管人人都有救人之心

暨义务，但假如施救存在危险，最该出手的还是职业的治安人员，而国君和大臣则是治安人员暨相

应物资配备的指挥调度者；何况对于自然灾害、公共工程，个人的能力几乎不起作用，需要共同体的

组织协调。孟子之所以强调禹、稷和颜子“易地则皆然”，恰恰是因为禹、稷居政府高位，而颜子则是

平民。平民照管好自己就是义务，就是对共同体的贡献；而官员的义务则是谋求整个社群的福祉，在

高强度的以其个人或少数人服务于众人的生存结构下，其于家庭等私人义务难免有所亏欠。（８．２９）

三、社会分工视角下孟子的君臣民关系论

在上述观照之下看待君臣民关系，评价会比较积极正面，且合乎以孟子为代表之儒家的基本看法。

（一）社会分工视角下孟子的君民关系

首先看君民关系，也即政府与所在共同体之关系。政府既由共同体的成员构成，又是共同体自

我管理的工具，因此双方具有目的一致性。至于以国君为代表的政府以社会全体成员暨所控资源

为私产，这只是一种假象，是错觉，就好似宋以后误以天理为实存一样。这种错觉为君高居政府乃

至整个共同体之代表提供了逻辑铺垫，只不过无论官民都容易忘记这是错觉而误以为真。②

定量分析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税收，似可破除上述幻觉。税收占社会财富的比例很小，

儒家理想的税率是十税一（１２．１０），足以证明政府的工具性质。政府成员的收入比庶民平均水

平要高一些，③但是个体能消耗的物资毕竟有限，税收的主体还是要用于道路桥梁仓储、军队征

伐、组织徭役④等公共支出。我们与其把政府、军队等权力工具叫作“必要的恶”，⑤不如就叫作

“必要的（合乎社群目的之）工具”。⑥

当然，工具一方面为工具发明者、持有者提供合目的性，另一方面又由此定义乃至代表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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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常常解释为“有所不为”。“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１４．３１、１３．１７）；“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
为也”（１４．３７）。前者贴近绝对律令，不直接关涉社会分工；而后一条史料中的狷者可以认为是从社会分工
的角度着眼的（附及，《孟子》树立的伯夷、颜子暨杨朱就是狷者）。

这同自然语言根深蒂固地容许隐喻是相关的。

对儒家而言，这是维持礼乐社会所必需。管理者的服饰、饮食、居处、扈从，就是需要较高的规格排场，这无

论是对内显示其权威而言，还是外交上维持本社群之体面而言，都不可或缺。即便在民主国家，最高执政者

的待遇在各级公务员中也一定是最高的，对贵客也一定会拿出法规所允许的高规格，因为国民纳税的目的

之一就是委托政府来与其他共同体协调关系的。此外，对古代特别是早期社会而言，官俸也要支持其僚属

的生活，而非完全私用。再者，中国古代皇族的收入与基本税收相分离，主要来自榷场等，（此问题咨询过李

雷波和项旋二位老师，特识谢忱）也表明家天下只是象征。皇族收入与官俸类似，也涵盖服务人员。此外，

有趣的是象征与代表在英语是同一个词（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徭役实为古代维持社会职能所必须。且不过是短期服务，而政府官员则是全职的。

其实《孟子》里也能找到类似的说法：“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１０．４）
一个热力系统熵值的稳定，有赖于系统外能量的输入。因此对于大的社群，管理人员只能专职，且其权力、权威

从客观方面看主要来自社群系统之外的税收（附及，主观方面则是来自社群成员的合作，也即对约定的遵守）。



发明持有者。① 在复杂的社会分工当中，尽管人人互为工具，互具合目的性，然而诸社会工具中

最易突显出来从而适宜代表其发明持有者也即整个共同体的，依然是政府暨其代表———国君。②

在社会工具内部，农夫、工匠等社会之“位”尚且直接产生物质性后果，政府则主要是组织和管理

人，直接代表、关照全国成员的共同利益，协调该国同自然环境及其他国家的关系。③ 因此，尽管

何时耕种、耕种何物本来是农夫独享之权利，但有时也受到政府的监管、督促（１２．７）；政府甚至

会强制淘汰某种工艺甚至工种，此类与工种相关之举措已变更共同体关于“位”之规划、惯例。

政府管理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义务的独特性，即更接近于社会之和合而非特异化的分工。

正因为政府在国家共同体的分工中承担代表、管理乃至确定方向的责任，因此儒家的主要游说对

象就是政府管理者，而且一体之仁则为孟子游说和立说的重心。抓住了政府，就抓住了社会共同

体的核心；何况组织社会成员，追求和协调共同利益，正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专职义务。尽管政府

职能的实现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配合，但社会失范倘不先指责负有直接责任的政府，却去追究共

同体其他成员的责任，既是欺软怕硬，也是没抓住关键。

在众多的社会工具中，主要由政府充任共同体的代表，这对政府而言既是一种权益，也具有

相应的责任和风险。“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政府及类似的

乡绅是其俗禁首当其冲的维护力量。正因如此，政府、军队最易受到相邻政权的攻击。“国君死

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礼记·曲礼》）在不同的共同体间的恶性冲突中，最大的目标是军政

组织，④其次是男性，再次是妇孺。在这样的战争生存概率的序列下，国家视作国君私有，实具相

对积极的意义。因为个人自古对共同体就没有绝对的义务，⑤越是全民所有，义务越被摊平；相

反，国君作为一个特殊的个人，既视国家为私有，就需要动用一切力量来维护之，这反而是国人之

幸，因为政府维护的正是共同体既有之秩序。⑥ 政府人数少而责任大，无妨视为该国之形式因，

质料因则是普通民众，对各国（形式因）而言并无绝对区别。

（二）社会分工视角下孟子的君民关系

政府与整个共同体之间，其实是一种地位较为平等的委托管理的关系。⑦ 政府受托管的并

非是全部社会财富或全部社会行为，财富只包括公共支出，行为只包括危害社会的罪行（包括外

来入侵）和社会支出所必须的力役。至于其他行业成员暨“位”之占据者的日常支出包括力役，

由相关成员自己承担和完成。

由此可以转而讨论君臣关系，也即政府首脑与政府较低成员的关系。君臣关系很显然是直

接雇佣关系，臣受君雇佣来完成某一部分的行政管理职能；君作为政府最高负责人，需要为所雇

佣之手下的失职负责（４．４），因为雇员职责不过是分担了其雇主的部分职责。雇佣关系较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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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的例子如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蒸汽、电气时代，不严肃的例子如手机族（拇指族）、宅男等等。历史唯物

论重视生产工具和作为社会工具的生产关系，甚具洞见。

作为社会工具的生产方式无法区别同样生产方式的族群，所以只要某族群组建了政府，则政府最具区别力。

孟子所谓无恒产的恒心（１．７），毋宁可以理解为士及其以上对超越其自身物质待遇的关照，对于社会乃至宇
宙整体之福祉的关照。

研究表明，武力职业化大大降低了冲突伤亡率。这使得社会主体得以“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而不

必去强化攻击性和不合作。

“二三子何患乎无君？”（２．１５）
除非它没有良好地履行职能，共同体离心离德。不过二战日军侵华的暴行，依旧烘托出本国政府下限之可贵。

其他行业实类似，唯委托的标的物有异。



托，存在更大的不平等性，①人身依附的一方承担的责任也相应较低。倘再向上与君民关系贯

通，则可得到一个类似循环的结构———“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１４．１４），当然必须要补上“得乎士大夫为丘民”。② 丘民形式上依然是“治于人”“食人”的受役
使者（５．４），但作为质料，正是荀子礼三本中首要的天地之本在人类社会的真身。以无机物为主
体的天地之本恰恰就是比丘民还要缺乏主体性的对象，近乎被人类包括政府、企业等法人恣意索

取；只不过从积极暨诡谲的方面看，也正因为如此，天地之本无法承担具体的责任。军政成员未

完成职责需要免职（２．６），士、大夫、诸侯、天子皆可以“变置”，甚至天地的象征———“社稷”都可
以变置（１４．１４），唯独丘民暨天地本身不能。因为丘民暨天地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主体，如果有的
话，只能是丘民所构建的政府，只能是丘民所奉养的君和士。③ 在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时，人类

会选择丢弃工具甚至舍弃次要的肢体，从而确保自身，确保要害，政府许多时候不过是共同体形

式上的要害而已。工具平时控制、异化人，危急时则在所不惜。

当然这只是君臣关系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臣承担具体的政府职能，而君一方面需要把握

大方向，另一方面正是政府中民的代表。民是分散的，政府为其代表；但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容易

出现畸轻畸重的偏差，而民众作为委托人，在议会制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出现以前，在社交媒体出

现以前，则很难有民声上达特别是汇集的通畅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最高首脑在政府内

部，就是民的代表，他作为单独一个人，作为几乎不承担职能分化的政府成员，他的主要职能就是

纠政府各部门工作之偏，从而尽可能维持民众暨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至于在政府外部，在君民之

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政府的主要职能，也在于纠民众之偏。民众容易顾及自己眼前利益而罔

顾其余，而人数显然较少的政府就是为了协调民众的活动特别是利益关系而设，因此才会有对生

产、流通各环节的监督、调整。由此可见，人数较少的政府暨其首脑，其实就是民众推举出来承担

社会层面之理性思考的功能性角色，而政府首脑则又代表了政府层面之理性。

政府所有成员———或者称为臣———都或多或少代表着共同体，其中“师”恰好也是一类特殊

角色。④ 广义地看，师是臣的一类；狭义地看，师是君的“父兄”（８．３１），是资历暨眼光高于君的人。
普通的臣承担了政府特定的职责暨功能，从而对于政府这样一个机械系统而言具有固定而明确的

工具性；师则不然，“无官守”“无言责”（４．５、１０．７）。既然师没有特定的行政功能，缺乏高度的分化
性，那么它的地位就很像君或者缺乏识别度的民，因而师一方面可能会对行政运作有启发性，另一

方面则同君一样代表了社会共同体的整体，由此来提醒、纠正政府运作中的偏颇。⑤

四、德位合一的理想暨现实趋向

以上的讨论以静态为主，以下正式回到德位关系，则主要着眼于人生暨社会历时发展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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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蒙许德峰兄指点，特识谢忱。

“得乎士大夫为丘民”成立的条件，应该是丘民不违背一地之法律习俗，包括与作为基层政府人员的士大夫

有基本的合作意愿。

正因为如此，君民关系属于委托而非雇佣关系，因为与君的人数少而下级僚属的人数多正相反，民作为君上

一级的委托人反而占绝对多数。

“师”本意为众，引申为军事单位，再引申为这些人众的首领；古代教化功能由军政首脑兼任，后世既职能分

化，于单人则指专司教化的职官了。

跟孔子和荀子比，偏好做客卿的孟子在出仕方面不是那么笃实，不希望被特定之功能化的实职束缚住。他

还是喜欢自由，喜欢绰绰然有余裕一些，由此最终的政治建树也不大。



尽管“君子”有以德言和以位言两种用法已成常识，但儒家同时又坚信，三代至治时德与位

本是合一的。儒家相信，彼时拥有社会高位、拥有管理权柄的人，本来就是社会共时态当中后天

德行修养最高的，①因而儒家面对当下的社会理想，总蕴含着德位合一的条目。②

儒家的这种理想并非如时下所批评的寄希望于皇帝臣僚的私德，而是具有生存论上的必然

性，因而也是社会发展之大势。因为政府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幼年依附于成年人，是“天

生的奴隶”，成年后方进入成人社会乃至政府。从代际更替看，拥有齿尊的成人对于未成年人，

也兼具德尊甚至爵尊，其中爵泛指任何社会分工之角色；③反之，没有齿尊的未成年人特别是婴

幼儿是没有能力占据爵位，而且也是德行欠奉的。成年人即便是“德”行最低、“爵”位最不为社

会认可的盗跖，仍然教会了其子女说话和独立生存，甚至遗传给其子女可以价值评判盗贼之位的

理性。从这个角度看，盗跖相对于其未成年子女，依然是先知先觉（９．７）的先有“德（得）”之

人，④从而对未成年子女有知之觉之的义务，也即拥有教养之“位”。

社会分工包括政府职能，对任何成人都具先在性。每个人此生能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能走

出什么样的人生曲线，与其德其行有直接的联系。而这种德行一般是累进的，因而其承担的职责

暨位也是累进的，这正是中国古人念兹在兹的“以德副位”；对志大才疏的那一类在野者而言，

“以德抗位”并不具备社会价值暨个人尊严。

古代常见的世袭并未对“以德副位”的理想和现实构成绝对的挑战。旧时尽管皇位、贵族甚

至功臣有世袭，然而其于皇子贵族内部，依然在原则上是择优而用；且如上节所指，君主很多时候

只是政府的一个象征，中人即可履行职责，不必圣贤，所以君位乃至贵族功臣依血缘世袭，对整个

官僚体系的负面影响并不大。此外我们知道，任何专业技能都可以有传承，古代工匠多世业，既

可以精进技术，又可以巩固其在社会上的地位；那么执政技能通过世代传习，也未尝不可以取得

类似的功效。

即便昏君勤政，其行为不仅受到当世官僚体制的牵制，也受到本朝及历代政府行事范例的制

约；⑤最关键的一点是，就像正常人再饿也不会割自己的肉吃，疯子傻子也很少自杀一样，昏君的

行为有自然而然的下限，无底线地做恶是很难想象的。政府也类似，其具体职能本来就有相互间

的牵制，而且本来就经历了千百年的传承，政府整体无底线地做恶同样不合情理。孟子高扬的人

格尊严是包括政府从业者在内的，⑥过分地怀疑政府从业者的理智，就如同怀疑庶民缺乏理智，

而后者会引发人不是人，因而不宜追究法律责任的谬论；因此尽管对前者有所警惕合情合理，然

而无限度的不信任并无必要。

西方有所谓德福一致的至善理想，东方似乎也不缺乏。康德提出，德福一致需要预设自由的

意志、不朽的灵魂和上帝。尽管灵魂不朽难以经验，然而社会地位高的人，无论在政府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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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至于其先天条件优越或者至少及格，则属于默认之前提。

《中庸》：“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这里未遵守《孟子》原文的约定，原文特指政府之位。

这个德偏指人之为人的先天之德（当然是后天激活了的）。

“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１３．３５）“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５．２）当然滕文公
居丧打破了先祖的惯例，本文下一节第四点会讨论。

“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３．６）；“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
敬，吾君不能谓之贼”（７．１）；“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
尔。则不敬莫大乎是”（４．２）。



行当，往往是年龄较大的，由此一个跨越文化的普遍经验是，“父”“兄”“长”“元老”往往用来指

称那些较高的社会位置（乃至神学位阶）。不仅对于个人的人生有此“德福一致”的现象，世袭则

更接近以灵魂不朽来享有德福一致了。子孙后代往往不具备初代创业垂统之大能，然而既然此

统———“习惯成自然”之习惯———已立，则中人即可维系（９．６）。以中国历史看，禅让传贤反而多

是做戏，随后依然世袭；父系血缘之统这一象征性因素，对维护政权稳定是起到积极作用的，这与

民间血缘之统的作用并无大的不同。①

由此，德位合一不是儒家经年高悬的乡愁，反而在现实中即具备趋向性。这也是孟子高扬王

道的现实意义所在。小国无论政治清明与否，都很容易为大国所灭，而且这也是符合天道的；②

然而一个政权要做大，一定或多或少符合了康德的先验道德律，从而展现出王道的力量，也近似

地体现出德福一致所蕴含的灵魂不朽之前提———在有机会充分展现的前提下，唯有得民心者会

成为最强大而持久的国家。③ 相应地，小至个人、企业的际遇，德位合一也属于大概率的现实，也

即趋势。之所以不同文化和生产方式在政治道德上的德目大同小异，机制、原因也在于此。

五、德位相抗的意义

尽管原始儒家显然具有“以德副位”的维度，但思孟学脉鲜明的“以德抗位”的姿态同样不容

忽视。就如同现实中总有人违法或不道德一样，居高位者其德难副的概率总是有的；而且即便所

面对的尊者德副其位，名至实归，也无碍于自己作为成人也即社会上可以自立之人，先天拥有对

等的人格乃至道义尊严。

本文认为“以德抗位”主要有如下之含义：

１．人人先天具备承担任何社会职能的潜力，这是由人的类本质决定的。尽管管理性的高位

少，上位者数量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共时系统中只有已上位的那几人方有能力承担。社会分

工的承担者只能是人，每一个新生儿理论上均具备相关潜能，而牲畜和石头流水等则不具备；即

便在世袭制、等级森严的共同体中，也无法绝对排除庶民、贱民上升乃至问鼎的机缘，这类宝贵机

缘牲畜和石头流水则不可能把握，而人则总有此潜能。

２．人只要在社会上立足，在多数时间中，在多数事务上就不需要他人包括政府的帮助或干

涉。司法保障正义，但人未必遇到恶事；军队保障安全，但多数时候并没有动乱。可以说，一个公

民只要完成交税、服徭役等社会义务，原则上就不受命于长上；反之，长上反而需要公民的货币实物

税和劳务，否则无法完成政府之职能，民生凋敝，无人无财可调遣，是任何政府最不愿意面对的。

３．具体到受过从政训练、作为官员储备的士人，尽管他需要尊重长上，甚至需赢取长上的信

任以求得官职；然而反之，长上也需要有经验、有能力的人手来行使其职能，因为事实上包括政府

首脑在内的任何个人，面对社会都是渺小无力的。从概率上看，长上也未必掌握手下人所有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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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笔者认为血缘并非纯粹的生理联系，因为人类选择姻亲时需要避免近亲，这应该是父系或母系成立的因素

之一，论详拙文《母亲在礼三本中的独特性暨人伦中的优生因素》，曲阜：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宣读

论文，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７日。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

獉獉獉
，天也”（７．７）；“小固不可以敌大，

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１．７）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４．１）；“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７．９）。



能，就如同政府作为整体也未必会务农、经商或者制造器具一样。当然，孟子最强调的还是士人

通过修养获得的独立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并不低于长上，只不过士人目前的资历或者说后天德

行的积累尚不足以担任较高的职务。

４．最根本的一点，从德位运动的角度看，“位”作为社会分工的身份暨工具性义务，总是有创

新、重组的可能性，这种机变的权柄，终究把握在活着的人特别是新生一代成年人的手中。年轻

一代手握对既定工具及其总体布局的权衡、调整、改造的权力暨潜能———也即德或性，这是另一

种更高的、具有终极意义的以德抗位。

六、儒家君民观与代议制的联系暨区别

（一）儒家君民观与代议制的联系

近二三百年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兴起，正是对人类世界几千年普遍应用的世袭君主制的调整、

改造，它前所未有地彰显了这一根本性的委托管理关系———政府作为工具服务于共同体，而非共

同体作为政府之私产。但在本文看来，这只是依托现代科技和社会组织形式特别是企业，对具体

之制度细节的调整，尚未根本性地动摇儒家视域下的君臣民关系。

首先，人主导，而且是成人主导的准入规则未变。只有未因犯罪、精神疾病或其他因素无法

行使相关权利的成年公民始有资格参与政治或行使民事权利的准入规则基本未变；人类各种事

务排斥相关动物、植物、无机物之“主观”意愿的准入规则，也基本未变。

其次，政府作为共同体之管理工具的性质没有改变。作为工具，政府有服务性；为实现管理

职能，政府显示出主动性和主体性。

第三，政府与整个共同体之间的委托关系、政府首脑与政府低级成员的雇佣关系未变，政府

内部特别是军队中的等级制依然存在。尽管设了全民公投的机制，但只适用于少数重大议题；多

数的日常政务，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仍然是委托政府和议会代为决定和处理，甚至在美国的政体架构

当中，直接把总统视同昔日的君主。代议制民主国家由普选上台的只有总统等极少数政治性官僚，

往下仍然是层层雇佣，越下级的官僚，其技术性、工具分化程度越高。因此，“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

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的权力分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在沿用。特殊地看，代议制民主

国家的主要政治家都有智囊团，政府也有智库，这与传统的师、老建制也存在一定的连续性。

（二）儒家君民观与代议制的区别

区别自然也存在。

首先，世袭君主制被废除，因而形式上更接近民有。只是由于任期在五年上下，比较短，导致选

举的宣传、表演成为政治上的大事，政治家也相应新增了政客一类。许多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要

定期考虑到选举的效果，需要定期在日常需要的限度之外还要去吸引选民的注意力和好感。

第二，传统社会中，“庶民不议”，君子也“思不出其位”。代议制民主社会则要求人人参政议

政（参政主要指投票）。但既然传统社会早已通过法律确认了人在最低限度上的平等，而工业化

社会又实现了基础文化教育的普及，那么代议制民主要求人人参政，兼顾了大小时段之现实，反

之又没有要求缺乏政治外交经验的民众直接执政，无疑是进步且稳妥的。

第三，民众表达政治见解，谋求政治利益，往往需要政党的中介；普选原则上不需要政党，但

现实中不依托政党不可能当选。而政党在中国传统政治当中，总体上属于负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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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议制民主社会尽管在政治形式上更为平等，然而现实上却更加有机，原因应该在于

企业级差对农业社会单一的行政级差的代偿。企业总体上更接近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也即出

资人有最终决策权，职业经理人与雇员间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别；进步的一方面是企业能提供给个

人的“位”也即职业、职位选择更加丰富，也加深了社会成员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

第五，代议制民主所依托的工商业将人类更有机地团结在一起，导致超越国家共同体的全方位联

系更为紧密，个人因而享有广阔的私人发展空间；其负面作用是与农耕或畜牧等自然经济相比，经济、

生活上的独立性降低，受标准化之商品及服务的控制加大，因而更容易受到政治经济事件之扰动。

儒家君民观与代议制之区别的第四、五两点①是福是祸，尚未可轻言，毕竟工业时代区区三

四百年的时间。不过只要不违背儒家珍视的核心价值，儒家并不抵制人类在政体上的任何尝试。

第四点同时也揭示出儒家君民观与工商业社会的连续性，这其中儒家在意的并不是级差本身，而

在于责任权利的对等，也即一种更为规范化制度化、更有效率更有质量的德福一致。② 在公意暨

相应的共同行为形成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某个人（或几个人）为此公意负责，就如同决断是由

该人做出的一样；这个人承担着公意决断的风险，同时也理应得到较高的回报。人类的智力足以

支撑前者，似乎也会合情合理地赞同后者。③ 当然赞同的同时，庶民也做好了必要时以之做“替

罪羊”的准备；只不过大自然并不遵循人为的“约定”逻辑，人类群体的灾祸只可能由群体来承

受，“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２．３）④不过是人类意志美

好的愿望而已，就像社稷可变置而自然无可变置一样。

多数时候，政府的管制、管理只是对社会现状暨变革的追认和顺势而为。因此孟子说，“天

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９．６），而这里所谓“天”，主要就指占共同体多数的民众，当然也并

不排斥居少数却在形式上拥有把握方向之权力的政府成员。⑤

（责任编辑：张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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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此外溢出君民话题的祸端如，工商业暨相应的消费主义对资源的需求较之农耕时代大为增强，现有的生物

多样性已受危胁。

对本文而言，“德福一致”主要在“位”之内实现，也即履行职责，获得回报。“德位合一”的德指履行职责的

潜能，也就可以视同职责。权利既可以视为职责的另一面，也可以视为回报的一部分。此为“德福一致”

“德位合一”“责权一致”三者的细微差别，读者鉴之。

上文第三节讨论到行政人员的待遇问题，可以参看。

类似的话在今本《尚书》，见伪《汤诰》和伪《泰誓》。

参见《孟子》３．５、４．８的“天吏”概念。按，套用荀子礼三本的概念，民众属于第一级的天地之本，这是由其体
量决定的，而君师仅属于第三级的本，所以当君师得民心所向时，始可称“天吏”。当然对于古人而言，天人

还是有别。例如灾害不除，说明天不接受特定的首领，这与民众拥戴是两回事，参见９．５和《尚书·尧典》。



阳明论变化气质及其教化论
———兼及阳明与朱子教化方式的比较

李洪卫

　　摘　要：儒家的成圣或成贤之道有一个过程性环节即“变化气质”，张载提出人的气质有刚柔、攻

守等不同类型。朱子从性、气二元立论，而王阳明则是从性、气一元立论，他的方法是追寻自己的良

知，依循良知行动即可。这里的核心是性与气、心与气的一体而不是二元，对照朱子的性气论，可以看

出二者的巨大差异。阳明在教育方式上是让儿童身心条茂畅达，歌、乐之欢畅，以乐习为上；音乐要从

心中发出，做到精神宣畅，心气和平；具体到个体是各随分限，相机教化，愚者可教，贤者可成。朱子强

调理气对立，因此，除德性修养还有刑罚并重，以圣人规定为则；阳明则着重前者道即性即命而肯定

《中庸》，认为修养过程不需要圣人“于中为之品节”。朱子的意见又引发了清代戴震的批评。

关键词：王阳明；　教化；　变化气质；　乐习；　圣人品节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良知学与当代人格教育”（ＨＢ１９ＺＸ００８）

作者简介：李洪卫，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５１）

　　在历代儒家之中，王阳明是文武兼备、道德与事功俱达致巅峰的一个特例。同样突出甚至更
突出的一点还有，在教化后学方面王阳明也可以说是自孔子以后的第一人。宋明是儒学发展的

第二个高峰，宋儒大多也有弟子及门并多有成就非凡者，但自宋代以后及至明代，像王阳明这样

大开生门，学子遍及天下，影响累及后世的绝无仅有，能做到这一点是与王阳明依据自己的心学

体会建立良知学的教化方法分不开的。

一、变化气质———气即是性，在致良知

儒家的成圣或成贤之道有一个过程性环节即“变化气质”，这一点比较明确下来是在宋儒那

里，但是，源头则还在先秦的孔孟荀和《大学》《中庸》。孔子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

阳货》）。为什么性相近，习而远之了呢？因为这个“习”的基础与过程都是基于人的身心状态而

来，是需要每个人千锤百炼而下实修功夫的，用后代儒家的语言就是气质变化的功夫差距太大

了。孔子又曾把学人分成了几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后学与困而不学（《论语·季氏》）等

等，结合前面一句的“性相近”，我们可以大体看到，孔子思想的二重一体性：“性相近”表征每个

人的先天本性是一致的或相近的，但是，“习相远”以及生知、学知、困学等的分类又表明各个人

生就的“气质”有极大的差异。对此，宋儒学家尤其是张载做了很好的分类研究。其实，张载的

气论从本质上无所谓唯物唯心，其核心是阴阳变化，合于《周易》的运行大道，而基础则是“凡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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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则通，昏则壅，清极则神”。① 张载的说法和程明道“仁”“通”的说法相比较，并无根本的差异，

而且可以说，张载深化、具体化了明道的思想。张载在儒家变化气质的学说中居于中心枢纽的地

位，因为他明确了气质中的不同偏向，而矫正这些偏向正是我们日常修养所必须遵循的路径：

“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②恰恰“湛一，气之本，攻取，气之欲。口腹

于饮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③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④ 张载

在这几句话中明确了一个思想：人的性为二又为一，为二是人有先天之性，后天之性。具体地说，

先天之性没有攻取、掠夺、杀伐之气，这是人性之本。但是，张载又说出第二层道理：先天之本与

后天之气其实是一个，并不是两种东西。这句话多少有点儿惊世骇俗，在程朱理学那里几乎是不

能说的，但是，程明道就说过类似的话，也是用的这个例子，即冰与水的对照和同一。可以说先天

之性与后天之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彼此之间从社会分析具有对立性，但是，本质上其实是

一个，阳明后来对此作出了解释，即这不过是“过犹不及”的问题，即气的偏颇，即人的气质的形

成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发作，用《中庸》来说，不合中道，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气质之偏。这个偏

是后天的，也是先天的：人的气质是天生的，但是，它不是天地之性的本原，因此，人是可以复性

的。人的后天特征就是气质的偏颇，我们日常行为不合乎“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

之和”的道理，这就要做修养的功夫，回复到圣人之道，做日常的成圣成贤的功夫。那么，它的具

体特征就是：“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⑤“气质犹人言性气，气有刚柔、缓速、清

浊之气也。质，才也。气质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气质”。⑥ 这就是先天获得的天地气质的偏

颇，包括阴阳五行之气的缺乏、单一、过度等等，但是，这不妨碍任何人通过涵养功夫回复到先天之

性上去。在张载看来，过刚、过柔等等都是导致人的攻取、杀伐、贪婪或者软弱、贪生怕死、见义不

为、被宰执等等的个性的气质根源，而这些毛病也就是儒家教人寻常克服的道德问题，这就是阳明

后来教人如何做荡涤渣滓、浑化澄清的功夫，即在个人气质上或生活习性上用功的问题。但是，阳

明功夫的特点就是牢牢抓住“良知”之本，教人只作返回良知的功夫，则气质变化就在其中了。

王阳明如此认识的核心在于他将性与气同等看待，放在一个层面上处理，这是与宋儒中的程

朱系统截然异趣的。他在和周道通讨论告子和明道的“生之谓性”时阐明了他的这个看法：

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说？何故不

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二先生之言

皆未能晓，每看书至此，辄为一惑，请问。”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

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

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

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认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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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①

按朱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从性与气的二元对待层面上说的，因此，只能说性上没有气质之

偏、之杂，说到气就是有偏颇的，有杂染的。阳明对这个问题做了更深层的理解与把握：孟子说性善

是从人的本性上说的，但是，性的善之端绪怎么得见呢？还是从气上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

都是气。也就是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都是一种“气态”的展示，其实孟子自己也对此做了

说明：四体不言而喻、于眸子等等。阳明最后说一句话让一般人震动和不可捉摸：若认得自性明

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在这里阳明把流行之气和人的本性做了统一。这里

可以参看阳明对陆原静说的另一句话：“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

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②在阳明看来，人的气质其实就是天性，但是，为什么还

要变化气质呢？为什么人还有行动的善恶呢？这就是阳明原来所说的：不得其正，不得其中，有过与不

及，气的流行发用偏向任何一边都会产生恶；换句话说，气还是气，你只要动气，而不是让它流行不滞，

那就流于偏失了，就会出问题，这就是恶的形成。从根基上说，所谓气质之偏就是气质的发动处———

心的偏颇。因此，阳明的方法是追寻自己的良知，依循良知行动。阳明这里讨论的核心是性与气、心与

气的一体而不是二元，甚至彼此对立。我们对照一下朱子的性气论，可以看出二者的巨大差异：

“天命之性，本未尝偏。但气质所禀，却有偏处，气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义礼智，亦

无阙一之理。但若恻隐多，便流为姑息柔懦；若羞恶多，便有羞恶其所不当羞恶者。且如言

光：必有镜，然后有光；必有水，然后有光。光便是性，镜水便是气质。若无镜与水，则光亦散

矣。谓如五色，若顿在黑多处，便都黑了；入在红多处，便都红了，却看你禀得气如何，然此理

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孟子之论，尽是说性善。至有不善，

说是陷溺，是说其初无不善，后来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论性不论气’，有些不备。却

得程氏说出气质来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齐圆备了。”又曰：“才又在气质之下。如退之

说三品等，皆是论气质之性，说得尽好。只是不合不说破个气质之性，却只是做性说时，便不

可。如三品之说，便分将来，何止三品？虽千百可也。若荀扬则是‘论气而不论性’，故不

明。既不论性，便却将此理来昏了。”③

在朱子这里，性就是理，性与理纯善，但是，性与理却不是气。因此，朱子认为，孟子说性善，

不善是陷溺，还有些说不通，只有等程子出来说到气质的时候，才能把孟子这个意思圆融：因为只

有理，只有先天，后来的恶与陷溺就找不到根据了。而到了荀子、扬雄则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只是

说气，因此，又变成了性恶论，那么，理和性的根据又给埋没了，这就是朱子的看法，与横渠的意思

也略有近合之处，即气禀的问题。因此，程朱的路数就走到矫正气质上去，同时，将心看作是混同

状态，这是一条修养的路径。阳明却与之不同，他将心、性、气打并为一，调整身心是气、也是性、

也是理，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和不同侧面的观照。这样，阳明教学者虽然也教静坐的功夫，但

是，核心却是自心、自性的发明，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气质就会相应地发生着改变。所以，阳明

的功夫也不是二元的，而是一体的，没有一个先明白道理、再遵循这个道理去做然后得以变化气

质的复杂过程，看他与陆原静的对话可知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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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书云：“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化。如何谓明得尽？如何而能便浑化？”

良知本来自明。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

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些少渣滓如汤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难晓。原

静所以致疑于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论“明善”之义，明则

诚矣，非若后儒所谓明善之浅也。①

在阳明这里，良知本来自明，这个明也就是气质本身的明达，但是，这个是良知心的自觉或明

觉状态，不等于你的气质上没有问题，没有遮蔽；同时，反身而诚，澄澈内心的过程也就是纯化气

质、消融渣滓的过程，没有两个过程。所以，阳明的修行理论不说“矫正”，那就偏到心与气的二

元层面上去了，而是说“克”，“克”就是心的活动，或者说就是良知的自我意识的活动。这个过程

就是顺理的过程，同时也是正气的进程：“君子之行，顺乎理而已，无所事乎矫。然有气质之偏

焉。偏于柔者矫之以刚，然或失则傲；偏于慈者矫之以毅，然或失则刻；偏于奢者矫之以俭，然或

失则陋。凡矫而无节则过，过则复为偏。故君子之论学也，不曰‘矫’而曰‘克’。”②“克”就是自

己内心的自觉、自主的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的行为，这就是良知的头脑的作用了：

问：“‘生之谓性’，告子亦说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认得一边去

了，不晓得头脑。若晓得头脑，如此说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这也是指气说。”又

曰：“凡人信口说，任意行，皆说此是依我心性出来，此是所谓生之谓性。然却要有过差。若

晓得头脑，依吾良知上说出来，行将去，便自是停当。然良知亦只是这口说，这身行，岂能外

得气，别有个去行去说？故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亦性也，性亦气也，但

须认得头脑是当。”③

阳明在这里强调所谓“头脑”自然就是良知，良知是个体修养的中枢机关，把握住它就抓住了

身心的根本。阳明强调良知也是气，这一点是与其他儒家大异其趣的。其他儒家很少直接说“良知

即气”，因为他们从良知肯定的是人的道德展现或道德本体。但是，按照阳明，良知的展现无非口

说、身行，而这个口说、身行不过就是气或气机的运转而已。因此，良知不外乎气，但是，气的运行、

气质的变化要有一个主帅、头脑，这就是良知。如果说良知也是气，同时，良知还是气的中枢系统，

这样也就应和了孟子的志壹动气、气壹动志的说法。在阳明看来，心志和气机就是一体而行的，所

以，无论是矫正或克服都是以自己的内心为主宰、为支点的活动。但是，这个良知的自觉活动，也不

是不关照人的气质的各种偏颇。阳明也跟横渠或朱子一样，罗列了那几种人的个性或性格中的偏

失，其实那就是人的行为容易走向不道德的根源：刚、柔、傲、奢、陋等等，这都是气质问题，阳明同样

对准了这些问题，阳明的教法除了静坐、事上磨练等具体方法之外，他依据良知心学的不二法门，将

心、性、气的一体性提撕出来，让人把握自己的心性命脉从而变化气质。

二、条茂畅达，歌、乐之欢畅，以乐习为上

在肯定良知即气的基础上，阳明在对个体尤其是少儿教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核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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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良知为枢纽，通过人的各种身心活动使其展开，这其中包括从孔子开始的儒教的核心之文教中

的“乐教”的重新理解和运用。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是音乐的爱好者和专家，孔子不仅爱好音

乐，而且在其中把握“教化”的机理，这也是儒家之教有一个重要部分被称作“诗教”的原因，随机

摘引几段足见孔子对诗歌、音乐之教化的深刻理解：

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徼如也，绎如也。以

成。”（《论语·八佾》）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朱子对“思无邪”的解释是：

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

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

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无邪’

者，诚也。”范氏曰：“学者必务知要，知要则能守约，守约则足以尽博矣。经礼三百，曲礼三

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①

兴于《诗》，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

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立于

礼。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

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成于乐。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

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

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按《内则》，十年学幼仪，十三学

乐诵《诗》，二十而后学礼。则此三者，非小学传授之次，乃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也。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为少矣，特以道学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虽

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故能兴起。今虽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况学者乎？是不得兴

于诗也。古人自洒扫应对，以至冠、昏、丧、祭，莫不有礼。今皆废坏，是以人伦不明，治家无法，

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之乐：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歌咏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

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②

朱子对古人能够歌之舞之的诗歌从情感教养的角度予以解释，强调：第一，诗歌可以兴发人

的善情，戒惧人的逸志，所谓直指全体就是从根本上着眼的意思；第二，音乐还有“荡涤其邪秽，

消融其渣滓”的功能，就是消融身心之中的障碍渣滓，即消除浊气的功效。按照小程子的说法，

“歌咏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即歌咏可以疏通血气、顺畅情志，打通气机的功能，从

这一点说，音乐歌舞之善是一种气机条理和心志涵养的良好方法，这正是儒教的一大特色，也是

阳明本人能够认同和欣赏的；第三，按照朱子的诠释，诗教的核心又是诚，或诚意，或诚敬。从第

三点作为“诚意”或“诚敬”的解释看，这符合所有儒家不同门派的意旨，诚意也不为外，乃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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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也不为过，当然，持敬的方式可以各有不同。但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可能会将诗歌教养的

方向扭转到一个崇礼甚或强调等级秩序的维度，而这一点就是心学诸如阳明所不能接受的了。

作为明代儒家最重要的代表，王阳明当然不会扬弃儒家修身的核心命题，但是，他的方法却

与朱子以及很多儒家大有不同，这与他们哲学取径的差异有直接的关系。阳明对音乐及其功能

有自己的理解，他的看法是：第一，尧舜、文武的一生作为和心气都在他们的音乐中，世人之中，德

性通达的人从中可以体会大道。世俗之中的流行乐曲则都是词调，也就是文人的游戏之作，并没

有身心生命的内涵融化其中，所以，不能达到敦化风俗的效果；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所谓音

乐的根本不是音乐本身，而是人心，人心才是音乐之根基，心正则乐正，心纯则乐纯，好的音乐的

形成不在仪器上，也不在制作者的方法或时间节奏上，而是在他的心地上，这是根本，求音乐要求

此根本，而不是追求细枝末节；第三，根据第二点，从方法上说，儿童修习音乐、歌舞的目标是通达

身心、畅通血脉，而不是简单的“习礼”：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未达，请问。先生曰：“《韶》

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

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

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

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

可复矣。”曰：“洪要求元声不可得，恐于古乐亦难复。”先生曰：“你说元声在何处求？”对曰：“古

人制管候气，恐是求元声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声，却如水底捞月，如何可得？

元声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为治，先养得人心和平，然后作乐。比如

在此歌诗，你的心气和平，听者自然悦怿兴起。只此便是元声之始。《书》云‘诗言志’，志便是

乐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和声，和声便是制律的本。

何尝求之于外？”曰：“古人制候气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体以作乐。我的中

和，原与天地之气相应；候天地之气，协凤凰之音，不过去验我的气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后事，

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须定至日。然至日子时恐又不准，又何处取得准来？”①

阳明认为，音乐的本在制乐者的心志，以中和之体制礼作乐，人们学之、应之自然和乐、畅快，

同时获得道德层面的熏陶，核心就在于制乐者是否自己能做到“心气平和”，这才是作乐的诀窍。

而从音乐的修习和教化来说，如何使人包括儿童在修习之中实现身心的顺畅、自然和生命的展开

才是重点，从这个角度说，阳明似乎有点自然主义的倾向，其实并不尽然。阳明是经典的儒家，同

时从生命本体和身心本体的维度看待人的学习，他在《训蒙大意》中的重要见解如下：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

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

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

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

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瞮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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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

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

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

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

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

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

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凡吾所以教，其意实在于此。恐时俗不察，视以为迂，且吾亦将去，故特叮咛以告。尔诸教

读，其务体吾意，永以为训；毋辄因时俗之言，改废其绳墨，庶成蒙以养正之功矣。念之念之！①

阳明在这段文字中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儒家的特征，但是，又表明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儒家：

第一，他同样坚持从孔子到朱子诗教的目的在于道德养成的基本面向，换句话说，音乐教育是成

人的方式之一，即“教以人伦”，所以，他同时抨击词章记诵之学败坏了儒家成人之德的根本遵

循；歌诗习礼不是没用的，而是有用的，这个用不是为习礼而习礼，而是涵养身心的手段，从此，我

们可以看出他的良知学以生命涵养和身心涵养为本的最终关怀。阳明基于他的心体论，当然，责

无旁贷地要将修养诉诸于心的发明。第二，阳明这个发明之与众不同处在于，他的心本论在这里

愈益彰显：“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②而“中心喜悦”之结果就

是“譬之时雨春风，瞮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③ 换句话说，阳明教养童子的方式

是从个体内心之自然性情出发，顺其性情的根底自然展开、绽放，而不是压抑、束缚，后者的可能

结果会是“生意萧索，日就枯槁”，使人的身心枯萎；阳明的方法是“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

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

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④ 这里面就将心与身的同一性展示出来。一方面要从心

出发，顺着心意展开，同时又要将身体舒展、血脉贯通，显然，在阳明那里心气、身心之间的关系不

是隔断的，而是贯通的、一体的。阳明抨击当时流行的方法是拘束束缚，使儿童产生畏惧、恐慌和

敌意，最终走向巧伪诈取，将人心中先天的善根汩没。

儒家的诗歌教化是人生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显现，荀子《乐论》：“君子

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

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

乐。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

不乐。”（《荀子·乐论》）从荀子看来，音乐是个人居于天地之间、俯仰周旋通达四时的一种方式，

而这个方式的根据是“情”，情是人的意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情中又有欲：“夫乐者，乐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荀子·乐论》）荀子认为，乐（ｙｕè）即乐（ｌè）。乐也就是人

的情感以及欲望的满足状态，“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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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醙，使其曲直、繁

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荀子·乐论》）。从荀子角度，音

乐是引导人的情感走向的一种方法，但是，音乐的制定并不是普通人，非圣人不可制定乐律，其目

的是为了治理。荀子的理论有正有偏：从正的一方面看，他看到了音乐的出现源自于人情的自然

需要，人不能无情，有情自有宣泄的正当方式；其偏的方面是他把音乐的形成及其满足最终落脚

于圣王之道、治世之术上，不是将其最终归于人心的涵养上；而荀子的理论大体都是如此。《乐

记》也有类似的说法，但是，在音乐与政治的连接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它的特征描述重在通过

民间音乐考察为政的得失：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

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①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

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

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

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

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

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②

从《乐记》来看，虽然同样指出，音乐产于人心之动，人心动，则志气动，志气动，则需要音乐

合之；但是，反过来，音乐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治理状态才是儒家关注的焦点：音乐的节

奏、频率、音调无一不反映政治本身的清明或暴乱，换言之，音乐作为社会治理的载体，显示了治

世与乱世的状态，显然，《乐记》虽然重点在讨论音乐问题，但是，一开始就将主题定在了政治或

社会治理上，孔颖达疏谓：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者，是故，谓情动于中，而有音声之异，故言治平之世，其乐音安

静而欢乐也。治世之音，民既安静以乐而感其心，故乐音亦安以乐，由其政和美故也。君政和

美，使人心安乐；人心安乐，故乐声亦安以乐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者，乱世，谓祸乱

之世，乐音怨恨而恚怒。乱世之时，其民怨怒，故乐声亦怨怒流亡，由其政乖僻故也。“亡国之

音，哀以思，其民困”者，亡国，谓将欲灭亡之国，乐音悲哀而愁思。言亡国之时，民心哀思，故乐

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前“治世”、“乱世”皆云世，“亡国”不云世者，以国将亡，无复继世

也。其“治世”、“乱世”皆云政，“亡国”不云政者，言国将灭亡，无复有政，故云“其民困”也。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者，若政和则声音安乐，若政乖则声音怨怒，是“声音之道，与政通矣”。③

整个注疏都在诠释国家兴乱与百姓心理感受之间的关系，治世之音，平和和乐、情动于中，平

和安详，乱世之音，包含着民心的怨恨、愤怒、躁动和冤愁，乃至于亡国之音，则已经无法言政了，

只能诉诸于“民困”，此中的哀愁一言以蔽之了。《乐记》此中的深沉体现了儒家对世俗关切的深

沉与浓郁，但是，我们如果从教化的角度，只是说明人的生命状态出于政治清明与昏暗，而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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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或昏暗可以从当时的音乐之中反映出来。这虽然是音乐的政治现实化，但不是音乐自身的

存在根据，《乐记》也对音乐的产生与延展有其身心血气上的论证：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

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①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

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

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

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②

《乐记》这一段的阐述发乎音乐与人心生命的本原，强调：第一，“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第二，

“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这是从人的气机调理上说的。《孟子·万章下》：“孔

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

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朱子《集注》：“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

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③孟子论金声玉振当然是从德行完善的维度言之，所谓孔子

乃谓德行完善之集大成者。那么，以“金声玉振”来做比喻之意何在呢？李景林认为：

“金声玉振”是“乐”的始和成，这是一个比喻，但却不单单是一个比喻。《五行》篇论人

内心的“乐”，与礼乐的“乐”常不作分别。帛书《五行》说：“（五行之所和）者，犹五声之和

也。和者，言其流体也。机然忘塞者，德之至也。乐而后有德。”此言“乐”（礼乐之乐）能使

人最终达于中心之“乐”（悦快之乐）的德性成就。《乐记》所说“乐（礼乐之乐）者乐（悦快之

乐）也”，与此同义词。可见，“德”、“圣”的成就，最终是要落实于内心情感的满足。不仅如

此，这种情感的完善不仅是主观的体验，这完善的标志是要在衎面盎背，发乎四体，“形善于

外”的知情合一、身心合一之本然状态中得到表现的。④

从《乐记》以及李景林的解释，大体符合儒家性情论的基本思想，但是，与思孟学派以及陆王

尤其是阳明思想有合、有不合。从《乐记》而言，所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这个“中”主要还是

心、性、情合一的“中”而不是《中庸》之“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之“中”，后者的“中”是一种类似

于心性本体之衡空鉴平之中，是不占有、不执着、自然而然之中，是有而无之之中。说音乐之乐合

乎心中之乐，应该是一种情乐，还不是本性之“和乐”，但是，这种情乐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阳明

所肯定的，即情顺之者，这正是他在《教示》之中所要强调的内容，是与人心之中本体之天地合德

的中和之体相顺应的。

阳明认为，古人作乐，是自身成就中和之体，勘验天地之气，不假外求，只是看制乐者乃至于

习乐者自己内心的和乐，自己的身心之气和否。只要自己的身心中和，自然与天地之气相应，不

必向外驰求，待候别的什么。而好的音乐就是音乐人的中和之体和中和之气的展现，就是天地之

气的展现，因此，儿童学习音乐，就是顺应天地正气的自然抒发，顺和人体的韵律、节奏而自然展

开的过程，最终实现身心气血的平和、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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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

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

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①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

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 绎反

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

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

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

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②

学习的过程贵在自得，不自得，学得再多也是无用。观察阳明的教习方法，可以看到他特别

重视的几个方面：精神宣畅，心气和平；无厌苦之患，有自得之美；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

这些如果我们以平常心检索《论语》可以看到孔夫子的教学在大的方面几乎与此类同，但是，后

来的所谓儒家伦理教化就很难见到类似的教学方式了。“精神宣畅，心气和平”是从儿童的身心

整体性来说的，精神要舒畅不要淤积凝结，心地要平，气血要和，不要受挫、遇阻，被压迫；教学的

过程从快乐教学出发，让儿童有自己收获的美感、快乐的美感，而没有厌倦、疲惫、沮丧的心态。

在这个过程中，存心养性实现乐习不倦。阳明这种快乐教学法是儒家心学的必由之路，从孔子那

里就已经存在；但是，从整个儒家学术史和教育史来看，它又是儒学的一个重大发展或发明，对常

人、对儒家的认知尤其是对礼教的认知具有颠覆性。但是，整体来看，这种思路和做法又不过是

阳明良知学的本有之精义：

凡鄙人所谓致良知之说，与今之所谓体认天理之说，本亦无大相远，但微有直截迂曲之

差耳。譬之种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达之枝叶者也；体认天理者，是茂其枝叶之

生意而求以复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达之枝叶矣；欲茂其枝叶之生意，

亦安能舍根本而别有生意可以茂之枝叶之间者乎？③

教札时及，足慰离索。兼示《论语讲章》，明白痛快，足以发朱注之所未及。诸生听之，

当有油然而兴者矣。后世人心陷溺，祸乱相寻，皆由此学不明之故。只将此学字头脑处指掇

得透彻，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畅茂条达，自有所不容

已，则所谓悦乐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书院记文，整严精确，迥尔不群，皆是直写胸中实见，

一洗近儒影响雕饰之习，不徒作矣。④

阳明这里的两篇议论涉及他的两个学术对话者，前者关于“随处体认天理”指的是他早期的

同道友人湛若水。湛若水讲“随处体认天理”也是修养的方法，相比较于那些计较于考据训诂、

做文章的学者来说，已经切入儒教教人身心上用功的本意。但是，在阳明看来，湛若水的问题在

于没有抓住个人修养的根基、命脉，而是在枝叶上用功，这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所谓根基就是

“良知”了。但是，发掘、培养、固养良知也须要有根，这个根从儿童来说就是他们的善良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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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性了：第一，良知之为天性是自孟子以来心性儒学的根本着力点，阳明不过是把这一点提到

无与伦比的地步；第二，良知的汇合点也不是一个抽象无影无形的“本体”，而是人的善良根性，

是人的气血和畅的生命支点。阳明寄邹谦之的那封信论说的对象是朱子及其学人，但是，着重点

是一个：人的良知本心。从这一点开发巩固开去，人的善良本性、快乐本性的基点就找到了，它是

个体安身立命的本原。从此出发，实施对成人或少年儿童的教化，就如同为树木浇水培植，使其

条茂畅达、顺畅快乐，最终枝繁叶茂，成人成才，这正是一种有本有根的教化方法，从心出发，不假

外求。心志稳固，则气血通畅，人就活泼快乐，气机和畅，身心健旺，一通百通，一顺百顺，因此，人

的身心一体、心气一体是阳明学的根本。虽然阳明学的根在“良知”上，但是，他的用功之处在身

心的统一上，这是阳明生命教化和个体养成的根本。

三、各随分限，相机教化

儒家的学问从宋儒来看就是“变化气质”，从气质之性复归天地之性，这也符合《中庸》性、

道、教的教化方式。因此，虽然从常人来说，德性与才具有二分，先天后天有不同，但是，皆可复

性，这是教化的基础；否则，教育的可能性就丧失了。但是，勘考孔子，他既说过“性相近也，习相

远也”，因而可知，教育、教化、教导在个人涵养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孔子接着又说“唯上

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那圣人的意思是否就是有些人天生愚障，不可教育、不能转

化、没有发展前途呢？只能做愚者而德性无法增进呢？对宋明学者来说，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一

个不大不小的挑战。阳明对此有自己的理解和处理方式。

（一）愚者可教，贤者可成

有人曾经问阳明：“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①这样，阳明

把一个所谓客观性的问题即个体先天素质的问题转换为一个主观性问题：个人是否有意愿、有决

心、有毅力、有志向做努力的问题，这当然是完全合乎心学尤其是阳明良知学的一贯思路的。但是，

阳明做这样的解释，是否有悖于圣人与先贤的理解呢？朱子在这一点上倒是与阳明的看法相似。

孔安国集解谓：“上知不可使为恶，下愚不可使强贤。”朱子集注谓：

人之气质相近之中，又有美恶一定，而非习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

者何也？语其性则皆善也，语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所谓下愚有二焉：自暴自弃也。人苟以

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虽昏愚之至，皆可渐磨而进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

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谓下愚也。然其质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

有过人者，商辛是也。圣人以其自绝于善，谓之下愚，然考其归则诚愚也。”②

上面所谓“气质相近之中，又有美恶一定”正是绾和孔子思想中的这种二元性。接着引用程

子的话，用宋儒的理气、心性的二元一体性对此作出更进一步的解释：从人性的本性来说，“善”

是人性的本质，没有根本的差异，即人性在本质上皆善，这是同一的。但是，从人性所秉就的具体

气质比如刚柔之分野、金木之不同等等就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现实层面的差异并不妨碍人性

上的同一性，这就是宋明儒家所强调的“德”的相通；但是，现实的人性层面之不同即“才”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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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十分明显和确定的，这就是德与才的二元论。所谓材质的不同就是现实层面上的气质差异，

而且这种差异或许会很大，正因为如此即人性在现实层面上的差异，才有儒家或人类所有宗教存

在的可能性：教化、教养、训练、德化、法治等等的意义与必要性。朱子与阳明的思想在这一点上

有一致性：即人性虽然在现实层面上差异巨大，但是，不是不可易或不可转移，而是个人由于聪明

智慧与愚拙颟顸的不同而导致是否有较高的意愿去做这种心理意志转移的工作。

（二）随机教化，依材成就

孔子所谓的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后学与困而不学以及中人以上与中人以下等等说法也

引发了后世学者的困扰。宋明儒者们已经开始突出人的德性上的平等，这是思孟思想的发展，但

是，这种贤愚之间的差异虽然在本质上没有不同，都可以教化，但是，现实中的差距怎么办？如果

教化又如何教化呢？

问：“‘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愚的人与之语上尚且不进，况不与之语，可乎？”先生曰：

“不是圣人终不与语。圣人的心，忧不得人人都做圣人。只是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

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①

阳明的思想是始终一贯的，即贤愚之人均等，都可以教化、都需要教化，也都能够教化，但是，

当学生问到孔子的问题的时候，阳明则考虑怎么样具体分类指导、因材施教的问题。阳明所主张

的是：人的本性的平等与才具的差异，这与其他学派不同。阳明既遵循了孔子的思想，同时又发

展了心学的一贯主张，这也就是宋儒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从气质之性的视角，人的才

具不同，各有气质之偏，因此，就必须因材施教，复原其天性之本。所谓因材施教就是不能躐等，

而要根据每一个人的特质方便施教。因此，阳明一方面要告诉大家，贤愚的确有所不同，但是，孔

子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所有人都走圣贤之路；同时，对于资质在中下之人，需要慢慢雕琢不能直接

论性谈命，这也符合子贡所谓“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夫子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道理。所以，阳

明非常强调怎么逐渐扩充滋养的步骤：

先生曰：“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

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

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

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②

门人有言邵端峰论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洒扫应对之说。先生曰：“洒扫应对就是一件

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洒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长者，此

亦是他良知处。故虽嬉戏中见了先生长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师长之良知

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工夫。

但圣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费力。如此格物，虽卖柴人亦是做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

子，皆是如此做。”③

分限就是天生的气质或年龄阶段所造成的人的造就方面的差别。各随分限就是根据个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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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情况相应调理。不能不顾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开一样的药方诊治不同的病症，而个人的身心

状况就是个人的身心病灶。从培养灌溉的角度看，就是幼苗、小树和大树之间的差异，根据这些

差异浇灌不等量的水分，给幼苗浇灌过量的水就淹死了，而给大树浇灌太少的水、树根都不够喝，

这就是各个不同的差异。阳明认为，格物致知的功夫对于大人少年从本质上是一样的，主要是就

分量上说的。譬如洒扫应对也是格物求理的功夫，也不要小看我们平常的洒扫应对，这就是格

物，格物的功夫其实没有不同，只是你在教法上怎么应用它们了。同时，阳明没有忘记强调他的

心学工夫：从“心”上落实的功夫在人都是一样的，不管是愚夫愚妇还是天子权贵都是一样的，因

为人的心性是一样的，只是在用功的方法上或有差别。严格地讲，从理学到心学，就是学习剔除

自身渣滓浑化自己身心的功夫。根器敏利就是先天聪敏即佛家所说的无明障碍遮蔽少的人，或

可以从本体上直接领悟，一般中下根器的人，就循着门径道路慢慢落实：

“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

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

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

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既而曰：“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

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

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

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

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

小，不可不早说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①

这样，在个人修养的过程中就没有下学与上达之间的分野了。宋儒之所以分学为下学与上

达，是沿循孔子下学与上达的思想。孔子所谓“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就是这种君子与小人的二

分。所以，宋儒就教人下学，从人的基本功出发，也就是说，要分成两样功夫：君子上达，直承天

理；小人下学，就是从惩治自己的欲望出发的。但是，阳明不承认这种修养上的二分模式，虽然他

确定个人修养的贤愚之分、中上之人与中下之人的分别，但是，他又认为，从日常功夫走上去，就

是下学与上达的统一，没有下学与上达的二分对峙：

问上达工夫。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

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

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

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

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②

在阳明看来，个人先天气质虽然不同，教化的根据和机理是一样的，既要随机教化，根据不同

人的气质特征诊治对治，要看到每个人身心特质的不同，又要强调良知和身心的内在统一性。也

就是说，良知本体是个人修养的根源性所在，它是身心统一的最根本的根据，从良知出发，没有下

学、上学，没有根器的差异，即便有差异也是相对的。教化随着相对差异转变，但是，根本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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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这二者是统一的。下学与上达的差别就是身与心的对立，既要看到，身与心的差异与分别，

又要看到二者的同一性和统一性：身是心的表征，心是身的主宰，但是，身与心当本体呈现时又是

一体的。同时，我们在修养的时候也是一样：做立命的功夫，从身心一体立论。把身心一体，就能

将下学与上达归并为一，就能从心的根源出发，而这也是身的主宰，因此，有本有源有根有叶，一

并修养，一体教化，学问可成矣。

四、朱子、阳明教化哲学基础之异

阳明和朱子对教化的理解有相当大的不同，尤其是关于《中庸》之“教”的解释，这是基于朱

子理学的哲学基础和阳明心学的哲学基础而来的。朱子理的探究凸显他对价值超越性和普遍性

的追索，但是，这种普遍性和超越性并不是一个悬空的理，而是联系着现实世界的具体礼仪规则

等等，即它的落实同时还需要基于现实性的根据，在朱子那里即礼法的经验事实和圣人的教导，

以此构成社会教化的根据。这种先验设定和经验根据的双重逻辑使该理论具有了双重可能性：

一则是道德理想主义的发展，引导士大夫和民众道德自觉性的提升和道德实践的推进；一则是这

种理可能成为现实社会的普遍的宰制性力量，正是后者受到清代戴震的强烈批评。

朱子理论的二重性不仅是天理本身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他的理气二元

论演绎的后果，当理气二分体现在个体身上的时候，便呈现为个体自身内在的紧张与冲突。他将

《中庸》中的教定位于对人的规范与诱导甚至刑罚，即理对气的规定与个人接受圣人的教诲，从

而引发后来王阳明以及戴震的批评，如何理解阳明及戴震的历史批评，提炼朱子理气思想的合理

价值，体会阳明身心一体和整体的思想，这是需要我们今天继续思考的。

（一）性理与气禀

朱子理学尤其是理气关系的讨论把中国哲学研究提升到一个空前的地步，同时也留下了若

干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强调，世界万事万物的产生、存在都是气的构成，但是，气的构成都秉有一

个理，理先于气的存在而存在，气是现实的具体存在者，而理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他说：“且如天

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理，则只

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

中。”①这种理的先验性和普遍性给理论设计带来的一个影响是：理是形上的、普遍的、先天的；气

是形下的、具体的、后天的，理和气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内在紧张性。

理气结合而构成世界万物，但是，世界万物又是多种多样、彼此不同的。朱子认为，这种差异

是由气的差异造成的。“同者，理也；不同者，气也”。② 一般物质事物是这样，具体到人类也是如

此。人生是理气的结合，在这个结合中，天理是自在的，而造就人类能动的根据是气，而导致人与

物不同、人与人不同的也是气：“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

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故发而

为孝弟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然而二气五行，交感万变，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气而

·７５·

李洪卫：阳明论变化气质及其教化论———兼及阳明与朱子教化方式的比较

①
②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第３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第９页。



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①人得

到气正与通，物得到气的偏塞，故人与物不同，人清明灵觉，物没有人的灵明。朱子认为，人也禀

天理，即先验的理，这个理虽然不同于物理，但也是源于天地本身，是理赋予人的，这就是人性，即

人的性理，人的性理就是“仁义”。朱子认为，仁义道德就是人性，人性就是人的性理，而性理不

存在真假、是非、正误、黑白的问题，性理是全善的：“性只是此理”“性是合当底”“性则纯是善

底”“性是天生成许多道理”“性是许多理散在处为性”“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②“性是合当

底”即性是价值存在，是“应当”。

理无不同，理本身全善，仁义道德又内在，但是，现实的人却各自不同，有善有不善，这是为什

么？人的善恶差异从哪儿来？朱子认为，人与人的不同与人与物的不同一样，也是因为气禀。如

果说人性之理是一样的，气质的禀赋不同，为什么就导致人的不同了呢？朱子有一个解释：“问：

人之德性本无不备，而气质所赋，鲜有不偏。将性对‘气’字看，性即是此理。理无不善者，因堕

在形气中，故有不同。所谓气质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气禀偏，则理亦欠阙了。”③朱子

这里有一个似乎奇怪的论说，气禀偏了，理也欠缺了。在朱子的理论形态中，理是性，本自完善无

缺，气禀只是情或欲等等，如果说气禀偏了，理就缺了，那与他的理论是不合的。其实，所谓理阙

只是理由于内在于人，自己不彰显，气清明则使其显现，气禀粗糙则遮蔽了它。朱子认为：“然就

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浊之异。故上知生知之资，是气清明纯粹，而无一毫昏浊，所以生知安

行，不待学而能，如尧舜是也。其次则亚于生知，必学而后知，必行而后至。又其次者，资禀既偏，

又有所蔽，须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后方能及亚于生知者。及进而不已，则成功

一也。”④人就其道德天资而言是分等级的，即孔子所说的“生而知之”等等几类，困而后学或困

而不学的需要痛下修养的功夫。在这个地方，朱子所说的“上知”即生知之人，就是气质的纯粹

无杂，意味着天理的自然彰显，常人学习也就是向着圣人或圣王的方向努力。从这里看，朱子理

气理论的唯一一个解释，就是气粗遮蔽理的展现，圣人之所以能够通达澄明是遮蔽少甚或没有遮

蔽造就的。他说过：“如禀得气清明者，这道理只在里面；禀得气昏浊者，这道理亦只在里面，只

被这昏浊遮蔽了。譬之水，清底里面纤毫皆可见；浑底里面便见不得。”⑤如此，我们可以将朱子

的理气关系理解为二元一体的内外说和气对理的遮蔽论。朱子还有一个没有充分展开的论述，

即气偏说。他在《答赵致道》中说：“若论禀赋，则有是气而后理随以具，故有是气则有是理，无是

气则无是理，是气多则是理多，是气少则是理少，又岂不可以偏全论耶？”⑥他在《答杜仁仲》中

说：“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气禀既殊，则气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气之塞者自与理相隔，是

理之在人，亦不能无偏塞也。”⑦陈来据此指出：“气禀不仅影响到理禀的偏全，而且会对所禀之理

产生蒙蔽从而妨碍理的完全表现。”⑧所谓气偏理偏是朱子理气关系论述中对于气妨碍理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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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种类型；一种如前所述，是气粗而对理的遮蔽；气偏则是气禀不全，不能中和。朱子思想后

期似乎倾向于探讨气和理的内在性冲突与统一，但是，也没有深入下去，总体上还是贤者清明、愚

者粗浊的对立。① 有鉴于此，他不认为个体尤其是常人能够自我认识道，而是需要圣人接引指导

与规范，所以，他说：“道便是无躯壳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底道。”②朱子这样的考察需要一个

圣人“品节”，即圣人制定规范供常人遵循。

综上，朱子理气思想可以分解为几个方面：第一，理气之间的对立，即形上与形下的紧张；第

二，气粗遮蔽了内在之理的显现；第三，人群中有圣贤与庸众，圣贤是气禀清明透彻之人，圣人承

载着道，是道德显现，庸常者则气禀粗糙鄙陋，这为他以圣人为主体的教化修身理论埋下了伏笔。

朱子批评孟子对人性的认知不够周延，他认为孟子的人性善总体上是正确的，但不够细致，所谓

细致就是既要看到人性的共性之处，又要看到具体的个体之所以不同的原因。朱子认为“孟子

说性善，只见得大本处，未说到气质之性细碎处”。③ 这个细碎之处就是尽量严格区分不同人的

气质类型，从其所偏所蔽加以对治。朱子从张载和二程继承了气质之性的论说，认为这可以补足

孟子论性大而化之的问题。但是，他却把气质之性视作人性为恶的根源，导致了理气于人身的二

本：对人的教化需要对理的认知，但是，理的认知又直接不可得，需要治气，治气就需要理的指导

与原则设定，就又回到理，但是，理又不可见，只好借助于圣人，这就是朱子教化思想的一个核心：

圣人品节以循理惩气质之杂，即儒家教化是通过礼乐和刑政并举的，这里呈现的是朱子的涵养与

教化的分离，涵养是个人身心的事情，教化是圣人制定法则，常人照此遵循，前者求的是理，也变

化气质；后者则应该看作是对治气质了，这和心学一系的认识就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对

于《中庸》所提出的“教”的理解上，阳明对朱子的思想提出了较多批评。

（二）圣人品节与礼乐刑政之教

朱子的教化思想源于对理的认定，确认了一个外在的普遍的天理，这样有利于人们以一种敬

畏的姿态遵从，但是，这种外在性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人们的遵从有的时候并非是自觉的，也不是

自愿的，而是服从的。这个理并不悬空，落实在人类社会中呈现为道德和法律规范等具体的

“礼”，朱子把这些礼看作是由圣人依据天理制定和颁行的律则，这与心学一系在什么是“教”的

解释上形成重要的反差与对立，其根源就在于彼此所认知的天理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朱

子对教的理解服从于他的理气关系论述，首先表现在对《中庸》的注解中。《中庸》第一句话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朱子对子思的教做了基于理学的解释：

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

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

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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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①

朱子在这一段注解中做了几个不同方面的论述，第一，天命下贯是人的性理、天理，所谓“健

顺五常之德”，即仁义礼智信的德性，这是人的内在的规定性；第二，朱子将“率”解释为“循”，即

率性是遵循人的先天的规定的性理，而不是本性的自然展开，这里已经体现了与心学家的重要差

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后面有一句话“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这个循性之自然，不是我们后面

谈到的王阳明、程明道讲的人性内在的本质，而是性理，自然是理的当然处；第三，朱子在这里强

调了一点是：人的性理相同，但是，气禀不同，就会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不达于中道，或过或不及的

状况，圣人就根据各人不同的气禀形态制定不同的因人施教的方法与规则，这就是圣人品节，以

此为天下之法，这些法里面有礼、有乐、有刑、有政等不同类型；第四，这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是，朱子对“修”的含义的解释不同于惯常的理解。他认为修是圣人因人设法，是圣人制定礼乐

法规，即教法，就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育方式、教化方法。人的气禀各异，如孔子所谓生而知

之、学而知之，困而后学甚至困而不学的多种层次，需要因人设教，圣人根据不同的人该如何去做

才能进于道而设立各种规矩和法则。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修”的主体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

“修养”者，而是“制定”者，修就是品节，类似于周公制礼作乐的意思。朱子说：“性不容修，修是

揠苗。道亦是自然之理，圣人于中为之品节以教人耳，谁能便于道上行！”②朱子通常所说的性是

性理，特别注明的时候才说气质之性，他这里强调的“性不容修”就是指人的本性、性理。所以，

他说“率性”只能是循性，因为性是理，是不能率而发出的。修就是圣人根据人的不同条件做出

各种规矩和奖惩方式以实施教化。“礼乐者，皆天理之自然。节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乐也是

天理自然有底。然这天理本是 侗一直下来，圣人就其中立个界限，分成段子”。③ 节文是礼乐

度数，是规矩方圆，品节是圣人对此做的节目安排，即行止坐卧、举手投足等等的方式，即制定规

矩。朱子认为，礼节是圣人依照天理制作的，但是，天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

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④ 他在这句话的开头说：“今复礼，便是天

理”，然后才说天理无影无形，所以，朱子所说的礼就是天理，天理就是礼，“有君臣，便有事君底

节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节文；夫妇长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实皆天理也。”⑤这里的关键是圣人

得道，获得天理，或者圣人无蔽，天理昭彰，然后依据天理制定节文，这就是品节。

这里的问题是，常人或庸人为什么不能自主为道，而需要圣人居中做出礼仪章节的段子、需

要定出社会法则来让常人遵循而行呢？朱子指出：“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

如这理寓于气了，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只是气强理弱。譬如大礼赦文，一时将税都放了相似，

有那村知县硬自捉缚须要他纳，缘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应，便见得那气
"

而理微。又如父子，

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圣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这些子。”⑥所谓“气
"

”即气粗，也就是不够

清明透彻，然后理不得彰显，然后就是颟顸粗暴，这时候，仅仅靠个人自觉不能解决问题，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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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必须靠圣人设立法度，甚至于借助刑律，朱子在这一点上，某种程度上有一些荀子的色彩。①

他对在社会中行使律法有一定的强调：“问‘道之以政’。曰：‘圣人之意，只为当时专用政刑治

民，不用德礼，所以有此言。谓政刑但使之远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礼不可。圣人为天下，

何曾废刑政来！’”②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旨在批评以刑政来治理社会，但是，

朱子这里却反其道而行之，为刑政的必要性做出辩护。他认为，德礼与刑政须并立，不可偏废，孔子

之所以提出指责，是因为此前偏用刑政过多所致，并不是要废除刑政律法。他又接着强调：“人之气

质有浅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齐一，必有礼以齐之。如《周官》一书，何者非礼。以至岁时属民

读法之属，无不备具者，正所以齐民也。齐之不从，则刑不可废。若只‘道之以德’，而无礼以约之，

则 统无收杀去。”③朱子在这里还是强调人的气禀差异悬殊，不能等量齐观，礼教主要还是基于感

化，而感化并不能使所有人都有类似的转变，如若不能，只能靠外在的力量加以“齐一”化。他特别

强调，因为人的资质禀赋不同，资质好的即气禀好的，施以教化，资质差的则需要通过制度来约束、

来控制。“资质好底便化，不好底须立个制度，教人在里面，件件是礼。后世专用‘以刑’。然不用

刑，亦无此理。但圣人先以德礼，到合用处，亦不容已”。④ 这里凸显朱子对礼法并用的肯定，而且

认为，这是到一定条件下圣人不可已之为，即具有必然性。这是朱子思想中比较特异的内容，但是，

这又源于他的理气思想，所以，有其内在的根据，这正是心学一系与其不同之处。

（三）阳明：道即性即命

王阳明曾对朱子上述论述提出异议：

马子莘问：“修道之教，旧说谓‘圣人品节，吾性之固有，以为法于天下，若礼乐刑政之

属。’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假修饰的，何须要圣人

品节？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⑤

王阳明认为，子思在《中庸》中的“教”就是人的天性的展开，这个设法展开的过程就是“修道

之谓教”，而不是礼乐刑政，礼乐刑政即便可以称作“教”，但那不是子思的“教”的含义。这里凸

显了阳明根据良知心学和朱子根据人心中有天理人欲的差异所展现出来的“治人”路径的不同。

朱子在有的地方还强调了严刑峻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显然，他正是基于天理人欲的冲突而来：

人心中有渣滓需要澄清，人群的气质可以分为三六九等，没有办法一律实施礼乐教化的方便，而

必须辅之以刑政。王阳明这里所说的“不完全的物件”就是针对朱子“气质之性”来说的。朱子

认为，人的气质之性才是具体的直接存在，而本性的完善只是理，当我们一说到性，其实就已经在

谈气质之性了：“问：气质之性。曰：‘才说性时，便有些气质在里。若无气质，则这性亦无安顿

处。’”⑥而气质之性只有少数圣贤是先天清明醇厚的，其他人则不免掺杂各种杂质。朱子所讲的

“气质之性”是人性自然属性，是先天带来的气质之偏：“但气质所禀，却有偏处，气有昏明厚薄之

不同。然仁义礼智，亦无阙一之理。但若恻隐多，便流为姑息柔懦；若羞恶多，便有羞恶其所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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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恶者。”①朱子所说的气质之性的内涵源于张载的气质之性的刚柔等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是

对孟子仅仅就本性上谈人性的重要补充，但是，朱子的问题是，他的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之间是

断绝的，一个是性理，一个是气质，仅就后者而言，就是阳明所说的“不完全的物件”，即人性本身

在朱子那里不是一个完完全全自足的本体，完完全全的是性或性理。如此，教化对治这个不完全

的气质身体就用到礼、乐、刑、政四种从礼到法的不同法则。王阳明认为，人先天禀有天道，而且

是完完全全的，只要按照一个正确的方式修就可以了，不需要通过圣人居中作法，而且刑与政相

对于人性来说是更加外在的规定性，不是教，或不是子思所讲的“率性”和“修道”的那个教。

朱子所谓“圣人于中”“为之品节”道出朱子与阳明之大不同。王阳明认为“道即性即命，本

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假修饰的，何须要圣人品节？”②他认为，个体修养就是回顾本自具足的

天性，无须一个圣人居中作伐并作出裁断处理提出修养的规矩节目，然后再施之于众，若按朱子

所谓居中品物的方法，那就不是人身之本所保有所内在发挥的东西，而变成一个外在的外来的东

西加之于众人之身了。阳明由此提出疑问：既然子思是希望人们像朱子所谓的由圣人作法度而

循规蹈矩，为什么后面又说出一套个人自我道德修养的“戒慎恐惧”的功夫来呢？“若如先儒之

说，下面由教入道的。缘何舍了圣人礼乐刑政之教，别说出一段戒慎恐惧工夫，却是圣人之教为

虚设矣”。③ 阳明认为，如果像朱子所说的那样，人们的修养是由循教导而入大道，那么，戒慎恐

惧就没有用了。如果戒慎恐惧是“教”，那么，所谓礼乐刑政之类还能称之为教吗？如果还是

“教”，那不是圣人虚设吗？马子莘没有明白阳明所言，阳明进一步解释：“子思性、道、教，皆从本

原上说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性；率性而行，则性便谓之道；修道而学，则道便谓之教。率性是诚

者事，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也；修道是诚之者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也。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圣

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故须修道。修道则贤知者不得而过，愚不肖者不得而不

及，都要循着这个道，则道便是个教。”④阳明认为，按照《中庸》的开篇来说，子思所谓的教就是

人的生命的本质的展开，人的天性本自诚明，由天性的“诚”展开就是道。去做诚的工夫，实现

诚、展开诚就是教，修道就是使本性之诚展现的过程，即“诚之”。阳明认为，圣人天资明敏，率性

而行，常人未免有过与不及的问题，所以，需要“修道”，修道就是循这个道而行，这个道就是自己

的天性，性就是道，道就是教，这是与朱子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阳明接着又举出《礼记》“风雨

霜露，无非教也”这句话说明这个道理。《礼记·孔子闲居》谓：“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

无非教也。”孔颖达疏谓：“言天春生夏长，秋杀冬藏，以风以雨，以霜以露，化养于物。圣人则之，

事事仿法以为教，故云‘无非教也’。”⑤阳明讲的是天地万物顺应其自然本性，展开其自然本性，

即天道，即教。所以，才能说性即道即教。这也是程明道的看法，而与朱子形成鲜明对照。孔颖

达在这里说圣人则之，相对于阳明的说法又拐了一个弯，圣人依天设教是可以的，但是，没有明确

如何顺应天道而来设教。朱子的思想其实很明确，就是依天理、天则来设教，然后教人遵循，在这

个遵循中治理气的渣滓。阳明认为，子思所说的教是人性展开和何以展开的问题，这是《中庸》

的教，而朱子所说的是“治天下之法”，是法不是教，法是治理，教是教养，从广义上说，勉强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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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称作是教，但不是子思所说的教。王阳明和程明道所理解的教的意思则是，顺应人的本性、展

开人的本性，这就是教。明道谓：“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圣贤论天德，盖

谓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

所以能使如旧者，盖为自家本质元是完足之物。”①“此理，天命也。顺而循之，则道也。循此而修

之，各得其分，则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无加损焉，此舜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② 大程子明

道这里讲得十分明白，人的天性本身就是道，从天命展开就是教，我自己并无所增减。所谓“如

旧”是明道一个形象有趣的说法，就是人性的本身，说明人性本身是一个自足之物，它有后天损

污，但是，其本原是好的，就是道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明道这里的道、理、性不是朱子所讲的超

越的性理的性，而是人的本性，也不是与人的生命处于隔离乃至于对立状态的气质之性。换句话

说，明道或者阳明他们使用的是类似于孟子的话语系统，而不是朱子集成程颐和张载所形成的天

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并立的话语系统。

（四）王阳明、戴震的相关讨论

朱子与阳明在子思之“教”上的不同意见，与他们对个人修身的不同认识有关，而修身理解

的不同其实是理气关系认识上的差异，核心涉及“理”的概念。朱子那里的理从人身来说有两个

论述，一个是理就是性理，普遍性，这是超然的，理在内，气在外，这一点是朱子经常说到的，譬如，

他在说“明明德”时：“如此等德，本不待自家明之。但从来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一向昏昧，更

不光明。而今却在挑剔揩磨出来，以复向来得之于天者，此便是‘明明德’。”③气质之偏蒙蔽了

理的显露，朱子说圣人的时候，也只是说，他们天生理不为气蔽塞；另一个是理与气有关联，相互

之间的关系有交错：“理在气中发见处如何？”曰：“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若气不结

聚时，理亦无所附著。”④阴阳五行是气，不是理，阴阳五行错综但又有条理，这就是理，这是朱子

在某种程度上说气的条理是理，但是，我们必须说，这种说法在朱子那里偶尔或见，不是常态。朱

子在说古代圣王的时候，认为他们“故上知生知之资，是气清明纯粹，而无一毫昏浊”，⑤这里谈的

也是气，这里说的是气清明，没有浑浊、混蔽，能够使理自然显露出来，但是，总的意思还是理在

内，气像覆盖在理上的浊物一般，还不是气的自然条理的解释。他有时候又强调精气或清气与浊

气的差别对待，尤其是比较对比圣贤与常人的时候：“只是一个阴阳五行之气，滚在天地中，精英

者为人，渣滓者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为圣，为贤；精英之中渣滓者，为愚，为不肖。”⑥但是，问

题是没有进一步澄清内在的性理与气的变化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朱子

把对理的认知和气质变化的修养分成了两段，这正是阳明最不满意的地方。朱子说：“明德是自

家心中具许多道理在这里。”⑦明德在阳明那里就是良知，所以，“明明德”就是良知的自我展开，

但是，朱子说“明德”是理，就在心中添加了一个东西。朱子也强调“明明德”就是身心变化，但

是，他始终不忘强调“明德”具理：“或问‘明明德’云云。曰：‘不消如此说，他那注得自分晓了。

只要你实去体察，行之于身。须是真个明得这明德是怎生地明，是如何了得它虚灵不昧。须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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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昧，具得众理，应得万事。只恁地说，不济得事。’”①朱子在说明德具得众理的时候，尤其是

在说行之于身的时候，似乎与王阳明并无大异，但是，要知道朱子的理还是性理，是抽象世界中存

在的，所以，他的暧昧不明之处在这里彰显得更加明显和难以捉摸。王阳明则说得直接明白：

夫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因所指而异其名，实皆吾之心也。心外无物，心外无

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吾心之处事物，纯乎理而无人伪之杂，谓之善，非在事物

有定所之可求也。②

阳明这里直通通下来说心与理的同一，当然，为了避免误会，我们这里可以将他说的心理解

为心的本体或“尽心”，但是，其中没有另外一个内藏着的“理”去做计较、探查。阳明一方面说

“心即理”，一方面也论述到气，说气的条理是理：“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无条理则不能

运用，无运用则亦无以见其所谓条理者矣。”③理是气的条理，就把身心的修养尤其是变化气质何

以能够见理、得理的问题解释清楚了，王阳明说：“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忻合和畅，原无

间隔。”④他并肯定了黄勉之“无间断”的说法。而所谓无间断就是气机的和谐流畅不滞，气机和

畅，就不在心体上滞留，就没有私意的束缚，这就是理的彰显：

先生尝语学者曰：“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尘沙。些子能得几多？

满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头，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

金玉屑，眼亦开不得了。”⑤

这里所谓的私念又是和气机联系在一起的。私念不执着、不停留实际上是气机的和畅流动

状态，这是天理的流行状态，但是，这个天理也就是心体自身，也是我们身心的一种通畅活泼状

态。阳明所理解的“教”就是教人向本心即良知本体的方向转化、发展，而不是控制、克制和惩

罚。即在贤者引导下，向这个方向做的自我努力就是修道，这样的教不同于朱子所理解的“礼乐

刑政之属”，后者则是通过圣人设定规范，实施不同的规定，要求人们去遵循。我们如果从今天

反观朱子，他的问题就是对礼和理的混同，圣人制定的是礼，理或道既然是不可见的，圣人如何得

知，需要一个论证。朱子显然有他的理解，但是，我们很难说这是周延的。他说：“宇宙之间，一

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

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⑥朱子的论断以现实的规范为根基，回溯于天，而

阳明的论述以自己身心的条理、畅达以及相应的感知为依据，可以依从现实的礼，也可能从自己

身心的感知中确定理与礼的关系，它的根据是内在的。

戴震认为朱子的理的论述有严重的偏失，脱离了孟子的感官悦于外物，心悦于理义的情感性

论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⑦“天

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薭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⑧ 理是情感

·４６·

国际儒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第２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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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传习录下》，见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第１２４页。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３册，第３３７６页。
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１页。
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２页。



之间的逆推论证，是“相互性”的感知，即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戴震对于理的第一

种观点；他的第二种观点是，理是众人的认知、认同，而不是个人的判断，个人的判断是意见，而不

是理：“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非义也。”①这两

点可以归于情的共鸣上来，也可以归于意见的公开论证上来，都是十分有见地的看法。所谓情的

认同，其实是气的条理化，他认为朱子是在气禀之外增加一个东西谓之理：“孟子明人心之通于

理义，与耳目鼻口之通于声色臭味，咸根诸性，非由后起。后儒见孟子言性，则曰理义，则曰仁义

理智，不得其说，遂于气禀之外增一理义之性，归之孟子矣。”②在这一点上，戴震与王阳明有一定

的相通之处。阳明说：“古人为治，先养得人心和平，然后作乐。比如在此歌诗，你的心气和平，

听者自然悦怿兴起。只此便是元声之始。”③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强调：“故凡诱

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

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④阳明这里所谈

论的都是身心气机的畅通无滞，但是，他的目的还是在于理，只是在阳明看来，这种教化与修养，

理在其中了，而不必舍此求理，或者用一套规矩作为理的法则来规导约束人。

就朱子与阳明的理气思想来说，其实各有其擅场，应以相资为用的视角来做出衡量与判断。

朱子思想偏于保守、执着，可能导致外在化的约束与强制，但是，适合对大众教化的导入，而且稳

当不容易激进出偏差。陈来在讨论朱陆之辩时提出的看法可以作为相关的外在评判：

朱熹反对以心为性为理，不仅在于从概念上要把能知觉的主体与其内在的本质、规律相

区别以建立一个细密的心性学说，更在于强调要正视知觉内容上道心与人心的对立，避免由

于笼统宣称心即理造成的在实践上以人心为道心，以私欲为天理的任心率意倾向。而后者

又是与朱熹关于气质之禀的思想联结在一起的。⑤

应该说，朱子对心学一系的工夫与境界有相当的隔膜，所以，他的批评不能说是切中肯綮的，

但是，在修养方法上，我们又必须说朱子这种进学致知与涵养用敬的进路是稳当的。问题仅仅在

于，这种理的外在性导入也可能造成人们的压抑与抵触。所以，阳明以心为本的教化理念更容易

切入人心，具有更大的操作性，对于今天的教育来说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同时从根本上说阳明思

想可能是儒家门内如佛教所谓的“究竟法门”，而朱子更可能是“方便法门”，但是，这个方便法门

又能够涵摄大众，这有类似于阳明晚年教导钱德洪与王畿的不同施教路径。在理本与心本的立

命与教化形态中，构成了前者之二元的理气关系及身心对立模式；心本则构成阳明之心气内在贯

通的身心认知形式和以心主导并身心一体的涵养工夫，这是宋明理学之中理学与心学两系在身

心问题上的重要分野。因此，两种总体目标相似而身心关系论述以及修养方式迥异的范型也由

此形成。

（责任编辑：王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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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文学艺术·

设论体与儒家思想：
汉代贤人失志之赋的另一种体式

苏瑞隆 　刘奕阳

　　摘　要：从汉代设论作品的内容，结合两汉社会变迁的史学背景，可以了解士人作出政治选择的

原因，以及其自我志向与儒家思想的关联。两汉之际的设论作品，在内容上通常分为两个部分，第一

部分是士人对于当下政治环境的评论，第二部分则是个人志向的表达。设论文的内容虽然在不同时

代、不同作者的笔下显现出了多样化，但是在“显隐观”“俟命观”“通变观”三个方面，则不约而同地

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展现出两汉士人修身立德、灵活处世的人生追求。

关键词：对问；　设论；　贤人失志；　《文选》；　儒家；　汉赋；　修身

作者简介：苏瑞隆、刘奕阳，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新加坡 １１９２６０）

序　言

“设论”是一种辞赋，这是辞赋研究者的共识。这种赋体以主客问答的模式表达作者的窘境，

其实是贤人失志之赋的一个流派，也是汉代儒家与非儒家学者所共同使用表达自己志向的文体。

萧统《文选》卷四五首次收录了“对问”和“设论”两个文类，这两者其实是类似的，不知编者何以将

之一分为二。前一类只有《宋玉对楚王问》，后一类则包含了汉代三篇作品。假如宋玉的作品并非

伪作，则其作品就是现存最早的设论体，因为他设立的内容与修辞之模式为汉代所模仿。汉代最早

的设论体《答客难》是东方朔在上书献策后未受赏识，为了自我宽慰而写的作品。这篇文章不仅包

含了东方朔对于西汉政治现状的看法，也抒发了其不改志向、潜心修身的人生态度。两汉之际，共

有六篇设论体的赋作载于《文选》《汉书》《后汉书》中，这些赋作与东方朔《答客难》类似，但又根据

时代的变化和作者的态度而显现出不同的特色。从设论体的赋作中，可以看到汉代士人对于政

治、社会、人生的观点，他们无论身处治世的大一统政权，还是屈己卑身的污浊官场，都能够铭记

先贤教诲，坚持士人应有的道德准则，践行自我志向。本文旨在分析六篇设论作品的内容，结合

两汉社会变迁的史学背景，了解士人作出政治选择的原因，以及其自我志向与儒家思想的关联。

一、设论体的贤人失志赋

在《文选》的“设论”分类当中，收有三篇汉代设论体作品，分别是东方朔（约公元前１５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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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答客难》、扬雄（公元前５３—公元１８）《解嘲》以及班固（３２—９２）《答宾戏》。这三篇作品均

设“主客问答”作为文章的基本结构，以“客”对“主人”的疑问为开端，“主人”的回答为衔接，循

环问答然后收束全篇。“设论体”赋作兼有大赋中常用的“主客问答”结构与个人化的情感抒发。

这两种特点的结合，使得“设论体”赋作在赋的分类中呈现差异化。日本学者中岛千秋在其著作

《赋的成立与展开》一书中，将“设论体”赋作归类至“贤人失志赋的系统”，在这一分类中，与之

并列的分别是《士不遇赋》《太玄赋》《遂初赋》《述行赋》《慰志赋》《北征赋》《幽通赋》《悼骚赋》

《显志赋》《思玄赋》《穷鸟赋》《刺世疾邪赋》。① 中岛千秋认为，首先，在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确

立，当时的游说家（纵横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因此与社会制度之间产生了较深的隔阂，这点可

以从《史记·日者列传·司马季主》及东方朔《非有先生论》中看出。它们都反映出在西汉的时

代背景下，游说家（纵横家）理想的破碎。其次，在以东方朔《答客难》为代表的“设论体”赋出现

的同一时期，另一种内涵相近的“悲士不遇赋”也出现了。② 这两种同时出现的内涵相近的赋作，

可以反映出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矛盾以及士人的苦闷心情。基于此，中岛千秋将“设论体”归类在

“贤人失志赋的系统”中。中岛的观点立足于“设论体”赋作的内涵表达，看到了“设论”这一框

架之下，赋家对于社会政治环境、自我生存境遇的关注。

“设论体”在当代的赋学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将之视为一个特殊的叙述结构。的确，自“设论

体”形成之后，常成为后人借用前人的写作模式，形成拟作之风。这种模拟之风形成后，“设论体”

的数量不断增加，最终形成一种固定的写作体式。但笔者认为，参考中岛千秋的观点，“设论体”的

本质仍然是“士人”阶层在社会环境的骤变中，对于自身境遇与归处的思考。他们希望通过一个拥

有世俗眼光的“客”的诘难，来让自己吐露出内心的忧思，以及表达于人生志向的坚持。

首先，与其他的抒情赋作对比，设论体赋虽然不是以“自我独白”的方式进行叙述，但设论体

的主客双方在言辞上往往富有气势，语气强烈，四字句排列，引用典故。主人对于自我处境的辩

白和对个人志向的叙述篇幅较长，说明主人的言辞是文章内容的核心。“设论体”赋作的写作结

构虽然有所不同，但在表情达意方面，却不输其他“贤人失志赋”。

其次，也不同于以“主客问答”为叙述结构的大赋，设论体赋作者创作时心中想象的隐含读者

（ＩｍｐｌｉｅｄＲｅａｄｅｒ）只是一个能够倾听他辩白，继而理解他境遇的“客”，而不是高高在上，只能委婉劝谏

的帝王。隐含读者也是理想的阅读者，他们能够以最合适的方式理解作品的结构，并且理解作者的审

美和作品表达的观念。设论文中的“客人”角色，往往对于“主人”抱持着不解与怀疑态度，他们通过聆

听主人的辩白，从而了解“主人”的处境。如果“客”是理想的阅读者，那么说明设论文的作者在心态

上需要被理解，被认可。因此，比起内容严肃庄重的大赋，设论体赋对于社会现象的批判更加直接，

并且侧重于个人志向的抒发。结合以上两点，设论体赋作是一种型式特殊的“贤人失志之赋”。

二、西汉到东汉的设论文变革

根据萧统《文选》以及《汉书》《后汉书》中的记载，本文将讨论两汉的“设论体”赋作六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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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纸店印刷所，１９６３年，第４１８—５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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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遇到当时的中大夫宋忠、博士贾谊，向两人陈述了对于世事的看法。东方朔《非有先生论》则假托默默无

闻在吴国做官三年的“非有先生”与吴王的言谈，表达贤明君主接受臣子“直谏”的重要性。



别是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
#

《达旨》、张衡《应间》以及蔡邕《释诲》。

马积高《赋史》中对东方朔《答客难》，即最早的设论体作品赋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篇赋作是

当时士人社会处境的真实反映，但是对于其他“设论”作品，他认为除扬雄《解嘲》、韩愈《进学

解》、柳宗元《起废答》之外，都“索然无生气”，思想意义也不及前作。① 笔者认为，《答客难》之后

设论赋作，虽然在形式上模拟前作，但在内涵上仍然显现出很大不同。譬如在西汉初期，东方朔

对于战国时期纵横家社会地位的羡慕，到班固《答宾戏》中，所谓的“纵横家”，已经成为只会花言

巧说的“游说之徒”，而苏秦、张仪、商鞅、李斯的行为，不过是“以求一日之富贵”②的短视行径。

这种对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改变，也反映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士人阶层的政治、道德追求都发生

了很大的改变。所以，《答客难》之后的拟作仍然是值得研究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史学与文学价值。

从西汉到东汉的设论文，在其内涵上也发生变化，下文将从士人“不遇”的原因和面对“不

遇”的态度两方面来进行说明。

（一）士人“不遇”原因之变化

东方朔《答客难》作为设论文的开端，其中的思想内容对于后来作品的分析尤为重要。《汉书》

记载，东方朔向武帝“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

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③ 东方朔

所陈“农战强国之计”即是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具体内容可参考《商君书·农战篇》：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

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

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

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④

这段话鼓励民众从事农耕和作战，而不是学习《诗》《书》，以此来躲避农耕和作战，获取官

职。如果民众不能统一思想，集中力量，从事以上这两个事业，那么国家就会危险，走向衰落。显

然，汉代大一统政权已经结束了多国征战的局面，在武帝统治时期，为了稳固政权，皇帝急切希望

统一民众思想，《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已经成为士人必读的经典书目。此时提出农战

强国的策略，必定不会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因此，可以说，东方朔虽然在内心渴求得到任用，但他

无法得到武帝的赏识也是时代的必然。但在《答客难》一文中，东方朔似乎对于自己的处境并没

有清晰的认知，他只将过错归咎于外部环境的变更，认为时代没有为士人提供发挥才能的机会。

东方朔之所以会将自我的失意归咎于外物，可能是出于三个原因。首先，他说“天下平均，合为

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⑤即天下统一，制度健全，一举一动尽在掌握，因

此无法区分贤者和无能之人。其次，他指出帝国任用官员，“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

效情，安知前后？”⑥官员的任用并不稳定，被任用与不用的处境差异极大，就算是想要尽忠，却不

知道如何才能够进退得宜。第三，东方朔以为“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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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① 士人众多，像车轮辐条一般拼尽全力游说，但也找

不到晋升之路，反而陷入贫困或丧命。从东方朔以上提出的三条原因可以看出当时汉代社会士人

的生存状况。大一统局面结束了列国纷争，但也结束了士人依靠游说各国君主来取得任用的机会，

他们需要遵守国家的人才制度，只听命于唯一的皇帝，就算得到任用，命运浮沉，不在自己的掌握之

中。昔日孔子尚可以因为不满意鲁定公的行为而去鲁仕卫，但汉代的疆域之广，人才之多，时局之

稳固，让以东方朔为代表的士人失去了为自我仕途而奔走的自由。这种变化也给处在朝代变更中

的士人一个为自我失意开脱的最佳理由。东方朔读书万卷，其思想比较驳杂，班固《汉书·东方朔

传》就认为他是杂家，但究其实，其思想包含了儒、道两家的思想，而又以儒家思想为主。而且为了

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东方朔选择了一条特殊的处世哲学，即“朝隐”，避世于朝而玩世不恭。②

在其后西汉末年的一代大儒扬雄的《解嘲》一文中，也有同样对士人失去自由的感叹。扬雄

因不愿攀附权贵，专心撰写《太玄》，淡泊自守，而被客人嘲笑“何为官之拓落也？”③扬雄则通过

古今对比来说明当时汉朝体制对于士人任用的缺陷：

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

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向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

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④

这一段回答从四个角度分析了汉代朝廷用人制度的缺陷。首先，各层官员乃至皇帝都不再

尊重士人，不再积极地接触人才或选贤举能；其次，社会实现了从政治到思想上的大一统，言语和

行为与众不同的人遭到怀疑和惩罚，因此士人纷纷收敛锋芒，遮掩才能；再次，希望得到任用的士

人，策试不能进入甲科，言行不能被举孝廉，就只能上书直言，即士人入仕的途径很少；最后，上疏

直言的结果也并不尽人意，就算被赏识也只能在家等待皇帝之诏书，否则便遭罢用。可以看出，

扬雄对于人才任用制度的控诉，与东方朔类似，因此他也发出了“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

时，未知何如”⑤的感叹。如果说，杂糅儒、道的东方朔与蜀中大儒扬雄作为西汉时期失意贤人的

代表，尚不能适应时代变迁后，士人政治地位的巨大变化，因此将自我仕途的失利归咎于外物；那

么，东汉初期的儒士班固，则在自著的设论体赋作中，展现了与前代士人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

《答宾戏》中，客人讥讽班固“游帝王之世”却不能“跨腾风云”，“驰辩如波涛”却“无益于殿最”，

即认为他身处朝堂，且才华横溢，却只耽于经籍，而不建功立业。班固的回应不同于东方朔与扬

雄，他首先否定了“游说之徒”苏秦、张仪的“亡命漂说”，认为他们的言行“非君子之法”。后来

只用了较短的篇幅解释了士人不遇的原因：

枝附叶著，譬犹草木之植山林，鸟鱼之毓川泽，得气者蕃滋，失时者零落，参天地而施化，

岂云人事之厚薄哉！⑥

与《答客难》《解嘲》不同，处在东汉的班固不再拘泥于《答客难》中“时异事异”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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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分认可汉代“沐浴玄德、禀?太和”（《答宾戏》）的大一统政权，将失意的原因归结在“失

时”，即背离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列子·说符》有言：“得时者昌，失时者亡。”①这里的“时”，

并不是短暂的时机，而是万事万物变化的规律。在以班固为代表的东汉士人的观念中，时是不可

改变的，由天而决定的，个人在天命面前，只有接受的权利。张衡《应间》道：“天爵高悬，得之在

命。”②蔡邕《释诲》载：“时行则行，时止则止。消息盈止，取诸天纪。”③两者都将天命视为最高的

准则，把个人的寄托都放在天命上。

自班固的《答宾戏》开始，东汉的士人不再纠结于自身遭遇的原因，他们顺从地听命于天，认

为命运自有安排。于是，东汉的“设论体”赋作者，对于自我遭遇的辩白不再是一种根植于政治

现实的背景分析，而是对于提问者立论根本的质疑。班固就反讽来客，“见世利之华，暗道德之

实”。④ 张衡同样有言，“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⑤ 蔡邕的反讽与班固相似，“若公

子，所谓睹暧昧之利，而忘昭?之害”。⑥ 儒家思想讲究道德，而非个人利害得失。东汉士人不再

以时代的变迁为理由，解释自我的不遇，而是将仕途升迁归结于不受个人控制的“时命”，同时，

他们在道德上严以律己，并且希望这种不攀附、不功利的“道德观”可以被“客”所认可，这种观点

正是标准儒家立身处世的一种理想。如果“客”代表的是对他们处境抱持质疑的“世人”，那么，

东汉之后，设论文的作者则更加积极地传达自我的道德观念，并且他们回应的言辞，已经从自我

辩白转向了对来客的宣说儒家的道德观念，形成了一种主动出击的模式。

（二）士人面对“不遇”态度的改变

上文已经叙述了西汉至东汉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西汉与东汉的士人对于个人不遇的原因

抱持不同的解释。而他们面对不遇的态度，也同样有所区别。设论体赋作的后半部分，通常是对

于个人志向的申说，而这种志向，也同时代表了士人处于仕途低谷时的态度。东方朔面对无力改

变的时异事异，他从几个方面陈述了自我修身的要求及其理想的道德境界。东方朔认为，尽管时

局变化，但士人不可以不修身。首先，君子修身必须要与小人的言行区别，不因为小人谋利而改

变自己的志向。其次，不惧怕他人的言论，才能坚定自我的追求。再次，“举大德，赦小过”，少问

他人过错，检查自我不及之处。最后，他引用《大戴礼记》的“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

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以圣人教化的角度看待百姓，因为圣人宽大怀柔，匡正百姓的缺

失，能使天下人各得其所。这也是他的一个理想，希望天子可以理解他的心境，从而重用他。可

以从东方朔的言辞看出，“修身”是士人在任何境地中都必须坚守的人生准则，他认为“君子德

行”与天地一样，是永恒的守则，因此，他希望自己能够积极进取，修习君子之道，并且坚定地相

信只要能够坚持“修身”，则终有一天会建功立业。⑦

如果说，东方朔面对自我的不遇，仍然以积极的姿态修身，做出改变。那么，其后的扬雄则借

《解嘲》传达了“知玄知默”的个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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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吾闻之，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

鬼瞰其室。攫籋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

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①

扬雄首先描述了一种“盈”的状态，即“炎炎之火”以及“隆隆之雷”。这两种自然现象，都只

能在短时间内存在，然后即会熄灭或断绝。因此，扬雄得出了争权夺利者易亡，而守玄寂寞者方

能长存的人生哲学。他否定了不断追名逐利的人生状态，希望在一种哲学的玄默中，坚守自我之

“道”。《汉书·扬雄传》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

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净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

以徼名当世”。② 可以看出，扬雄的个人哲学不同于流俗，或许与其不醉心名利，清静无为的性格

有关。因此，致力于作《太玄》的扬雄，并不以“不遇”的境地为人生低谷，反而希望在玄静之中保

全自身，追求君子之道，因为无论世事如何改变，“君子之道”不会变更。但另一方面，学者蓝旭

指出，扬雄“身处西汉末与新莽时期政治变动的潮流中，使他对于如何在艰危处境中存身自保有

更多的切身体会与思考。他本人是好学深思之士，因此，五常中，他强调的最多的还是‘智’……

‘智’所概括的是能够对周围环境、现实形势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判断，见几而发，明哲保

身”。③ 扬雄将儒家的中庸之道，结合自己的见解，转化成独特的价值追求，因为对于外物吉凶的

敏锐掌控，所以扬雄能够保持通达的态度，不固执于仕途显达，强调具有理性的道德。

自东汉班固《答宾戏》开始，客人对于主人的嘲戏由主人官职的低微转向指责主人不求功名

的现状。《答宾戏》中，客问主人，“且运朝夕之策，定合会之计，使存有显号，亡有美谥，不亦优

乎？”④上文已经提到，“客”代表着世俗视角下的言论，认为功名是士人的最高追求，甚至认为

“取舍者昔人之上务，著作者前列之余事耳”，⑤即古人以立功（“取舍”）重于立言（“著作”）。在

来客的追问下，班固道出了自我对于著书立说与修身守志的追求：

昔者咎繇谟虞，箕子访周，言通帝王，谋合神圣。殷说梦发于傅岩，周望兆动于渭滨；齐

宁激声于康衢，汉良受书于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词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无穷之

勋也……且吾闻之：一阴一阳，天地之方；乃文乃质，王道之纲；有同有异，圣哲之常。故曰：

慎修所志，守尔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听之，名其舍诸……先贱而后贵者，和隋之珍

也；时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⑥

班固以上古至今著书立说的贤人为例，认为这些贤人皆赖天命而通达帝王之理，合乎神明之

道，因此他们的言论有别于纵横家的游辞诡说，他们建言立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班固希望遵

循圣人之道，修养自身，听天命，保全自我。他甚至相信，如果神明有知，则必然会使其得到声名。

他认为虽然君子一时未见用，但如和氏璧一样，日后必然得到认可。可以从班固的言辞中看出其

个人追求的两个方面，一是“立言”，二是“修身”。他认为立言是建言献策，得到功名的途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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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则是等待天命过程中的可为之事，符合君子的道德，也是日后成就功业的必要修为。

作为一位儒家学者与赋家，班固可说将儒家立身处世的理想发挥到了极致。他认为立功者

有傅岩、吕望、宁戚、张良，而立言者包含了陆贾（《新语》）、董仲舒（善《春秋公羊传》）、刘向（作

《别录》）、扬雄（著《太玄》和《法言》），最后是班固或者儒家学者的最高理想———即立德者，包括

了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降志辱仕的柳下惠，乐于箪食瓢饮的颜回，最后是绝笔于西狩获麟的

孔子。这些立德之圣人都是他的师表，班固坚信只要坚定志向，恪守天命，领悟正道，神灵必能感

动，又岂会舍弃自己而不赐福禄？在《答宾戏》的结尾，班固将自己比喻为困于泥淖的飞龙，终究

飞腾青云直上；又如隋侯之珠与和氏之璧，虽先潜于低贱，终将为世人所贵。这种刻苦的修身力

学与高度的自我期许，正是实践儒家思想的最高理想。

约与班固同时的崔
#

（约３０—９０）是东汉的经学家与文学家，与班固和傅毅齐名。他的祖父
是著名的崔篆，因宗门受王莽重视，自觉愧对汉朝，因终身称病不仕，临终前作《慰志赋》，是贤人

失志之赋的典型。没想到崔
#

因以典籍为业，未能求职为官，也受人讥讽，因而作《达旨》，以表

达心中的失意。文中也假设客人诘问与其不求功名的行为有关。客人认为崔
#

虽有学识，但不

登王公之门，不党以赞己，与士不群，尽管在朝廷物色贤臣之时，也不选择入仕为官，反而久滞不

前。崔
#

首先陈说自己的政治观点，认为士人“险则救俗，平则守礼”，①其次，“悠悠罔极，亦各

有得”，②所以能够守道而进取，守礼而静处。最后，他表达自己对于求人举荐，以得到官职感到

羞耻：“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以及对于贤人德行的追求“窃慕古人之所序”。③

上文第一部分对于士人不遇原因的分析，并未提到崔
#

，因为崔
#

在作《达旨》时尚未出仕。

他作《达旨》的用意，实际上回击当时讥讽他不进仕的世人。因此对于“士不遇”态度的分析，具

体到崔
#

的处境而言，可以说是在分析是否出仕的原因。崔
#

从出仕的条件出发，认为君子可以

根据自我的“道”而选择出仕或隐居。如果有灾祸降临，则需要贤人救世，但如果天下太平，则只

需要守礼修德即可。而如今天下和乐，学者处士，多如川流，自己则可以守道处静。但《达旨》的

最后，崔
#

似乎道出了最真实的自我诉求，他并不是不愿做官，只是耻于谄媚权贵，不因利益而交

友，只求德行的圆满。笔者认为，崔
#

真正的追求是“立德”，因此前两部分的叙述可以看作无意

出仕的托辞，政治环境的污浊，才是他远离官场、独处修德的真正原因。

张衡为南阳西鄂人，世代为望族，精通《五经》与六义。屡次受到荐举和征召都不愿出仕。

安帝（１０６—１２５年在位）、顺帝（１２５—１４４年在位）时，一直担任太史令，多年无升迁，因而作《应
间》以回应“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④的境遇。张衡不仅精通经学与文学，且善于天文历法，发

明浑天仪，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因此，作为设论文中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作者，其文章内容也

有所不同。《应间》一开头，有一客人质疑张衡，“徒经思天衢，内昭独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曾

何贪于支离，而习其孤技邪……人生在勤，不索何获？”⑤即认为他独特的智慧不能够真正用来治

理天下，其次天文学这种屠龙之技也并不符合仕途所需，最后，不去索取（与权贵交好），当然也

就不能获得推举而升迁。张衡首先从君子之道的角度否认了客人对于功名的追求，这与前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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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设论文章相似，因此他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① 其次，他从“人各有能，因

艺授任”的角度，②说明尽管自己所习“孤技”，也能够因此得到任用。最后，他强调“捷径邪至，

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肩。虽有犀舟劲楫，犹人涉?否，有须者也。姑亦奉顺敦

笃，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获不吝。不见是而不胮，居下位而不忧，允上德之常服焉”。③ 张衡表

明自己的处世原则，不走捷径，不谄媚，守忠信之道，不以低微为耻。不同于西汉时期对自我处境

不满的士人，东汉的士人处在一个功名利禄与道德修养逐渐对立的环境中，他们面临攀附权贵即

可得到高官厚禄的诱惑，需要在“立功”与“立德”之间作出选择，所以在设论文中体现出来。东

汉士人对于“德”的追求极其明确，他们通过对于“贤人之道”的反复申说，将自己与“俗世”“俗

士”区分开来，成为拥有坚定信仰的“清流”。④ 张衡这种做法与班固殊途同归，都展现了儒家思

想立德修身对当时士人的重要性，而实际上他们自身也实践这种思想。与扬雄和班固一样，张衡

对于“立言”的人生追求显然重于“立功”。学者连永君提到，士可以讽谏君主，救民于灾祸，也可

以官职低微，修身立德，等待时机。而对于张衡来说，他显然更重视将自己的天文知识传播后世，

因此看重“立言”。其次，张衡始终践行了儒家的君子之德，在设论文中，往往反映出士人对于高

尚道德的不懈追求，而不是他们的不遇之悲。⑤

蔡邕（１３３—１９２）父、祖皆为官，为人孝顺，又好辞章、数术、天文，善音律操琴。他的多种才

能与张衡类似，是中国传统中少数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东汉桓帝（１４６—１６８在位）时，中常

侍徐璜、左胕等五侯擅权，闻蔡邕善于鼓琴，遂白天子，令蔡邕进京鼓琴。蔡邕不得已行至河南偃

师，称疾而归，后闲居在家，不与当时人来往。这个事件，就是《释诲》的历史背景。这篇设论文是

两汉唯一一篇将对话双方赋予假设身份的作品，全篇既有故事性，又有抒情性，可以说是设论赋作

在东汉的新发展。蔡邕塑造了“务世公子”和“华颠胡老”两个虚构的角色。务世公子质问华颠胡

老为何不建立功业，取得荣禄，反而坚守贫贱，人近晚年而默默无闻。华颠胡老首先以变诈乖诡的

纵横家为例，说明贤人坚守道德的重要性。之后，同崔
#

《达旨》的写作方式类似，蔡邕也认为天下

有道之时，可以舒缓信步，悠闲有余。但很快，蔡邕便以华颠胡老之口，批判了当下的政治环境。

夫夫有逸群之才，人人有优瞻之智。童子不问疑于老成，瞳蒙不稽谋于先生……狂淫振荡，

乃乱其情。贪夫徇财，夸者死权。瞻仰此事，体躁心烦……卑俯乎外戚之门，乞助乎近贵之誉。

荣显未副，从而颠踣，下获熏胥之辜，高受灭家之诛。前车已覆，袭轨而骛，曾不鉴祸，以知畏惧。⑥

蔡邕是东汉士人中对于社会环境的批判最为直接、辛辣的一位。这段描述，讽刺了东汉桓帝时社

会风气的浮躁，贪婪者为钱财而死，攀附者为权贵而死，在外戚门前卑附的人，还没得到荣显，就获罪而

遭灭门，但尽管政治环境如此险恶，谋求利禄之人也不懂得学习前车之鉴。相比不屑于卑屈取媚的其

他东汉士人，蔡邕表达了自己对于这种社会现象的厌恶和痛恨，这种局面令他体躁心烦，为之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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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蔡邕对于社会环境的批判方式可以看出，他认为士人出仕，需要注意自己身处的环境。如

果环境险恶，则应退守。因此，他对于自我志向的抒发，也基于此观点：

是以君子推微达著，寻端见绪，履霜知冰，践露知暑，时行则行，时止则止，消息盈冲，取

诸天纪。利用遭泰，可与处否，乐天知命，持神任己，群车方奔乎险路，安能与之齐轨？思危

难而自豫，故在贱而不耻……①

蔡邕面对不遇，首先认为君子需要根据时势而行动，不能行走在危险之途。其次，兼收并蓄，

学习先贤智慧。最后，他仍然强调，如果得到任用，自己仍会施展抱负，建立功业。尽管现在被埋

没于俗世，但这是由于外物的阻碍，目前，自我的追求就是徜徉于儒家之经典，沐浴于仁义，上友

周公孔子：“方将骋驰乎典籍之崇涂，休息乎仁义之渊薮，盘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与为友。

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则莫能知其所有。”②然后韬光养晦，等候命运，不改己志。《释诲》的最后

一节，务世公子惭愧忸怩，华颠胡老则援琴而歌，以楚辞体的歌谣收束全篇，歌咏自我高洁之志：

“练余心兮浸太清，涤秽浊兮存正灵。和液畅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踔

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③蔡邕基本上虽以儒家自居，但在这几句拟骚体句中又表现出道

家止欲息心，将个人融入无边宇宙的清静无为。

东汉后期，宦官专政，“清流”士人与宦官对立严重。《后汉书》载：“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

恣，故俗遂以遁身矫薭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故时政弥胮，而其风愈

往。”④因此，蔡邕处在此种社会境况之中，与其说是“不遇”，不如说，他主动选择了远离浑浊的

官场，宣告自我的清高与独立。但作为怀有宏大治世理想的贤人，蔡邕此刻正在遭逢的是一种精

神上的“不遇”，是士人不可践行理想的无奈和愤慨。所以，蔡邕以骋驰儒家典籍，修身养性，静

以俟天命的方式，呼唤治世，等待仁君，坚守儒士之道。

从西汉至东汉的六篇设论文之中，可以看到历史变迁的背景下，士人在不断思考自我处境，

衡量社会状况，他们希望在保全自身的前提下，实现建功立业的梦想。从西汉时对于大一统政权

的不适和抱怨，到东汉时对于夸毗求举的不屑和批判，士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铭记修身立德的

重要性，他们看似退守潜隐，实则见微知著，心态通达，他们无时无刻不充实自我，立身修德，只等

一个良机。他们或许不全被称为儒士，但其精神与志向，都浸染了儒家的智慧与道德。下文将具

体分析设论文中儒家思想的具体表现。

三、设论与儒家式的静守思想

汉赋与儒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拙文曾指出，汉赋的发展与儒学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初期，

儒学尚未兴盛，反映在汉赋上则是百家思想并存。自武帝始，儒学居于主导地位，对汉赋产生了重大影

响，主要表现是儒家批评君主过失的传统及诗教的“谲谏”原则。⑤ 儒学对汉代抒情赋中的贤人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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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赋与纪行赋也有重大影响。总结来说，从这些设论文中能够看到儒家思想对于士人显隐观、俟命

观、通变观的影响，这些观念代表了儒家士人在汉代立身处世的核心思想。士人在鸿志不得伸展、

内心压抑难当时，以儒家仁义之德自勉；面对混乱险恶的官场，保持中庸与自守的儒者心态，修行敏

学不敢懈怠；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士人始终以守道为己任，静心俟命，等待可为之时。从西汉到东

汉，随着政治环境、士林风气的变化，设论文作者在显隐观、俟命观、通变观上的表现也各有不同。

（一）显隐观

所谓“显隐观”是儒家为官与自我立身处世的一种准则，其来源直接来自孔子的言论。《论语·泰

伯》载：“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①《论语·卫

灵公》载：“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②孔子对于出仕与归隐遵循儒家所谓的中庸

哲学，他也并不鼓励士人永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③反而认为出仕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即“邦有

道”。而孔子所谓之“道”，是士人自己的道德准则。只有天下时势与士人追求相吻合时，孔子才鼓

励士人走向仕途。要探讨儒家这种“无道则隐”的观念，首先需要回溯先秦时期儒家“忠”的观念。

以色列学者尤锐（ＹｕｒｉＰｉｎｅｓ）在自己关于荀子思想论文中对儒家的“忠”进行了系统的概

括。他认为，在战国时期“士无定主”，因此士与国君的关系非常灵活，他们既可以“择良木而

栖”，也可以“出境而仕”。在这种情况下，士虽然保障了自我的政治自由，但也陷入了“到底该忠

于谁”的现实问题，因此，孔子提出了以“道”来规范士人行为的准则，成为士所忠诚的对象。

“道”的准则明显地超越了君主个人的重要性，让士人在与君主的治国原则产生矛盾时，可以堂

堂正正寻找新的君主，④因此荀子有言 “从道不从君”。⑤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儒家的入仕是一

种对于“道”的践行方式，如果入仕与道义二者不能两全，则宁可求“道”。

如果明确了“道”的观念，也就能进一步了解儒家“显隐观”的深层含义，以及其在两汉社会

的具体表现。由于儒家对于“道”的追求远高于现实政治中的事物，因此，如果社会现实中的入

仕环境有违于道，那么士人可以选择隐居。但是，关于孔子“无道则隐”的观念，“并不是彻底放

弃进仕的打算，而是一种暂时性的状态，等待时机，等待圣明时代的到来，孔子把隐逸生活看作是

对现实政治的暂时性的回避，但这种态度并不是消极的，无所事事的”。⑥ 儒家的“无道则隐”是

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鼓励士人在人生的任何境遇里坚持“道”的追求。它所侧重的并不是

“隐”，而是一种对于人生选择的灵活性，以及隐居也不可改变的“道”。

在两汉设论文中，士人虽没有直接地表达“无道则隐”的观念，因为他们还处在仕途中，只是

官职低微，或者积年不迁。但“无道则隐”的积极一面却被士人所承袭，即处在“不遇”的境遇中，

也能够积极修身，坚信自我的守道终会带来新的机会。

西汉时，东方朔与扬雄都处于未得重用的境遇，但《答客难》与《解嘲》两篇设论文都表现出

对于修身求道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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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答客难》）①

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解嘲》）②

东方朔与扬雄都处在西汉大一统时期，他们仍然处在士人失去政治自由的失落之中，言语上无

不表达出对于扬雄所提的“矫翼厉翮，肆意所存”③的战国士人的羡慕。他们虽然不得重用，建功立

业的积极性被打压，但仍然希望通过修身的方式得到机会。这一点在东方朔身上体现尤甚。上文

已经提到，东方朔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对于自我的要求，这些勉励之辞无不表达出他对于建功立业的急

切渴求。与东方朔有所区别，扬雄拥有独特的个人哲学，言辞含义深幽，但他对于“德”的追求还是可

见一斑，这种态度虽然很难说具有入仕的积极性，但他所践行的，却正是儒家推崇之“德行”与“立言”。

东汉的社会状况与西汉有很大不同，士人普遍对于统一的政权拥有了认同感，他们不再反复

申说外界环境对个人仕途的影响，只是更加注重个人修为，将道德追求作为最高的人生准则。这

种社会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东汉时期，取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士人的道德追

求。《日知录·两汉风俗》记载，光武帝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明经行修之人，而风

俗为之一变。④ 学者张蓓蓓在其《东汉士风及其转变》中提到，在此制度之下被选拔出来的士人

在仕途上都有良好的发展机会，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⑤ 其次，在东汉中后期，混乱

的政治环境也被有识之士所诟病，宦官与外戚轮流把持朝政，与士大夫的对立严重，士大夫中的

清流之派，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东汉的设论文作者，如崔
#

“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

进之事”；⑥张衡“不慕当世”；⑦蔡邕更是“闲居玩古，不交当世”。⑧ 东汉士人一方面受到取士制

度影响，追求高尚名节，另一方面随着政治环境的急转直下，导致他们更加激进地标榜自己的不

同，将自我与攀附权贵的俗士区分开来。所以东汉的设论文中，士人一改西汉时期对于位不高、

名不显的哀怨，反而满意于自我的处境，他们将与客人的辩驳转化为道德教化，宣扬对君子之道

的坚守，这无疑也是儒家精神的体现。

时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答宾戏》）⑨

暴智耀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达旨》）瑏瑠

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应间》）瑏瑡

夫岂傲主而背国乎？道不可以倾也。（《释诲》）瑏瑢

班固表达自己对于君子之道的看法，即需要经过磨练才能得到最后的成果；崔
#

则以“非仲尼

之道”来表达他对于攀附权贵谋取官职的不屑；张衡以君子之德来约束自我，认为官职的升迁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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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追求不值一提；蔡邕以一系列例子佐证士人弃国、归田、隐居，实际上是为了维护“道”。

儒家的“显隐观”，即贤人处在任何阶段都可以保持自身道德的高尚，不汲汲于一时的功名，

并且，鼓励士人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不遇”，等待机会，磨练自我。这些处事方式在两汉设论文中

均有所展现。

（二）俟命观

俟命，即等待天命，这种儒家的观念来自孔子“用舍行藏”的古老说法。《论语·述而》“子谓

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①在《论语》中，“舍之则藏”的观念与“无道则

隐”存有区别。黄式三《论语后案》有言：“式三谓庸俗之言命，与圣贤之言命迥不相同。庸人以

智术之不能挽者为命，圣贤以礼义之可得不可得为命，而以智力挽之者谓之不受命。以礼义之顺

逆卜世运之盛衰，此正夫子之乐天知命而为圣之时者。以数命与性命分为二，而有命不足道之

说，是浅言命也。”②他解释儒家所谓“命”与庸俗之“性命”是不同的，庸俗之命用智术左右，而圣

贤则以礼义的可得与不可得为命。可以见得，圣贤所推崇的“命”，是在精神层面上的追求。所

以，对于生死命数，圣贤“乐天知命”，顺其自然。参阅以上释义可以见得，儒家将现实的命运与

依靠自我努力修身立德的“命”分开，一方面，顺从现实，乐天知命；另一方面，修行敏学，慎修所

志。这种俟命观在设论文中也数次体现。

苟能修身，何患不荣。（《答客难》）③

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解嘲》）④

慎修所志，守尔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答宾戏》）⑤

絷余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达旨》）⑥

天爵高悬，得之在命。（《应间》）⑦

且用之则行，圣训也；舍之则藏，至顺也。（《释诲》）

时行则行，时止则止，消息盈冲，取诸天纪。利用遭泰，可与处否，乐天知命，持神任己。

（《释诲》）⑧

西汉东方朔与扬雄对于“修身俟命”虽然认同，但其“俟命观”中更多的是对于未来的等待，

这种等待并不平静，而是充满着用世的渴望。但东汉士人所表达的“俟命观”则更加平和与真

诚。班固是纯儒，又生活在东汉明帝之时，吏治清明，境内安定，因此其在《答宾戏》中真诚地歌

颂了洒扫群秽的东汉政权以及圣明神威的君主，与《答客难》《解嘲》的思想内容呈现出明显的区

别。因此，学者张
$

苏指出，班固的俟命“不是久居下僚的激愤之语，而是俟命修身的平静之言，

是纠人偏颇的理性之言”。⑨ 自班固开始，东汉的设论文之风格和内容逐渐稳定下来。其后的作

家所表达出的“俟命观”都呈现出中正柔和、乐天知命的安稳。崔
#

甚至将这种俟命总结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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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理论化的人生观。他认为，“道无常稽，与时张弛”，因此“险则救俗，平则守礼”①即贤人在世

道处于危机时出仕救俗，和平时则追寻礼义，自我修身。崔
#

将孔子所谓“用舍行藏”，解释为一

种在政治清明时期自由的个人选择，使士人能够在出仕与归隐这两种状态中保持灵活。这种理

论，在后来的设论文如蔡邕《释诲》，皇甫谧（２１５—２８２）《释劝论》中也有沿用。蔡邕的言论几乎

与崔
#

的相同，“故当其有事也，则蓑笠并载，擐甲扬锋，不给于务；当其无事也，则舒绅缓佩，鸣

玉以步，绰有余裕”。② 皇甫谧则进一步将“进”与“处”这两个状态的和谐与共视为 “大同”“至

通”。③ 张衡与崔
#

类似，但他的处境又有所不同，张衡自身“与世殊技”，所以他的俟命观是对

于个人能力不被统治者发掘的豁达。他以“且韫椟以待价，踵颜氏以行止”④勉励自我，表达自己

仍然期待机遇。与崔
#

的“平则守礼”相比，张衡在心态上渴望被重用，但他自知自己的才能与

士人不同，因此对于仕途升迁表现出了一种“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通达。

蔡邕展现了东汉时期最为不同的“俟命观”，上文已经提到，蔡邕所处的东汉末期，政治混乱，士

人将“不仕”视作“不与当途同流合污”的高尚行为。张蓓蓓对此也有论述，她认为东汉后期士人不

仕成风，也是不与当道合作的表现之一。邦无道是他们无意进仕的缘由之一，但清流士人不入仕，

也不选择潜隐自修、隐逸山林，而仍然希企有为；以蔡邕为例，坚持不应征辟，宁死不屈，更可以说是

近乎“轻生尚气”。⑤ 由此来看，蔡邕在《释诲》中所表达出的“乐天知命”，实则是一种失望至极的

自我宽慰之语。他在前文批判了为财而死、殉身名利的贪婪之徒，后文中却突然转向对于乐天知命

人生观的宣扬，更多的是为了表明自己与当时的流俗的众人、污浊官场的官吏有本质上的区别。

设论文中的“俟命观”虽然因人而异，内涵略有不同，但总体而言，是一种或积极或平和的等

待，为士人在不遇之时带来了精神上的鼓励与安慰，也为他们远离污浊的政治争斗提供了托辞。

（三）通变观

通权达变是人生应对种种困境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古老经典涵藏着丰富的智慧，如《易

经·系辞下》载：“《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⑥《论语·子罕》有言，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

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⑦又《孟子·离娄章句上》：“男女授受不亲，礼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⑧是一个基于人伦礼义的通变观。世间的情势没有一日不变，因此

通变之说乃是中国古代哲人所观察到的一种人生智慧。

从显隐观与俟命观的分析就可看出，儒家对于“道”的追求虽然一以贯之，不会改变，但是对

于求道的方式却是灵活变通的，认为无论归隐山林还是身在官场，都可以践行道义。这种通权达

变的思想在《易经》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穷则变”指的是在事物发展到停滞时，就要思考如何变

化，以求通达。《论语·子罕》中孔子将修学的境界分为四层，“学”“道”“立”“权”。其中，“权”

代表掌握和坚守道之后，对其的灵活运用。孟子所谓“权变”，则是体现在了人伦道德中。嫂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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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授手救之，即在生命危险前，“礼”可以变通。以上三种对于“变”的解释，无论从何种角度出

发，都体现了儒家对于“通变”的认可。但从“权”字的释意可以看出，儒家通变也是有基本的原则。

孟子言“权，然后知轻重”（《孟子·梁惠王上》），①“权”如果作为动词，意为“掂量”“权衡”，表示在

对物进行称重时的小范围上下移动，通过这种移动，明确它的重量。“权”并不能达到绝对精准，所

以其中留下的空间，就是所谓“权变”，即灵活处之的空间。但“权”仍然要求尽量准确，遵循原本物

体重量，不能过度偏离。所以也由此可知，儒家所谓“权变”，仍然需要遵循基本的仁义道德。

“通变”的思想，在两汉时期的设论文亦有体现：

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

（《答客难》）②

君子通变，各审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渊潜，或盥耳而山栖。（《达旨》）③

世易俗易，事执舛殊，不能通其变，而一度以揆之。（《应间》）④

《答客难》的末尾，东方朔批评来客不懂得观察时势，眼光短浅，不懂得通达权变。东方朔看

重“时势”，并且认为抓住时势就可以建立功名。他所谓的“时”是机会，与“通变”的思想密切相

关，“时”既是客观的，又是需要靠主观努力来争取的。这不同于班固所谓的“失时者零落”，班固

的“时”是客观的，非士人自身可以努力取得的，因此他对于不遇也就更加通达。在《孔子家语·

在厄篇》中，孔子讲到了关于“不遇”的见解，也提到“时”的概念。

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

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

是以晋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卫；越王句践之有霸心，生于会稽。故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

远；处身而常逸者，则志不广。庸知其终始乎？⑤

当时孔子准备前往楚国，却被陈蔡之兵围困，绝粮七日，弟子子路认为，“道”不得行，是由于

仁德不够的原因。于是孔子给出了以上回答。他说君子博学多才，但不遇也是常事。在这种时

刻，君子不可因穷而变节，反而要迎难而上。可以看出，孔子的“时”与班固所谓“时”涵义相通，

更偏向于等待、俟命。而东方朔的“时”，因为加入了“权变”而更加灵活，所以他以先秦时的纵横

家为榜样，羡慕他们纵横列国的伟绩。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与东汉士人相比，东方朔所处的西

汉时代，士人的道德观还处在相当宽容的阶段，他们并不视追求功名为道德上的逾矩，反而当作

一种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光荣行为。

崔
#

《达旨》中的“通变”则用来解释其“与时张弛”的人生观。在崔
#

的看法中，“道”的内

涵没有定论，根据时势不同而改变。这里的“道”代指个人志向，也就是说人的追求不应被具体

的社会规则所限制，而是自由且灵活的。这种士人自我选择意识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扬雄。

据《后汉书》记载，“时人或讥其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
#

拟扬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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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岐注，孙疏：《孟子注疏》卷一下，第２１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五，第２００４页。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五二，第１７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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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卷五，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１３６页。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五二，第１７０８—１７０９页。



由此可知，崔
#

的确在作文时，受到扬雄的影响。蓝旭在其《东汉士风与文学》这本著作中，有一段

对于扬雄其人的评价，笔者认为十分精准，根据历史的连贯性，可以借此看出东汉士人政治选择的

缘由。蓝旭认为，扬雄有自己的道德操守和观念，因此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应当寄托在改良社

会的实际政治上。他更为看重的是学术追求，并且希望藉此留名后世。两汉时期，士人尊崇节义，

同时也对维护皇权缺乏积极的政治心态。但体现在扬雄身上，则是一种个体独立的精神。①

东汉士人，如崔
#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对于进仕热情的消退，其实并不止于社会政治环境

的影响，从两汉之际的扬雄开始，士人就已经渴求于独立的个人选择。就崔
#

而言，他形塑了的

“通变”观，实际上利用了儒家思想对于践行道义的灵活一面，佐证自我选择的合理性、合规性。

张衡也以“不能其通变”责备来客的目光短浅与无知，他在《应间》中叙述了当时的社会现

实：“缙绅如云，儒士成林，及津者风摅，失涂者幽僻，遭遇难要，趋偶为幸”，②极言世道之危险，及

津者飞黄腾达，但失途者却不得不趋避于世，在两种极端中，东汉的士人往往选择后者。他们不

交当世，不遑仕进，就是为了避免在仕途上遇到灾祸，丧掉性命。此处所谓“通变”，其实是一种

对于当下环境智者式的见解，一方面，他们能从功名利禄中看到虚幻的本质；另一方面，这种 “冒

愧呈愿，必无仁以继之，有道者所不履也”③的险途，也为士人们所不齿。东汉士人这种清醒冷静

的观念，使他们彻底地分清了现实世界与君子理想。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阎步克就有

相关论述，他认为，东汉儒者具有更多现实态度和理性精神，他们将政治理想与现实境况分开。

虽然他们仍然宣说太平或大同这种儒家所谓的最高境界，但实则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④

由此看来，“通变”在西汉与东汉的不同实践方式，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代表了士人理想的

现实化，他们以理性审时度势，关注自我，进而践行道义。

结　语

对于设论文的研究，本文的立足点是分类问题、流变问题以及和儒家思想的关联问题。这三

个角度，从形式到内涵，对于两汉的设论文作以详细的解读。两汉的设论文，不仅具有精巧的结

构和丰富的思想内核，还反映出不遇士人的精神追求。作为一种贤人失志之赋，设论文的作者担

当着多种社会角色，他们既是不遇的士人，也是肩负社会责任的贤人；既是不得重用的卑微臣子，

也是渴盼功名的普通官员；既是受人诘难的文人，也是无力改变现状的失意之人。两汉设论文的

作者通常处于人生角色的矛盾和社会压力的夹击之中。但在他们的文章中却少有悲戚、郁闷的

言辞，反而只能看到他们对于修身立德的执着追求，以及对于有悖仁义之行的不齿。究其原因，

是儒家思想用其灵活处世的观念，宽慰了士人的不遇之悲。儒家的智慧，通过汉代士人的实践，

展现出宽和包容、理智通达但也坚定无比的姿态，如明灯一盏，照亮往来士人前行的道路。

（责任编辑：元　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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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熟”与“诗熟”
———儒学视域下方回诗学观的建立与阐释

李延欣

　　摘　要：前人常举“圆熟”与“格高”作为方回诗论的核心概念而加以阐发，但对“圆熟”一词的理

解多停留于技法层面。事实上，除了“圆熟”，方回《瀛奎律髓》中以“熟”为中心的概念还有“平熟”

“律熟”“烂熟”等语，它们都是方回“诗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熟”观的建立有时代的审美背景，

同时也和方回自身的学术思考密切相关。方回对“诗熟”的阐释与儒家对“仁熟”的解说，在性质、取

径和最终呈现三方面都具有相似性。将“诗熟”与“仁熟”相比较，结合方回对“君子应熟于仁”的论

述，可见其诗学思想和理学取向具有一定的互文性。以儒学为视域重新展开对“熟”之诗学意义的讨

论，能对方回“诗熟”观的内涵及其背后的动力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也可探见方回诗学理论与理学思

想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瀛奎律髓》；　方回；　熟；　儒学；　理学；　诗学

作者简介：李延欣，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学界论及《瀛奎律髓》与方回诗学，多着眼于其与江西诗派之关系，拈出“格高”与“圆熟”作

为方回评诗的核心标准而加以阐发。这些探讨主要是将“圆熟”作为一个完整闭合的概念，关注

“圆熟”在诗法方面的内涵，及其对防止江西后学求新务奇，在江湖诗风和“四灵”诗风盛行之时

起衰救弊的作用。其实，《瀛奎律髓》中不仅有“圆熟”，还有“熟套”“平熟”“烂熟”“律熟”等用

语，它们可与“圆熟”形成一个同心圆，圆心也即核心概念———“熟”。为何方回的《瀛奎律髓》要

以“熟”来对诗歌进行评价？方回建立“诗熟”观的思想动力是什么？方回的诗学和其学术思想

之间有何关联？如果我们跳出风格论的既有框架，而从学术思想的维度去考察“熟”这个概念的

形成动因和思想意涵，以上问题皆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一、“熟”的诗学意涵及其诗论背景

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说“江西派之诗，世人每目为生硬，虚谷遂创为圆熟之论

以资救济”，认为方回用“圆熟”的概念来挽救江西诗派生硬的弊病。① 李仲祥指出，“圆熟”与宋

末陈腐诗风相区别，是一种雅洁和平的诗风，它与“风韵”有关，与“格高”相对又互济，方回在倡

导“格高”的同时，用“圆熟”来防止江西后学求新务奇的弊端，这也是在“四灵”、江湖诗风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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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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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起衰救弊的方法。① 类似论述有助于我们把握“圆熟”在方回诗学中的位置，然而多停留于

诗法流派的探讨，未能展现出此一概念的多层意涵。

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多次以“熟”及其派生词（如“熟套”“平熟”“律熟”“圆熟”等）来评论

诗歌和诗人，形成了一套“诗熟”的观念。要厘清“熟”的具体含义，须先回到相应文本中一一进

行分析。《瀛奎律髓》中与“熟”相关的评语计有４９条，涉及诗人２０余位。所评之诗不同，所组
之词不同，“熟”的具体意思也有差异，概括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在语言层面，“熟”表示陈熟、常见，与陌生化、新奇相反，指诗歌中使用了时人熟悉的

语汇或文人习句。例如，评罗隐《广陵开元寺阁上作》：“戏者谓三、四为见鬼诗，其实骄王荒帝，

亦自不宜引用，然俗口传之已熟，尾句亦可人也。”②在方回看来，作诗用“熟料”不是大过，但最

好能够避免，在通俗常见的语汇中加入一些相对陌生的成分，就能使诗歌产生新意。如果诗歌一

味因袭前人，就容易变成“熟套”，如评李远《听人话丛台》：“平熟，但颇近套。”③熟语并非不可

用，只是不能用得死板无味，此中有微妙差别。

第二，在体式规范层面，“熟”表示诗人对于律诗诗体特征的熟练掌握。方回常以“律熟”“语

熟”来表扬一首诗合律而妥帖，或是在合律的基础上稍作变化而不失稳妥。如评梅圣俞《依韵和

李舍人旅中寒食感事》“不争格高，而在乎语熟意到，此乃‘吴体’。第一句六字仄声，第二句五字

平声，愈觉其健。‘梨花’‘客子’一联，深劲有味”，④即是从诗法方面肯定了“语熟”。又如评张

宛丘《夜泊》“律熟句妥”，⑤评曾茶山《次韵雪中》“诗律稳熟可法”，⑥也是对合乎形式规范的标

举。得到最多“律熟”评价的诗人是陆游。方回认为：“放翁诗万首：佳句无数。少师曾茶山，或

谓青出于蓝，然茶山格高，放翁律熟；茶山专祖山谷，放翁兼入盛唐。”⑦他把“律熟”与“格高”并

列，而将陆游诗歌特征归结为“律熟”。

第三，在审美境界层面，“熟”表示自然圆熟的诗风，它与诗人的用工用意相关，而又超越了

形式的层面，成为一种审美追求。方回在评张泽民《梅花二十首》时对“熟”下了一个定义：“熟也

者，非腐烂陈故之熟，取之左右逢其源是也。”⑧比如他评价张泽民诗“不务太高，而圆熟混沦”，⑨

尤延之诗“初看似弱，久看却自圆熟，无一斧一斤痕迹也”，瑏瑠赵师秀诗“最熟而有余味”，瑏瑡张宛丘

诗“大抵圆熟自然”等等，瑏瑢皆是对诗人不拘泥于雕琢工夫的肯定。

“熟”的三个层面并非截然割裂，它们在诗中往往相互关联、共同出现。“熟”同时包含了律

诗创作论和鉴赏论的意义，从遣词造句到贴合格律再到诗风呈现，既给予学诗者律诗创作方法上

的启示，又为诗歌确立了批评标准。有学者认为，方回编著《瀛奎律髓》指出“诗之精者为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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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在于声援律诗。① 从这个角度看，“熟”也是为律诗正名的一种策略。律诗有形式规定但又

不受此束缚，真正的好诗能够驾驭规约而达到出神入化之境界。

要探究方回“诗熟”观的建立，还需要在历时的线索里为他做一个定位，寻出他所能倚借的

理论资源。在方回之前，也有许多人将“熟”作为一个审美概念来使用。唐宋时期，“熟”已见于

书论和画论。孙过庭《书谱》说：“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暗于胸襟，自然容

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②郭熙论画也有“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始纵横中

度，左右逢原”之说。③ 艺术之中的“熟”也强调对创作技法及创作工具的熟悉，并由此而递进至

自由之境。以“熟”论文论诗者亦有之，如《王直方诗话》载：“谢緿尝语沈约曰‘好诗圆美流转如

弹丸’，故东坡《答王巩》云‘新诗如弹丸’，及《送欧阳弼》云‘中有清员句，铜丸飞柘弹’。盖谓诗

贵圆熟也。然圆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干枯，不失于二者之间，可与古之作者并驱矣。”④

吕本中则直接提出“熟”是诗的精妙之处：“叔用尝戏谓余云：‘我诗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诗，

只是子差熟耳。’余戏答云：‘只熟便是精妙处。’叔用大笑，以为然。”⑤宋代禅学对诗学的影响很

深，吕本中最为人熟知的“活法”即是禅门话头。“活法”跟“熟”所指涉的诗歌创作路径非常相

近，“熟”亦携带着禅学的基因。周裕锴认为宋代诗论中“熟”与“生”相互转化的理念是从禅学

移植而来，如《大慧普觉禅师语录》有“时时提撕话头，提来提去，生处自熟，熟处自生”，启发诗人

对于“生”“熟”的思考。⑥

除了“熟”本身的脉络之外，方回“诗熟”观的建立还与宋代诗坛“去俗”观念的流行有关。黄庭

坚对形式和内容的取舍有过这样的说法：“宁声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⑦为了

避免句弱、语俗，可以放弃声律等规范。梅尧臣也提出用语浅俗是诗病：“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

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赠渔父》一联云：‘眼前不见市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说者云：‘患肝

肾风。’又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谓诗之好句难得耳，而说者云：‘此是人家

失却猫儿诗。’人皆以为笑也。”⑧严羽更是明确提出除“五俗”：“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

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⑨方回提出“诗熟”，也是对宋人论诗力避浅俗的一种回应。

从文学创作的视角看，“诗熟”包含着一些时代审美的因素以及方回对诗歌艺术的追求；换

一个视角，从学术思考来看，则“诗熟”观还关联着方回的学术取向和人生理想。

二、“诗熟”与“仁熟”之比较

《瀛奎律髓》中收录了朱熹１０首咏梅诗，其中一首为《叔通老友探梅得句垂示且有领客携壶
之约》：“迎霜破雪是寒梅，何事今年独晚开？应为花神无意管，故烦我辈著诗催。繁英未怕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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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疏影谁怜蘸绿杯。珍重南邻诸酒伴，又寻江路探香（一作春）来。”①朱熹擅长以物比德，用物

性来阐发理义，咏梅诗是其诗作中重要的一类。此诗以花神不管事来回答梅花何以迟开的设问，

叙酒伴探梅而来之事，表达对寒梅疏影的怜爱，格律严谨，不乏意趣。《瀛奎律髓》评之曰：“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诗当以熟观。”②此处借“仁”论诗，固然和朱熹的理学家身份有关；然而

更为重要的是，此一评语体现出方回对诗歌之“熟”的理解———与“仁”之“熟”具有可比性。

“仁”之于方回，可谓是学术的根基。方回曾用“求仁”来归结孔子的思想：“尧舜以执中之学

传后圣，夏商周三代宗其道，享国垂二千年；孔子以求仁之学传后人，汉唐宋三代宗其道，享国亦

逾千年。”③在《南轩集钞序》中，他更是将“仁”理解为儒家学说的思想内核：“人而能全其本心之

仁，则道在是矣。故曰：仁者，道之要，学所以学是道也。”④通过“学”的工夫复归本心，求得

“仁”，就能求得道。“仁”在方回心中如此重要，以之论诗，也能见出其诗论的思想底色。

《论语》中有多则关于弟子“问仁”的记载，孔子的解释确立了“仁”之爱人、忠恕等基本内

涵。孟子对“仁”加以阐发，进一步说明了要通过修养工夫来接近仁、达到仁。之后，程朱理学又

添进格物致知等方面的内容，使得“仁”更加切近可习。经多位儒学家的阐释，“仁”在本体论、方

法论两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发明，成为后世学者难以绕过的概念。虽然方回没有明确指出“仁熟”

和“诗熟”之关系，不过根据他对“诗熟”的阐释，我们也可以归纳出二者之间的相似性。

首先，二者都具有层次性、递进性。《孟子·告子上》：“孟子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

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⑤孟子取五谷为譬，说五谷虽是种子里头好的品种，

但如果不熟的话，还不如荑草、稗草；仁也是一样，要熟才好。孟子认为，人生而具备善端，但这些

善端并非一直都在，并非一落地就成熟了的，它们需要有长养的过程，才能落实为美好的道德品

性。朱子也说“天下事无他，只是个熟与不熟”，⑥做事有生熟之别，道德修为亦是如此。与之类

似，在方回的“诗熟”观念中，诗歌创作也要以熟为贵，追求“熟”境。按照“熟”的内涵而言，“诗

熟”具有语言层面、形式层面、诗风层面的要求，这三个层面在实践过程中也呈现出递进性。一

首诗的“熟”，首先可以体现为语言层面上的平熟而不俗，然后是形式层面的律熟而不缚，综合起

来则呈现出诗风层面的圆熟而自然。

其次，二者的具体取径都是积累和修养。二程主张在日常事物上悉心“存养”：“古之人，耳

之于乐，目之于礼，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动息皆有所养。今皆废此，独有理义之养心

耳。但存此涵养意，久则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养意。言不庄不敬，则鄙诈之心生矣；貌不庄不

敬，则怠慢之心生矣。”⑦正是在点滴积累中，才能进步而至于熟。方回也认同“存养”之法：“孔

门之学，此心未发有存养，此心既发有省察，其见子思《中庸》首章。孟子多言已发之心，然曰‘我

善养吾浩然之气’，‘存其心养其性’，皆未发以前事。”⑧同样地，在诗歌创作上，他也认为“诗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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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积累，因而赞赏陆游“无日无诗，所以熟，所以进，所以不可及”。①

朱熹主张通过由粗到细的方式来使“仁”不离其身：“须是先说个粗，后面方到细处。若不是

就粗处用工，便要恁地细密，也不得。须知节节有工夫，剥了一重又一重，去了一节又一节……富

贵贫贱，不处不去，此一节，且说个粗底，方是个君子皮壳，里面更多有事在。然先会做这事，方始

能不去其仁。”②类比于君子学仁的“渐渐加密”的过程，方回认为诗歌创作也应“由至工而入于

不工”，他在《程斗山吟稿序》中提出：“善为诗者，由至工而入于不工。工则粗，不工则细；工则

生，不工则熟。”③《瀛奎律髓》中对“熟”的应用也反映了这一观点。

最后，二者的终极要义都是归返本身，不着痕迹。朱子提及一切技艺精于熟，而圣人之所以

为圣人，也是因为“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处做得熟，便是尧舜。圣人与庸

凡之分，只是个熟与不熟。”④做得熟后，“仁”就成为一种不受环境条件拘束的自然行为：“仁熟，则

造次颠沛有所不违。”⑤“诗熟”也是一样，在经过漫长的学习、品味之后，要达到一种自然纯熟之境。

方回尤为推举梅尧臣，认为其诗工致，最重要的是“虽用工而不力”⑥“工而自然”。⑦ 正是这种不显

露的力气，成就了诗歌的自然之致。“工”与“不工”之间存在着空间，不工又不能成律体，太工又容

易流俗，如何把握其中的度乃是诗人面临的考验。从“工”到“不工”，则能臻于“熟”之境界。

概言之，君子要求“仁”以至于“熟”，须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和涵养，才能将“仁”化为个体

的精神人格，“仁熟”既是过程也是结果。⑧ 方回的“熟”论涉及多个层面，也回答了诗法如何化

为诗歌精神、成就诗歌品质的问题。先学习前人再加以自己的创造，先熟悉格律再摆脱格律的束

缚，正如先学习仁再把仁内化成自然而然的行为一样，有一个进步的过程，最终内化为一种自然

纯粹的诗风。

诗和“仁”都需要通过修习方能达致“熟”的境界，但诗人若陷入某种创作惯性，反而可能削

弱诗歌的艺术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熟”存在程度上的辩证，过犹不及。方回不仅赞赏陆

游诗歌的“律熟”，同时也对部分诗歌“熟”的程度提出了批评。比如评价其《春近》一诗是“烂

熟”，⑨评《春日小园杂赋》为“熟之又熟”。瑏瑠 可见当“熟”超出了限度而滑向率易，就会使诗歌失

去感染力。

那么，如何处理“熟”会走向“烂熟”的问题呢？方回给出的提示是继承儒家“诗言志”的诗

学观。他在《读张功父南湖集并序》中提到诗歌原来并不以工丽为鹄的：“诗至于老杜而集大成，

陈子昂、沈?期、宋之问律体沿而下之，丽之极莫如玉溪以至西昆，工之极莫如唐季以至九僧。三

百五篇，有丽者，有工者，初非有意于丽与工也。风赋比兴，情缘事起云耳。而丽之极、工之极非

所以言诗也。”瑏瑡他认为《诗》的动力在于“情缘事起”，这也是诗歌最初的本质。他还批评以学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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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以智巧为诗，认为时人之诗是逆向而行：“惟恐夫诗之不深于学问也，则以道德、性命、仁义、礼智

之说，排比而成诗；惟恐夫诗之不工于言语也，则以风云月露、草木禽鱼之状补凑而成诗，以哗世取

宠，以矜己耀能。愈欲深而愈浅，愈欲工而愈拙……学问浅深，言语工拙，皆非所以论诗。”①

“诗非工之为难，而莫难于不工，又非不以痛快为贵，而贵于婉曲”。② “工”只是学诗、写诗

的手段和必经过程，无论是工于诗律抑或工于言语，最终都是要达致自然纯熟之境。从心中自然

流露出来的感情落于笔端才是“熟”；假设是附庸风雅、夸耀才学，那就会落入矫揉造作，流于滑

俗而“腐烂”。

“工”“拙”之辩在宋代经历了多次发展，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③ 方回对于

“熟”的提炼，也是以工拙之辩的思考为基础的。不过，这一思考不仅出于对当时诗风之弊的批

评，更是远绍孔子、近承朱熹的儒学意识在诗学上的体现。以儒学为视域作为观照，方回的“诗

熟”观实则蕴含了进取之道，而又指向了心手合一、淳朴自然的儒家诗学理想。

三、诗学思想与理学取向的互文

如前人所言，方回接续了江西诗派的理论道路，又意图矫正时风。不过，这样一条道路并不

是不言自明的选择，“诗熟”的提出也与方回自身经历分不开，尤其是他对理学的亲近与推崇。

“仁熟”之于方回，是立志要追求的修身目标。他曾为杨刚中的熟斋题写箴文，在这篇《熟斋

箴并序》中，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序言先讲世上有能使自然生物成熟的人，有能把食物用

物做得精熟的人，也有能把歌舞诗书等技艺臻于玄微的人，由此发出“君子之熟为何事”的疑问

并给出“熟于仁”的答案：“箴曰：德成而上，士而熟其所当熟，其不为圣贤者几希；艺成而下，士而

熟其所不当熟，则将无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虽然，熟于一艺，闾阎之人足以养其身；研于性命

道德之学而熟于仁，乃不免颜原之贱贫。呜呼！吾宁熟于此而贱贫，不愿熟于彼而为闾阎之

人。”④即便方回是由于箴文的文体特性或是出于所托之人的需求而写下这样鲜明的观点，我们

也依然可以把它看作是方回坚守儒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真实表达。

“仁熟”的思想源自儒家，更直接的土壤则是理学。詹杭伦认为，方回所处的时代佛老势力

已成强弩之末，世之大患乃是儒家学派内部的分裂，方回要捍卫朱熹的正统地位而排斥王安石新

学、陆九渊心学以及叶适、陈亮的事功之学。⑤ 方回在《润学重修大成殿记》中，将朱子排在孔子

之后：“天之相斯文也，既生孔子于前，以集先圣之大成；又生朱子于后，以集诸儒之大成。”⑥他在

《送桐江吴教授南窗序》中也表明理学路径的选择：“孔、孟而后，有濂、洛、横渠之学，不幸中为熙

丰新学之所掩。周、程而后，有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之学，幸而不为江西浙左之所胜。”⑦有研

究指出，方回倾向朱子之学，并将程朱理学建构为道统的唯一合法承续，与他遭遇世变之后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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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回：《赵宾诗集序》，见氏著：《桐江集》卷一，第２６—２７页。
方回：《鲍子寿诗集序》，见氏著：《桐江集》卷一，第６６页。
潘静如：《工拙之界———宋代诗学的一个枢纽》，《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方回：《熟斋箴并序》，见氏著：《桐江续集》卷二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９３册，第６１７页。
詹杭伦：《方回的唐宋律诗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２６页。
方回：《润学重修大成殿记》，见氏著：《桐江续集》卷三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９３册，第７０１页。
方回：《送桐江吴教授南窗序》，见氏著：《桐江续集》卷三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９３册，第６８７页。



序的思考密切相关。① 一个人的思考，可以有多种表达途径，学术是一种，诗学也是一种。从方

回的“诗熟”观可以看到其理学取向的影子。

比如，方回批评王安石之学导致的后果：“王氏之学分裂宇宙，涂炭生灵，其后高者入虚，卑

者入陋。”②其中“高者入虚”“卑者入陋”可谓一针见血，不仅是对王氏的批判，也是针对宋末理

学末流而言。由此而发，方回主张走向高虚和卑陋的反面，这在“诗熟”观中也有所体现。

首先是“平熟”一语。《瀛奎律髓》中的“平熟”一词乃是褒义，代表一种平正中和的造语风

格，如评陆放翁《清明》：“三、四凄怆，第七句最好，景联亦平熟。”③这与其强调平实的学风不无

关联。在《平实记》中，方回借朱子语强调平实之学：“世道平实由于人才，人才平实本于学术，学

术平实根于见识。”而又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孔门学术至战国而绝，人才之弊，一至于此，近世

周张二程传不传之学，平实之极者也，而皆不大用，王安石异端之浅者也，而相熙宁……”④方回

倡导平熟诗风，正是传承平实之学在诗学上的反映。

其次是“熟”与“格高”之关系。“夫诗莫贵于格高。不以格高为贵，而专尚风韵，则必以熟为

贵”。⑤ 诗要么追求“格高”，要么追求“熟”，这是方回为律诗设立的两项审美追求。《瀛奎律髓》

选诗的眼光不仅仅落在诗本身，也落在了诗人的人格上。比如批评戴式之《岁暮呈真翰林》一诗

中所流露出的谒客声气：“石屏此诗，前六句尽佳。尾句不称，乃止于诉穷乞怜而已。求尺书，干

钱物，谒客声气。‘江湖’间人，皆学此等衰意思，所以令人厌之。”⑥又如评范石湖《海云回接骑

城北时吐蕃出没大渡河水上》时声明的选诗标准：“予选诗不甚喜富贵功名人诗，亦不甚喜诗之

富艳华腴者。其人富贵，而其诗高古雅淡，如选此篇，以有此联佳句耳。”⑦还有赞扬韦苏州《寄李

儋元锡》的贤者之思：“朱文公盛称此诗五、六好，以唐人仕宦多夸美州宅风土，此独谓‘身多疾

病’‘邑有流亡’，贤矣。”⑧

方回所说的“格高”，不仅指诗歌的语言风格，也指诗歌所折射出的诗人的道德人格；而“熟”也

在指称诗歌创作鉴赏的同时，映射了人格养成之径。“熟”所囊括的儒学意涵，使得它与“格高”除

了是艺术手法上的互补关系之外，也可以是求仁求贤理想之下的并列关系。以“仁熟”为思想参照，

就不难理解为何“熟”和“格高”会成为一组互补互济的标准，贯穿于《瀛奎律髓》之中。

再如，方回批评心学并非是对儒学道统的传承：“显微无间，本末具举，吾道之正宗也。陆、杨所见

乃佛家‘作用是性’之说，谓作用乃心之属乎情者。以心为性，体认未真。”⑨他认为，儒道之正途在于孟

子而言的“存养”，而心学家只说发心，不提存养，是混淆了心和性的区别。强调存养，即是强调“仁熟”

须有磨炼的过程；“诗熟”也要经过学习和修炼方能达至，这在上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尽管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常以人格论诗格，但其本人降元之举以及推尊江西诗派的门户之

见使后人对书中的理学动机发起质疑和批判。纪昀在《瀛奎律髓刊误》序言中批评《瀛奎律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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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邱光华：《世情、时序与学术：方回的理学话语建构探微》，《石河子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方回：《虚谷桐江续集序》，见氏著：《桐江续集》卷三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９３册，第６６５页。
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第２册，第６３２页。
方回：《平实记》，见氏著：《桐江集》卷二，第１２８页。
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第３册，第９０３页。
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第２册，第５１９页。
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第２册，第５２８页。
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第１册，第２７６页。
方回：《送家自昭晋孙自庵慈湖山长序》，见氏著：《桐江续集》卷三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９３册，第
６５２页。



的选诗、评诗标准，认为方回论诗有三大弊病：一曰党援，二曰攀附，三曰矫激。① 朱东润则认为

方回“毕生陷于矛盾之中而不自觉”，为人论诗“皆可怪也”，列举了方回的“矛盾”之处：自身降

元却伪附道学，明知杜诗细润工密可以治江西之病而要开宗明义，明知大有人在而只谈一祖三

宗，明知晦庵说诗与江西分道而妄相援引。② 方回本人行为和其诗论之间所存在的裂缝成为众

矢之的，比他固守江西诗派的弊处更为人所不容。

方回编著《瀛奎律髓》确有为自己辩解之疑，本文无意为方回翻案。不过，仅从诗学文本的

范围来看，其所持有的价值标准也算统一，不宜轻易否定之。以理学的角度进行观照，方回的诗

学思想也具有整体性，并且和其理学取向相互映射，对此再言“攀附”云云，或许应当慎重。

“熟”和“格高”，在文本之内是评诗、选诗的标准，在文本之外则指向了方回理学思想的聚焦

点。二者串连起《瀛奎律髓》中分散的评语，也连通了方回的学术思想和《瀛奎律髓》之间的道

路。方回使用“熟”这一概念，尽管绕不开唐宋以来的审美话语和禅学影响，但更应被关注的是

他为这个概念所注入的理学意识。这也是我们在讨论“熟”或者“圆熟”时不应忽视的重要切面。

四、余论：进入诗学的一种路径

方回的“诗熟”观暗含着以“仁熟”为焦点的儒学视域。将其理学思路提取出来，并不意味着

诗学是儒学的附庸。诗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方回自身的学诗经验可以说明这一点。他晚年在

《送俞唯道序》中回顾了自己从弱冠以来的学诗经历，其中提到吕午、洪后岘、阮梅峰等人的影

响，可见其读诗、学诗的每个关键节点都有外在的缘分和动力，而后才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体悟和

取舍之道：“至于深造自得，非他人所能予者，大概律诗当专师老杜、黄、陈、简斋，稍宽则梅圣俞，

又宽则张文潜，此皆诗之正派也。五言古，陶渊明为根底，三谢尚不满人意，韦、柳善学陶者也。

七言古，须守太白、退之、东坡规模。绝句，唐人后惟一荆公，实不易之论，但不当学姚合、许浑，格

卑语陋，恢拓不前，唐二孟、近世吕居仁、尤、萧、杨、陆但可为助。饱读勤作，苦思屡改，则日异而

月不同矣。”③不过，尽管其学诗道路与学术道路渐渐合流的过程难以清晰说明，但借助具体的观

点，我们还是能够瞥见其诗学与理学思想之间的联系与互文。

在“仁熟”观念和朱子理学的环绕之下，方回编写《瀛奎律髓》遵循了儒学的基本思想，并且

结合江西诗派的论诗观点，转化为自成一家的诗学。后世多批评其派别成见，其实他也在江西诗

派之外汲取众多养分，不应一味加以贬抑。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所有这些假借的资源背后，

最为核心的思想是儒学。结合宋末的儒学背景来理解方回的学术观点，从方回的学术观点来观

照他的诗学体系，在他的诗学体系之中来探究具体的概念命题，才能对具体的概念命题进行整

体、准确的阐释。“熟”就是方回儒学思想和诗学思想的一个连接点。用他在儒学领域对“仁熟”

的认识来观照他在文学领域对“诗熟”的阐释，未尝不是进入其诗学体系的一种路径。

（责任编辑：元　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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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于微言”而“止于至善”
———论叶嘉莹《小词大雅》的词学体系、诗性书写与生命体悟

朱兴和

　　摘　要：《小词大雅》是叶嘉莹毕生词学论述的回顾版和浓缩本。背后有一个结构精严的词学体

系，主要包括词学本体论、词史建构、词学史建构和批评实践四大模块。以“要眇幽微”说和“弱德之

美”说为核心的词学本体论是这一体系中最富原创性和普泛意义的部分，充满女性的微言和力量。

《小词大雅》还创造了一种关于“微言”的言说方式，实现了诗学探讨与人生修行的精妙结合。该书蕴

含着丰厚的学理学养，特别是充满微言和诗性的写作方式、融通中西的学术取径以及穿透学术和人

生的生命体悟，对于当今文学研究的积弊颇有疗救之效。叶嘉莹从未以儒学学者自居，并对“三纲五

常”有过深刻的反思，却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儒家诗学的灵魂。她以“兴于微言，以相感动”的言说方

式，诠释了“止于至善”这一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

关键词：叶嘉莹；　小词大雅；　词学体系；　微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现代性’研究”（２０ＢＺＷ００９）

作者简介：朱兴和，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在众多学科门类中，文学的地位非常特别，正如蒋寅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文学深刻地参与

了文化核心价值的生成和民族精神的塑造，“它的效果和影响力是其他意识形态无法比拟的”。①

最近几十年，我国文学研究发展迅猛，在各时段和各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出现了一些深

层问题：第一，“空前专业化”和职业化，却缺少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学术“热情”；②第二，高度学院

化，却对当代“精神生活的解体”束手无策；③第三，或埋头整理国故而对文化他者缺乏兴趣，或热

衷于套用理论而不免方凿圆枘；第四，述学语言缺乏美感、诗意和感染力。本来，文学研究是围绕诗

性心灵和审美文本而展开的精神劳作，可是，由于程式化地刻凿或谈论前人诗性的“灵光”，反而使

文学和文学研究频频“失灵”，④一如本雅明所描述的“灵晕”之消散。⑤ 面对这一复杂而深刻的学

术、思想危机，敏锐的人文学者们基于各自的专业背景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众声喧哗”中，⑥

叶嘉莹的《小词大雅》发出了一种独特的声音。⑦ 该书不过１５万字，但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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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视角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６页。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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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人文六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１页。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第１６８页。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５卷，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页。
叶嘉莹：《小词大雅———叶嘉莹说词的修养与境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下引仅随文夹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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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虽小却有大雅存焉。查慎行曾说：“收拾光芒入小诗。”①《小词大雅》同样摄入了作者毕生学

术、思想之灵光，不仅是一部成功的通俗读物，也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该书蕴含着丰厚的学

理、学养，特别是充满微言和诗性的写作方式、融通中西的学术取径以及穿透学术和人生的生命

体悟，对当今文学研究的积弊颇有疗救之效，值得我们好好玩味、学习。

一、小制作背后的大学问：《小词大雅》的学理与学养

从开篇的“兴于微言”（第１页）到终章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第１５３页），《小词大雅》隐藏

着两个“诠释的循环”（第９６页）：第一，围绕小词中的微言，不断对照和剖析张惠言与王国维词

论的差异，涉及词的起源、本质、艺术特点、词与诗骚传统之关系、词与文化伦常的关联等一系列

理论问题，跋山涉水，最后以潜能、互文、象喻、符示四个关键词，析出两家词学的本质差异，并对

“兴于微言”作出富于现代学理的回应（第１６２页），这是词学理论上的循环。第二，围绕小词中

的修养与境界，从生命之发动、情窦之初开讲起，对照种种人生，经历风风雨雨，最终归于生命之

本真及人道与天道的合一，这又是生命感悟上的一种循环。于是，诗学探讨与人生体悟如同一对

舞伴，翩翩起舞，完成一系列精妙的舞美动作之后，止息于一种和谐与完美的平静。

《小词大雅》其实是叶嘉莹毕生词学论述的回顾版和浓缩本，背后有一个逻辑清晰、结构精

严的词学体系。她自己也曾承认，经过多年的发展，“似乎颇形成了一个自我的体系”。这一体

系主要包括词学本体论、词史建构、词学史建构和批评实践四大模块。在词史建构上，叶嘉莹勾

勒出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哲化之词的发展脉络，②每一环节又有非常精细的论述。

在词学史建构上，她梳理、吸纳了从《花间集序》以来的重要词论，在宋代词人如晏殊、苏轼、黄庭坚、

李之仪、李清照、张炎等人那里挖掘微妙的词学信息，对清代词学特别是常州词派和王国维用力尤

多。在批评实践上，她对一系列词人都有非常精妙的论述，从温庭筠、韦庄开始，一直讲到陈子龙、

朱彝尊、纳兰性德、王国维、陈曾寿，建构了一个五光十色的词人谱系，读来如行罨画溪中、山阴道

上。她的词学本体论涉及词体发生学、词的美学特质、词与诗学大传统和文化大传统之关系等一系

列重要命题，是其词学体系中最富原创性和普泛意义的部分，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阐述。

《小词大雅》从《花间集》讲起，颇有深意。首先，有一种词体发生学的意味，因为《花间集》

是第一部编订成书的曲子集，其中蕴藏着词体产生的时间、空间、作者、内容、功能等方方面面的

信息；其次，《花间集》写的“都是美女，都是爱情”（第７页），而美女和爱情反而能更微妙地保存

作者的真性情，叶嘉莹由此而推尊词体，建立起独具个性的词学本体论；第三，由于书写的都是女

性的生活和情感，所以，词体天然地呈现出要眇幽微的美学特质，叶嘉莹从这里发展出对词体的

定性判断以及“挫伤”“斫丧”“弱德之美”等相关论述；③第四，从《花间集》开始，小词中就充满微

言和寄托，由此出发，叶嘉莹将词学引向比兴和兴发感动，倡导“词史”与“史词”之概念，④同时，

又因为女性的弱势地位，将词学引向对文化纲常的整体性反思。于是，由小见大，由近及远，她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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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５４６页。
叶嘉莹：《清词丛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４３、３４７页。
相关论述在其著作中随处可见，如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４２页；叶
嘉莹：《迦陵论诗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１０页。
叶嘉莹：《清词丛论》，第２４７—２８２页。



学诠释学便与道德、人伦、政治、社会、文教等宏大话题产生关联，发展成一个包罗万有的诗学体系。

《小词大雅》的主体部分是对张惠言和王国维词学诠释学的比较与阐发，所有论述的背后都

有深厚的学理根基。关于王国维的诗学思想特别是《人间词话》的研究，贯穿了叶嘉莹的整个学

术生涯，是她建构自家诗学体系和进行批评实践的基础。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完成的《王国维

及其文学批评》中，叶嘉莹已经展示出创造性阐释王国维诗学思想的能力，通过对一系列概念和

观念的精微辨析，建构起一个立体网状的词学理论体系，①后来她又在大量论著中不断反刍和深

化对王国维的创造性阐释。

对常州词派特别是张惠言词学思想的阐发，是叶嘉莹词学诠释学的另一理论支柱，与她对王

国维的阐发形成齐头并进、互相激发的关系，譬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方面较早的

一篇论文是１９６９年写的《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其后，比较集中的阐释见１９８６年—

１９８８年的《迦陵随笔》、１９９５年的《说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和１９９６年的《对常州词派张惠言

与周济二家词学的现代反思》。② 分散的阐发和运用，则如对王国维的阐释一样，在叶嘉莹的整

个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中，如空气一般无处不在。而《小词大雅》中关于张、王词学的论述，则是

化繁为简的精华。反过来，会心读者也可从冰山一角，揣测水下部分的体积和重量。

《小词大雅》背后有非常丰厚的学养。在早期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中，③叶嘉莹就展示出

整理旧学的功力和认真力学的姿态。后来，她的论述多以阐发为主，但大多都有扎实的文献基

础，比如，关于吴文英和王沂孙的论文就展示出精细考辨材料和史实的能力。④ 当然，她的特长

主要表现在对中西文论的融会贯通上。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她对２０世纪群莺乱飞般的西方

文论几乎都有涉猎和吸收，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种理论资源：（一）英美新批评。主要包括艾略特

（Ｅｌｉｏｔ）、瑞恰慈（Ｒｉｃｈａｒｄｓ）、燕卜荪（Ｅｍｐｓｏｎ）、卫姆斯特（Ｗｉｍｓａｔｔ）等人的理论。新批评式的文本

细读成为叶嘉莹的看家本领，《小词大雅》中就有很多精妙的运用。（二）语言学、符号学。主要

包括索绪尔（Ｓａｕｓｓｕｒｅ）、皮尔士（Ｐｅｉｒｃｅ）、雅各布森（Ｊａｋｏｂｓｏｎ）、洛特曼（Ｌｏｔｍａｎ）、艾柯（Ｅｃｏ）等人

的理论。洛特曼的“文化符码”和艾柯的“显微结构”是《小词大雅》阐释张、王词学的重要工具

（第２３、２９页）。（三）接受美学。主要包括莫卡洛夫斯基（Ｍｕｋａｒｏｖｓｋｙ）、茵伽登（Ｉｎｇａｒｄｅｎ）、伊赛

尔（Ｉｓｅｒ）、姚斯（Ｊａｕｓｓ）、墨尔加利（Ｍｅｒｅｇａｌｌｉ）等人的理论。《小词大雅》的最后部分正是凭借伊赛

尔的“潜能说”打通了张、王二家的词学壁垒（第 １６１页），成功地完成了对微言的深度阐释。

（四）精神分析。主要包括弗洛伊德（Ｆｒｅｕｄ）、荣格（Ｊｕｎｇ）及其影响下的文论家如凯特·汉柏格

（Ｋａｔ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和拉康（Ｌａｃａｎ）的理论。其中，关于显意识和潜意识的理论直接启发了叶嘉莹

对微言的阐释。（五）女性主义和性别理论。主要包括波伏娃（Ｂｅａｕｖｏｉｒ）、克里斯蒂娃

（ｋｒｉｓｔｅｖａ）、卡罗琳·郝贝兰（ＣａｒｏｌｙｎＧ．Ｈｅｉｌｂｒｕｎ）、利普金（Ｌｉｐｋｉｎｇ）、特丽·莫艾（ＴｏｒｉｌＭｏｉ）等

人的理论。其中，克里斯蒂娃关于“象喻”和“符示”的区分成为《小词大雅》中用来剖析张、王词

学的重要工具（第１６２页），利普金的弃妇理论则在阐释温庭筠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第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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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兴和：“兴于微言”而“止于至善”———论叶嘉莹《小词大雅》的词学体系、诗性书写与生命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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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０１—２８６页。
叶嘉莹：《清词丛论》，第１６２—１９２页；叶嘉莹：《词学新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５５页；叶
嘉莹：《清词丛论》，第１９３—２４６页；叶嘉莹：《词学新诠》，第１３３—１４７页。
该书最初于１９６６年由中国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后来在大陆多次再版。参见叶嘉莹：《杜甫秋兴
八首集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５４—１６３、１７５—１７９页。



（六）诠释学。主要包括李查·庞马（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ａｌｍｅｒ）、赫芝（Ｈｉｒｓｃｈ）、伽达默尔（Ｇａｄａｍｅｒ）等人的理
论。伽达默尔的“诠释的循环”为叶嘉莹诠释王国维和自己提供了理论依据（第９６页）。（七）现象
学。主要包括胡塞尔（Ｈｕｓｓｅｒｌ）、詹姆士·艾迪（ＪａｍｅｓＥｄｉｅ）、梅洛－庞蒂（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等人的理
论。现象学促使叶嘉莹对主客交互、心物交感的理论产生新的理解，对于重释比兴、兴发感动及词

体发生学都有重要意义。（八）其他理论。比如，日内瓦学派的意识批评理论和结构主义诗学。

对于先秦以来的中国诗学，叶嘉莹也非常熟悉。从《论语》《礼记》《诗大序》《诗品》《文心雕

龙》到严羽、王士?，直至晚近以来众多的名家，如况周颐、冯煦、夏承焘、唐圭璋、缪钺、李冰若

等，她都有所吸纳。道、释二家，她也耽溺甚深。比如，她曾用《俱舍论颂疏》“六根”“六尘”“六

识”之说，结合现象学主客交互的理论，阐释心物交感理论和境界说。①

综合来看，叶嘉莹最重要的本土理论资源还是来自张惠言、王国维和顾随。张、王二家在叶

氏词学中的地位毋庸多言，而顾随则是一位始终在场而又有些隐形意味的导师。顾随对叶嘉莹

词学思想的精微影响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虽然她曾反复表达对老师的感念之情。② 从《人间词

话》到《驼庵诗话》，再到《小词大雅》，其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学术链接和精神联系。学术链接主

要表现为学术命题的接续与推进。精神联系则主要是性情的相契、信念的认同和灵感的启发。

精神联系比学术链接更为重要。《驼庵诗话》将《人间词话》的悲悯翻转为一种刚健向上之力，处

处鼓吹力的诗学，比如：“诗是使人向上的、向前的、光明的。”“力，有一分力便要尽一分力，不必

问为谁。一切诗人皆是如此”。“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活个样给你看看，绝不投降，绝不气

馁”。③ 在飘转生涯中，叶嘉莹一直将《驼庵诗话》带在身边，直到有机会将其整理出版。会心读

者不难感觉到《驼庵诗话》在《人间词话》与《小词大雅》之间的中转作用。顾随如同一座容易被

忽略却又至关重要的驿站，叶嘉莹只有在这里获得充足的补给之后，才能继续前行，从狭义的词学

走向广义的诗学，从要眇幽微走向兴发感动，从无限低徊的为己之学走向关心文化命运的为人之

学。总之，她继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脉络，经过一生的努力，最终也成为这一脉络的重要环节。

《小词大雅》则是她一生学术、思想的精华与结晶，譬如蜂采百花，最后才酿成的一滴金黄的蜂蜜。④

二、“要眇幽微”与“弱德之美”：女性的微言与力量

词学本体论是叶嘉莹词学体系的核心。在她看来，诗是“显意识”的，而词是“无意识”或“潜

意识”的，⑤因此，词比诗保存着更多的心灵本真，词体之尊由此而凸显。通过对“微言”和“要

眇”的知识考古和理论阐发，叶嘉莹创立了以“要眇幽微”说为中心的词学诠释学。⑥

“微言”在词学上主要来源于张惠言《词选序》的“兴于微言，以相感动”。⑦ 叶嘉莹将语源追

溯到《汉书·艺文志》之“仲尼没而微言绝”。颜师古释“微言”为“精微要妙之言”，李奇则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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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词学新诠》，第８页。
叶嘉莹：《迦陵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１９、１５５、１６６、３４９、４２３页。
顾随：《驼庵诗话》，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８年，第１９８、１５１页。
这是叶嘉莹关于晚年杜甫的譬喻，见氏著：《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代序”，第４０页。
叶嘉莹：《清词丛论》，第１３页。
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叶嘉莹就曾以“窈眇幽微”概括李商隐诗歌的本质，参见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第
２９４页。后来，在张惠言和王国维的启发下，她修正为“要眇幽微”说，在其著述中随处可见。
张惠言：《茗柯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６０页。



“隐微不显”之言，叶嘉莹认为其中兼具义理和美感的双重意味。① “要眇”在词学上主要来自张

惠言和王国维。张惠言曾用“低徊要眇，以喻其致”描述词的审美特征。② 王国维也说过：“词之

为体，要眇宜修。”③叶嘉莹将语源追溯到楚辞的“美要眇兮宜修”（《楚辞·湘君》）和“神要眇以

淫放”（《楚辞·远游》），并通过串解古注的方式在“要眇”与“微言”之间建立起本质的联系。由

于洪兴祖释“要眇”为“好貌”“精微貌”，又认为“眇”与“妙”通，叶嘉莹因而认为“要眇”与“微

言”，王国维与颜师古，“乃大有可通之处”。④ 另外，她还认为：“所谓‘要眇’者盖专指一种精微

细致的富于女性之锐感的特美。”⑤如此一来，既从传统词学中提炼出词体的本质属性，又暗示了

词与女性的天然联系，为引入女性主义论述埋下了伏笔。

“要眇幽微”说的内在理路非常清晰：由于小词具有“要眇幽微”的审美特质，所以适合表达

各种微言；⑥发出微言的主体是被侮辱、被抛弃的女性，或有“弃妇”心态的男性；⑦微言的产生是

因为“弱德之美”受到“挫伤”或“斫丧”；⑧因为存在大量的“文化符码”或“显微结构”，微言具有

丰富的“潜能”；⑨如果读者领会微言，则可“兴发感动”，进德修业，促成完美的人格，最终有助于

社会的和谐。瑏瑠 这是一棵通过理论联想和逻辑阐发而不断生长的“理论树”。底下盘根错节，上

面枝繁叶茂。向下延伸，可以通向诗学发生学、性别、人性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向上伸展，则

可通向文学的功能、文学与社会之关系、文学与文化大义等一系列宏大的问题。

“要眇幽微”说也是一株具有浓郁女性主义色彩的理论树，而且，无意中透露出叶嘉莹的生

命体验。“要眇”是女性特有的灵光和神采。“幽微”则是女性受到压抑、挫伤或斫丧之后所表现

出来的婉曲和低徊。叶嘉莹之所以如此解说令词乃至一切优秀词作的本质，与她独特的问题意

识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她是一位才德俱美的女性，然而一生坎坷，伤痕累累。除了时代苦难

（如抗战时期的生离死别）和生命无常的打击（如１９７６年的痛失爱女），最大的苦难来自家庭生
活中的情感创伤。涉及相关细节时，她通常比较含敛，但这正可说明，那些苦痛是何等的刻骨铭

心。难能可贵的是，她没有被苦痛吞噬，反而“含容忍耐”，瑏瑡坚韧地背负起生活的重担和精神的

枷锁。通过不停地阅读、演讲和写作，她的苦痛逐渐融解。可以说，她所有的著述都是一种自我

疗治和自我救赎的微言。比如，《小词大雅》说：“你就是在挫折困苦之中，也要懂得欣赏，也要懂

得享乐，你要懂得排遣，你才能好好地生活下去。”（第７７页）看似毫不起眼，背后是一生的修炼。
她曾以此视角阐释欧阳修的豪放与沉着，瑏瑢得其神髓。反过来讲，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阐释？

更可贵的是，凭借对诗词的不断阐释，叶嘉莹将个人的生命体悟升华为对文学、文化乃至于

人类、人性的深刻反思。在充满女性主义色彩的词学诠释学和对美女、爱情、微言的种种阐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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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着一种照彻幽冥的精神之光。

《小词大雅》中说：“爱情是你把你真正的感情都投注进去了，你把你整个的这种感情都奉献

出去了，这是一种很崇高的、很神圣的感情。”（第８页）这句话根基甚深。她认为情词、艳词之所

以具有丰富的托喻性，源于爱的共相与共感，因为人世间各种爱，包括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

各种伦理的爱，或对学说、思想、宗教、文化等各种精神的爱，在本质上都有相通之处，而男女之爱

表现得最为深挚、热烈、自然，因此，美女和爱情最适合表达爱的共感，“越是香艳的体式，乃越有

被用为托喻的可能”。① 此种论述不仅是对小词本质的深刻理解，也是对爱情、人性、伦理和文化

的深刻洞见。通过对情本体的阐发，叶嘉莹打通了横隔在词学与诗学、文学与文化之间的“任督

二脉”，于是，整个理论经脉一下子活络起来，变成一个可以无限衍生的文化诗学体系。

叶嘉莹关于弃妇与纲常关系的阐释也是一种深刻的微言。比如，《小词大雅》在谈到爱情的

投注时接着就将话题引渡到“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一个是在上位的，是统治的阶层，一

个是在下边的，是附属的阶层。所以在夫妇的男女的这种感情之中，它就无形之中跟君臣的那一

纲有相似之处。”（第８页）这一阐发意味甚深。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她就对“夫权”及其负面影

响做过文化溯源式的反思。② 迁居北美后，在性别理论的启发下，她又发展出具有浓厚女性主义

色彩的词学诠释学。比如，利普金认为，“弃妇”是男女两性共享的存在经验，因为男性通常也处

于弱势和受挫的地位，叶嘉莹的阐发就很有意味：她认为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失意男子还得承受

“三纲五常”的压抑，因此，更要借女子的口吻来抒发挫辱感受。③ 于是，小词的女性本质与男性

作者身份的冲突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另外，男性作者的挫伤体验与词史演进之关系，在她的体系

中也发展成一个重要的命题。除了对词学理论的贡献，这种论述中还蕴含着一种对中国诗学和

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层反思。显然，叶嘉莹已经扬弃了晚年王国维身上的那种文化悲情和对纲常

的迷恋。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叶嘉莹接续了“五四”而超越了王国维。当然，在对中国文化精髓

的继承与阐发上，她又接续了王国维而扬弃了“五四”。

１９９３年，叶嘉莹首次论及“弱德之美”，将其定义为“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

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④ １９９８年，她又有新的阐发，认为“弱德之美”

“不仅只是一种自我约束和收敛的属于弱者的感情心态”，而且“蕴含有一种‘德’之操守”。⑤

２００２年，她再次对“弱德之美”进行理论修正，认为“屈抑之情思之所以美，还不只是单纯的屈抑

而已，还有一种坚持和担荷的力量”。可以感觉到，论述的重心由“美”转移到“德”，最后则发展

为对“力”的强调。这是一种从女性的创伤经验出发，融合中西理论，打通文学与伦理学，并最终

获得疗治能力的生命诗学。在另一场合，她还曾引述卡罗琳·郝贝兰（ＣａｒｏｌｙｎＧ．Ｈｅｉｌｂｒｕｎ）的雌

雄同体与双性人格理论，以老子的“知其雄，守其雌”应和酒神、上帝具有双性人格的观点，并转

述了里尔克（Ｒｉｌｋｅ）的观点：“男女两性应密切携手，成为共同的人类而非相对的异类。”⑥可以感

觉到，在这里她超越了女性主义的立场，透露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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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叶嘉莹的词学虽然从一部很小的《花间集》、一个很小的字眼“微言”和一种很微妙的

女性情感体验出发，却发展成一棵枝繁叶茂的理论大树，蕴含着自我救赎、文论重建、文化传承甚

至终极关怀等多重意味。最可贵的是，她没有将受到的伤害还掷于人，而是将其转化、升华为对

普泛性命题的深刻反思，成功地对中国文化中的男性暴力和男权意识进行了纡曲而深刻的批判，

彻底治愈了自己的创伤，同时也担当起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社会责任。

叶嘉莹深受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但又与女权主义有所不同。她的方式不是那种站队式的

反叛和对立，而是理性温和地对强者宰制弱者的世界发出委婉的抗辩和动人的规劝。这种方式

比口号式的女权主义更深刻、有效，也更令人敬重。她的整个论述既是知识女性的微言，也处处

传递出中国女性独特的精神能量。伊格尔顿（Ｅａｇｌｅｔｏｎ）在论述２０世纪女性主义思潮时曾经说

过：“问题并不在于，有了更多的女性参与，世界就会更好一点儿；问题在于，要是没有人类历史

的‘女性化’，世界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①叶嘉莹的所有论述充满女性的微言和力量，与伊

格尔顿的洞见有某种相通之处。

三、“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叶嘉莹的言说方式

《小词大雅》的言说方式值得注意。叶嘉莹说诗的方式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最初是直觉

和感性的解说，比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关于李商隐《燕台四首》和《嫦娥》的解说；②然后是理性和逻

辑的解说，比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和８０年代的《迦陵随笔》；③第三阶段

则是在历史的脉络中把握与解说作品或理论，比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灵?词说》中的词史建构和

９０年代对词史互动问题的关注。④ 这三个阶段与她本人所回顾的阅读历程及其引述的阅读三阶

段理论正好合拍。⑤ 经过千锤百炼，三种言说方式彼此涵融，并在言说对象的影响下，发展出第

四种言说方式，即比兴象喻式的言说。

《小词大雅》中，前三种言说方式依然存在，但更精妙的是第四种。比兴象喻式言说的最大

特点是解说微言而充满微言，创造了一种关于微言的微言。比如，关于《水调歌头》微言的解说

就有丰富的弦外之音。她说：“‘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你要把春天留在你的心里，而不是向

外去追求。”（第３２页）表面上好像是在解说张词中的比兴意味，实际上很难分清她是在解说张

词还是在阐发自己的存在感受。她还引用俞樾的“花落春仍在”和苏轼的“浮空眼缬散云霞，无

数心花发桃李”继续阐发：“我年老了，我眼睛花了，我就看见浮在空中都是模糊的云雾”，但是，

“在我心里边有无数的花，桃花李花，在我的心里边开放啊……春天走了，花也落了，可是春天就

在你的心里”（第３２页）。很难分辨这是在解说张惠言、苏轼、俞樾，还是她自己。特别是在前后语

境中，在大量的双重微言中，读者会明白，叶嘉莹不仅在解说古典诗词中的修养与境界，更是在借机

表达生命的从容、淡定与欣悦。至少有这样的言外之意：虽然已届暮年，但我并不为生命的凋残而

忧虑，因为自己的精神生命将在文化传承中获得永生，绽放出无数精彩的生命。所谓“桃李”当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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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带双关，既是真实春天的象征，也是学术生命的象征，一如她在一首小词中所暗示的那样：“莲实

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①她的整个言说方式是充满比兴和象喻的。

比兴象喻式的言说不仅指向叶嘉莹本人的存在感受，也指向那些永恒的命题和超越的存在。

比如，她在解说张惠言词句“游丝飞絮无绪，乱点碧云钗”时，同样有精妙的阐发，将游丝飞絮解

读为“满空中都是那春天的诱惑”（第３８页），接着楔入李商隐的《无题》诗，解说什么是“春天的

诱惑”：对“飒飒秋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她的解读是：“植物惊醒了，昆虫也惊醒了，人也

醒了。什么醒了？你的感情就醒了。”对“金蟾啮锁烧香入”，她的解读是：“你的心就动了，你的

内心就燃起了一种热情。”对“玉虎牵丝汲井回”，她的解读是：“水代表你的感情……水动了，水

被打上来了，你的感情也动了，你的心也动了呢！”对“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她的

解读是：“所以当春天来了，当你动情了，当你动心了，你就有了感情的投注。”最后，对“春心莫共

花争发，一雨相思一寸灰”，她的解读是：“你的追求的结果都是落空的，都是断肠的。总而言之，

你有了情，就有了悲哀。”（第３９、４０页）这是一种非常精彩的情感心理学的阐发。而所有关于春

天、诱惑、爱情、悲哀的诗性解说，最后都是为了解读“莺燕不相猜”，即论证对外追求之虚妄，论

证求爱、求学、求道等种种追求的唯一出路是“自己种出春天”（第４６页），即自我之完成。如此

曲尽其妙，最后却又说：“就算你种出你的花朵……你的年华也是这样消逝的。”（第４７页）让人

在若有所悟的欣悦中，又体会到一种永恒的悲哀。这种阐发层层深进，无比婉妙、曲折。你以为她

在讲爱情，其实她在讲人生。你以为她在讲人生，其实她在讲学术、思想和文化之真义。你以为她

在讲学术和思想，其实她试图将思考一步步引向那些充满悖论的命题和超越象喻的永恒存在。

这种言说方式在叶嘉莹的说诗实践中早有苗头，但是，的确是在《小词大雅》中才达到炉火

纯青的地步。而且，《小词大雅》的文体、形式和语言也很特别。在文体上，它不是学术写作而是

讲辞。全书不以“章节”而以“讲”来切分，意味着有更多表达的自由。在形式上，《小词大雅》没

有任何注释和参考文献，脱离了种种学术规范的掣肘，与此同时，却楔入了一些充满意味的卡片，

创造了一种正文与旁白彼此补证的自由应答。在语言上，《小词大雅》在文言与白话、书面与口

语之间自由切换，非常灵活，收放自如，而放松的言说显然能更微妙地流露出说诗人的真性情。

这种言说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诗性的写作。当今的文学研究，满眼都是科研论文式的写作方

式，充斥着数据、资料和理论，到处都是信息的爆炸，到处都是有意的炫技，却缺乏深刻的思想，更

别说诗性心灵的跳跃了。一百年前，韦伯曾经哀叹，高度理性化、科层化和技术化的社会将会导

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② 今天，我们可以在各个领域感知到类似的情况。而叶嘉

莹的《小词大雅》则是一个另类。可以说，《小词大雅》为文学研究和文学学者的生活提供了丰富

的启示。如上文所言，它的背后是精密的学理、丰厚的学养和精妙的中西会通，更为难得的是作

者对诗歌语料的体悟能力和锐感多情的诗性。正是因为凭借锐感多情的诗性心灵，叶嘉莹才能

走进古典文学的心灵深处，获得一流的语言感觉和诗性解说的能力。比如，她从意象、声音、色

彩、结构等多重角度，对“菡萏香销翠叶残”进行的文本细读（第１０８—１１６页），已经成为古典诗

词阐释的经典案例。特别要指出的是，她有非常好的通感能力，灵光一照，即生异彩。比如，她对

秦观“断尽金炉小篆香”的阐发尤为精彩：她对“金”的理解是“如此之珍贵”，对“炉”的理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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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谈我与荷花及南开的因缘》，《南开大学报》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６日。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钢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１４３页。



“如此之热烈”，对“小篆”的理解是“如此之缠绵”，对“香”的理解是“如此之芬芳”（第７８页）。

这种解读打通了视觉、触觉、嗅觉和第六感，令人拍案叫绝！法国诗人兰波（Ｒｉｍｂａｕｄ）说过，诗人

应该成为一个通灵者，唯有通灵才能创造富于通感的语言，“这种语言将来自灵魂并为了灵魂，

包容一切：芳香、音调和色彩，并通过思想的碰撞放射光芒”。① 叶嘉莹的诗词解说往往富于奇妙

的通感，能突破形象、声音、味道与色彩之间的壁垒，因而能透视诗歌的本质。通感，或者说通灵，

正是诗性心灵独特的天赋，这是叶嘉莹能诗性言说的奥秘。

由于通感与会解，一切文本在叶嘉莹的言说中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关

于张惠言与李商隐的互释，就是一种精妙的诗词互文。更妙的是，除了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

《小词大雅》中还有大量的诗文与经义的自由穿插，特别是不断出现的《论语》和《孟子》。经、史、

子、集经过她的巧妙编织，变成挂毯般美丽的艺术品。但是，她不是要编织一个纯粹审美的对象，而

是要讲述中国诗学和中国文化之精义，就像唐卡不只为了审美更要用来宣说佛法一样。奇妙的是，

叶嘉莹从未以儒学学者自居，并对“三纲五常”有过深刻的反思，却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儒家诗

学的灵魂。比如，她在张惠言第三首《水调歌头》中解读出“诱惑”“回来”“觉悟”“约束”等种种

曲折与递进，又与《论语》中的“与适道”“与立”“与权”形成了巧妙的照应（第３６、４５页）。她在

解说王国维三境界说的“断章取义”时，也穿插了《论语》中孔子与子贡和子夏的对话（第８８页），

暗示出王国维与儒家诗学始祖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儒家诗学背后的宏大关切。叶嘉莹虽然吸纳

了大量的西学理论，骨子里却是非常儒家的，她本人也曾多次提及发蒙时期记诵《论语》的情形

以及《论语》对其生命的重大影响。② 正如她最终选择回国定居一样，她的文论走过西方的千山万

水，最后还是回到以儒家诗学为本根的梦里家山。有人称她为“穿着裙子的士”，③很有道理。

总之，叶嘉莹不满足做一个单纯的以诗文自限的说诗人，她的终极意图是以说诗的方式来触

摸和言说那更高的存在者。她深知诗与“六义”的关系，最后还是回到“兴发感动”。④ 她的言说

方式和效果也的确如此：“兴于微言，以相感动。”⑤而兴发感动的最终结果，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

会而言，都将通往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即《大学》开篇所说的“止于至善”。

四、“迦陵频伽，出妙声音”：体悟、谛听与修持

诗性地触摸和言说古典诗词背后的最高存在者，并为日渐晦暗的现代生活带来一丝精神的

曙光，乃是叶嘉莹能感动大批现代读者的关键原因。那最高存在者，即赋予个体生命以存在意义

的终极真理，在古典世界中本是不证自明的，但在现代生活中却沦为失落之物，于是就成为一切

现代文学、哲学和艺术工作者寤寐以求的终极目标。只有足够敏锐的心灵才能感知它的存在，也

只有足够坚强的灵魂才能持续地与之同在。

叶嘉莹首先是一位敏感的现代女性，曾在现代生活中遭遇过严重的存在危机和精神苦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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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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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阿尔蒂尔·兰波：《兰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译，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０６页。
叶嘉莹：《迦陵杂文集》，第５、３４９、５０５、５１４页。
可延涛：《穿裙子的“士”：秘书眼中的叶嘉莹先生》，《秘书工作》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叶嘉莹就已经强调，“兴发感动之作用，实为诗歌之基本生命力”（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
学批评》，第２８４页）。后来，又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特别是在晚年反复强调。
张惠言：《茗柯文编》，第６０页。



以，必须寻求真理之光和力量之源，“在极端痛苦中”“给自己的生命寻找一个意义”。① 她的确

在古典世界中找到这些东西，并借助他山之石不断刻凿和打磨它们，使其焕发出不可思议之光

泽。她很早就意识到，单纯效仿传统的说诗方式只能制造拙劣的赝品，不仅无法解决而且还会加

重精神危机。只有经过现代转化，古典真理才可能被重新激活。所以，她很早就转向西方文论，

借助那些充满现代感受的理论话语，在古典与现代的鸿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化解个人的苦

痛，她吸收和消化了大量的作品和理论，当她呼出时，自然就带有独特的生命气息。也就是说，她

对中西学术的会通首先不是出于外在的知识兴趣，而是出于内在的精神需求。卡林内斯库

（Ｃａｌｉｎｅｓｃｕ）说过：“变得现代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英勇的选择，因为现代性的道路充满艰

险。”②叶嘉莹的一生充满苦难，但她始终是一位坚韧的探索者，一位现代苦难的担荷者和现代社

会的修行者，甚至有点类似于波德莱尔（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所说的“现代生活的英雄”。③ 经过现代生活

之火的焚烧与淬炼，她获得了透视人生的“火眼金睛”。同样，在人生问题的指引下，经过一生的

力学，她也获得了透视中国诗学的能力。透视人生也就意味着透视学术，反之亦然。总之，在她

那里，生命体悟和诗性书写是合而为一的。

叶嘉莹多次谦称自己只是一位从事诗歌研读与教学的“工作者”，④不肯以学者自居。准确

地说，她对自己的定位是说诗人而非学者。对于如何成为一个优秀而现代的说诗人，她有非常清

醒的认识。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她就说过，优秀的说诗人必须有强大的诠释能力，不仅需要

“探触到诗歌中真正生命之所在”，还必须“对之作精密的分析和说明”，“发展成精密完整的理论

体系”，要具备此种能力，必须将中式感悟与西式理论有效地结合起来，实现中西诗学的会通。⑤

她认为这是中国诗学诠释学的未来。她所有的研读和解说工作，都是这一学术取向的展开。

叶嘉莹的学问不以淹博详实而以会通妙悟见长。杜甫《赠李白》诗云：“偶有梁宋游，方期拾

瑶草。”⑥叶嘉莹也是这样，善于利用本土和海外的各种学缘，拾掇瑶草，含英咀华，随时随地将各

种滋养转化为自己的芳菲。她一生的学术得力于不断联想与融通中西文论的学习能力。因此，

她一贯主张对中西资源的双向吸收，既反对拒人千里，又反对削足取容，在不同年代、不同语境

中，不断发声，试图纠正学界之偏颇。比如，１９６４年，针对中国台湾学界盲目西化的倾向，她强调

对本土资源的深度吸纳。⑦ 回国讲学之初，针对大陆学界之闭塞，她强调“不求新不足以自

存”。⑧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她又对大陆学界疏离传统的趋势忧心忡忡，１９８５年，曾借《杜

甫秋兴八首集说》再版之机，对朦胧诗人有所针砭。⑨ 两种偏颇她都不以为然，她说：“我文非古

亦非今，言不求工但写心。恰似涌泉无择地，东坡妙语一沉吟。”瑏瑠这里有一种主动转化古典诗学

的意识，一种对主流学术风气的委婉批评，一种精妙的权变和有意的自我边缘化，还有一种自珍、

自信与自赏。由于从童年开始即沉迷于古典诗文之中，后来又遭遇了深刻的现代性，并且拥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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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迦陵杂文集》，第４２３页。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５２页。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９９页。
叶嘉莹：《迦陵杂文集》，第３１４、３３４、３４４、５２４页。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２８５页。
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３３页。
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代序”，第５３、５４页。
叶嘉莹：《迦陵杂文集》，第２５７页。
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第４７０页。
叶嘉莹：《清词丛论》，第１６０页。



时段的东西方生活体验，叶嘉莹的心灵已经被锻造到融通中西的层级，她的自信有充足的理由。

因此，《小词大雅》不仅是解说古典诗词和文论的一种范本，同时也展示了文学学术的一种

门径，还为人文学者的人生提供了丰富的启示。１９３４年，陈寅恪曾经指出，未来中国文史之学恐

怕不能超出王国维所开出的三种路径：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异

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① 叶嘉莹的

工作大致是沿着王国维的第三种路径而展开的，并最终形成别具一格的治学风格。在她那里，有

四样东西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其一，开放的文化心态。她曾提及当年在哈佛大学看到的那副对

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中西本自同。”②可以说这是她融会中西的理论基础。２０世纪，此种

观念一度成为知识群体的基本共识（比如严复、梁启超、钱锺书等人都有过类似的表述），但这种

共识似乎在逐渐消解。２０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卓有成就的学者，无一不在文化融通上有着独到的

体悟。只有努力吸纳异质文化的长处，才能开出一个更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新学术、新文化，这

应该继续成为学界的共识，而且切实地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其二，对本土资源的珍重与耽溺。

世界性与本土性是一体之两面，没有他者灵光之烛照，不可能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同样，没有对

本土文化的深刻领会，也不可能有眼力发现他者的光彩，因为只有深刻的灵魂才能看见灵魂的深

刻。其三，纤敏多情的诗性。研究诗学的人如果没有诗性，可以休矣。其实诗性人人都有，只是，

我们通常不能像叶嘉莹那样承受生命的苦难、护佑灵里的诗性，于是不断麻木、僵硬，不知不觉中

丧失了天赋的美好。我们应当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天赐的诗性，才能去研读和解说诗歌。其四，

热烈而执着的超越向度，这大概是叶嘉莹诗学体系背后最深刻、最本质的生命真气。正是此种真

气由踵及顶的存在，才让她迸发出丰富的诗性和创造力。她曾说过：“我是一个对于精神感情之

痛苦感受较深，而对现实生活的艰苦并不十分在意的人。”她在词作中也说过：“炎天流火劫烧

余，藐姑初识真仙子。”③她之所以能承受苦难、护佑诗性、创造诗性的学术和人生，说到底是因为

有对超验世界的强烈渴慕。人文学者如果被现实生活束缚住心灵的想象力，恐怕很难有所创辟。

叶嘉莹以“迦陵”为号，颇有寓意。原来，少年时代，她的伯父曾经说过，陈维崧和郭鮕的别

号合起来正好是佛经中的一种鸟名“迦陵频伽”。《正法念经》云：“山谷旷野，多有迦陵频伽，出

妙声音，若天若人，紧那罗等无能及者。”④紧那罗是佛经中的歌神，而迦陵频伽声音之婉妙更在

紧那罗之上。这里蕴含着一种微妙的隐喻。中西哲人都喜欢以乐歌隐喻那些精妙的道理和体

验。古希腊之善歌者，曰缪斯（Ｍｕｓｅｓ），曰阿波罗（Ａｐｏｌｌｏ），曰俄耳甫斯（Ｏｒｐｈｅｕｓ），曰塞壬

（Ｓｉｒｅｎ），曰玛尔希阿斯（Ｍａｒｓｙａｓ），曰皮厄里得斯（Ｐｉｅｒｉｄｅｓ），皆能发出种种妙音。⑤ 叶嘉莹的一生

通过不断吸纳、转化中西思想之精髓，不断回旋与升华，最终实现了诗学探讨与人生修行的精妙结

合。她发出的声音是美妙的，恰如生公说法，能令顽石点头，不仅对于普通诗词爱好者颇具感发意

义，对于人文学者而言，同样也有丰富的启示。如今，妙音已出，就看我们如何谛听、领会与修持了。

（责任编辑：元　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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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通论·

中国经学的守正创新与人文精神

杨庆存　郑倩茹

　　摘　要：儒学传承在经学。中国经学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和文化创造的智慧结晶，是实现民族

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和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经学这一最具民族特色的学术文化表现形式，实际上

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动态知识系统和综合性很强的古代文化信息库，保存了大量珍贵文化史料，蕴

含着丰富深刻的人文思想。经学以人才培养、人文化成、安邦治国为宗旨，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在文化

传承、理论创新和推进社会文明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经学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思想意识和价值

观念不断创新的学术演变史、文化发展史和人文教育史。经学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关键在于

经世致用、人文传承，呈现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特点，体现着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中国经学；　守正创新；　人文精神；　经世致用；　以人为本

作者简介：杨庆存、郑倩茹，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中国经学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和文化创造的智慧结晶。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学对民族精神的铸造形成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发挥了重要

作用。由此，经学不仅走过了数千年的辉煌历程，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发展、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

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馨香远播海外，对促进人类文明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以来，中

国经学在时代变革与世界动荡的大背景中经受了强烈冲击，特别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五四运动和

７０年代“文革”浩劫，使中国经学在其发祥地一蹶不振，似乎再无复兴之望！

然而，正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物极则必反。“文革”之后的改革

开放，让知识匮乏的年轻国人燃起了学习传统文化的强烈欲望。于是，“经学”之元典与中国古

代诸多名著一起，迅速成为人们学习阅读和开展研究的热点，文化学术界也逐渐透出经学复兴的

气息与生机。人类进入２１世纪，众多远见卓识的有志之士，更是深刻认识到包括经学在内的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世界性意义与当代价值。“经学”与中国古代众多优秀文化成果，被

视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和重要的思想资源。在“文化强国”成为实现民族复兴之梦的重

大战略举措之时，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成为国人的普遍共识。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珍贵的资源。建设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让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深入

了解中国，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之一。新世纪、新时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与世界发

展一体化的大环境、大趋势，也急切需要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提供思想资源与智力支撑，所有这

些都为经学复兴与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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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诂经之说”与“学凡六变”

中国经学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学术文化表现形式，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动态知识体系和古代

文化信息库。应当指出，“经学”概念实际上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经学，可以泛指研究各种经

典学说要义及经典文本著作的学问；而狭义经学则往往专指研究、注解和诠释儒家经典文本著作

的学问，比如汉代郑玄《三礼注》与《毛诗传笺》、唐代孔颖达《五经注疏》、宋代朱熹《诗集传》之

类都是狭义经学代表性著作。本文关于经学的讨论即立足于儒家经典的研究、注解与诠释。

现代学界一般以研究儒家经典的文字传世文本为依据，认为中国经学始于汉代，特别是始于

汉武帝“推明孔氏”、①倡扬儒术之后。其实，从发生学角度讲，中国经学从元典生成之日起即已

开始了其波澜壮阔的文化生命之旅。而中国传统经学至少从孔子杏坛讲学即已开始显露端倪。

且不说孔子对于经典的整理，仅从《论语》中的文字记载来看，就有很多讨论儒家经典的内容，诸

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

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之类的结论性表达，

无一不是建立在深入研究、深刻思考和深切体验的基础上。

就目前传世的经学研究著述看，传统经学着眼于“教化”，“因事以寓教”，旨在化育人文，培

养人才，影响社会，教化百姓。经学家们立足于建立、阐释和丰富儒家“内圣外王”“淑世济世”的

思想体系，构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个体理论修养和

社会实践路径，实现“安邦治国”的理想，所谓“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

《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但在经学发展衍化的过程中，经学

家们的学术成果一方面体现为繁琐细碎的字词注解和章句诠释，一方面表现出内容解读偏离真

实原意而多有牵强附会，以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称其“诂经之说而已”。② 当然，

“诂经”依据基本史实和文化现象而自成风貌，含纳着浓厚的书卷气和学问味，但“诂经”只是“经

学”内容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传统“经学”的主体部分，而绝不是“经学”的全部。我们不能、也不

可以忽略“诂经”现象内含的巨量文化信息和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承的重大作用。而“诂经”著述

更是不容轻觑的重要历史文化成果，仅《四库全书》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收录经学著作

３６００余部、３２０００多卷，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化史料，蕴藏着丰富深刻的学术思想，这是人

类共同拥有的巨大智力资源和精神财富。而这仅仅是经学著作的一部分。

清代学人纪昀等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中，曾回顾和总结经学发展的历史，并

提出“学凡六变”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认为经学起于汉代，而“自汉京以后垂

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③即经过了六大发展变化阶段，而每个时期都各有创造发明，也各

有偏颇弊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指出，经学首变于汉代，经学家们“专门授受，

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

“笃实谨严”的学风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而其弊端在于拘泥于“师承”，不敢突破师门局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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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众家之长，即所谓“莫敢同异”，学术视野不开阔，影响了经学研究更高水平的发挥。

此后再变于魏晋王弼、王肃而延宕至北宋前期孙复、刘敞。此即所谓“王弼、王肃稍持异议，

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颖达）、贾（公彦）、啖（助）、赵（匡）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

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这一阶段由魏晋而越唐入宋，跨时长而流派多，经学家们各自标旌

树帜，而弊端在于“疑古惑经”，竞相发挥己意，各家独自树立，“不相统摄”，造成了博广杂乱的局

面。经学三变于北宋中期程颢
%

程颐至南宋中期朱熹。这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理论大提升的非

常时期，“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

是非，及其弊也‘悍’”。这一阶段实际上是经学大发展、理论大突破的阶段，经学家们以“独研义

理”为特色，创新理论，形成宋代“理学”，而其弊端在于部分经学家时有率意攻驳经文或擅自删

改元典的现象。

经学四变于宋末明初。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

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学脉旁分”与“务定一尊”的竞争态势促进

了经学的繁荣，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为维护自家门户声誉而庇护和回避其短的不良学术倾向，如

《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而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王柏删《国风》

３２篇，许谦疑之而吴师道反以为非，都是典型的例子。

经学五变于明代正德、嘉靖以后。其时学人“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

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这与当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①的文化思

潮相一致，此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各抒心得”，而由此出现的弊病就是过度的随意性，如王守仁

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游离本意甚远。经学六变于清初。其时经学家们“空谈臆断，考证必疏，

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考证必疏”与“征

实不诬”是第六阶段的突出特征，而弊端在于细碎、繁琐与冗长，如一字音训动辄辨晰标注文字

数百言之多。

可以看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的作者是立足经学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形并参酌

了历史时代划分的界限，对这六个时期的变化分别进行宏观审视和概括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由汉至清两千多年的经学发展，“汉学”与“宋学”两家成就最为突出，且

各有特点，不能轻予轩轾，所谓“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

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作者认为，“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因此主张“消融门户之

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② 此说甚是。

“学凡六变”总结的经学发展演变轨迹与伴随出现的六大弊端，其科学性和严谨性暂且不

论，却从另外一个独特的视角说明中国传统“经学”，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动态知识体系

和综合性很强的文化谱系，是一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大学问”。

这一文化谱系和知识体系，既跨学科、跨领域，哲学、历史，文学、文字，天文、地理，农、林、工、医，

几乎无所不包，专业性要求很高，综合性特点鲜明；同时，中国传统“经学”又是具有很强实践性

和深刻社会性的“大学问”，体现着普遍的生活日用引导性和个体行为的指导性，普及化元素很

·２０１·

国际儒学

①
②
袁宏道：《叙小修诗》，见《袁中郎全集》卷一，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３５年，第６页。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第４９页。



浓。因此，“经学”又是一个最能反映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实际、最能体现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概

念，影响大、流传广、地位高，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传统的图书分类采用“经、史、子、集”四分

法，而“经”冠诸首。

二、“经学发轫”与“经典定型”

中国传统“经学”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发展和学术创新的历史过程。从素材凝练到元

典生成，再由元典演进为“经”，进而由“经”发展成专门的学问———“经学”，这是一个极其漫长

的孕育、诞生、传播、检验、认知和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进程。上面所述纪昀等四库馆臣总结概括

的“学凡六变”，乃是“经”已成“学”之后的事情，其实在此之前还有经学的“发轫期”与元典的

“定型期”。

先说经书元典的“定型期”。“经”之“元典”定型，这是经学形成的根本基础和重要标志。

“经学”乃是研究阐发儒家经典而形成的专门学问，所以，前人一般认为“经学”形成于公元前６

世纪至公元前５世纪的儒家创始人孔子时期。的确，很多文献史料的文字记载，给予这种观点以

有力支持。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就有十多处记载孔子整理、研究、撰述与教授“六经”的

相关内容。如“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

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

缪，编次其事”。孔子本人也有“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说法。至于

《春秋》之作，则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①的文字记述。如

此等等。清末著名学者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一书中认为，“经学”肇始于孔子对《书》《诗》

《礼》《乐》《易》《春秋》“六经”编订和整理，②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然而，对于“六经”的整理和

编订，更精准的表述应当是“经”之“元典定型”，这是“经学”形成的一个重要表现和基础环节。

再说经学之“发轫期”。如果说经书元典定型是经学形成的主要标志，那么，经书元典定型

之前的孕育酝酿，都可以看作是经学的“发轫期”。众所周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规则就是“考

镜源流”，③既要知“流”，更要知“源”。照此规则可以推知，“经学”实际上包括着“经”与“经学”

两个层面，而且是两个虽然紧密相联但本质与内涵都根本不同的概念。“经”是“元典”，即上面

所言“六经”之著作；而“经学”理应既包括“元典”及产生，又包括对“元典”的研究、注疏以及相

关领域的考察。因此，“经学”的范围与内容，实际上包括着“经”之元典的产生及其相关内容，换

言之，“经学”发轫于“经”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诗》《书》《礼》《乐》《易》《春秋》记载和描述

的事件发生时期，而其形成则在孔子时期，其后绵延发展创新数千年，成中华文化发展之大观。

经书元典定型，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调整变化的历史过程。其初次定型于孔子编订的“六

经”。其后，伴随时代变迁与王朝更替，“经”之元典的界定、数量与内容也不断变化，由六经而五

经、七经、九经、十二经，最后至十三经凝定。

孔子对六经的编订已如上述。而目前的传世典籍中，最早使用“六经”一词的是《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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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

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

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庄子·外篇·天运》）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推知三点：一是“六经”概念实际上创自孔子，老子只是复述而已；二是孔子自

称“丘治”“六经”，则“六经”确为孔子编定；三是“六经”“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意在于

“用”，但当时“一君无所钩用”的局面让孔子十分尴尬而疑惑不解。

至西汉初年，“六经”之《乐》经失传而遂有“五经”之说。汉武帝从维护国家长期统治需要

出发，又“推明孔氏”①“表章《六经》”，②由此把儒家学说推向中华文化的核心与正统，而“经学”

也自然地成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代表。迨至东汉，在“五经”基础上增加《孝经》与《论语》，遂成

“七经”。③ 皮锡瑞认为“经学盛于汉”，④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魏晋时期，玄学兴而经学

淡。唐代儒、释、道三家并用，而经学进一步深化。唐人先是参考沿用汉代郑玄《三礼注》，将

《礼》拆为《仪礼》《周礼》与《礼记》，而将《春秋》拆作《左传》《公羊传》与《梁传》，共成“九

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

传》《春秋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１２种儒家经书并刻于石，史称“开成十二经”。宋代

则将《孟子》升格为经，与“开成石经”合做“十三经”，至此儒家经典“十三经”最后凝定。经书之

元典的变化调整及其内含的文化背景，自然也是经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三、文化集成与族群智慧

如上所述，中国传统“经学”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动态知识体系和综合性很强的文化信息

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学说是互济互补的三大支柱，而儒家学说是历史最为久远

的本土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数千年封建社会中的主流文化。从某种角度说，经学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基石与轴心，是民族智慧的重要载体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特色鲜明，成果丰富，⑤世界

影响深广。

以“经”名书，旨在突出强调其深厚的思想意义与巨大的文化价值，突出强调其在社会生活

中的行为指导性，而这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早已是约定俗成。称“易”“书”“诗”为“易经”“书

经”“诗经”，又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之说，这正如人们称“圣经”

“佛经”一样，充满敬重、神圣和玄密。那么，人们为什么选定“经”字来表达而不用其他呢？其

实，这与中国农耕文化中人们对基本生活常识的认知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

“经”，其本意与“纬”相对，是古代织布时预先在织布机上纵向安放的织线，是纬线交织时的

依附支撑，也是织成布帛的基础。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训为“织也”，⑥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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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进一步释为“纵线”。① 而人们根据“经”在布帛生产中的重要支撑作用，赋予引申义，用来比

喻重要书籍、重要典籍，不仅增强了形象性和生动性，丰富了其内涵，而且将人类历史实践的物质

生产与精神生产联系起来，耐人寻味。由此可知，“经”者，既是“经线”之“经”、“经纬”之“经”，

又是“经典”之“经”、“圣经”之“经”，强调的是书籍本身内容的重要性。而研究“经”书的“经

学”，不仅发展为专门的学问，而且对推动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文明发挥着积极

作用。

的确，“经学”著作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也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不仅成为儒家学说

的核心载体，而且也是中华民族人类胸怀与人文品格的集中体现。经学的形成、发展与影响，是

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它既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和社会生

活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又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和弥足珍贵的

思想资源。经学对维护中华民族数千年相对稳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中华民族成为

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五大文明古国唯一持续至今不曾间断者。② 可以预见，以中国传统“经学”

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其重要的思想观念，如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公平正义之类以及其

蕴含的人类意识、家国情怀、和谐秩序、个体修养等等，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继续对人

类健康发展和文明推进产生积极影响。这是由经学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自身特点和价值取向

所决定的。

中国传统经学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不断创新发

展的学术演变史、文化发展史和人文教育史。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一

方面大的历史环境和综合条件影响着经学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经学的发展变化又往往成为决

定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和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汉代的“推明孔氏”“表章

《六经》”，从唐朝“三教互补”的融合到赵宋“程朱理学”的盛行，从明代的“阳明心学”到清代的

“乾嘉朴学”，都是典型的案例与标志。

２０世纪前期的上海交通大学老校长、著名国学大师唐文治曾经指出：“吾国十三经，如日月

之丽天、江河之行地，万古不磨，所谓国宝是也。”③又说：“通经者，非徒通其句读也，当论世而知

其通，得经之意焉耳。”④在文化成为国家综合实力重要方面的当今时代，深入研究传统经学，继

承和弘扬经学创造的文化精神，是建设新文化、创造新理论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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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以“纵线”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此又是可商榷斟酌处，从中国古代书籍制度形成衍变的

历史来考察，欠缺严谨和说服力。汉代班固《汉书·孙宝传》“著于经典”、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皇后纪上·

和熹邓皇后》“暮诵经典”都以“经”称书，而那时尚无册页书籍。

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称“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古希腊是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

另有“四大文明古国”说，分别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实际上对应着世界四大文

明发源地，分别指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这四个大型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而同一时期的爱

琴海文明未被包含其中。

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见王桐荪、胡邦彦、冯俊森等选注：《唐文治文选》，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８１页。
唐文治：《十三经提纲》卷六《礼记》，见唐文治编纂：《十三经读本》第１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５３页。



四、“有根、有用、有效”

任何一门学问的产生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其发展与成长情形，除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和社

会环境之外，主要的则是由其内部机制的生命力来决定。中国传统经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的

主流文化而盛行数千年之久，迄今依然显示着旺盛的文化生命力，主要是因为经学“有根、有用、

有效”，在经世致用、人文传承、勇于创新、弘扬正气、树立学风、铸造民族精神等许多方面都有着

出色表现。

一是“有根”。“根”即根源，是文化产品获得鲜活生命力的基础。经学元典之产生根源于历

史实践，根源于社会生活，根源于宇宙自然。儒家以“入世”著称，以人为本，关注现实，关心社

会，关切民生，儒家经典也都具有这样的特色。《十三经》既不同于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文

学作品，又不同于以抽象逻辑为主要表现方式的哲学著作，而是记言、记行、记事、记物的“记实”

文字。其思想内容无不植根于历史史实和现实生活实践，所以，庄子认为“夫六经，先王之陈迹

也”。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①而伏羲画卦，“仰则观象于天，俯则

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

之情”。② 中国古代第一部文章总集《尚书》乃 “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总万

机，发号出令，义非一揆：或设教以驭下，或展礼以事上，或宣威以肃震曜，或敷和而散风雨，得之

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丝纶之动，不可不慎。所以辞不苟出，君举

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渐，基于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云之后。勋、华揖让

而典、谟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③ 由此可知，《书》的内容和来源不仅源于生活和实践，而且

都是历史史实的真实记录。汉代班固曾考察并分析《论语》成书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

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

谓之《论语》。”④至于《三礼》《孟子》《春秋》等，其产生渊源与内容背景之“根”更是无需赘言。

二是“有用”。“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古代志士仁人追求的人生目

标。文化学术，“有用则盛，无用则衰”。⑤ 中国传统经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古代主流文化而数千年

不衰，关键正在于其巨大的“有用”性。“经学”元典大都旨在“垂型万世”，⑥经邦治国，立德树

人，化育百姓，纯朴民俗，推进文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一·序》称“《易》道广大，

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⑦ 《尚

书正义》之作“庶对扬于圣范，冀有益于童稚”。⑧ 而《诗经》之《关雎》“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

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⑨ 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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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者，先儒授教之术，后进索隐之方，诚传注之滥觞，为经籍之枢要者也”。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集部总叙》称“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②是亦

着眼于“用”。可知儒家经典皆“有用”“大用”之书。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作

《春秋》的故事：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

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

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

“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

乱臣贼子惧焉。③

由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作《春秋》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让儒家推行的“仁礼”之道“名

实相符”；二是要通过“贬损之义”来“以绳当世”。而其效果则是“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

惧焉”，显然是达到了设想的初衷。关于经学的“有用”性，宋代张载概括的最精彩、最精辟，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④冯友兰称此为“横渠四句”。⑤ 当

然，“用”又有形式之别、大小之异、层次之分。

三是“有效”。“有效”主要是指经学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发挥的重要作用。经学的“有效”可

以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方面得到验证。经学有三个突出鲜明的特点值得注意：一是经学

“主干”元典一直都是作为全国通用教材而存在，不论是在“以吏为师”时期还是在“私学”兴起

之后，都是如此，不仅以多种材质载体制作教材课本，而且刻成“石经”颁于学府；不仅讲授传习，

而且密切关联仕途科举。二是经学一直是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在不断地深化、细化，不断地拓展、

创新，不断地系统化和理论化，不仅成就了一批又一批的经学大师、文化名家，而且留下了汗牛充

栋的著述成果。三是由于经学内容源于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经学的发展也始终呈现出

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升了全民族的文明素质。这三大特点

反映在中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重点虽有差异，而在学术发展、文化传承、社会风气、制度文明

等方面，在人的观念意识、风操节守、思想品格、综合素质等方面，则都显示出巨大影响力。特别

是经学在人才培养、文化建设和创新理论方面表现出持久强大的生命力，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表

现出非同寻常、无可替代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充分展现出经学内蕴的巨大能量和“有效”性。

五、经学传承与开拓创新

中国传统经学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富民族特色的文化传承模式。“经学”的发展兴

盛，体现着中华民族对历史和民族文化的高度尊重、高度珍视和自觉传承，体现着中华民族尊重

历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历代经学家们一方面表现出不畏艰难、刻苦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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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７页。



谨的治学精神和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气魄胆识，一方面表现出“斯文自任”的历史使命意识、责

任担当精神和文化自觉、文明自信的定力。所有这些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当代启示。

在２０世纪人类遭受战争磨难和遭遇各种文化思潮碰撞之时，中国经学发展虽然在大陆遭遇

重大挫折，但是，依然以各种形态和方式在全世界顽强地发展，在世界各地涌现出很多中国经学

的专家学者和学术成果。地下考古重大材料的新发现，如银雀山汉墓竹简（１９７２）、马王堆汉墓

简帛（１９７２—１９７４）、郭店楚简（１９９３）、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２００８）之类，也为经学研究的深入提

供了支撑。至于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

孔子的智慧”①的建议，则是中国经学影响的又一典型例证。

新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呈

现令人欣喜的新态势。一方面是国家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政策支持力度越来越大，一方面是研究

队伍迅速成长，研究方法和成果形式丰富多彩，世界影响越来越深广。比如，山东大学与中华书

局共同策划组织的《〈十三经注疏〉汇校》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其第一项成果《尚书注疏汇校》

完成后，也获得专家好评；由国学网、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易学文化

研究院共同组织的《中华易学全书》②编纂工程，将点校整理《四库全书》所收易学典籍１８３种，

１８３９卷，３５００余万字，分为６４册，另有２０００余幅易学图，学界高度期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近２０年来还资助支持了一大批经学研究的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相关课题，如“易经研究”“诗

经研究”“尚书研究”等等。此外也有一批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入选国家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

库，如《周易经传研究》《两汉〈尚书〉学研究》等等。

目前经学研究呈现着令人欣喜的新态势。比如，经学研究文献资料搜集的全球化、最新考古

材料使用的科学化、研究方法的现代化、高新科技手段的信息化，等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经学研

究的水平、质量和效率。尤其是国家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发掘的引导支持，使“国学

热”持续升温，成规模的大型古籍整理与研究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世界学习了解中国

古代文化的需求和期待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经学研究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经

学的概念、内涵与范围已经不断被突破，诸如《道德经》已经成为《圣经》之后全世界外译版本最

多的中国典籍，《孙子兵法》之类的“武经”、《黄帝内经》之类的“医经”也都成为人们倾注更大热

情的热点，更有学者以“改变儒家独尊的局面，更广泛地汲取各家之精华，以更广阔的视野继承

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③为宗旨，编撰一部以“中华文明”为底色的《新编新注十三经》，这

都说明２１世纪的“新经学”正在悄悄酝酿中。

人类的发展与民族的振兴需要学界做出更大的成绩、更多的贡献。我们理应自觉地以前贤

圣哲为榜样，自觉继承和大力弘扬中国传统经学的治学精神、创新勇气和历史担当，为建设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推进中国文化与

世界文化的交流、交融与创新，贡献力量和智慧。特别是要有创建当代“新经学”的勇气和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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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经学虽然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创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辉煌，但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巨

大的发展空间。时代的进步和高新科学技术的发明，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手段的极大便利，同时也

为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树立人类意识、强化国家观念，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发扬光大前

人创建汉学、宋学、朴学的精神，创造属于当今时代的经学研究新话语、新理论、新体系，已经成为

学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①“经”蕴含着人类社会与

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永久性规律，是开发人类智慧、提高民族素质和推进社会文明的永久性教

材。中国传统经学从“经”的孕育到“经学”形成，历经数千年传承演进，“以人为本”“天人合一”

“尊道贵德”的三大理念，始终是贯穿经学发展的核心、重心与轴心，体现出深刻厚重的人文精

神，彰显着恢宏强大的文化生命力，成为引领人类和平发展的思想库。镌刻于联合国大厦的“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与世界和平正义群体的

“座右铭”。

创造２１世纪的“新经学”，既要创新性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汲取前贤创造的优秀成果，

更要结合时代发展需要，突破“经学”即“儒学”的历史局限，既要保持以人文精神为根本的民族

特色，更要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意识。立足于从传统文化中深入发掘具有人类普遍意义

的思想资源，在完善和重构经学框架、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传播体系诸方面下功夫。“新经学”

应彰显“大文化”气魄，开辟新境界。传统经学知识认知的综合性、整体性极强，没有学科区分，

只有“道”“器”之别，“文史哲艺”不分家，“理工农医”为一体，不仅呈现着“人”为灵魂、“天地

人”交融的“大文化”景象，而且呈现着人性化、生活化和社会化鲜明的实践性。欧阳修称赞王弼

经解“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而不失其正”；②苏轼认为“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

人情”；③朱熹提出“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④无不立足于“致广大而尽精微”⑤的

“大文化”观。“新经学”更应避免“书斋化”，融入现实实践中。将新成果用听得懂、记得住、生

活化、易实践的生动活泼方式，向世界广泛传播。既重塑古老文明中华民族新形象，又寻求世界

人民知识认知、观念认知与价值认知的共同点，引导人类的和平发展、文明发展与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元　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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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儒学与时代·

　　编者按：２０２０年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
式。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尽管疫情对世界的改变仍

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但并不妨碍目前已有人将之视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标签。那么，在“后疫情时代”，儒家思

想可以为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儒家文明应如何经由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为世界持续作出贡献，本

期黄玉顺、刘学智、邹晓东三位先生的笔谈针对上述问题，尝试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儒家文明发展的时代问题

黄玉顺

　　摘　要：虽然这次疫情对人类世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影响之广度、深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但它并不能改变“现代性”与“全球化”这一时代本质，讨论儒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必须以这一时代本质的判定为前提，故儒学之转化与发展的目标，可以概括为“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

表达”。

关键词：儒家文明；　“后疫情时代”；　时代本质；　现代性；　全球化

作者简介：黄玉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今天的座谈会，主题是“后疫情时代的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明交流互鉴”。因此，我就紧扣会

议的三个主题词———“后疫情时代”“文化传承创新”和“文明交流互鉴”，谈三点看法；而这三

点，都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即“儒家文明发展的时代问题”。

一、“后疫情时代”：时代本质的判定问题

首先，“后疫情时代”这个概念，蕴含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对“时代”本质的认识与判断：

相对于“前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将会是怎样一个时代？换言之，疫情之前与之后，是否可以

截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

无可否认，这次疫情对人类世界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的影响之广度与深度是历史上罕见的；

但是，在我看来，它并不能改变人类社会在疫情之前既有的基本格局与基本走向；反过来说，疫情

之后的基本格局与基本走向，其实在疫情之前业已形成，而疫情并不能使之发生根本改变。这一

点，无论在国内方面，还是国际方面，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限于时间，这里不予展开。

我的意思是，“后疫情时代”和“前疫情时代”其实同属于一个更大的“时代”范畴。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众所周知，自从１６４８年签定《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人类

进入了“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时代，即“国族”（ｎａｔｉｏｎ）时代；直至今日，人类仍然处在这个时

代之中。例如，所谓西方“发达国家”，其实仍然在“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范畴之内，即便像“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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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那样的组织也并没有超越这个范畴；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仍然是最大的目标，而梁启超

所发明的“中华民族”（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概念。又

如，当人们谈论疫情所引起的“国际关系”的变化时，这里的“国际”恰恰意味着这种行为的主体

仍然是“国”，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

进一步说，“民族国家”这个人类社会的时代特征，其实只是这个时代面相的一个侧面；这个

时代还有其他的面相，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列举的一系列现代价值，诸如“自由”“平等”

“民主”“法治”，等等。那么，所有这些面相的一个综合概括，其实就是“现代”（ｍｏｄｅｒｎｔｉｍｅｓ）概

念；而其本质的抽象概括，那就是“现代性”（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概念。目前看来，疫情并不能改变“现代

性”与“全球化”这样的最大的时代本质。

这里需要严格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现代性”和“现代化模式”：“现代性”（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是

单数的，是当今人类世界的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共性；而“现代化模式”（ｔｈｅｍｏｄｅｓ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则是复数的，是不同民族国家的个性，这取决于不同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也就是

梁漱溟先生所说的“生活的样法”———“文化”。

显然，我们讨论儒家文化或儒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须以这样的时代本

质的判定作为前提。

二、“文化传承创新”：纵向的历时性问题

对于儒家文明来说，“传承创新”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承”；另一方面是“创新”，也

就是“转化”与“发展”。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且以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来看，“文艺复兴”（ｔｈｅ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之所以称为“复兴”，就因为它包

含着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反传统、抛弃传统，恰恰相反，是要继承传统，而对

于西方来说，那就是所谓“二希传统”———希腊哲学传统与希伯莱宗教传统；但另一方面，这种继

承也不是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照搬，而是一种现代转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马丁·路德、约

翰·加尔文、约翰·卫斯理等人的“宗教改革”（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同样的道理，儒家文明的传承创新亦当如此：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复兴，逻辑地蕴涵着中华民

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文化复兴，因此，绝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两个全盘”———全盘反传统、

全盘西化，而必须首先继承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包括儒家文明的传统，这是现代

“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另一方面，儒家文明的当代发展，又绝非“厚古薄今”的

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而是儒家文化、儒家文明的现代转化。

这里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个提法，蕴涵着一个逻辑，即：

“转化”和“发展”的先后顺序是不能颠倒的；换言之，没有转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也就不

可能有真正具有时代价值的创新与创造。

那么，何谓“转化”？所谓“转化”，一言以蔽之，最基本的内涵就是“现代化”。在这个意义

上，儒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就是儒家文明的现代化。

因此，何谓“创新”？何谓“发展”？“发展”并不是漫无目标的，或者稀奇古怪的标新立异的

所谓“创新”，而是具有时代内涵的、体现时代价值的“现代转化”。

这就是说，“现代转化”乃是儒家文明“传承创新”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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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明交流互鉴”：横向的共时性问题

“文明交流互鉴”，既是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宗旨之一，也是山东大学牵头的“儒家文明省部共

建协同创新中心”，以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宗旨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打造了“尼

山世界文明论坛”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平台。

所谓“文明交流互鉴”，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是儒家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这里的

“其他文明”，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西方现代文明。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与其他文明，包括西方现代文明交流互鉴？当然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

学”：首先是为了我们儒家文明自身的转化与发展。这里，我想再次指出：历史上，儒学的两次重

大复兴，都是与“西学”密切相关的：

一次是“唐宋变革”之际的儒学复兴，也就是宋明“新儒家”的兴起，其所涉及的“西学”是所

谓“西天取经”意义上的“西学”，也就是佛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佛学的东传，就没有

宋明新儒学，也就没有儒学的第一次复兴。

另一次就是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的儒学复兴，也就是２０世纪以来的“现

代新儒家”的兴起，其所涉及的“西学”是容闳所说的“西学东渐”，亦即近代以来的西方学术。在

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西学的东渐，就没有现代新儒学，也就没有儒学的第二次复兴。

当然，必须指出：儒家文明与其他文明，包括西方现代文明的交流互鉴，不是要放弃，而是要

坚持儒家文明的自我主体性；儒家文明的创新与发展，乃是这个主体的自我转化与自我更新。

然而同时也要指出，儒家文明的传承创新、转化与发展，不是“内卷”的，而是开放的；儒家文

明的现代化路径，应当就是张岱年先生所倡导的“综合创造”。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一个观点：儒学之转化与发展的目标，可以概括为“现代性诉求的民族

性表达”：一方面，如果没有“民族性表达”，那是“西化”，是丧失“中国性”；而另一方面，如果没

有“现代性诉求”，那是“原教旨主义”、复古主义。显而易见，这两种极端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作者说明：本文系笔者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３日在国际儒学联合会、山东大学联合举办的“后疫情

时代的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明交流互鉴”座谈会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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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关学人文精神的当代启示

陈金锋　刘学智

　　摘　要：儒学中蕴藏着丰富的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作为宋代新儒学重要地域性学术流派的关

学，可为我们战胜新冠疫情提供人文精神的强劲动力，也可以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借鉴。

从“天人一体”的意义上讲仁爱，是张载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升华。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人不仅要确立

爱同类、爱异类、爱万物的观念，还要确立敬畏自然、敬畏万物的观念。在疾情防控过程中，张载“勇

于造道”的顽强精神，对于激发科研工作者的拼搏和创新精神，也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关学；　张载；　人文精神；　仁爱；　疫情防控

作者简介：陈金锋、刘学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当历史刚刚步入２０２０年，人类却遭遇到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的猛烈袭击，世界人民的生命

财产蒙受极大的损失，也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困境。至今新冠病毒还在全球肆虐，某些国家

疫情泛滥的情势至今还难以控制，每天还有数十万感染者在增加，说明新冠病毒有极强的传染性

和传播力，且至今尚无治疗的特效药物，这对于全人类的健康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据专家预言，

新冠病毒将可能长期与人类共存，抗疫也可能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

们不能产生悲观情绪，而应相信人类的能力和科学的力量能最终战胜病毒，事实上已有多国科学

家在齐心协力研究疫苗，目前疫苗已进入临床应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此次人类遇到的

新冠病毒有新的特点，其变异能力前所未有，即使人类研究开发出灭活疫苗，但能否应对新冠病

毒极强的变异能力也尚难以预测。所以，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抗争将是长期的，人类面临的挑战是

严峻的。战胜新冠疫情，不仅需要科学家的顽强拼搏，也需要为人类不断注入人文精神的强劲动

力，以明确方向，相互协同，增强信心，从而与病毒进行不懈的、持久的抗争。在这方面，儒学中蕴

藏着丰富的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而作为宋代新儒学重要地域性学术流派的关学，亦可以为我们

提供独特的精神动力。

一、从张载“四为”中汲取战胜疫情的强劲动力

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古人曾概括为“四

为”。此“四为”句对我们提振抗疫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四为”可唤起人们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为天地立心”，是张载所设定的哲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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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一七《横渠学案上· 高平门人· 献公张横渠

先生载》，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６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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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即立志揭示宇宙的本质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为社会确立以善的道德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为生民立命”即帮助民众确立自己的精神方向、人生准则和价值目标，使民众解决安身立命这

一终极问题，从而获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和传扬被佛、道中衰了

的儒家道统，大力承传和弘扬历史文化；“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为社会指明前进的方向，为人

类指出实现美好理想的目标。张载强调要以儒家仁爱精神为核心，以更深远的视野展望人类的

理想，努力为人类开创万世太平祥和的基业，反映了张载的博爱情怀和远大志向。这一点也可成

为我们今天倡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

其次，以“为天地立心”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大力培养广大民众战胜疫情的献身精神。何谓

“为天地立心”？古人常以立“天地之心”释“为天地立心”，那么什么是“天地之心”？张载说：

“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①在张载看来，天地

本无心，天地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也就是说，天地之心乃仁爱之心。所以“为天地立心”，就

是要为社会确立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观，强调要以仁爱之心对待社会上所有的人和事。疫情肆

虐，威胁的是人类活生生的生命，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爱他人的胸怀，那么就会奋不顾身地投

入到战胜疫情的斗争中去。武汉抗疫保卫战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胜利，是数万医护人员舍身忘

己、努力工作取得的战绩。她们没有喊空洞的口号，而是面对肆虐的疫情，冒着被病毒感染的危

险，奋不顾身地奔向了抗疫第一线。他们为了人民生命安全付出了自己最真诚的爱，真正以自己

的行动诠释了张载的“为天地立心”！

再次，以“为生民立命”唤醒强烈的生命意识，从而激发人们对生命的珍重，从而为抢救人民

生命而忘我奉献。“立命”出自《孟子·尽心上》：“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

注疏》：“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②朱熹注：“立命，谓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

之。”③孟子的本义是指通过修身以保持天所赋予人的珍贵生命，不要让人自身的行为妨害它。

后来人们多从价值论的意义上解释，意即主张儒者应该有一种社会使命和责任担当，引导广大民

众确立自己生命的精神方向、人生准则和价值目标，引导人们安身立命，获得生命的意义。其实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可以为我们今天战胜疫情提供巨大的精神力量。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的意义上，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去积极地与疫情作斗争。

二、关学“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理念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出发，一方面，要求作为这一共同体中的一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

把自己与整个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必要时牺牲小我，服从大我。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加强疫情防

控国际合作是发挥我国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④病毒的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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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著，章锡琛点校：《横渠易说·上经》，见《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第１１３页。
赵岐注，孙疏：《孟子注疏》卷一三上，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影印清嘉庆刊
本，第６０１４页。
朱熹：《孟子集注》卷一三，见《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４９页。
《习近平这样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央视网，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１９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ｃｔｖ．ｃｏｍ／２０２０／０３／１９／
ＡＲＴＩＥＫｅｏｄｅ４ＯｚＡｐ５ｊｔＴ９Ｔｆｔｙ２００３１９．ｓｈｔｍｌ。



是不分国界、种族、肤色、宗教、地域的，它是人类的共同敌人，没有人人的安全，就没有一人的安

全。只有人类团结起来，联手作战，才有可能阻断病毒的传染链；也只有全人类相互协作，互通资

讯，共同努力，才能最终战胜疫情。事实证明，在疫情全球传播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

其身，只有合作共赢，才是唯一出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

峰会声明》指出：“应对疫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全球行动、团结和国际合作。我们坚信，通

过密切合作，我们必将战胜困难。我们将保护人类生命，恢复全球经济稳定，并为强劲、可持续、

平衡和包容性增长奠定坚实基础。”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根基，不仅孔孟以

来的儒家思想可以为之提供丰富的资源，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学人的有关思想也可以为建构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借鉴。事实上，关学学人提出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命题，可以视为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古典表述。在他们看来，天下之人本为一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

都与每一个个体的命运息息相关。张载的弟子吕大钧专门著有《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论》，②彰显

了一种宽广的“心量”、博大的胸怀。之后许多关学学人都认同这一说法。在他们看来，如果一

个人的所思所为，常不出自己一身一家之内，其境界就极为狭隘。王阳明后学邹元标说：“大人

者，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不知人之我、我之人，通天下国家为一身，夫是之谓‘明明德’，是谓圣学

之极。”③是说一个人只有将其心连通于天下国家，才能达到《大学》所说的“明明德”以至于止善

的境界。可见，“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蕴含着在天人一体、万物同根基

础上的博爱情怀。朱熹认为，张载《西铭》中所蕴涵的“一统而万殊”之理与“天下一家，中国一

人”的观念并不矛盾，他认为这正是张载“《西铭》之大指”。④ 秉持“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要将自己与天下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己国与世界相联系，将个人

与国家相联系。作为一国去尽国际的义务，作为一人尽为民族为国家的责任。这样，人类才能共

同协力应对如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性危机，也才能使人类从整体上获得安全、生存和持续发展的

条件。

三、“天人一体”“民胞物与”观念与建构人与万物的生态共同体

如果说关学学人所说“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观念，为我们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了传统文化的资源，那么，理学家所说的人与“天地一体”或“仁者与物同体”的思想，则把建基于

人类相关性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扩展为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体，这样就将孟子“亲亲而仁

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理念把人类视为与天地

万物相关联的存在，认为人类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孤立地生存，人类是与宇宙万物相关联的“关

系的存在”，只有树立与万物共生的观念，才能获得自身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条件。张载在《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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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地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①的命题，认为民众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与我为

邻的同伴，所以人们要平等地关爱同胞，爱护周围的万物。这句话被后人概括为“民胞物与”。

在张载看来，乾父坤母，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都因气化而有生，同禀一气而成性。从禀赋之气

所承载的价值意义上说，所有的人和物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以“民胞物与”的态度，看待和处

理宇宙间己与他、人与万物的关系。从“天人一体”的意义上讲仁爱，是张载对儒家仁爱思想的

升华。在张载看来，大自然不是人类的专属品，人在自然界中是很渺小的，是“混然中处”于其中

的一物。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天人本为一生态共同体，其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人应该爱护

所有的有生之类，也要关照所有的无生之属，人类若无限度地征服自然，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惩

罚。显然，张载已经把本来作为人类生命的共同体，进一步扩展为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体，从而

把人类的生存和与之并生的他类的生存联系起来了。

由于古人有对人与万物一体同源的深切体悟，才可能对万物皆持有深切的仁爱之心、怜悯之

情，并将自己与天地万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不仅要确立爱同类、爱异类、爱万

物的观念，还要确立敬畏自然、敬畏万物的观念。目前人类对这次新冠病毒的源头虽然还没有最

后定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其发生与人类自身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生态有关。所以，从某

种意义上说，目前人类遇到的百年一遇的公共安全事件，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新冠病毒的肆

虐向人们敲响了警钟，人类到了需要认真反省自己行为的时候了！

四、张载“勇于造道”的人文精神与激励抗疫的科学创新

张载当年面对的是汉唐以来佛教、道教的兴盛和儒学的凋零，他一面要与佛、道二教相抗争，

一面要重建新儒学的理论体系，其困难之大、任务之艰也是可想而知的。《宋元学案》卷一六全

祖望案谓“横渠先生勇于造道”。② 张载“造道”的过程是艰难的。这一时期，他居于僻陋的乡

村，依靠百亩薄田过着“约而能足”的生活，尝于书房敬谨危坐，“俯而读，仰而思”，有了心得即使

在半夜三更也要坐起来“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的精神未尝须臾离也③。在张载的影响下，

关学学人大都能艰苦力学，勇于造道，所以大都有理论创新。

迄今人类同新冠病毒较量最有力的武器是科学技术。面对疫情在全球的肆虐，进行科学研

究和科学创新，是目前科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在各国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对新冠病毒病理

和救治药物的研究、疫苗的研究都取得了大的进展。事实证明，战胜新冠不仅需要以仁爱的价值

观为人们注入精神动力，更需要激励科学家的创新精神。目前对“新冠”的研究还有许多未知的

领域，科学研究永远在路上，如关于病毒来源的动物物种研究、病理学研究、流行病学研究等相关

基础理论研究以及药物研发等多个领域，还有艰巨的任务等待着人们完成；还有诸如疫情中的伦

理问题研究、与疾病爆发相关的社会学问题研究等等，也都需要通过扎实的科学研究来解决。在

这方面，张载“勇于造道”的顽强精神，对于激发科学研究者发扬顽强拼搏和创新精神以攻克难

关，也能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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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张载著，章锡琛点校：《西铭》，见《张载集·正蒙·乾称篇第十七》，第６２页。引文标点小有改动。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一七《横渠学案上·横渠学案序录》，第６６２页。
脱脱等：《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张载》，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７２４页。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
视野下的中国式抗疫

邹晓东

　　摘　要：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被认为是１９１８年大流感以来全球最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西方的应对模式与效果差异，持续激发着中外学界对集体与个体、责任与权利、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

的对比和深思。中国式抗疫乃当代中国发展模式的一种特定表现，而这种当代中国模式除了接受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形塑之外，它也深受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思维浸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儒学；　中国式抗疫；　民主集中制；　新冠疫情
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度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估儒家礼教的信念机制”（ＩＦＷＦ２００４）
作者简介：邹晓东，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暨《文史哲》编辑部（山东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当下中国大地上仍在进行着的新冠疫情防控战，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中国式”的？它和当
代中国发展模式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如果存在，那么这种关联除了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是否还

与中国本土的儒学传统有关？这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民主集中制”或“群众路线”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无疑是中国在目前这场疫

情防控战中所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的基本保证，而在眼下仍正进行着的“中国式抗疫”中有着全局

性的广泛体现。与此同时，曾深刻塑形了中国古代社会，并且至今仍对社会生活有着广泛影响的

儒家思想传统，对于疫情防控的形式及效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以下，我们先来简单对比一年半以来中西抗疫的态势差别，继而简要演示“民主集中制—群

众路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传统儒家政治哲学要素的创造性整合，然后再从这个角度分

析“中国式抗疫”何以既是有成效的又是“中国式的”。相信这些考察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当代

“中国模式”的理解。

一、中西抗疫模式与效果的简单对比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以钟南山为组长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正式确认新型冠
状病毒传染存在“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现象，中国政府和社会迅速有针对性地组织起来，

展开了一场卓有成效的中国式抗疫持久战。回望这一年半以来的不平凡历程，可以说，这场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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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战最积极而鲜明的总体特征就是：中国各界在稳重但不失灵活①的集中指导与领导下，充满

韧性且不乏创造力地各司其职。

在疫情爆发初期，即有多位传染病学专家在官方媒体上，多次提及“切断传播途径，控制传

染源，保护易感人群”这一传染病现代防控通则，但知道有此通则是一回事，能否在像武汉这样

的大型重灾区及其他疫区，乃至整个国家切实执行这一通则，却是另一回事。在巨大而不确定的

时空范围严格执行上述传染病现代防控通则，这对领导者魄力、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政治价值

观，以及国家各方面实力都是重大考验。

中国政府与社会果断抓住了遏制疫情进一步大规模扩散的时间窗口。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

武汉正式实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疫区封锁”措施，离汉通道正式关闭。与此同

时，在中央政府总体统筹与集中领导下，②武汉、湖北以及全国迅速采取了一系列严格、有力、成

系统、全覆盖的应对措施，包括：参照“小汤山模式”极速建设火神山、雷神山传染病医院，在重点

疫区选择大型场馆临时改建为方舱医院，采用对点支援等方式抽调全国医疗力量不计成本地驰

援重点疫区，在春节长假基础上顺势推迟全国开工、开学日期，创造性地推行网格化管理将疫情

监控与报送责任压实到单位、社区、村庄，③等等。凭借上述严谨的管控机制和与日俱增的抗疫

经验，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控制住了疫情（能及时有效地调集力量对零星散发“动态清零”）。

历经七十余天的奋战之后，武汉于４月８日迎来“解封”。在统一的疫情防控规范指导下，各地

区各部门凭借有效的“防疫 ＋”模式，在较短时间内有序复工、复产、复学，全面恢复社会生活。

在此过程中，病毒基因测序、中西医结合的施治、抗疫物资的生产与分配、疫苗研制、国内疫情新

闻发布、包括疫苗分享在内的国际援助与信息交流等工作，均在集中指导下分头有序运行。

与众志成城、成效显著的中国式抗疫态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尽管上述传染病防控通则是现

代西方医学率先明确提出的，但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从部分政要、公众人物，到许多民众，人们

普遍缺乏遵循该防控通则的意愿。“个体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传统与“小政府”现实，使行之有

效的严格、全面的非医学干预政策迟迟无法出台，④个别国家领导人甚至一度寄希望于“群体自

然免疫”，酿成了与其发达国家身份极不相称的、与日俱增的超高感染数量与高死亡率。个体权

利诉求在当今西方过分销蚀集体责任感的局面，明显削弱了西方发达国家处置国内疫情、维护国

内公共卫生安全的效率。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被认为是１９１８年大流感以来全球最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西方的应对模式与效果差异，在持续激发着中外学界对集体与个体、责任与权利、中国模式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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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忠指出，治理弹性是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权力弹性的合理化推进治理弹性

营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参见叶祝弟、杜运泉、张蕾：《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

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方法论的视角（圆桌专栏）》主持人语，《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０年第４期；陈忠：《弹
性 ：风险社会的行为哲学应对》，《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重点支持湖

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工作，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见习近平：

《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０年第７期。
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研究课题组：《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国经验》，《学习与

实践》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新自由主义国家因其强调个人主义、大社会小政府，社会生产及医疗资源为金融资本所支配，中产阶级贫

困化，国家衰弱，导致其只能选择新冠肺炎疫情的‘有限性治理模式’”。见宋朝龙：《制度主义视角下中美

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模式差异的深层根源———兼论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理论探讨》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方模式的对比与深思。① 毫无疑问，中国式抗疫乃当代中国发展模式的一种特定表现。而这种

当代中国模式也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除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形塑之外，它

也深受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思维浸润。可以说，当前的中国式抗疫现象，为我们审视传统儒

学思维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提供了难得的鲜活样本。

二、传统儒学思维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

如果说眼下这场仍在进行的“中国式抗疫”在整体上带有某种儒家色彩的话，那么，造成这

种色彩的正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抽象继承并创造性整合的传统儒学元素。为要有效揭示这种

本土传统色彩，我们须先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元素所可能会通的一些关节点，进行简

要的梳理与勾勒。以下，我们分四个环节加以演示：

其一，传统儒学高度重视政治权威的领导作用，希望最高权位上的执政者拥有完备的真知，

并能运用行政手段切实加以推行。传统“圣君贤相”观念，就是在表达这种期望。《礼记·中庸》

曾这样形容“天下至圣”的执政效果：“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

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

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

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

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②上述非常浪漫的形容之辞，当然会潜移默化地在一代代读者心目中，

不断强化最高执政者的权威光环。

荀子对执政者权威的推崇更加言之有物。在他（包括孔子）看来，古代圣王早已创设了完备

的礼义，此后每个时代的立法者（后王）则是该完备礼义的忠实继承者，普通学者根本没有资格

悬搁当代礼法自行考据古代礼义。这种主张虽然专断，但也有其道理可讲：后学就应该有后学的

样子，在尚未学成之际当然没有能力越过当代教材（当代礼法）去考释古圣礼义，而一旦学成他

自然就会明白“当代礼法＝古圣礼义”，从而深感没有必要越过当代教材（当代礼法）。

为了维护当代立法者（后王）与当世君师推行礼义的治教权威，荀子明智地悬搁了对古代圣

王究竟是如何哪般地运用哪些能力和条件制定礼义的探讨。类似地，他也没有具体交代当代立

法者是如何承接先王礼义的。这样一来，读者自恃通晓如何制礼，妄图自行“议礼”“制度”“考

文”，而轻忽君师治教之权威的几率便大大降低。③

其二，传统儒学中存在着对执政者应保持开放学习状态的要求。《荀子·劝学》开篇曰“学

不可以已”，④“不可以已”不仅是对出仕前的学者的要求，同样也是对已然在位的各级执政者

（包括最高执政者）的要求。这种保持开放学习状态的要求，会对执政者的政治权威构成一定的

消解效应。

·９１１·

邹晓东：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视野下的中国式抗疫

①

②
③

④

不少学者认为，“对新冠肺炎疫情截然相反的应对，本质上是制度、道路和价值观的不同”。参见单超：《中国抗

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战“疫”的国际贡献和世界意义———国外人士看中国抗疫〉新书发布会

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研讨会”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礼记正义》卷五三《中庸》，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影印清嘉庆刊本，第３５４８页。
一些更具体的讨论可参考邹晓东：《礼教的信念机制：〈荀子·礼论〉生存分析》，《邯郸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
３期。此文还可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页。



实际上，早在西周初年，《尚书·周书·康诰》就曾诰命受封的康叔到达封地（殷商旧地）之

后，应“祗（敬）?（述）乃文考，绍闻衣（殷）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 民；汝丕（不）远惟

商?（老）成人，宅心知训；别（遍）求闻由（于）古先哲王，用康保民”。① 这段劝勉之辞不仅要求

康叔要认真服膺本族的优良政治传统，还要求他注意向被统治的殷遗民中的有识之士请教政治

智慧。这样一来，康叔在政治识见上当然就无法以完满的“至圣”者自居了。“吾从周”的孔子继

承了这种谦虚意识。《论语》中的孔子，几乎从来不敢以现成、圆满的“圣”者自居（除了在极端情

况下慷慨抒情的情形），而是有着清醒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自警，并反复

强调自己是“学而不厌”（《论语·述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乃至声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② 这些强调开放学习的精彩语录，无疑会在后世儒者

（《论语》读者）心中，种下挥之不去的“学生”意识。

不难指出，这种“谦虚”“开放”的“学生”意识，恰与“君师治教”的权威姿态相反。特别地，

越是强调执政者甚至应该向被治理者开放学习，执政者的政治权威被消解的程度就会越高。

其三，孟派普遍主义的“性善—率性—自作主宰”逻辑，在政治上具有“去中心”效应，非但倾

向于将普通社会成员与执政者的位阶拉平，而且可能导向社会价值观分裂的困局。

普遍的“性善论”将“为尧舜”“成圣贤”的资质，平等地赋予了执政者与普通社会成员。这

种性善论要求当事人始终勿忘“率性”，也即随时随地注意“体察自己生而固有且绝对可靠的内

在向导（天命之性）的即时指引”。③ “内在指引—自我体察”无法由其他人（不管这其他人是不

是执政者）代劳，“性善—率性”因而必须当事人“自作主宰”。退一步讲，社会成员若非现实具有

“性善—率性—自作主宰”的能力，则任凭君师如何治教，社会成员都注定无法恰如其分地理解

治教内容（“君师治教”因而落空）；而社会成员一旦进入了“性善—率性—自作主宰”状态，“君

师治教”自然也就丧失了决定性意义（只能作为“率性的处境”起作用）。

宋明心学儒者在深刻领会了上述逻辑之后，复受道佛二家“无善无恶”论的玄风激荡，其中

一些学者日益敢于将自己内心中的一些“反传统礼法”倾向视为自家“善性”的活泼发见，并凭着

“自作主宰”的底气将其付诸实践。这固然有利于“个性解放”与“社会多元”，然而这种态势一

旦无节制地蔓延开来，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价值观撕裂乃至相互乱战的泥潭。这反过来也提醒我

们，理应充分正视政治权威的社会整合作用。

其四，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政治权威、开放学习（也即政治识

见的持续扩展与提升）、多元社会意见（基于社会成员的各种真情实感）这三重要素进行了创造

性的有机整合，在“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制度设计与工作路线中，

一方面保留了起指导作用的政治权威，另一方面又充分正视了领导者识见的有限性与可错性问

题，巧妙地将“优化权威政见”与“整合杂多的群众意见”有机结合了起来。这种在当代中国居主

导地位的政治思想，诚可谓立足于中国现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也体现了对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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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刘起荱：《尚书校释译论》第３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３０９—１３１２页。
上述《论语》引文分别参见朱熹：《论语集注》，见《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０９、９３、７９、９８页。
更多相关讨论，请参考邹晓东：《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１８年，第四、五章，尤其是第
２４０—２４６页。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式抗疫

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仍在进行中的“中国式抗疫”，是上述“民主集中

制—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坚强实践。如果说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除

了提供诸如“守望相助”等传统人文精神支持之外，还对这场“中国式抗疫”具有某种模式性影响

的话，那么，这种影响也一定是通过“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传统儒

家政治哲学遗产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的。在“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马克思

主义的认识论”这一模式中，领导者名副其实地具有总揽全局的政治权威（“集中”），而“群众的

意见”也不会被管制到千篇一律的地步（“民主”）。群众在服从集中指导的同时，仍拥有保留个

人真情实感的权利，以及表达真情实感的特定渠道与机会。丛杂多元、因时因地不断翻新的群众

意见，虽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集中指导需要梳理、引导、规范的对象，但它们也为领导者研究问题、

优化方案不断提供着鲜活、多样的参考素材。传统儒学非常重视但又未能自觉整合的政治权威、

政治识见的持续成长更新、多元社会意见这三大要素，经上述“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马克思

主义的认识论”重新安排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遂显示出了在辩证互动（张力互动）中螺旋上升

的格局和气象。

如前所述，“切断传播途径，控制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的传染病防控通则是由现代西方医

学明确提出来的，但面对日益严峻的疫情传播态势（“武汉封城”之举足以作为警示），西方发达

国家普遍未能在疫情传播初期严格执行上述通则。中国之所以能较为顺利地在全国范围内严格

执行上述防控通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受益于中国正好处于春节长假状态，顺势让整个社会暂时

“停摆”相对容易。相形之下，西方的圣诞节和元旦刚过，西方国家缺乏让社会进入“停摆”状态

的便利机会。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往深处和细处追究则会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之所以无法

迅速步调一致地落实上述现代防控通则，实与自由主义对个体权利、价值多元、地区自治等原则

的长期鼓吹密切相关。作为国家元首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竟然堂而皇之地在全球医学界普遍强

调佩戴口罩可以有效降低病毒传播几率①的情况下，反复发表相反言论，进行相反示范。总统竟

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以不专业乃至是反专业的个人认知妨碍严谨科学的疫情防控体系建设的急

先锋角色———其政治整合度之低由此可见一斑。当纽约州在美国最先进入疫情紧急状态，面临

医疗资源遭“挤兑”而近乎崩溃之际，纽约州根本无法获得中国武汉所获得的“不计成本”且组织

有序的八方支援，其州长只能一方面怒斥联邦政府组织抗疫不力，另一方面苦口婆心地游说其他

州向自己出借急需的呼吸机，筹码是：过段时间，其他州也会进入疫情爆发期，届时，挺过了这波

高峰的纽约州将加倍奉还。② 若在平常时节，地方与中央（联邦政府）、地方与地方之间这种精明

的讨价还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这种缺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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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主任高福院士，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表示，欧美国家在应对新冠病
毒时不戴口罩进行保护是“大错误”。参见 ＪｏｎＣｏｈｅｎ．Ｎｏｔｗｅａｒｉｎｇｍａｓｋｓ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ｉｓａ
‘ｂｉｇｍｉｓｔａｋｅ，’ｔｏｐ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ａｙ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２０２０。还可参考《〈科学〉杂志专访高福院士：不戴口
罩预防冠状病毒是一个“大错误”》，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ｄｓｃｉ．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ｏ？ｉｄ＝４０ｆｃ１９１１１３９２（录于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
《纽约州长彻底怒了：我需要３万台呼吸机，（给我）４００台有什么用？！》，环球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参见
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６６２１５１８９３２４４５５３９７０＆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录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９日）。



规划的“自救”与“自组织”式讨价还价就显得效率低下了。

这里存在这样一个争议：是否非得付出“非常”时期组织效率低下乃至事态失控的风险，才

算充分维护了个体权利、价值多元、地区自治呢？或曰：是否有必要将个体权利、价值多元、地区

自治等原则，维护到破坏社会重大风险抵御能力的地步呢？身处疫情风暴中心之外，或虽在风暴

中心但有幸置身危险之外的人士，可能会对上述问题作出“是”的回答。而一旦进入像纽约州州

长那样为应对疫情危机而焦头烂额，或像那些深受疫情折磨的人那样为疫情深感痛苦的生存状

态，当事人就再也不会轻而易举地对上述问题回答说“是”了。

有别于自由主义传统下的“小政府”，中国执政党与人民政府肩负着全面领导国家社会的职

责。① 这种“大政府”角色在赋予执政者统领全局之权力的同时，亦要求其在效果上负相应的责

任，如若因为政策不当、组织不力而酿成与国家实力极不相称的重大危机（像当今西方发达国家

在疫情应对中的整体表现那样），所面对的舆论压力与内部批评也将会是异常严厉的。正是因

此，执政者必须在关键时刻果断行使整体统筹的权力。无论是“武汉封城”决定的做出与执行，

还是先后有序抽调医疗力量不计成本地援助包括武汉在内的重点疫区，以及防疫物资的扩大生

产与合理调度，抑或在原有的领导组织优势基础上全面铺开网格化管理机制，乃至多种疫苗研发

路线的均衡布局，还有开合有度的“防疫＋”复工、复产、复学，全面恢复社会生活局面，以及节奏

紧凑的疫苗接种进程，无不有赖于“顶层设计”在短时间内为之注入秩序。② 别的不说，“武汉封

城”在执行之初即被称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无奈壮举，事实证明这确实为有效切断疫情向

全国的扩散、短时间内做到全国感染人数“动态清零”创造了关键条件———然而，若无坚强有力

的中央决策与统筹调度，这一切根本连想都不敢想。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

是知难而退地从一开始即放弃了“打一场组织充分的人民战争（抗疫战）”的念头。就此而言，中

国式抗疫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优势，而一个深受儒学传统浸染的社会则有助于这一

优势的充分实现。

与此同时，“民主”或“群众的意见”亦在中国式抗疫中有效地发挥着应有的积极作用。

新冠疫情是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有发言权的首先是传染病专家，而非缺乏专业背景

的其他社会成员。一切合理的决策、调度，都需建立在专业的医学知识基础上。我们看到，正是

在以钟南山为组长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正式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存在“人传

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现象之后，包括武汉封城、全国范围的“密切接触者”排查、延长春节假期

等决策才一环接一环地做出。关于感染者医治，在允许各地治疗方案有所差异的同时，国家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先后发布了 ８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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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抗疫实践令人印象深刻地显示了这一点。这正如相关学者所言，“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性质、经济结

构、价值导向等，决定了我国应对疫情的‘总体性治理模式’”。参见宋朝龙：《制度主义视角下中美新冠肺

炎疫情治理模式差异的深层根源———兼论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理论探讨》２０２０年
第３期。
以对口支援为例，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对口支援是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下进行的地区间

资源配置”，“是在救治急需与资源有限矛盾、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和文化基因优势三者共同驱动下得以发

生”。见史晓琴、樊丽明、石绍宾：《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对口支援何以发生———公共经济学视角的分

析》，《财政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行）》。① 这些指导方案的出台，正是相关部门不断集中特定“群众意见”（专家意见）的结果，是

中国专家对该病毒及其病情认识不断加深的集中体现之一。在这里，带有一定的分散性的专家

意见，是凝练官方集中指导方案的智识基础；而每一版官方指导方案在推出之后，又会切切实实

地经受着各地专家实践的再检验，并会基于新收集上来的经验、识见被不断修订，加以优化。民

主集中制在此着实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功能。

在治疗方案的制定与修订方面，“民主”与“集中”的张力互动（辩证互动）特征，在中医药全

面介入新冠肺炎诊疗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实事求是地讲，中医药在当前中国医疗体系中

明显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相对于西医药）。如果用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决定中

医药是否介入诊疗全过程的话，结果十有八九会是被否决。然而，一部分专家曾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抗击 ＳＡＲＳ疫情的过程中，切实展示或见识了中医药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治疗中的积极功

效。基于这些专家的呼吁，决策部门勇敢借鉴了抗击 ＳＡＲＳ的相关经验，在制定、发布诊疗指导

方案时，特意在总结分析全国各地中医诊疗方案、梳理筛选各地中医治疗经验和有效方药基础

上，将中医药纳入了包括医学观察期和临床治疗期全过程。② 当然，作为一个科学认识问题，中

医药的有效性问题，以及中医药诊疗方案的进一步优化问题，同样也需要在“无限循环”的“民

主—集中”实践中不断推进。

前述“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机制，在中国式抗疫中随处可见，不

胜枚举。相关决策者十分清楚，导致此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对手，任

何领导者、机构、普通社会成员皆不拥有关于病毒和疫情的全备知识。中国式抗疫采取的是先用

尽可能系统、严格的“切断传播途径，控制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措施尽可能充分地遏制疫情，

而后（包括同时）再在比较安全、相对宽裕的时空中，谋求科学认知、抗疫手段、组织与管理方案

的不断升级和优化。我们看到，在服从优先遏制疫情这一大局的前提下，大到疫苗研发的不同技

术路线、群体免疫是否又在什么条件下可行，中到对国内外疫情走势的短长期研判，小到洗个热

水澡、饮高度酒能否杀灭新冠病毒等等，都在不同范围内享有开放探讨的空间。伴随着抗疫进程

的延展，我们看到，其中一些观点被淘汰了，一些观点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一些观点被修正，还

有一些新观点、新议题陆续涌现出来。决策者的识见与判断、民众的防疫知识、社会各界对引起

不便的抗疫管制措施的谅解，都在不断向更好的状态演变。

并且，“民主”与“集中”还显示出了多层次的张力互动（辩证互动）。以上述诊疗方案的制

定与发布为例，这其中除了医药界专家与决策部门之间的“民主—集中”互动之外，当然还存在

着普通患者群众同医药界众多专家（他们皆受官方诊疗方案指导）之间海量的“民主—集中”互

动。医药知识浅薄的广大普通群众之所以有资格同医药专家互动，归根结底是因为作为被诊疗

对象，他们在诊疗过程中的各种反应与体验反馈乃检验诊疗方案有效性的实践经验的有机组成

部分。除此之外，各单位与小区在信息报送途径、进出门程序等方面，一方面无条件执行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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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的通知》，中国政府网·医政医管局，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９
日发布，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ｙｚｙｇｊ／ｓ７６５３ｐ／２０２００８／０ａ７ｂｄｆ１２ｂｄ４ｂ４６ｅ５ｂｄ２８ｃａ７ｆ９ａ７ｆ５ｅ５ａ．ｓｈｔｍｌ（录于２０２１
年６月１８日）。
参考各版《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其中第八版参见《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

疗方案（试行第八版）的通知》之“附件”，中国政府网·医政医管局，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９日发布，ｈｔｔｐ：／／ｗｗｗ．
ｎｈｃ．ｇｏｖ．ｃｎ／ｙｚｙｇｊ／ｓ７６５３ｐ／２０２００８／０ａ７ｂｄｆ１２ｂｄ４ｂ４６ｅ５ｂｄ２８ｃａ７ｆ９ａ７ｆ５ｅ５ａ．ｓｈｔｍｌ（录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



门的总体要求（这是“集中”），另一方面又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倾听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诉求

（这是“民主”），陆续改进技术措施（包括广泛使用电子健康码，在单位网上协同办公系统中增设

外来人员入门申请板块，在行人出入口处安装人脸自动识别设备等等一系列提高通行效率的管

控措施），使“防疫＋”模式朝着更便利、更人性化的方向改进。

小　结

新冠疫情骤然爆发之后，中西在抗疫模式与抗疫效果上所展现出来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

堪称中西当今发展模式在“应激”条件下的本能反应，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当今中西在发展模式上

的差异。

总的来说，现代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的发展受益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权利、价值多

元、地区自制的不断鼓吹所释放出来的活力，但近年来的系列相关事件显示，这种意识形态与模

式在弥合价值观分裂与社会撕裂方面日益力不从心。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处置疫情的总体水平，

与其发达的科研水平、医院配备、物质生产能力严重不相匹配，从根本上讲，这正是其在社会整合

方面出了问题所致。

相形之下，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政治哲学设想，“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论”则非常务实地重视领导者的权威指导功能。这一集中指导角色成功地统摄着庞大的当今中

国社会，使其大而不乱、大而不散。与此同时，“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亦承认领导者识见的有限性与可错性，因此要求领导者推行既定政策（基于调查研究）的同时，

继续不断地收集、研究随情势而变化的、带有分散特征的“群众的意见”，据此不断优化领导方

案。这样一来，群众不但可以保有自己的真情实感，拥有特定的渠道和机会表达自己的真情实

感，而且，这些出自真情实感的“群众的意见”表达，在无限循环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

识论运动中，还会作为参考素材不断促使权威政见扩展、提升。仍在进行着的“中国式抗疫”，典

型地体现了这种贯穿当代中国发展的“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发展

模式。新冠疫情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会过去，然而，“中国式抗疫”所典型地例示的“在稳重但

不失灵活的集中指导与领导下，充满韧性且不乏创造力地各司其职”的发展模式则不会过时。

新冠病毒也有可能像一些专家所担心的那样，长期与人类社会共存，若是如此的话，以“民主集

中制—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内核的中国“抗疫 ＋”模式，也一定能在一轮又一轮

的“民主—集中”运作中进化出更便利、更人性化的样态。

最后，再重申一遍：只要本文关于“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的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与创造性整合这一判断站得住脚，则

仍在进行着的“中国式抗疫”就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兼具传统底蕴和马克

思主义实质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在以共同目标框范国家社会

前进方向的同时，切实维护好社会成员自主选择生活样式、进行知识探索、参与公共治理的空间

与途径，在领导权威与多元社会意见的辩证互动中不断整合出更优良的“一主多元”局面。

（责任编辑：孙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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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文明互鉴·

概论日本战国时代汉学经典的吸收：
以武士社会为中心

胡炜权

　　摘　要：日本战国时代为日本汉学史研究上的空白时期，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均少以战国时代

的汉学为主题。通常认为当时儒学为主的汉学还没有发展起来，要等到江户时代才逐渐发展。然而，

通过战国时代武士的遗训、文书等鲜有被利用来分析江户时以前日本汉学发展的史料，我们不难发

现在这个战乱长期化的日子里，即便知识传播受到掣肘，战国武士通过僧侣的教导，在行为和道德思

想上已经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从自身的修为到教化家臣上借用汉学的智慧，下启江户时代推

广儒学的潮流。战国时代在“江户时代以前”的日本汉学史发展上实有不可轻视的地位，有必要深入

研究。

关键词：日本战国时代；　汉学；　战国大名；　武士社会

作者简介：胡炜权，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一、引言：日本汉学史的空白时期

关于日本汉学史的研究，中文研究主要以江户时代的儒学为焦点；在江户时代以前（古代—

中世—战国）的汉学和儒学研究比较少，较多的是关于《日本书纪》的所引用的汉籍研究；另外，

以禅宗僧侣为中心的汉籍研究和应用也是另一个重要的相关领域。

在日本的研究史里，自明治时代以来的学者们如三浦周行和津田左右吉等认为日本江户时

代以前的儒学和汉学并没有在当时的社会普及，只限在贵族社会内部保持影响力和活力，不像江

户时代那样对日本社会带来深远影响。① 因此，日本在二战前的研究主要把焦点放在强调室町

战国时期天皇和皇族的教养和好学上。二战后的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当时的日本学者如芳贺幸四

郎，原龙夫以及和岛芳男等分别从社会史和学术史的角度，深化了室町至战国时期儒学和汉学

典籍在当时文化发展的作用。② 芳贺着眼于室町晚期的东山文化里汉学与日本禅宗的关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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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三浦周行：《日本史の研究》第１辑，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２２年，第２５６—２９３页；津田左右吉：《文学に现はれた
る我が国民思想の研究》，东京：洛阳社，１９１９年，第１４７—１６７页。
芳贺幸四郎：《东山文化の研究》，东京：河出书房，１９４５年；《三条西

(

隆》，东京：吉川弘文馆，１９６０年。原
龙夫：《民众における「儒教以前」》，《骏台史学》（２９），１９７１年，第８３—８９页。和岛芳男《日本宋学史の研
究》（

)

补版），东京：吉川弘文馆，１９８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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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室町时期禅宗引进汉学的过程；原龙夫通过分析地方史料，指出日本近世以前的儒学只属于

次要的地位，实际上潜藏在主流的佛教思想之下，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说，对当时的社会带来的

影响还远不如后来的江户时代。

这里值得留意的是，原认为到了中世后期，即１６世纪末，儒家思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

影响力，为后来江户时代儒学的崛起和流行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不过，遗憾的是，原并没有就

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近年的日本学界锐意研究室町—战国时代的汉学典籍训读和注释

学与室町时期的日语形成的关系，以及当时知识界活动汉学知识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二

战前以来的固定观念，而且随着社会史学和新文化史在日本获得高度重视，目前的研究超越以往

只看重个别阶级内部对汉学的互动关系，更希望从该时代不同阶级间对包括汉学在内的知识传

播与交流等领域予以突破。

以上的先行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成果，而以上的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点，就是均不以日本战国时

代儒学、汉籍在当时社会的受容情况作为主要探讨对象。战国时代的汉学状况，备受重视的室町末

期—战国时代《日本书纪》等汉籍引用解注，读解和训读研究集中在一小撮的专门贵族之中。由于

战乱的缘故，当时的研究活动受到很大程度的阻碍，从本质上说，是属于隔绝于贵族以外的独门学

问，对其他阶层的影响力有限。因此，学界一般视战国时代为日本汉学传播和实践的“中断期”。

另一方面，先行研究同时重视京都和镰仓五山禅僧的汉籍研究。众所周知，以下野国（现在

的枥木县）足利学校为据点的禅僧，对关东地区的汉学传播和应用实践做出了贡献，从宏观的角

度来看，其影响力远比贵族的汉籍和训读研究大得多。①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我们通过贵族与禅僧的视线，仍然难以了解室町末—战国时代其他阶

层接触和应用汉籍的实际情况。即便在室町末至战国时代，汉籍儒学研究不像江户时代那样蓬

勃，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价值之一，且获得知识阶层的广泛关注，但是，在探讨汉籍和汉学作为学

问和知识点在日本社会里长期渗透和发展的历史时，不应拘泥于是否形成独立和领导性的思想，

也不应只关注那些长期接触汉学与汉籍的群体。

相反，通过现有的史料去探讨儒学经典等汉籍在日本战国时代的应用情况，无疑是有必要

的。尤其是“武士”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统治集团，当贵族和僧侣从事汉学研究时，他们又怎样接

触和接受汉学的熏陶，继而融入到他们自身的思想和施政，开创后来江户日本的汉学研究？换句

话来说，就是当我们要探讨“江户时代的汉学研究前史”时，则必须从室町末—战国时代说起，将

前面的室町时代和后来的江户时代连接起来，并以武士们为主体加以研究分析，其重要性不下于

贵族和禅僧的汉学研究。

因此，从这个观点出发，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展开。首先简单梳理战国时代的贵族和僧侣向武

士传播和传授汉籍的情况；然后利用战国时期的武士家训，以及战国武士之间的文字交流里提及

和引用汉学知识，特别是儒家经典的例子，以窥探武士吸收汉学的实际情况。

重视武士家训的原因有二。其一，武士家训于战国时代大量涌现，体现了该时期武士作为统治者

的自觉和思想，远比其以前的时代突出。其次，与贵族和禅僧对汉籍的解读注释相比，武士在家训和书

信里透露出它们对汉学经典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更加直接和具备应用性，反映了他们的人文面貌。

最后，作为延伸，笔者将探讨以战国大名为中心的统治阶层应用汉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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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战国时期汉学知识的传授

在二战前的早期研究里，上述的三浦周行和津田左右吉比较侧重于朝廷、贵族和天皇学习和

关心汉学的情况。的确，从公元８世纪以来，我们从相关的史料里看到天皇以至贵族长期研习汉

籍，特别是讲授儒学经典的四书五经，还有《毛诗》《文选》《帝范》以及史书类的《史记》《汉书》

《十八史略》等。① 因此，到了战国时代，贵族社会沿袭从前的传统是自然而然的，甚至与朝廷贵

族关系密切，真正地统治国家的室町幕府将军也多次指示相关的贵族如广澄系清原家（后称“舟

桥家”）、三条西家等为自己讲解儒家经典和其他汉籍。

以《论语》为例，依照现存记录，自战国时代初期的１５世纪末到终期的１５９０年②为止的约一

百年间（具体而言是从１５１２年到１５９０年），在位的后奈良天皇和皇子方仁（后来的正亲町天皇）

召清原宣贤、业贤父子讲授的次数为九次，③主要集中在战国前中期的１６世纪３０年代初，这估

计跟京都地区的战乱到了那时候以后变得频繁和混乱有关。

遗憾的是，这些史料只记载了进行讲授，但没有具体的记载讲授内容和方式。但我们起码可

以确认在当时的日本统治阶层的眼里，学习儒家经典和汉籍是恒常性的学术活动，而且与同样备

受他们重视的日本本土经典，如《日本书纪》《源氏物语》《古今和歌集》，还有佛教经典如《阿弥

陀经》《曼荼罗》等等相比，关心程度和开讲频率也可说是不相伯仲。即便是在战乱之下，天皇和

皇族依然坚持学习。而清原家（舟桥家）对这些汉籍进行点注和训读审校工作也早已得到日本

史学界和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和分析。④ 由于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在此不赘言。

但是，由于对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汉籍大多保存在贵族社会以及后述的佛教寺院手里，特别

是在室町时代以来，上述的清原家（舟桥家）为首的数个贵族家族垄断了讲解主要汉籍的任务，

成为独家知识，除了个别例子之外，其讲授对象均集中在贵族社会内部，未有对外广传。

此外，以京都五山、镰仓五山和下野国（今天的
&

木县）足利学校为首的禅宗寺院也负责了

讲授汉籍、钻研解读、训读的学术活动，但其主要的针对对象为武士领主和个别人物，同样没有渗

透到一般阶层。

考虑到当时的出版流通和印刷技术落后，不难想象日本其他社会阶层均难以接触儒学典籍

和相关知识。或者说，包括儒学在内的汉学经典在当时人眼里，不存在普及的必要，而是一种专

门技能，服务特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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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战国时期天皇和贵族学习汉籍的史料散见在当时的贵族日记里，如《实隆公记》《惟房公记》等。

日本战国时代的开始时期有两个说法，即爆发“应仁文明之乱”之１４６７年，另一个说法则是“明应政变”发生
的１４９３年，为近年日本史学界所提出。本论文以后者的立场为准。至于终期则普遍理解为１５９０年丰臣政
权灭亡后北条氏止。

《二水记》永正１６年（１５１９）４月１５日条，《惟房公记》天文１０年（１５４１）１０月２４日条等。天文１０年后，《论
语》的讲授便暂时停止，至天正８年（１５８０）才再出现记录（见《御汤殿上日记》同年９月１２日条）；大友信一
“清原宣贤の年谱·系

*

草稿”，《冈大国文论丛》（１２），１９８４年。
近年以分析清原宣贤的汉籍注疏和训读的研究，有中国台湾学者张宝三《清原宣贤〈毛诗抄〉研究》，《台湾

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１卷第２期，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９—１９８页。日本学者的研究方面，二战前的研究者如足利
衍述《镰仓室町时代之儒教》，东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１９３２年。近年的则有冈田芳幸：《清原宣贤の研
究序说》，（日本）《皇学馆史学》（２），１９８５年；田中尚子：《清原宣贤と〈三国史〉———〈蒙求

+

尘〉を中心と

して》，（日本）《中世文学》（４６），２００１年。



三、战国大名与汉学学习（１）：朝仓孝景和玉木吉保的例子

上文提到日本战国时期的儒学知识主要集中掌握在个别专门贵族，还有京都、镰仓五山和足

利学校为代表的禅宗寺院手里。随着战乱长期化，长居京都的贵族大半离开了破败不堪的王都，

逃到京都以外的地方寻求地方豪强的庇护。这些豪族就是俗称的“战国大名”。前面多次提到

的清原家的当家清原（舟桥）宣贤也在 １５４０年代左右逃到京都东北的越前国（今日的福井

县），①受到统治当地的战国大名朝仓家保护，并且于朝仓家的居城一乘谷离世（《舟桥家谱》）。

落难出逃并幸而获得庇护的清原宣贤跟其他逃到他处的贵族一样，以自身的技能作为答谢

保护的工具。

宣贤之孙舟桥枝贤的日记《天文十二年记》五月十三日的记事里记载道，当时的朝仓家当家

朝仓孝景要求清原宣贤教授其八名近臣解读《论语》《六韬》和《毛诗》，原文如下：

十三日丁巳阴（略），
,

朝仓
-

正左卫门入道（孝景）召遣、小姓众八人申付《论语》《六

韬》文字
.

之事、申入家君（宣贤）毕……此外、小川左卫门二郎、《毛诗》文字
.

（以下略）②

“文字读”就是指教导近臣一字一句阅读和释义，属于极为初阶的学习内容。而有趣的是，

宣贤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原文：家君以外御迷惑），很可能是因为宣贤作为当时最高等级的汉学

大家，竟被要求教导入门程度的解字释义，所以感到麻烦。

最后，宣贤在孙儿枝贤的协助下，还是教授这八位朝仓家臣读完当日指定的半数内容。虽然

从日记的记载来看，宣贤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孝景的请求，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可以看

到身处非中心区域的战国大名在应仁文明之乱后，积极地去吸收一直封闭在京都内的高级知识。

要留意的是，单从这个例子，我们难以断定朝仓家以外的其他战国大名都对汉学抱有积极态度，

而且从《天文十二年记》的说法来推断，起码朝仓家内的汉学修养仍然属于初步阶段。③ 然而，考

虑到这八位近臣均为朝仓家的重臣，不难推断主君朝仓孝景这个请求背后，是希望提升家臣们的

学术水平，甚至认为学习汉学对协助自己和子孙管理领地有所帮助。同时，主君朝仓孝景本身对

于汉学的兴趣也自然很高。

那么，从其他史料里窥探其他战国时期的武士和战国大名应用和接触儒学知识的情况又是

怎样的呢？

就目前史料所知，即便不能断定日本各地的武士都享有相等的教育条件，但从西日本的毛利

家家臣玉木吉保晚年的回忆录《身自镜》的记载里，至少可以推断一些武士在少年时期到寺院学

习，其中便有儒学典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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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自镜》里提到吉保于１３岁启蒙，到一处叫胜乐寺的寺院跟随权大僧都阿梨俊弘法师

学习３年。

吉保先从日语文字、佛学开始，然后是日本的神话和实用读物，１４岁时的读物“有《论语》、

朗咏、《四书五教（经）》、《六韬》、《三略》，此外文书也大多读晓”，然后１５岁时才学习行书、草书

和日本的经典文学如《伊势物语》和《源氏物语》，还有和歌等。

从吉保的例子可以看到，当时地方武士的教育多由僧侣培育，而学习汉籍的教材包括了四书

五经，还有来自古代中国的各种兵书。如若我们把吉保的三年修行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学习的

话，学习汉籍是处于中期位置，而且是在学习知识的必然课目。

同样是出身西日本的另一名武士多胡辰敬在写给子孙的家训里提到了“学文”的重要性。这里辰

敬所谓的“学文”包括“书写识字”和“明是非道理”两大范畴。虽然在家训中，他并没有明示后者的具

体所指，但参考前面的玉木吉保的例子，我们大可推断其中必然包括了汉籍和儒学的知识。①

四、战国大名与汉学学习（２）：武田信繁遗训与志道广良的教诲

至于东日本方面，有名的战国大名武田信玄的亲弟武田信繁所写的《古典鯠殿九十九条家法》

里便大量引用儒家经典等汉籍来教导儿子和家臣道德伦理。其中《论语》引用次数最多，其次最多

的是兵家经典的《三略》，《孟子》《左传》《孝经》等四书五经也起码引用一次。虽然不能确认和追查

武田信繁是怎样学得这些儒家经典的，特别是《论语》，但考虑到其兄武田信玄也似乎深谙《孙子》，

而东日本又深受禅宗影响，该地区的战国大名通过禅僧接触汉学汉籍和儒家经典也不足为奇。

具体举例而言，例如《论语》，在第一条强调对胞兄武田信玄的至忠至诚时，便引用《论语·里

仁》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又如第九条教育子孙和家臣要专习武艺时，引用《论语·为政》

“攻乎异端，斯害而已”；第十条教导不可轻视学问时，则同引《论语·为政》“学不思则罔，思不学则

殆”。引用比较多的《三略》，如第四条告诫众人坚守武勇之风，引《三略》的“强将下无弱兵”；第四

十四条告诫稳定军心时，提到同书里的“莫使辩士谈说敌美”。至于《礼记》，第八条强调谨言慎行，

对人殷勤，引《礼记·曲礼上》的“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又引《尚书》的“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

圣也”，以说明虚心纳谏的重要性。还有《孝经》的“天地不为一物枉其时”来告诫人不可偏颇勾结。

不过，值得小心留意的是，目前日本史学界对于这部遗训的史料考证研究并不多，而且大多

数借用和介绍此部遗训的研究均只在解读原文的基础上分析其思想，所引汉籍的原典出处考证，

以及讨论武田信繁作为武士的汉学涵养为止。对于其真伪的问题，还有这部遗训是怎样流传出

来等基础疑问，或者说，如果不是信繁写的，为何要托他之名来编撰这部遗训等等，于历史学和文

献学而言仍然有不少疑问，②有待学界从正面对此史料进行分析，从而尝试解答的。

由于遗训汉学水平高，考察这个问题足以左右我们对于日本战国武士以及其时代学习和活

用汉学的实际情况和水准，值得今后细致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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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如果这份遗训真的属于武田信繁的手笔（不管是他的亲笔，还是有旁人襄助或者

合编），那么可以说他在编撰这部遗训时，利用汉籍典故作为根据，可谓到了广征博引的程度，足

见他个人对于汉籍的掌握程度堪称当时战国武士中的佼佼者。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像武田信繁那样在教导家臣子孙里套用儒家经典的个别例子。

例如在战国时代最初期叱咤风云的伊势宗瑞（即俗称的“北条早云”）曾在自己的遗训（后世

称为《早云寺殿廿一条遗诫》）的第１７条提及要交善友，远去恶友时，便以“三人行，必有我师”（《论

语·述而》）为喻，教导子孙要择善友而从之。而他的嫡孙北条氏康在位时，更到当时传授汉学等高

等知识的殿堂———足利学校听讲《三略》，又寄赠《文选》抄本给足利学校的庠主瑞兴九华。①

此外，前述的毛利家也有类似的例子，如毛利隆元为统御家臣苦恼，其家臣志道广良提到君

臣之道，说“君为船，家臣为水”（大日本古文书《毛利家文书》），这显然是借用了《荀子·王制》

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士不论出身高低，通过不同的媒介渠道，已

经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并学习儒家经典等汉籍。而且，我们可以大胆推断，他们并非单纯朗诵苦

记，而是能够领会当中一些道理，而且应用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体上，只是没能在战乱度日的

生活里记述下来。

五、日本战国时代的汉学知识传播方式与僧人

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些只言片语的引用方式显示他们学习汉籍的态度和目的不在于系统地

吸收，或者是作为一套政治思想来接受熏陶，而是从中选取以借作座右铭，以便教诲他人之用。

即便如此，通过玉木吉保、武田信繁、志道广良的例子，我们足以推测在战国中期（１５３０—

１５６０）的一些武士们，上至武士名门子弟，下至一般地方武士都已经不再依赖京都贵族或五山禅

僧来吸收儒学在内的汉学知识，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地方寺院和游走各地的僧人。

当时的地方寺院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和肩负起向包括武士豪族子弟教授、讲解汉学经典的

任务。儒学经典和汉学在战国武士，特别是中上层武士（所谓的“战国大名”及其上层家臣）的生

活和修身里已然占据了一定的位置。

当然，这些原本大量握在京都和镰仓五山，还有个别贵族中的知识是怎样流传出去的，又或

者是否在战国时期存在其他渠道（如所谓的“倭寇”贸易）从明帝国和朝鲜那里获得汉籍等问题，

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不过，考虑到著名的“战国大名”如今川义元、上杉谦信、伊达政宗乃至促进统一的织田信长

均深受禅宗高僧的熏陶和教育。而如武田信玄等大名积极招请曾于京都、镰仓五山学习的高僧

到自己的领地开基，除了宗教因素外，积极吸收高僧的知识也是动机之一。因此，可以推断自室

町时代以来，禅僧为主的地方僧侣早已像教育玉木吉保的师傅俊弘法师那样盘踞在日本各地方，

担当起教育地方领主其子弟的工作。

相比于儒学经典，中国兵书理所当然更加受战国武士的关注。前节的《武田信繁家训》里引

用《论语》极多，达到３７次，其次的便是《三略》，有１２次，其他兵书还有《吴子》和《孙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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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起来《论语》被提起的次数是《三略》的三倍，但值得留意的是，武田信繁引用２０多种

汉籍里，兵书类有６种，占了整体的四分之一，和提到的儒学经典数量不相伯仲。

不过这里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对于生活在战乱时代的武士们来说，他们关心兵书看似是最自

然不过的事，然而笔者广寻史料后，发现除了上述的武田信繁和玉木吉保的记述外，几乎没有看

到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士们提到如何讨论和研习《三略》等中国兵书的痕迹，更遑论窥探他们利用

中国兵书的情况。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在目前的史料里，我们惟能通过日本近世初期的著名军记物语《甲阳军鉴》品十二里提到

“七十年以前伊豆早云（伊势宗瑞）欲听《三略》，召来博学之僧”一节。①

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推断当时的武士除了自幼去寺院跟随僧侣学习和启蒙外，像伊势宗

瑞这样已经掌控一方的武士领主则找来熟知汉籍的游学僧人来为自己讲学。除此之外，在当时

的长期战争里，不是战国大名们自己制定打仗所需的各种准备，而是由称为“军师”的家臣专门

负责从出战时机、胜败吉凶以及布阵的安排，再由大名和高级家臣执行，这些知识在很大程度上

应用了中国兵书而来的军事知识来辅佐大名们打仗，可以说是“军师”是大名军队里的专门人

员。② 也因为这个原因，史料里没能看到大名们怎样亲自学习、运用来自中国兵书的知识，是因

为有比他们更专业的人代劳。

另外，上述《甲阳军鉴》的这个轶闻还为我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暗示，即当时的僧人不仅在寺

院里从事静态和直接的知识传授，还有以这些包括汉学在内知识为技能技艺，接受武士领主的召

集，来到他们跟前进行讲授。

其实，通过招请遍游各地的僧人来给自己“补课”的现象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室町时代，甚至

镰仓时代。比如在室町时代后期（１４８０年代），代表京都五山文学的其中一位著名禅僧万里集九

前往关东地区，与当地的武士领主进行学术交流，应他们的要求教授各种知识。③

根据大户安弘的研究，我们知道万里集九在他的诗文集《梅花无尽藏》里提到并使用过的汉

学典籍主要是唐宋时期文人的诗集，如《苏东坡诗集》《唐诗》等，还有《庄子》《资治通鉴》这种非

文学类的典籍。据大户安弘的分析，万里针对生活在战乱地区的武士对求存与斗争之间，内心和

精神上的矛盾挣扎，利用这些典籍隐含的道理来抚慰、启发这些武士领主。

这个情况在后来的丰臣时代也能找到类似的案例。１５９７年１０月，发动第二次侵略朝鲜战

争的丰臣秀吉命人把在朝鲜缴获的汉文书籍送回日本后，召见当时熟知汉学典籍、负责代理外交

文书撰写工作的京都鹿苑院僧录西笑承兑为他讲解内容，直至当天的深夜。④ 虽然《日录》里没

有提到缴获的典籍具体是什么书，但是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战国晚期的武士，哪怕是丰臣秀吉

这种至高无上的武士，仍然是通过僧人讲解的方式去了解汉文典籍。

寺院学习和招请僧人前来讲解这两种方式的存在揭示了在战国时代初期，甚至更早时期开始，

一直到晚期为止，以寺院的僧人和游走各地“卖艺”的僧人为媒介，汉学在内的知识传播速度和弹性

十分高。同时，从上述的例子里我们也能发现，对于室町时代到战国晚期的武士们来说，他们视汉

·１３１·

胡炜权：概论日本战国时代汉学经典的吸收：以武士社会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传）高坂昌信：《甲阳军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１０册本，第２册。
小和田哲男：《军师·参谋：

2

国时代の演出者たち》，东京：中公公论新社，１９９０年。
大

/

安弘：《万里集九の教育活动－十五世纪後期における地方武士との交
6

を通じてみた》，（日本）《教

育学研究》第５０卷２期，１９８３年，第１８３—１９２页。
《鹿苑日录》庆长二年十月四日条。



学典籍和汉学知识为一种现实需要的参考材料，一方面提高自己的修养和内涵；另一方面，这时期

的武士们还没有系统地吸收、理解汉学知识的意识，他们是基于现实上的问题需要，希望从僧侣、知

识人的口中抽取汉学典籍里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知识点和答案。因此，武士们更加依赖僧侣等“传

授者”来解释说明相关知识，而不是自己已经具备一定的汉学修为，希望与高手切磋、治学论道。

基于这个前提，当时靠僧人教授汉籍知识的武士显然还没有建立“汉学知识库”的自主意

识，这个情况一直要等到１７世纪初，统一日本的德川家康在１５９９年至１６０４年之间三次下令足

利学校庠主三要元佶于山城国伏见主持印刷《三略》《六韬》和《孔子家语》的工作。后来，德川

家康又在１６００年至１６１０年代，陆续让京都相国寺的西笑承兑和三要元佶印刷《周易》《贞观政

要》，还有兵书如《孙子》《吴子》等汉籍，即后世所称的“伏见版”汉籍。至此，日本才开始了统治

者主导和推动汉籍印刷的活动。

六、结语：江户时代以前汉学知识的实践（战国末期—织丰时代）

本文针对日本战国前、中期的史料，指出当时不同阶层的武士已经学习和应用汉学经典。虽

然只有片字只语，未能全面有系统地考证和还原战国时代武士们学习汉学的全貌，但在史料里，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士多少是关心汉学知识的，只是他们仍然需要借助专门的

贵族和禅僧来传授。同时，如原龙夫说的，在当时的武士眼中，汉学知识仍然是一种实用的学

问，与佛学和日本的传统知识技艺（和歌、连歌等）看齐，缺一不可。

在战乱长期化的日子里，武士也慢慢在行为和道德思想上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加以实

践。其中，以孝道和忠义是为武士，特别是统治阶层重点强调的德目。如战国晚期的著名武将黑

田长政（江户时代黑田（福冈）藩祖）、①藤堂高虎（津藩藩祖）②和加藤清正（熊本藩藩祖）③等人

纷纷在家训中强调以上两项的重要性。

此外，在战国晚期写成家训和遗书中也出现告诫后继者要怜悯领民、施行仁政之类的内容。

战国晚期以后写成的家训里明确出现强调“忠义”“奉公”的内容，这与当时战乱接近尾声，各地

的大名开始将目光转到治理领民和家臣的趋向有关。这跟战国时代初期的武将把汉学知识作为

满足自己个人需要的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在幕府还没有系统地推动儒学为政治工具之前，战国晚期的大名们已经意识到汉籍尤

其儒学对于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并且开始加以运用实践。这个恐怕与当时的幕府没有直接联系，

在今后的课题里，有必要探讨个别的藩在江户时代初期推广汉学儒学的过程，以及在这个历史转

换期里，亲历时代格局改变的大小武士怎样改变对以儒学为中心的汉学知识的态度。

（责任编辑：张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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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田长政：《黑田长政遗训》，《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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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的中西文化观

梁林军

　　摘　要：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张謇积极探索儒学与工业化的融合之道，提出一系列发展工

业、振兴实业的举措。他反对闭关锁国，倡导主动参与世界竞争并维护国家利权；提出对西方的新知

识，应当博取而精择之，同时坚持中学是立身始基，反对通盘否定中国、中学。他重视教育，希望培养

出一批“有旧道德而又有新学识”的新国民；倡导“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的工业社会能力价值

观。张謇发现工业化的诸多问题，并对西方价值观进行反思。他反对放任性的自由、平等，主张教育、

教化；公理、公德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提出应该“明公理、修公德”。他指出，西方国家过于迷信武力、

强权、机谋、诈术，必将带来祸患，最终是为了少数人的欲望和私利，牺牲人民和国家的幸福。他反对

“自由”竞争、无序竞争、恶性竞争，主张利导整齐。

关键词：张謇；　儒商；　儒学；　工业化；　中西文化观

作者简介：梁林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５３）

　　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１８９５年，张謇弃

官从商，领士人投身实业之风气，是中国近代化、工业化的开拓者和先驱，为儒学与工业化的融通做

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面对工业化和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张謇的事功和事业使得传统儒学有了新

的表现方式———儒商。儒商，区别于制艺、入仕，是儒家新的道路和展现方式。本文着重探讨张謇

作为坚守儒家信仰的传统士大夫，如何学习西方文明，如何理解工业化并发展工业化，如何实业报

国、教育兴邦，如何认知、处理中西文明的分歧、冲突与融通。

一、当儒学遭遇工业化

“儒学”与“工业化”本是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词汇，但将这两个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讨

论却已经有数百年的时间。开始于１８世纪６０年代，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工业革命（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

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作坊、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

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工业革命奠定了西方世界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长期

领先地位，其价值观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引领、主导甚至统治性地位也持续到直至今日。

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西方世界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自从西方列强意图敲开中国的国门

开始，中国就开始饱受冲击，以致于沉沦、屈辱甚至沦丧。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也长期

背负了民族落后挨打的“黑锅”———总会有人把中国长期以来的贫穷、落后归罪于儒家思想，认

为儒家思想阻滞中国发展出与西方同样的工业革命从而导致中国数百年来的落后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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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是工业革命狂热的欢呼者，他孜孜不倦地从思想

文化上剖析工业革命出现的原因，他认为新教改革发展出的资本主义精神根本导致了工业革命

在西方世界的发生。韦伯可谓是工业革命早期的理论大师，他不惜花费大量工夫研究各种文明，

比较、解释并得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以及其他文明的劣根性。韦伯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在

西方文明发展繁荣、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是源于精神上的差异：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

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

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

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相反，新教则以某些手

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这样强烈的信仰和热情的行动

则被儒教的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韦伯认为，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的强大，根本是由于这种精神

性的原因，即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差异。① 工业革命兴起之后，整个西方世界处于兴奋之中。科

技、工业上的极大成功使得西方国家迅速强盛起来，而韦伯宣扬的是一种西方思想文化至上论，认

为其他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不只是科技和生产方式，本质是源于思想文化的根本差距。

在中国认识、探索西方工业化，追赶、缩小与西方列强差距的过程中，在思想文化上形成了延

绵数百年、涉及学科领域众多的一门大学科，即中西思想文化比较研究，涵盖宗教、哲学、文学、历

史、文化、民俗、人类等众多学科领域。一方面，在救亡图强的过程中，中国的一些仁人志士以西方

为参照，在诸多领域寻找自身的不足和差距，也习惯于在思想文化领域寻找西方之所以强大、中国

之所以落后的文化基因、“密码”或精神根源；另一方面，西方因为科技、社会生产的强大，也在不断

强化自身价值观，发掘自身思想文化相比其他文明的优越性，不断拓展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直至

“理所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形成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与马克斯·韦伯发问方式类似的观点中比

较著名的还有“李约瑟问题”以及中国台湾学界经常讨论的“内圣是否能够开出外王”的问题。

“工业革命的意义，无论怎么描述都不过分。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金属的使用和农业的普

及才能与之相提并论”。② 时至今日，工业革命的影响已经遍布全球，工业化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１９４９年之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近

四十年来，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推进的速度、形成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其中离不开儒家思想的积极影

响。关于儒家思想与工业化的关系，如果说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特别是朱子学影响的日本在明治维

新后在工业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容易让人忽视，二战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传统受儒家思想影

响的“亚洲四小龙”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四个地区容易让人健忘，那么面对今日中国的伟大

工业成就，我们无法不面对这些事实：儒家与工业化可以融合，并不矛盾；儒家伦理并不阻滞工业

化，反而可以极大地促进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精神所追求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与福利主义相比，节

俭、勤劳、吃苦、耐劳等儒家伦理反而能够很好地促进工业化，与工业化有更好的融合。

关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评价问题，美国学者罗威廉（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Ｒｏｗｅ）做了很好的讨论，将

学界从关注中国的早期工业化为何失败，回到讨论是否失败，很好地拓宽了研究视野。他认为，

１８９５年中日战争惨败后，中国朝野已形成了普遍的共识，即３０年来中国早期工业化是彻底的失

败，尤其是相对于日本而言。明治日本的“成功”与中国的“失败”多年来都是晚清史学研究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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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课题，大量的中国和西方学者，专注于解释“为何”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失败，而非探讨是否失

败。相反，罗威廉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是间接的，后毛泽东改革开放时代令人注目的成功发

展，其根本来自晚清工业化的经验”，①他肯定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成绩以及后人的接续，甚至可

以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没有暂停，反而得到延续、大大促进和发展。

本文通过令人敬仰的“事功派”大儒、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先驱和开拓者、企业家先贤张謇，探

讨其中西文化观，我们不难发现，面对西方工业化以及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张謇为代表人物的儒

家用开放、包容、谦逊的心态，既积极地学习西方所长，又理性地坚持自身文明中最重要的内容，

摸索并探索出儒学与工业化的融合之道。而这些思想资源在今天仍然显得十分重要，需要系统

地来探讨和研究。

二、旧道德与新知识：张謇的回应

西方工业化对中国真正的冲击是在清末。伴随着西方列强数次侵略，清王朝在签署了一系

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已经摇摇欲坠。救亡图强问题摆在儒家士子面前。冯桂芬、张之洞等人提出

了自强事业，其主要目标是使国家强盛，不被侵略。“相对于西方观念中追求个人利益为经济发

展和国家力量的引擎，也同样地别于传统儒家观念中藏富于民的经世目标，在这个崭新时代中的

关键，是坦率地追求国家‘富强’。只有如此才能让中国在未来不易遭受外国的侵略”。② 张之

洞直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工业化改革核心理念。张謇是张之洞的核心幕僚之一，也

是积极的支持者，他代为起草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工业、振兴实业的

举措。“这个体／用二分法，不仅显示出一方面不愿意牺牲儒家的道德规范、合宜的礼仪及社会

组织，另一方面又希望达成西方在物质和技术上的优势，其透露出缺乏完全的投入以及足够的急

迫感”。③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工业化的冲击，张謇主张“实业救国”，从西方之所以强大、中

国之所以疲弱之根源———“工业化”着手，希望全面学习西方的新知识、新技术，推动中国的工业

化。我们可以看出，面对工业化的冲击，张謇的主要回应有：

（一）反对闭关锁国，倡导主动参与世界竞争

张謇曾说，“在昔闭关时代，百事可以自守了之，自守亦实可以了。今则万国交通，人以货

来，占我市场，我退一步，则他人即进一步。在我则已退之步不能复，在人则务进不已，我将无地

可容。天演公例，不进则退。我如何能不退？如何能进？此非有世界之观念与商战之知识不可。

如何而发生此观念，养成此知识？自非学不可”。④ 在过去闭关锁国的时代，所有的事情可以自己

保守处理，如果保护性处理能够落实，基本不会出大问题，可以相安无事、自给自足。但是，今天的

世界已经是世界贸易、全球贸易的时代，西方大量的货物充斥在我们的市场，我们退一步，西方更进

一步。事实上，我们已经很难收复我们所退之处，但是西方仍然在积极进步。长期以往，我们将无

地自容。按照进化论的看法，凡事不进则退。国门已经被打开，闭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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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威廉：《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李仁渊、张远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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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商业初等学校演说辞》，见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４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第１９３页。



通过学习，增强自身的世界观念和商战知识，才有机会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时社会传统儒家中的

因循守旧者仍然观念陈腐，不思进取，张謇则不同，他是开放、包容、谦虚的儒家代表。

张謇认为，中国与西方最根本差距是在新知识上，中国的旧知识难以适应工业化的需要。

“盖中国人知识，视他国人远逊，将来吾国之人，能保不为马来人乎？要之，国以农工为本。马来

人之利权，为华侨所得，中国之土地资财，为他国所觊觎者，皆农工不发达之故也”。① 如果仍然

妄自尊大，闭关锁国，不积极地、全面地更新中国的知识结构，全面地推进农工领域的工业化，将

来中国人免不了会有和马来人一样的命运和结果：即国家虽在，但是利权主要掌握在外国人手

中；土地资源虽然都在国土上，但是都为外国人控制、掌握。

（二）对西方的新知识，应博取而精择之

张謇对于西方的新知识、新技术是积极欢迎的，甚至抱有很大的热情，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

恶补。从其论著当中，我们为其西方知识之全面、深入而感到震撼。张謇曾参观张之洞的钢铁厂和

枪炮厂。“与博泉、善馀同诣张韶甄（赞宸）周视铁厂。厂凡生铁炉一，熟铁炉一，白铁炉一，生钢炉一，

贝色麻钢炉一，铁货厂一，铁轨厂一。复诣张月查（经甫之弟），周视枪炮厂。于此见西人艺学之精，南

皮要是可人”。② 张謇参观之后，感叹“西人艺学之精”，中国如果固步自封、闭关锁国肯定不行。

张謇在接待马来西亚华侨参观团时说，“中国旧法制糖，亦有善者。然只知泥守旧法而不知

改良。须知无事，必求其博，博则精，精则可择。如有甲乙丙丁诸法，取其中之精者择之论。中国

当此危险时，即为促进进步之时，故须博而学之。惟中国学校学生程度之高下，有天壤之不同，而

劣者居大多数。苟长此不知自励，知识不进，不将与马来人相若乎？故余之所希望于诸位者，在

博取而精择之也”。③ 张謇举制糖为例，中国旧法制糖，也有做得很好的，但是中国人的问题在于

只知道泥守旧法，不知改良，难以提升生产效率、无法进行规模生产。对于西方的新知识、新技

术，国人应该“博取而精择之”，其中首要的就是要博学，必求其博，即全面的学习和了解；足够博

学、全面，自然而然就会学精、学通；精通之后，融会贯通，自然而然就能做出更好的选择。

（三）中学是立身始基，但并不赞同中体西用论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认为，“工业社会有完全不同的一套

文化意义和价值观，这些是工业化成功的必要条件。日本的决策者愿意接受这样的价值转变，然

而清代的士大夫则不愿意”。④ 可以说，张謇属于这样的士大夫，但是他“不愿意”仅限于儒家的

道德伦理，这或许是张謇与张之洞之间的区别所在。张之洞是张謇的“贵人”之一，两人互动来

往较多，张謇甚至曾为张之洞的《劝学篇》抱不平，但其著述极少提及中体西用的说法。细细研

究，我们可以发现张謇并不认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首先，对中学西学的综合评估方面，张謇

并不认为西方的领先只在“用”的领域，张謇已经看到西方的领先是整体知识体系的领先，而中

国的旧知识仍然主要关心科举制艺，因此他认为在知识体系上必须根本变革。其次，张謇也并不

认为，中国人整体的道德水平比西方高出很多，事实上，他很早关注公德私德、公利私利说，他认

为与工业化同时发展的还有西方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商业伦理等思想，而这些观念中国人尚

不具备或者说尚需启蒙。中国在伦理道德资源上比较丰富，但比较注重个体的道德修养和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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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再次，在国体的问题上，从张謇先主张君主立宪，后又逐渐转向共和。不难看出，张謇对于

改革国体的决心。因此，我们大概可以清楚基于张謇和张之洞的关系，张謇并不提及中体西用论

的原因。从历史来看，事实上，张謇多次代表“帝党”争取张之洞加入支持和维护“君主立宪”的

阵营，这本身也说明双方的差异。由此可见，张謇坚持中学是立身始基，但并不赞同中体西用论。

在中西关系方面，张謇持开放主义的态度，不因循守旧。若非涉及国家主权、利权，他并不常

持政治立场。张謇不盲目自大，妄自尊大；也不自渐形秽，妄自菲薄。他注重理性地区分器机之

学与立身之学，因此提出“中学为立身始基，从学者往往扬西抑中，未免弃本逐末”。① 要用平实、

谦虚的态度学习西方的新知识，但是没有必要扬西抑中，抛弃自家的优秀传统。张謇所谓中学，

是就中国人而言，其核心就是儒家经典思想：中国人当然以中学为立身始基。张謇看重儒家思想

其在道德修养、“立身立人”方面的价值，认为是其不可抛弃、不可舍弃的内容。

当然，张謇也反感那种言必称西方、通盘否定中学的观点。“看《潜研堂集》。‘西士之术固

有胜于中法者，习其术可也，习其术而为所愚弄不可也。’（《与戴东原论江慎修推步书》）此可以

砭今之一切专信西法与务辟西法者矣”。② 《潜研堂集》是清代考据大师、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之

一钱大昕的著作。张謇认可钱氏关于西学的看法，即西方优于中国主要在“术”的层面，中国应

该学习西方之“术”，但是应当审慎、理性辨别，不可盲目、盲从，通盘否定中学、通盘肯定西学，否

则定会为西方所愚弄。张謇认为钱大昕的看法可以针砭当时一切专信西学以及必须全盘复制西

方的观点。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这种看法之所以有效、有理，大概与张謇坚持以“旧道德”

评判事与人有关。西方人重视商业利益，为了商业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发动侵略、殖民战争，

中国可以学习西方所长，但是万不可事事由西方人主导、用西方思维主导，通盘否定中国、中学。

（四）国人当“有旧道德而又有新学识”

张謇重视教育，希望培养出一批“有旧道德而又有新学识”③的新国民。新旧并行，体现了张

謇一贯坚持的中庸思想。“旧”字在前，有特殊强化、强调之意，当然“旧道德”本身即有“始基”，

立身之本的含义。但如果国民有道德，却没有“新学识”，对国家、民族、社会则毫无帮助、贡献，

再好的道德修养也只能是“私德”，公德方面却无进步。

可以说，张謇“旧道德与新知识”的理念超越了中西之争，符合他所说的要有世界眼光。儒家是追

求普世价值的学说，应该抛弃狭隘的中西之争，追求人类的共同命运。对于中国而言，应该搁置中

西之争、体用之争、古今之争，实实在在地学习西方之强、恶补自身不足之处，适应并迎合工业化，同

时也要正视和珍惜本民族文化传统中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其中最丰富的资源就是儒家的伦理道

德资源。这方面，儒家修身之道与伦理道德思想对西学和工业化的补充和调适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难得可贵的是，张謇在那个时代，已经看到经过儒家伦理修习、熏陶的中国人容易适应工业

化。“然则中国遂无人可用乎？闻诸西人，中国人最好用。西人之所以能用中国人者无他，责任

专，薪水重，上有纪纲，下无壅隔而已”。④ 西方人最喜欢用中国员工，因为中国员工责任心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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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专注，也比较有规矩和分寸，这些都离不开儒家思想的熏染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中国人的

优势。当然劣势就是有关工业化的“新知识”极度匮乏。

（五）“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的工业社会能力价值观

张謇并不是迂腐的儒家学者，他就儒家价值观和工业文明的融合已经做了很多思考。比如

他认为就个人而言，作为现代人，应该具备“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的现代社会能力价值观。

“学生负责任，知实践，务合群，增阅历，练能力。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

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也。皆我学生应知应行之事也。农工商业

之至大者，曰棉铁，次则日用之百物，又次消耗品、奢侈品”。① 张謇认为，工业化的竞争就是现代知

识（科学技术知识）的竞争，是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现代人应该担负责任，懂得实际

操作、运作，合群乐群，不断增长自身的阅历，反复锻炼自身的能力。这些价值观有中国传统的因素

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涉及，但是表述方式已不是中国古代的方式，它们与西方价值观有共通和可通

约之处，具有普世性，也具有超越性，这在今天仍然是可供借鉴、非常实用的智力资源。

综上所述，面对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冲击，儒生也曾迷茫、自卑、随波逐流、不知所措。张謇却

如此自信，为国家、民族开启新的思想资源：儒生应该广泛地从事实业、振兴商业，在国家民族发

展工业化的进程中有所担当，为国家、民族尽一己之责。

三、张謇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

张謇为什么要坚持中学为立身始基，坚持中国的“旧道德”？原因之一就是他已经发现工业

化的诸多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反思。张謇除了随庆军入驻朝鲜，还专程前往日本考察，有一定的

国外观感和经验。他非常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送儿子张孝若去海外留学，并且命他主

管企业的国外关系和事务。张謇重视与外国的沟通交流，很早设立了国外分公司，并且雇佣了一

批优秀的外国专家。张謇并不是守旧、迂腐的儒家学者，他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恰恰是基于充

分的学习和研究之后得出的。

（一）反对放任性的自由、平等，主张教育、教化

西方价值观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博爱，甚至被“公认”为普世价值。张謇却抱谨慎甚至批评

的态度。他对自由、平等这些概念及所谓自由主义批判较多。“诸生知教育何义乎？以教为育，

便是干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蛮之事，干涉者文明之事，天何为而测其躔度？地何为而辟以河

渠？此干涉之大者生铁之必数炼而为钢也，生棉之必层制而为布也，此干涉之繁者。反是而思

之，孰为野蛮？孰为文明？既干涉便有约束之事，有服从之事。今甫读译书者，喜谈自由，喜说平

等，此为自便放任则可耳”。② 张謇认为，所谓的自由、平等容易导致自便放任，而教育的本质是干

涉而非放任；自由、放任是野蛮、未开化状态，有干涉、约束、教育、教化才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所在。

张謇并非哗众取宠之人，不轻易批评某事或某种观点，他对当时西方的自由思想以及各家观

点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研究。“须知西儒说自由甚多。加尔来言：不服从规则不能自由。士

遮夫言：真自由以法律整理。博尔克言：成自由在秩序。毕达哥拉斯言：不能制己，不能自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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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精粹。平等则义根内典，以铁滔所谓虽奴隶人不可忘其为同胞，是说平等之最善处。若如浮嚣

之士所喜谈者，推之一家之中，父母、兄弟、夫妇、子女人人如所说之自由平等，能一日相安乎？能

自安乎？愿诸生一己则思尽秩序之义为自由，对大众则思能普及教育为平等，毋沿口口相传之谬

说”。① 在张謇看来，当时社会喜欢谈论自由、平等之人大多是“浮嚣之士”。他认为，自由就是

“思尽秩序之义”，首先是遵守各种秩序后的自由；平等首先是普及教育，实现受教育的平等。

自由不能以妨碍他人为前提。“而闻人言，看剧人好言自由，不愿坐位之拘束。此则大误。如

彼说必以一人之自由，妨碍他人之自由；以不规则之自由，妨碍有规则之自由，古今中外以为不可，

謇亦确以为不可”。② 张謇因为看到剧场里人人都不愿意按照票面上的座位入座，纷纷抢座，使得

剧场秩序混乱，批评这些人的“自由”是以牺牲别人的自由而实现的，以不遵守规则的“自由”妨碍

了遵守规则的那些人的自由。张謇具体举师范学校为例，所谓“范”就是模，统一的刻具、模具的意

思，师范学校是专门训练和培养教师的。这些教师日后还要分布在各种学校教书育人，必须严加要

求和训练。“诸生亦曾思师范学校之义乎？范者法也，模也。学为人师而不可不法不模。诸生其知

之矣。学校则聚以考校诸生之孰受范，孰不受范。诸生既具志愿书而来学，是非独默许而已。校章

者，管理法也。监理能行，诸生能守，是为范之正轨；今日能守，异日能行，是为范之结果。若为一时

自便，而执流俗相传自由之说相抵制，是以自甘放任之人而处愿受干涉之地，非独人与地悖，亦行与

愿乖。天下可放任处至多，何为相溷？”③不遵守规则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自甘放任。

（二）公理、公德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区别于自由、平等这样的价值观，张謇具体提出应该“明公理、修公德”：

诸生知无古今、无中外人人所重者，何等人乎？明公理、修公德之人则人重之，有礼法、不苟

简之人则人重之，能成一业之人则人重之。必有积累，乃有人格。须先从自重起，遽求之人不效

也。下走自弱冠至今三十余年中所受人世轻侮之事，何止千百！未尝一动色发声以修报复。惟

受人轻侮次，则努力自克一次，以是至今日。诸生诸生，自重则明公理也，修公德也，有礼法不苟

简也，能成一业也。毋以为小积则大，毋以为微积则显。一事也如何而能明是公理非公理，是公

德非公德，是有礼法而不苟简，是无礼法而苟简，是能成业，是不能成业？是有界限，有分数。如

何而能明界限，能明分数？试问不讲心理得乎？心理者，进于伦理而渐几于哲学之阶梯也。④

张謇认为，公理、公德是古今中外为人们所敬重的价值观。要成为社会上令人尊重的人，必

须要有积累，要有人格所在，因此首先要从“自重”做起。自己如果都不尊重自己，肆意放任，必

然得不到别人的尊重。“譬如一便溺也，审其为利于人否乎？此公理、公德得失之界也。一出席

请假也，审其为合校章否乎？此有礼法无礼法、苟简与不苟简之界也（诸生中有界限分数不明之事，

当为面说）。有志气，能勤苦，然诺不轻，取与不此能成业与不能成业之界也。然有时容亦自知之而

自犯之，则行之不力，终由知之不真。朱子言之矣。欲不为诸生讲明心理，下走之心安乎？”⑤在社

会中，遇事需要先审度是否对他人或公众有利，社会规则往往是公理、公德的界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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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通常就是服从社会公约和规则。张謇具体举日本的学校为例。“即日本各学校公德增

进分数之多无过军人，其公德之最易见者在服从军之中，将校与军士恩若父子，严若师弟。一令

之行，俨如山立。杜是以存，日是以兴。非数十年之积累，何能至此？然愿诸生之勿馁也。积微

为显，积小为大，在志气而已，在服从而已”。① 张謇发现，很多学生不了解西方真实的思想，以为

只要服从就成为奴隶了，所以要不断逆反、反抗。“诸生勿以服从之义例流俗奴隶之说也。西儒

乌阿通阿有言：服从与独立名相反，实相成。下走谓有志气则勾践之屈身尝粪，有抱冰附火之一

段精神载之，便不是奴隶；无志气则东晋、南宋之皇帝无异于奴隶。且服从者公理之事，礼法之

事。弟之于师，子之于父，军士之于将帅，国民之于国君，能服从，然后能结团体。非是则角立而

离矣，安能望二国之背项？然则中国积衰、积弱之弊，正为人人如流俗所说之自由，无一人实行干

涉教育，遂至于此极。诸生可不猛省乎？”②人是否是奴隶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志气和精神，勾践虽

然身陷囹吾，饱受屈辱，却是精神之极大者；东晋、南宋的皇帝虽然是皇帝，实际上却是奴隶。因

为服从，国家和民族才能凝聚在一起。中国为什么如此衰弱、积贫积弱？在张謇看来，正是因为

过于“自由”，肆意放任，秩序和礼法缺失，志气和担当却不够。

（三）西方国家过于迷信武力、强权、机谋、诈术，必将带来祸患

张謇主张全面地学习西方，但是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也逐渐看到了西方国家和日本的问题。

张謇在考察日本的时候并不认为日本一切都好。他不同于那些高谈阔论而又愚昧无知的官僚，

他在日本也不是游山玩水，他以严格甚至挑剔的眼光审视一切，详尽地了解日本哪些先进的经验

可以借鉴，同时也不忽略对其缺陷和问题的思考。比如，他住在东京清净轩，就发现工业化对环

境的污染问题，“旅馆门外临江户城濠，濠水不流，色黑而臭，为一都流恶之所，甚不宜于卫生”。③

张謇感慨“此为文明之累”，④他感受到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相比可能的弊端所在。在东京，经过

多方调查，张謇发现曾在中国向他推销过凿井图纸，大生纱厂差点准备聘请其凿井的“日本工程

师”竟然是个骗子，此事还牵涉到日本驻沪领事。张謇不禁感言：“嗟乎！日人谋教育三十年，春

间教科书狱发，牵连校长、教谕等近百人。今察其工商业中私德之腐溃又如此，以是见教育真实

普及之难。”⑤张謇还发现日本也有不及中国之处，比如在农业方面：从上野乘汽车到青森，“途中

所见农业颇有不良者，桑率荆种，间有为地桑之鲁种，叶亦小而薄，麦则穗短而色黯，在田者犹多。

询之给仕云：七月半后，乃可刈尽，此时亟于莳稻无暇也。此已不及中国矣”。⑥ 根据对西方深入

了解以及结合日本的考察，张謇对于西方工业文明以及资本主义形成一些自己的看法：

夫所谓世界潮流者，何也？不观夫德皇威廉乎？转战五十月，卒弃其官室、舆服而潜遁，致

乞庇于邻邦。不啻牺牲其人民、土地，以为全世界之试验品，于是知武力、强权、机谋、诈术之不

可容于今之世矣。我东邻之日本，固师法德人以自雄者，今而后能不稍稍敛戢其野心乎？彼于

大战期，售其伪货，肆其诈术，以获莫大之赢利，亦知此后将为人所共弃，而公理正义之所不容

乎！前某日本侯爵来此参观，自言日本当轴亦将改其向日之方针，其言极谦和平易，一变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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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师范学校年假演说》，见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４卷，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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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柳西草堂日记》，见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８卷，第５５３页。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见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８卷，第５５３页。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见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８卷，第５５４页。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见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８卷，第５５５页。



之态矣。且云他日日人之来华者，必劝其来观于通。岂非以通之教育为公理正义之所归耶？①

张謇举德国、日本为例，说明一味强调武力、强权、机谋、诈术在工业社会一样行不通，最终是

为了少数人的欲望和私利，牺牲人民和国家的幸福。西方国家因为工业化的发展而极其兴奋，不

免利欲熏心，以致心智迷失，难免会限国家、人民于不利局面之中。“公理正义”才是普世价值！

张謇追求人类永恒的公理正义，这些公理正义在工业文明时代并不过时。事实上，从今天的立场

回头来看张謇的思想，可见其远见卓识：西方国家穷兵黩武，最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

才使人们重新回到人所以为人的思考立场，恢复一些正常的心智。但是，从目前来看，西方价值

观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思，这必然会给人类社会未来带来更多的磨难。

（四）反对“自由”竞争、恶性竞争，主张“利导整齐”

张謇并不赞同没有节制的产能和市场扩张，他主张“利导整齐”。从世界范围来看，棉花、纱

厂同样有恶性竞争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甚至会引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夫以世界之棉供厂

纺外，仅余十分之一强，中棉又去产额之半于家庭消费，供不足以应求，其势至为明了。一遇凶

歉，必至恐慌，非停、减纺机，即纱随棉贵。而销场滞甚者，各图自救，又必有禁棉运输之发生，此

亦自然必至之势也……言乎已往，已无供不应求之预备；言乎将来，必有供不应求之竞争。竞争

必至相恶，相恶必至失和，失和必且有意外之变幻，此岂非东亚和平之隐障哉！”②放眼整个世界

的棉花产量与纱厂的产能相比，大概只多出十分之一的棉花产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有一半

的棉花产量是用于家庭消费，那么棉花市场是严重的供不应求。一旦遇到棉花欠收之年，市场就

会出现恐慌，大量纱厂要停机等花，纱布的价格也随棉花的价格而大幅上涨。所以，在纱厂的竞

争上，必有供不应求的竞争，需要及早做好企业的战略和计划。

即使如此，张謇还是主张中国的商人、商业应该团结起来，振兴国家的商业实力，保护中国的

商业利润，同时还要积极开放，参与到世界的产业竞争中去。“或曰：‘甲国之患，正乙国之利。

于彼见绌，乃于我见长。’是说也，闭关时代不相往来之言，非通港互市时代之言也。必如或说，

当如历史所云：匈奴得汉缯絮驰草棘中，衣衿裂敝，示不如旃裘之完善；得汉食物去之，示不如監

酪之便美，当曲防，当遏籴”。③ “曲防”“遏籴”出自《孟子·告子下》：“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

不告”，是葵丘盟会盟书第五条，即不得到处修筑堤坝（垄断水利、水源），不得阻止邻国来买粮食

（禁止粮食流通），不能私自封赏而不报告盟主。张謇批评那种此消彼长、非此即彼，以为损人必

然利己的财富和商业竞争观点，认为这种观念在闭关锁国时代都并不一定行得通。

如果进一步考察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精神

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对于合理逐利、积极创造的激情和“精神”，它鼓励人们忘我地从事现代职业

奋斗和创造（所谓“勤奋”），它希望人们节制消费，不断地积累、聚集财富（所谓“节俭”），而这一

切最终表现为工业社会的生产效率极大提升，人类可以不断地创造、获取更好的产品和服务，通

过自由市场和全球贸易，工业化最终惠及全球，使全世界的人们都受益于工业文明的发展。资本

主义从开始就关心伦理道德，它强调合理地追逐和享用财富，但是资本主义鼓励人们不断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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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师范校运动会演说》，见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４卷，第３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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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５４０页。
张謇：《商榷世界实业宜供求统计中国实业宜应供求之趋势书》，见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４
卷，第５４２页。



精神却在工业产品的“供给”端不断创造很多此前人类不敢奢望的奇迹，以至于当“需求”端出现

瓶颈时，资本主义会不断出现危机。关于“勤劳”和“节俭”，韦伯以及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

思想所倡导的涵义有本质区别，这些词汇和概念都打上了鲜明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烙印，即是

以不断创造、追逐和积累财富为目的和前提。资本主义精神只讲求不断创造，却疏于对社会真实

需求的评估，因此阶段性就会造成产品和产能过剩的危机。

放眼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不断创造的资本主义精神与终究有限的社会需求

的冲突、矛盾或危机一直存在，大概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断寻找和打开市场的阶段。

当国内产品富足、国内市场无法消化的时候，会寻求不断扩大市场，甚至发起以贸易诉求为主要

目的的对外侵略和殖民战争。清王朝遇到的各种激烈的侵略战争以及签署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正

是资本主义急剧扩张的阶段。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大萧条”阶段。当殖民需求被殖民地人民

所反抗、国内民众所反对，资本主义的产能消化和贸易需求只能重新回归合理的市场和经济层

面。一旦发生产能与需求的剧烈冲突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就会发生震荡或崩溃，整个世

界都会陷入困境。两次世界大战是这种矛盾的过激表现。第三阶段是福利主义和全球贸易的困

境阶段。“大萧条”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注重建立社会整体的福利体系，加剧了

对各国及社会的成本和负担，倒逼企业追逐更高的利润和发展要求。金融业加速了全球贸易的

发展，它和虚拟经济一同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热衷于主导全球市场，并且从中获取巨额的利润，但

并不依赖辛苦、庞大的劳力。表面上看，这些钱得来轻松、理所当然，但是事实上它是建立在别的

国家和地区利益受损的基础上。因此，这个阶段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贸易矛盾和冲突凸显，金

融资本、债务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全世界的影响尤为明显。可以说，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因为中国的货币宽松和经济刺激政策带动全球经济和产能的维持、增长和平衡，中国在关键时刻力

挽狂澜使得全球经济暂时避免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开始“供给侧改革”，改变“ＧＤＰ中心主义”，

试图逐步实现经济自平衡，这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比较大的打击和影响，这也是全球贸易争端和

冲突不断发生的直接原因。中国不是罪人，恰恰资本主义世界到了反思和调整的时刻。从张謇的

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儒家思想和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当自由竞争失序、各自盲目扩张甚至演化

成恶性竞争，社会和政府都有计划、疏导、干预、平抑的动力和需求，即张謇所讲的“利导整齐”。

综上所述，张謇非常了不起，在那个年代，能够自信地分析西方的长处，理性地看到中国的短

处，并且始终坚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方法，最广泛地最深入地发展工业化来富民强

国。他的这种思想文化自信，今天仍然很多人做不到；他的这种积极学习、分析西方所长的理性

态度，今天很多人也不及。百余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工

业化所取得的成就，佐证了张謇当时的远见卓识。张謇的好友刘厚生认为“张謇一生似乎是一

个结束二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一个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为社

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① 在总结和反思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时候，我们或许应当回到这个“先驱

者”的思想和作为，了解我们的苦难历程，理解我们未来应该坚持和光大的思想、内容和原则。

（责任编辑：郝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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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重树典范继道统　又为儒林续遗篇
———读《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学术小传》（第一辑）

舒大刚　张晓程

　　摘　要：由曹凤泉、洪修平主编的《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学术小传》第一辑，收录了张岂之、庞朴、

李学勤、王赓武、冯天瑜等４０余位专家的传记。这些传记或出自序，或出门人实录，或出朋友评述，记

事准确，内容丰富，可靠性极高。其间既展现了学者的学术生涯，也介绍了学者的学术成果，还撮要介

绍了传主的学术观点，呈现了学人们关于儒学未来走向的预测。这是一部改革开放以来儒学事业恢

复和发展的历史，也是未来儒学学科实现创新创造的宝贵借鉴，无异于一部２０世纪《儒林传》。

关键词：国际儒学联合会；　顾问；　《儒林传》；　儒学

作者简介：舒大刚、张晓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经典文献、儒家学者和义理思想，可以

说是衡量儒学盛衰消长的三大尺度：经典文献是儒家的根柢基石，义理思想是儒学的精髓花果，

儒家学者则是沟通经典文献与义理思想的中介力量，是实现儒学根柢巩固、花果繁盛、义理昭彰、

精髓毕见的直接因素。无论是出于“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的寻根问柢式探究，还是出于“继志述

事，继承弘扬”的创新创造的需要，对于各个时期儒学人物的记述和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这

就是孔门要建《弟子籍》，史迁要设《儒林传》的原因所在。

一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各项事业逐渐步入了正轨，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学

术研究（特别是儒学研究）也日益深入并臻于化境。在“三教九流”并驾齐驱、“中西学术”交相

辉映的学术结构中，儒学无疑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在经历了清末以来西学冲击

而导致的式微衰竭局面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成就的取得，也迎来了自己的发展契机。在新的

发展形势下，儒学研究从文献学、历史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推进开

拓，儒家文明摆脱被动挨批、低人一等（甚至被污名、被抛弃）的状态，逐渐转向与世界各个文明

体平等地交流对话和创新发展，儒学的现代价值也日益得到科学地考量和公正地评估，儒家学者

阵营也改变其“花果飘零”“噤若寒蝉”的状况，涌现出一大批科学研究的专家和热心主持的组

织，产出了一大批具有新思维、新观点、新方法、新境界的研究成果———儒学似乎一下子从寒冷的

冬天走出来，在经历了春天的复苏和夏日的热烈之后，渐渐步入了硕果累累的秋天。

新时期儒学研究的基本意义在于：一方面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客观的学术研究，即把握儒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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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发展演化的脉络，梳理儒学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清理儒学概念的意义与演变，研究儒学在不

同时期与社会、制度和民众发生的联系，澄清被污名化的儒学思想的特质和价值等等。另一方面

又对儒家的思想进行了理论建构与创新发展，改造成为既吸收借鉴又创新转化了西方文化的儒

家思辨哲学，特色鲜明地体现出民族精神与文化特质的儒家伦理哲学，并从儒家立场出发对现实

社会问题提出学术思考和应对办法的儒家经世哲学。① 更值得关注的一方面还在于，２０世纪以

来的考古发现，出土了大批旧史资料和儒家文献，②直接推动了儒家历史、儒家理论的深入研究，

拓展了研究范围和观照层面，出土儒学文献（特别是简帛等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成为新时期

儒学研究的新热点和新气象，并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和壮大趋势。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儒学研究相关的学

者及学术团体在１９９４年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以下简称儒联），旨在研究儒学思想

及文化，弘扬儒学精神，推动社会发展，改进社会治理，促进人类和平与持久繁荣。２０余年来，儒

联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与学术交流活动，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广

儒学研究及儒学教育，开拓其他有助于儒学发展的事业。儒联成立的２０余年，在历史长河中也

许仅仅是一瞬而已，但是在儒联历届领导人的辛勤耕耘下，不仅凝聚了一大批享有盛誉的专家学

者，取得了非常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特别是积累了不少国际间不同文

化与文明交流互鉴的经验，对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能取得这

样的成绩，当然是海内外儒学研究者们积极参与、共同努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结果。随着时

间的推移，当年曾经年富力强、成果鼎盛的学者，逐渐步入老年，从台前走进幕后。为继续吸收发

挥前辈学人的经验和余热，儒联自成立时即实施了顾问委员会制度，从１９９４年设立至今，儒联共

聘请了５届２４６位学术顾问。这无疑是一份十分厚重的学术资源、社会资源和国际资源，充分总

结、借鉴顾问们的丰富学识、睿敏智慧和成功经验，是更好地推进儒学等学术的研究、传播与应用

的重要保障。

二

曹凤泉、洪修平先生主编的《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学术小传》（第一辑）一书（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由中华书局出版，以下简称《小传》），正是“总结、借鉴”顾问资源的成功尝试。该书收录了４１位

儒联顾问的学术小传，在这些顾问中，有３７位来自中国，４位来自海外各国。③ 在这些传记中，有

一些是由顾问个人撰写，有些是由他人代笔，但皆秉承客观、平实、谦逊的态度，为读者分享前辈

学人的治学经历、学术传承、个人旨趣以及研究成果，这些内容无疑是对当代儒学研究的经验总

结，对青年读者具有非常重大的学习借鉴意义，也为儒学未来的发展之路提供一些新思路。笔者

详读该书，受益良多，撰写此文，以志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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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来：《２０世纪儒学的学术研究及其意义》，《文史哲》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杨世文：《考古发现与儒学文献研究———以２０世纪为中心》，《江苏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４１位顾问为：陈瑛、陈荣照、陈先达、成中英、董乃强、方克立、冯达文、冯天瑜、葛荣晋、郭齐家、黄济、黄钊、黄
明同、贾顺先、李申、李锦全、李学勤、刘宗贤、楼宇烈、蒙培元、牟钟鉴、潘富恩、庞朴、钱逊、汝信、宋荣培、王

殿卿、王赓武、王廷信、吴光、相从智、许抗生、许全兴、羊涤生、余敦康、张立文、张岂之、周桂钿、周继旨、朱仁

夫、祝瑞开。



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中，有为儒者立传的传统。当年孔子一一为及门弟子记录姓名、年贯，无

意间创立了“儒林传”的雏形，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即是依据此类材料写成的；至其撰

著《儒林列传》，于是正史儒传臻于完善。《太史公自序》曾云：“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

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①儒家自孔子卒后，至于建元、元狩年间，

经历了颇有波折的发展，先是七十子之徒游于诸侯之间，“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

世”；②后经秦火，儒书被焚，儒者被坑，是为儒学的沉寂期；高祖至文景之世，儒业稍有恢复；进而

武帝时期，“表章六经”而儒学大兴。兴亡继绝，柳暗花明，出幽迁乔，淑世济人，《史记·儒林列

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大有表彰儒业、崇尚文明的用意。其传依《诗》《书》《礼》《易》《春

秋》的次序，记录各位儒者；传记中述其师授，表其学业，对儒者生平、交游、学术等事项，一一展

示详明。这种撰写旨趣为后世史家所借鉴，于是正史中大多设有《儒林传》（或《道学传》），从中

可以窥见儒家学脉延续之序、道统传承之阶、学术演变之迹、文明再造之盛。

随着儒学的日益繁盛，儒林群体的不断壮大，正史儒传已经不足以详细涵纳所有儒者事迹，

一代儒学面貌很难在一篇传记中全面反映出来，于是一些以儒家学者为核心的传记体文本开始

出现，宋代有朱熹《伊洛渊源录》，明代有冯从吾《关学编》、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

传》等，都是记录儒者师传授受的专门著作。到了明清之际，完善的“学案体”著述也就应运而生

了，是即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黄梨洲曾经《自序》其书云：“羲为《明儒学案》，上下

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

粕。于是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③黄氏《学案》，首明学术渊源、部别派分，使读者一览

而知学者们的学术渊薮及学术发展脉络；同时又考辨诸家学术差异，进而撰案语以示宗旨；然后

再从原著中纂要钩玄，选录精华，以示成就。于是一部体例完备、内容丰富、观览方便的，可以反

映出一代思想历史的学术史专著，便正式产生了。

《小传》在“以人存史，以史垂戒”的编写意图上，与上述前贤著述颇为相类，从中完全可以看

出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研究的新风貌。从本书所载４１位顾问的学术小传来看，这些专家学者起点

并不一致，术业各有专精，有专注于史学、文学的，也有专注于哲学、宗教学的，虽然他们曾经在不

同领域进行着各自的研究，但是同时又都兼习儒学，研究孔子，在多个领域具有不凡的建树，几乎

无一例外都具有跨学科的研究背景。这恰恰反映出儒学在中断数十年之后，于改革开放前后才

得恢复和重理的客观状况。他们重视儒学研究，表现出由其他专业向儒学转变的由表及里、由枝

及干的治学径路，突出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特色，也体现了儒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最

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事实。我们无论是认识中国，还是要研究世界；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要服务

现实；无论是探讨理论，还是要躬行实践，儒学都处于非常重要、不可忽视的位置。④ 笔者不揣冒

昧，对本书所载专家学者小传略为概述。

张岂之、庞朴、李学勤、王赓武、冯天瑜等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儒学文献、儒学思想是

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关键材料，也是这些学者研究的重要基础和重点内容。张岂之先生长期从事

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在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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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３３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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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撰，沈善洪主编：《明儒学案》，见《黄宗羲全集》第７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页。
舒大刚、吴龙灿：《儒学当代复兴之路》，《中国文化》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普及方面有很大贡献，张先生秉持的学术观点主要有：儒学即人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

基本构成包括天人之学、有对之学、变易之学与会通之学；中国思想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组

成部分，是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等等。儒学思想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张先生组织撰写的《中国儒学思想史》，是较早系统研究儒学思想的著作，也较多涉及儒学的现

代价值与儒学学科的相关问题。庞朴先生治学领域宽泛，在中国古代历法与天文、诸子研究、儒

学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热”的兴起，加之

大批出土文献的发现，庞先生的治学重点转移到了先秦儒学思想及儒学文献的研究，在年逾古稀

之时，主持召开了３届世界儒学论坛，分别讨论了孔子、孟子、荀子思想的当代价值，还主持参与

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儒学通志》、山东大学９８５重大项目《儒学小丛书》１００种等

工作，这些工作都非常有力地推动了儒学研究的传播互鉴与深入发展。李学勤先生长期从事中

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尤其致力于先秦秦汉史、考古学和古文字研究，其中的一条主线是

探索研究中国的古代文明。李先生的研究有多学科的背景与宽阔的视野，在多个领域有杰出的

成就，尤其在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发展等问题上贡献卓越。２００８年，一批流失海外的战国楚简入

藏清华大学，在这批竹简中，保存了许多与儒家经学、思想有密切关系的篇目，举例而言，从目前

公布的内容看，其中的一些篇目可能涉及《尚书》的佚篇，如《尹至》《尹诰》《程寤》《保训》《厚

父》《摄命》等。李先生主持的清华简儒家经典的整理研究工作，对今人了解战国时期的儒学面

貌大有辅益，非常有力地推进了新时期儒学文献及儒学思想研究的深度及广度。王赓武先生的

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历史、海外华人以及移民史，中英文著述宏富。王先生长期居住海外，深受

海外历史教育、研究传统与学术范式的影响，在中国史研究方面更具差异化的视角。冯天瑜先生

年少之时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亲冯永轩早年求学于黄侃、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冯天瑜从父

亲那里得到了扎实的传统学术训练。冯先生的研究主要涉及了中国文化史、明清文化转型、湖北

地方史志和历史文化语义学四大领域，是国内学术界最早开展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之一，著有

《明清文化史散论》（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４年）、《中国文化史断想》（武汉：华中理工大

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中国文化生成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等书。他还特别强调，

史学工作者要想在学业方面有所突破，除兢兢业业于专攻方向之外，还应当“左顾右盼”，使专攻

方向获得比较参数和开阔的前景。一个以学问为事业的人，应当有理论准备，有广博的知识，有

辨析材料的能力，要锤炼语言，有“贯穿古今与打通中西”的治学眼光与境界。① 这对青年读者来

说，很有学习借鉴意义，是治学良言。

余敦康、周继旨、潘富恩、许抗生、张立文、冯达文、周桂钿等先生在中国哲学领域享有盛誉，

他们所做的是通常中国哲学史中的基础研究，扎实而笃正。余敦康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

究工作，对儒释道三家的研究均有建树，又兼通文字训诂学、版本目录学和校勘学。在这些学科

中，余先生比较侧重儒学和玄学，并且在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

国儒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它的整合性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和谐精神的观点。周继旨先生重视中国

古代社会及哲学思想发展模式的研究，研究上力图打通文史哲、儒释道的隔阂，从中国与世界文

化史的比较研究中把握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基本特征。潘富恩先生师从张岱年先生研习中国哲

学，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命题和学派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专精于对北宋二程的洛学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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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天瑜：《地老天荒识是非》，见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武汉：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９—４８页。



宋吕祖谦的婺学的研究。许抗生先生的研究涉及儒、释、道三家，在儒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

主编或撰著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修养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中国儒学
史·两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儒家思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１５年）。张立文先生主要涉及《周易》研究、朱熹研究、宋明理学研究以及中国哲学的范畴
发展与逻辑结构研究等方面。张先生的研究素有章法，推进亦有层次。首以《周易》这一儒家经

典为起点，再进深至朱熹以及宋明理学的研究，进而以窥中国哲学发展，关注人学，构筑当代中国

哲学创新体系。冯达文先生的研究领域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关于中国哲学的知识化与形式化的

问题；其二，关于宋明理学的分派问题；其三，关于汉唐时期宇宙论的评价问题。三个研究方面均

与中国儒学有密切的关系。周桂钿先生的学术历程以王充哲学为起点，进而引出两条研究脉络：

其一从王充天说出发，到中国古代天文学及古代医学，再至中国传统科技；其二从王充与董仲舒

出发，到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再至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这两条研究脉络，均涉及大量的儒家文献、

学说及思想。

陈先达、成中英、方克立、楼宇烈、蒙培元、牟钟鉴、汝信等先生则精于而又不局限于哲学领域

的研究，他们通常有严谨的哲学学科学习的经历，在治学上注重以哲学的视野与方法论研究中国

传统文化，重视思考历史与哲学的问题。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长期的

发展中，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蕴。陈先达先生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研究注重立足现实，由论入史，围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等问题，

深刻关切现实，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注重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为

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宝贵资源。陈先生勤于著述，代表作如《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

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处在夹缝中的哲学———走向２１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等。成中英先生受到过严格系统的西方哲学的学术训
练，又有深厚的中国哲学基础，创立了以易学本体论、知识论为核心的本体诠释学与新易学，试图

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确立一个形上学的基础。成先生长期关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问题，

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努力将中国哲学的研究融入世界哲学研究的轨道之中，提升

中国哲学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方克立先生少承家学，父亲方壮猷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成长和知识

环境。在哲学学科领域里，方克立先生经过探索研究，力图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上，

清理、总结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哲学和文化遗产，发扬其中优质的思想资源，为现实社会服务。他

的代表著作如《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
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马魂　中体　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即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观念作了考察和诠释，并对其现代价值进行研究，
进一步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这一创新思路，这种看法继承并变通发展自张岱年先生的文化

体用观，同时也对处理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或文化传统的关系提供了解释路径。其立足现实

问题，关切焦点之争，充分统筹诸种资源的优长，更加明确地阐释出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以及

未来的发展之路。楼宇烈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任继愈、张岱年等先生学习

中国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十分广泛，兼通儒释道三家之学。楼先生认为研究中国文化的

学者先要“四通”：中西东、古近现、儒释道、文史哲，四个方面要打通，不能仅局限本学科的范围，

·７４１·

舒大刚　张晓程：重树典范继道统　又为儒林续遗篇———读《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学术小传》（第一辑）



要有宽阔的视野，“用整体综合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① 同时不仅要重视学术研究的进步，

也要做好普及工作，注重“人文精神”的教育。蒙培元先生研究生阶段师承冯友兰先生，主攻方

向是中国哲学史，尤其用力于宋明理学的研究，著有《理学的演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理学范畴系统》（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朱熹哲学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等书。在研究中，蒙先生尤其注意用中西比较的视野研究相关哲学问题，认为中国

哲学的核心在于心灵哲学，又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４年）一书就对现实社会的生态问题和生命问题作了集中探讨。牟钟鉴先生早年也

深得冯友兰先生的教益，主要的学术领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宗教史、宗教学理论，长期致力于

探索中华文化，阐扬中华文化的价值，综合创新，比较中西，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牟先生提出的

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中华大道的特色和本质是“中和之道”“新仁学”的构想以及“温和

无神论”的概念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汝信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哲学和美学，在西方哲学史方

面，研究的重点是黑格尔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主张实事求是地客观分析，以恢复历史人物

的本来面目并作正确评价。

儒学有丰富的学术思想，集哲学、政治、历史、伦理、社会、教育以及其他学术文化观念于一

体，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②因此很难以史学、文学或者哲学这种学科划分的方式来归类。

《小传》一书中提到的４１位顾问，研究领域非常丰富，他们的研究内容都与儒学有较为密切的关

系，其中，李申、李锦全、贾顺先、钱逊、朱仁夫、祝瑞开等先生以儒学研究见长，长期从事儒学研究

工作。李申先生的研究涉及儒释道等多方面的研究，围绕中国哲学的研究核心，做基础研究，意

图在于弄清中国古代文化的本来面貌。李先生对儒教的问题有长期的研究，著述丰赡，比如《中

国儒教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简明儒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中国儒教史》上中下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等。李锦全先生则更多关注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研究，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在儒学研究方面，李先生认为

“儒学哲理化进程”本质上是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博采众长、独出己意的艰辛历

程。要从整体与客观的逻辑起点，历史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相互关系，促进中国传统

文化的现代转型。贾顺先先生的儒学研究主要关注儒学的当代价值、儒学与世界文明等问题，面

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各种文明的接触日益密切，儒学研究需要结合自身特点与现实情况，为当下

服务，积极融入现代社会中。贾先生强调研究要有国际视野，他为此撰写了《关于中西文化的斗

争、融合和发展创新问题》（《中华文化论坛》１９９４年第３期）、《论儒学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补

和创新》（《四川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１期）、《儒学与世界文化和人类和平》（国际儒学联合会编：

《儒学的当代使命：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６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１册，北京：九州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等文章抒发己见。钱逊先生的研究领域是先秦儒学与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更关注早期

儒学的形态与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著有《先秦儒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中

国古代人生哲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等书。朱仁夫先生更侧重研究儒学的学术价

值，在学术研究之外，还积极弘扬普及儒学，编印儒学普及读本，扩大儒学的影响。祝瑞开先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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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致力于对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以及其当代价值的诠释，著有《先秦社会和诸

子思想新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当代新儒学》（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国学与当代社会》（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等书。

中国儒学的发展承载了厚重的历史资源、智慧和经验，也有丰富的当代价值，学人群体立足

于基础研究，进而观照现实社会，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了优秀成果，同时注意到了儒学的现代

转型等问题，积极地关注并挖掘儒学的现代意义与社会价值，推进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教

育。陈瑛、陈荣照、葛荣晋、郭齐家、黄济、黄钊、黄明同、刘宗贤、宋荣培、王殿卿、王廷信、相从智

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专业研究以及传统文化教育领域皆有长期的耕耘，享有盛誉。陈瑛先生长

期从事伦理学研究，重点在中国伦理学史，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并且观照现

实社会，提出了许多关于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观点和设想。陈荣照先生在儒学

研究中更多关注儒家的人文精神、忠恕观念、政治观念等与当代社会的契合。葛荣晋先生主要从

事中国传统哲学、东亚实学、中国管理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尤其着力于将管理哲学与中国传统

哲学相结合，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管理思想，并促成其现代转化，进而应用到具体的实践领域。

黄济与郭齐家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尤其强调挖掘中国古代教育思

想中有价值的观念和成功的思想，并运用于当下的教育体系中。黄钊先生在道家哲学、儒家哲学

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传统德育思想，吸收借鉴中国传统德育遗产中的合理因素，以扩宽和丰富社

会主义德育理论体系。① 王殿卿先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样长期从事德育研究，在实践层

面，王先生组织编写了德育教材，对大中小学生开展德育教育，筹备了多次关于德育研究的学术

研讨会，王先生身体力行，贯彻中国儒家优秀的传统道德观念，令人敬重。黄明同先生在与年轻

人合著《孙中山的儒学情结———中华文化的承传与超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一书中，详论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等问题，深有启迪。刘宗贤先生多年从事儒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研

究，近些年的研究更多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等诸多问题，提供

了丰富的思考维度。宋荣培先生的研究领域是先秦哲学与东西哲学交流，尤其在东西哲学交流

方面，更多关注东西哲学之间的对话，研究儒家文明在全球化时代中的意义与面临的挑战。王廷

信与相从智先生都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工作与儒学的传播、弘扬，在搭建儒学研究推广的平台方面

成就显著。各位先生热忱地投身于儒学教育与推广的实践中，培养了大批志于学术研究的学生

与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他们是儒学事业的建设者，他们知行合一，笔耕不辍，丰富发展了当代中国

儒学的内涵，为晚辈学人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治学与实践的经验智慧。

当然，从学者个人的研究历程来看，学术研究工作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个人兴趣、学

科发展、社会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下，研究的方向和领域也会发生转变，但从诸位先生治学理路来

看，他们在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关注并涉及儒学研究的领域，儒学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比如

吴光先生在学术界首先以研究道家黄老之学成名，其实在硕士阶段，吴先生已经对儒家文献及思

想有一定的阅读，也比较赞赏儒家的道德人文主义学说，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定的历史背景

下，他对儒学认识还是模糊的。直到１９８８年，吴先生受聘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从事儒家哲

学研究，这期间他大量阅读港台与国外学者关于儒学传承与价值的研究，研究方向转向了儒学研

究领域，在其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吴先生陆续发表了２００余篇论文，撰编了多种论著，其中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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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儒学思想的。再如董乃强先生，董先生在退休以前主要从事图书馆学的研究工作，对儒学

的研究则始于１９７９年为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杜维明提供图书资料之时，董先生接触到

了孔子儒学的资料，并被传统文化吸引，在退休以后，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研究及普及儒学的

事业之中。这种方向上的转变更多体现了学者勤于治学、探索不息的精神，学术研究仰赖于坚持

不懈、步步为营，也需要另辟蹊径、勇于开拓。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学术

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新材料的大量涌现与研究范式的更新。

中国儒学研究的深入推进还在于前辈学者在充分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吸收借鉴儒学

的优秀传统之后，对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辨反思，又以开放的胸怀、宏阔的视野，积极与西方文

明对话。羊涤生先生师从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先生学习中国思想文化，在儒学思想研究领

域素有声誉，在研究工作中，羊先生深入对比研究中西文化的异同，又积极与海内外学者探讨对

话，在中华文化的复兴等话题上多有真知灼见。许全兴先生主张全面理解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并对其有深入的考察，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中华文化的复兴应该继承包括儒学在内的优秀传统文

化，而且要符合当前社会阶段的现实要求的观点。许先生还指出儒学能否复兴，关键在儒学本身

是否可以自我变革、与时俱进和完成现代化。

《小传》所载的这些学者有些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幼承家教；有些出身于经商务农之家，年

长始学，但他们都有勤奋治学、不断求知的人生经历，并且一以贯之，在退休之后仍笔耕不辍，勤

于著述。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素有传承，不固守亦不冒进，坚守传统亦不回避新学，学不分中外、不

分古今，不以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为限制，融会贯通，兼具中国文化的根底与世界视野，关注现

实问题，讲求实事求是，着重研究中国文化的若干面向。有的先生还走出书斋，去群众中传播普

及中国传统文化。

三

儒学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这些专家顾问学术研究的重要

阵地。读毕《小传》，很有收获。笔者认为，该书不仅反映了儒联成立以来重要学者活动的基本

状况，也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研究的基本史实。其次，该书还是几代学人经验交流、方法传

示的集中展现，读者当从该书所述前辈学人的研究历程与研究心得，按图索骥去阅读他们的文章

著述，了解著述中的所阐释的治学理路以及思想文化价值，来促进自身的进步与研究思路的展

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小传》无异于一部改革开放以来的儒林简传。再次，从该书主人翁们治

学经历所揭示出的“穷则思变，每变益精”的事实证明：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不能僵化，儒学要走向

现代化，就首先得与现代社会相融，要想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具有影响力和话语权，就不能顽

固保守、忽视新思想和新方法，而应不吝吐故纳新，克服和纠正儒学自身的不足与弊端。

当然，儒学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和积极的，儒学如何影响历史

和文化，我们的前辈学人已经各有揭示。但同时儒学内容又是非常复杂的，精粗杂呈，优劣齐备，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是儒学研究当认真面对的。我们对于儒学的研究，最正确的态度就是要

以历史研究的视野，善于批评分析的勇气，分辨清楚哪些是优秀的传统，哪些是应该质疑的内容，

进而把对学术研究有意义的、对当代社会有意义的内涵挖掘出来。同时，要像《小传》介绍的各

位先生一样，积极进行方法论的创新，有科学的精神，开放的胸怀，与世界上的其他学术展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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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不断交流借鉴，促进自身的变通与发展。

更进一步说，新时期儒学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儒学研究的领域宽泛，所涉学科众

多，研究内容体量巨大，绝非一己之力可以完成，这就需要众多学人紧密合作，充分协调，搭建学

术研究梯队，形成研究儒学、发展儒学的学术共同体。《小传》所载诸位先生，大都任职于海内外

知名高校，指导培养了一大批硕士生、博士生，为儒学研究事业提供了后备力量和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这些先生还充分重视学术交流活动，积极筹办学术会议，促进学人之间互相切磋，保持了

儒学研究的活力。这其中也有儒联长期以来的努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开展研究工作的同时，

要充分认识儒学的特质，发挥儒学的优长，积极推进“经典儒学”与“大众儒学”教育。“经典儒

学”是指亲近儒家经典，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儒学教育，总体上属于学术研究的层面。儒家经典

是儒学研究的基础，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以及思想资源，因此需要回归经典、诠释经典，从中

汲取经验和智慧，古为今用，把经典文本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将历史上的留存物活化为现实的

思想动力。① “大众儒学”则是以经典儒学为阶梯，提炼出对当代社会有益的契合中国传统文化

精神内核的内容，注重应用实践，贴近日常的生活，充分发挥儒学“顺阴阳，明教化”的功能，向大

众普及儒学的知识、思想、文化等内容，进而构筑起符合当代社会实际情况而又不失传统文化特

色的行为方式与道德规范。“经典儒学”与“大众儒学”，一学一术，一体一用，是为当代儒学复兴

的一体两面的现实路径。② 《小传》载诸位先生在儒学经典的研究阐释、儒学思想的提炼升华、儒

家文化的普及实践所反馈的效果，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儒学事业不仅需要依靠学人群体在

学术上稳步推进，也需要在国人心中埋下萌生的种子，形成儒学文化的氛围以及符合当代社会的

价值取向，把儒学教育纳入到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这样儒学的发展才能生生不息。

学术没有止境，探索不能终结。儒学的价值，不仅仅帮助我们认识过去，还在于建设未来。

儒学要适应时代、服务未来，就必须完成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前辈学人从不同角

度、不同入口，对儒学进行的种种研究和探索，正为我们提供了再出发的始点，搭建了再攀登的阶

梯。儒学研究理应关注现实社会，为当下的社会服务，这样才能保持儒学日新其德、生生不息的

活力。吾人正应该在本书展示的诸位大家学术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儒学的现代更新与转

化，促进儒学适应和服务于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

（责任编辑：元　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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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景海峰：《当代儒学研究的经典诠释向度》，《孔子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舒大刚、吴龙灿：《儒学当代复兴之路》，《中国文化》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融贯汉宋　抉隐发微
———夏长朴先生《〈四库全书总目〉发微》评介

邓洪波　刘　辰

　　摘　要：近年来，“四库学”渐成显学，其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而夏长朴先生《〈四库全书总

目〉发微》一书，即为目前“四库学”研究中最为杰出的成果之一。是书立足文献，以精确、细密、严谨

的考证，梳理出《总目》定型前诸多提要文本的时间序列；另一方面则深入阐发《总目》文本所蕴含的

学术思想，以及隐藏于其中的现实情境。通过融汇“汉学”考据与“宋学”义理两种取径，此书成功地

对《总目》进行“抉隐发微”，在“四库学”研究中极具里程碑意义。

关键词：提要文本；　时间序列；　《四库全书总目》；　学术史观

作者简介：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刘辰，中山大学历史系（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里，亚欧大陆两端成为古典文明的摇篮，从而孕育出两大

文化传统：西方人文主义与东方儒家文化。这两种传统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在当今世界中仍发

挥着重要作用：现代国家的发展建设往往强调文化自信与文化实力，其所倚靠的正是上述两种古

典文化传统。因此，如何复兴、继承它们，便成为当下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一点尤其表

现在东亚地区，中国尤其如此。

但正如先贤所云“道不离器”，儒家文化传统往往需要物质载体———历代典籍，才得以传承。

职是之故，在文化需求的影响下，能够容括古今载籍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便成为主要关注

对象。其中《四库全书》由于卷帙完整，种类丰富，且自身极具“儒藏”色彩，故儒学复兴后，海峡

两岸多家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一时间皆以为文化盛举，由此可见其社会影响力与文化价值。

在影印《四库全书》以推动儒学及传统文化振兴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即

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进行删改禁毁，使得不少典籍面目全非。因此就

有必要以历史的方法予以考证辨析，从而充分利用其文化价值。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四库

学”渐成显学，其相关论文、著作颇为丰硕，而夏长朴先生《〈四库全书总目〉发微》（中华书局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出版）一书，即为目前“四库学”研究中最为杰出的成果之一。是书以《四库全书总

目》（以下简称《总目》）为研究视域，突破以往“四库学”研究之局限，融贯“汉学”考据与“宋学”

义理两种取径，对《总目》相关文本进行“抉隐发微”，试图探寻其中所蕴含的“学术史观”。其论

证精详，洵为典范之作。今谨为评介，以期学界同仁有所关注。

一、“四库学”领域的研究取径

儒学自产生以来，在漫长地衍变、纷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两大治学传统：训诂考证之“汉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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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阐发之“宋学”。二者相伴共存，其间屡有争竞。诚如《总目》所言：“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

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①而这两种治学传统，随着

儒学在古代学术中影响力扩大而逐渐具有普适性，成为文史哲研究通用的取径———即“考据”与

“义理”。这一点同样表现在“四库学”领域中。

“四库学”，顾名思义，是围绕《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全书》）及《总目》而展开的学问。乾嘉

之际，《全书》《总目》甫问世，在“钦定”“御制”影响下，成为士人阅读、治学的指标与门径，“故衣

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②士人惟有赞赏、尊崇，无敢指摘者。

道咸之后，清廷权威失坠，文网稀疏，《全书》《总目》渐受质疑。一方面士人开始搜访禁毁书目，

逾《全书》之藩篱；另一面批评、订误提要文本，中《总目》之隙。因此，以往被“奉为三尺法”的

《全书》《总目》，至清末变为学者研究的对象。

沿及民初，“四库学”正式产生。其研究内容仍接续清末已有思路，注重禁毁书目的搜集整

理。受这一方面的影响，学者开始关注研究乾隆纂修《全书》、禁毁图书之过程，从而产生以郭伯

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为代表的溯源考证之作。流风所及，学者多考证《全书》纂修之具体问

题，为日后“四库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而与《全书》相配套的《总目》，亦同样受学者重视，研

究成果繁多，如叶启勋《〈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补正》等。

上述对于《全书》《总目》的研究，大多注重文献版本，进行考证论辩，以“考据”为治学取径。

这一研究传统，在此后“四库学”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基本的研究思路。③ 相较之下，“四

库学”领域中，“考据”之外的“义理”取径，就显得颇为寂寞。其中缘由，在于学者多认定《全书》

纂修时“禁毁”“删改”图书，其思想文化价值不高，故对“义理”层面少有留意。另一方面，以《总

目》为例，多数学者醉心于文本的订误工作，无暇触及于此。而钱穆《四库提要与汉宋门户》一

文，开“义理”研究之先河，但这一尝试在学界中反应较为平淡。④ 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这一情

形发生改变。几部《全书》相继影印，被视为文化盛举，其文化价值得到高度认可；作为“四库学”领

域的重心———《总目》，随着订误工作的完善，周积明等人提倡“《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化史研究”，⑤

“义理”研究取径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其研究成果颇多，⑥有与“考据”分庭抗礼之势。

以上为“四库学”自产生以来所存在的两种治学取径：“考据”与“义理”。质言之，也可视为

“四库学”研究中“汉学”“宋学”之分野：“考据”者醉心文献版本，视“义理”为玄虚；“义理”者着

眼学术思想，以“考据”为支离。二者虽无相争情形，但多少也存在区隔、划界之势。而夏先生

《〈四库全书总目〉发微》一书，则试图贯通汉宋，兼取“考据”“义理”两种取径。是书分为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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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永誽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１页。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４９页。
如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诸书皆考证精详，深化“纂修”研究；崔富章《四

库提要补正》、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等则订讹补缺，洵为《总目》功臣。

目前可知，１９４９年前有关“义理”取径的“四库学”研究成果，仅有钱穆《四库提要与汉宋门户》（《天津益世
报读书周刊》１９３５年第１４卷第２４期）、柴德赓《四库提要之正统观念》（《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学术集刊》１９４５
年第１期）、王任光《四库提要之论西学》（《上智编译馆馆刊》１９４８年第３卷第１期）。
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以《总目》为例，论著有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庄清辉《〈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研究》、张

传锋《〈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赵涛《〈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研究》、何宗美《〈四库全

书总目〉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等，论文数量更夥，此处则不赘述。



上编为“文献编”，结合新近发现、影印之《四库》文献，以“考据”之法推定其成书时间；下编为

“经学思想编”，阐发《总目》中的学术倾向与评价立场，进而分析文本表相背后的“情境”本

相———以乾隆皇帝为首的清廷如何书写、建构自身所要表达的“学术史观”。以下具体叙述之。

二、立足文献，考证精详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① 此言正可与“四库学”相印证。“四库学”之所

以能在近年来得到迅速的发展，其原因就在于，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大量新材料的发现，如不

同阁本《全书》相继影印，提要分纂稿、《初次进呈存目》（以下简称《初目》）、《荟要总目》等文献

整理出版，《总目》诸多稿本被重新发现与认识。上述史料文献极大程度地推动“四库学”研究。

与此同时，也产生相应问题：包括分纂稿在内的诸多《总目》书系，大致能够呈现出一个连贯的序

列、系谱，但对于具体时间节点的认定与梳理，则是“四库学”亟待解决之问题。夏先生此书之上

编，即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

其对问题的解决，正如他本人所言，是“建立在确实可信的文献基础与严谨的论证推理上”，立

足原始文献，进行细密考证。夏先生选取《总目》书系中几部重要的如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

台北所藏之《总目》稿本进行编纂时间考证。其中对天津图书馆《总目》稿本的考证尤见功力。

这一稿本此前曾被学者定为乾隆五十一年时“为刊刻《总目》而抄缮的一个清本”，但夏先生

本着“无疑处有疑”的精神，探究其真正的编纂时间。首先，关于这一稿本最令人困惑之处就在

于卷首曾收入御制诗文，而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却明令“著将所进诗文六卷撤出”，以往学者受此

影响，以为改稿本为《总目》初稿。但夏先生在目验文献之时，敏锐发现《圣谕》中杂有四十六年

二月之后的诸多诏谕，因而细勘其版心、边栏、鱼尾等文献版式，发现这一部分实为后来编次者所

孱入。做好上述文献清整工作后，夏先生进一步探讨其时间问题：凭借自身对于《全书》《总目》

纂修史实的精准把握，以《总目》相关书籍著录情况、纂修史实为时间节点，寻找具体突破口，以

断定其具体时间。如乾隆五十二年乾隆皇帝曾抽读《全书》，发现李清等人的著作语颇悖逆，故

下令在将其相关著作抽毁。再如乾隆四十八年时，曾对《问山集》进行撤毁，夏先生以此为切入

点，将上限断为乾隆四十八年，并通过对《契丹国志》《离骚图》两书提要修改过程的细密考证，最

终明确稿本编纂时间。

其后数文，大致延续上述思路，设置研究上下限，以乾隆后期撤毁删改书籍为节点，精确、细

密、严谨地开展研究；在节点内进行比勘时，极尽绵密细致之能，从提要叙述繁简、叙述内容、版

本、卷数、数字等方面，一一目验对比，证据翔实，深得汉学考据“语必多证，证必多例”之精髓。

此外，在编纂时间考证之后，夏先生还对《初目》《总目》稿本的文献价值予以评述，于当下

“四库学”研究极具启发意义。如上述稿本成书时间的推定，使得学界对于《总目》生成衍变的时

间系谱逐渐有着清晰的掌握，极大地推动提要文本比较研究；尤其是《初目》这一节点的明确，与

乾隆三十九年之《总目》相区别，为此后研究提供新的主题；“一书二提要”现象的揭示，指明《总

目》提要存在不同文本系统，有助于深化对《总目》纂修过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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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２６６页。



三、阐明义理，辨章学术

民国时期，余嘉锡、汪辟疆两位先生都曾讨论过“目录学”之宗旨，认为大致有三点：“纲纪群

籍，簿属甲乙”“提要钩元，治学涉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① 作为古典目录学的巅峰之

作———《总目》，自然能够反映上述特点。首先《总目》将中国古代书籍以经、史、子、集四部４４小
类进行排列归位，给人以清晰、详明的学术规模，使其知学问之涯縵；进而通过书目选择与内容评

价，对收录书籍予以价值层级划分，使读者在阅读中得到门径指点；而四部以及各小类前皆有一

“叙”，以论述部类学术源流变迁，辨析、梳理、评介学术思想之发展，并最终作出立场倾向之选

择。三个特点层次分明，循序渐进，至“辨章学术”而臻于极点。但就目前《总目》研究来看，学者

对《总目》的认知仍以第二点为主。② 同时在“考据”取径主导影响下，以学术思想为对象的“义

理”取径往往为学者所忽视。职是之故，此书“经学思想编”，即转换前述“考据”研究路径，从

“义理”入手，发《总目》之微。

夏先生原本精研儒典，故其《总目》“义理”研究，便主要着眼于经部。通过对《经部总叙》分

析，他发现《总目》在梳理经学发展源流时，是以“汉宋对峙”作为“辨章学术”的指导思路。即在

《总目》看来，所谓的“经学”，本质上实为“汉学”“宋学”两种学术流派此起彼伏，共存竞争：“要

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这一经学史进程中的总体特征，亦如“理一分殊”之原

则，在具体经书的学术衍变中有所体现。不过，由于此类评论意见“较为隐约含蓄，没有《总叙》

那么明显，多半见于各经《小序》、各书提要之中”（第３０８页），因而常为学者忽视。而夏氏独具

只眼，留心于此，将其置于“学术史”视野下进行观察，予以“抉隐发微”。具体而言，选取经部中

较为重要之门类，以《总目》著录书籍为经，以内容评价为纬，来把握《总目》“汉宋对峙”学术史

建构。如四书类中《论语正义》提要，以往学者多未曾瞩目。而夏先生则指出，《总目》通过对此

书提要的不断修改，有意将《论语正义》建构为“汉宋对峙”的转折点：“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

傅以义理。汉学、宋学，自兹其转关。”而后突出《四书章句集注》价值，以此书引领宋元明《四书》

学发展，从而强化“义理之学”“考证之学”的分别对立。涉及“汉宋对峙”的学术史门类外，夏氏

也极为细心地指出通例之外的变例———因为《总目》秉持“《书》以道政事”之原则，故《书》类不

论汉宋，只论具体学术问题。

《总目》在经部中虽建构出“汉宋对峙”的学术史情形，但作为“辨章学术”的书写者，《总目》

终究要表达出自身学术立场的选择。这一点，《经部总叙》有所体现：“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

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③意为《总目》秉承“持平”汉宋之立场。夏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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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洪波　刘辰：融贯汉宋　抉隐发微———夏长朴先生《〈四库全书总目〉发微》评介

①
②

③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年，第１—３页。
对《总目》“治学涉径”的认识，早在清代后期就已产生，如张之洞《 轩语·语学》。这一观念至清末民初时

尤为盛行，民国学者大多在年幼时受益于《总目》。如顾颉刚回忆自己年少时“《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

目答问》一类书那时都翻得熟极了”（顾颉刚：《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５页）陈垣在治
学过程中也深受《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２
年）这种年幼读书时便重视《四库全书总目》的现象，在江南地区颇为常见：“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本有一教

子弟读书之法，系于其初能读书时，使其阅《四库全书书目提要》一过，使其知天下共有学问若干种？每种的

源流派别如何？重要的书，共有几部？实不啻于读书之前，使其泛览一部学术史，于治学颇有裨益。”见吕思

勉：《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７８页。
永誽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１页。



通过对经部提要反复细读，从内容评价入手，“抉隐发微”其学术立场：《春秋》类方面，《总目》明

言宋代《春秋》学之“舍传求经”“穿凿附会”；至于宋儒胜场的《四书》类，表面上看《总目》认可宋

儒“义理治学”为汉儒不及，但其背后有意突出“四书”非“道学”首倡，《集注》根基于汉唐注疏，

且屡屡抨击宋儒“门户”。《总目》最终秉持“尊汉抑宋”之立场，所谓的“务取持平”实为门面话

而已。

这一“抉隐发微”的工作并未停留在文本表面，还深入到文本背后的“情境”本相———即何种

原因导致《总目》产生上述学术立场。夏先生结合《总目》纂修的具体过程，指出乾隆自始至终强

力介入其中，以自身好恶左右馆臣书写，从而最终形成《总目》学术史建构及其立场选择。为印

证此点，他还撰《乾隆皇帝的经学思想及其发展》一文，细密梳理出乾隆自身观念转变对于《总

目》产生何种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夏先生对于“情境”因素的把握，早年强调纪昀等馆臣的影响

（第２２５—２３４页），而后则倾向乾隆皇帝。这一研究结论的转变，其实也正可反映出近二十年来

“四库学”研究呈现细密、深化的情形，颇具学术史意味。

四、结　语

通观全书可知，夏氏此书虽以“发微”为名，以考据与义理为研究取径，但其最终关怀却在于

《总目》中的“学术史观”。夏氏在书中屡屡言及《总目》“应当被视为研究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发

展的重要著作”。在夏氏看来，《总目》不仅仅是一部凸显稽古右文的官方书目账簿，而是“藉此

机会剖析流派，阐发学术来龙去脉”，表明“汉宋对峙”中国学术发展史观的典籍。因此，夏氏此

书“文献编”探明《总目》稿本的编纂时间，其目的就在于明确衍变生成系谱的具体时间节点，从

而为日后研究“学术史观”形成过程张本。而“经学思想编”则以《总目》为基础，先行把握“学术

史观”的定型内容。就这一方面而言，夏先生的研究非常成功。

同时，笔者在通读全书后以为书中有几处表述似乎值得商榷。第一，夏先生所言“汉宋对

峙”的学术发展史观，其范围似是涵盖经史子集在内的所有传统学术，个人对此表示疑义。细读

《总目》可知，这种强调“汉宋对峙”的叙述以及“汉学”“宋学”字眼，几乎全部出现在经部，子部

仅有个别几处，而史部、集部则完全没有，因此，有必要考虑“汉宋对峙”视域有限性的问题。夏

先生对于学术史观的研究，目前仅有经部方面，是否可以将视域延及其他部类，从而为“汉宋对

峙”学术史观给予更具有说服性的例子？第二，夏先生此书中《〈四库全书总目〉与汉宋之学的关

系》一文，提及“汉学”“宋学”的来源出处时，说“至于‘汉学’，则首见于惠栋的《易汉学》”（第

２１６页），窃谓此说不确，有学者指出“汉学”一词最早见于宋人赵师秀“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

诗变有唐风”，故此处当改正。最后，对《初目》的编纂时间问题，此书定为乾隆四十年左右完成，

其依据就在于有几篇提要里标明来源出处，夏先生依据其中所述之官职得出结论。但也有学者

如刘浦江先生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初目》中反证颇多，尤其是书中王士?皆写作“王士正”，而乾

隆三十九年十二月明确下诏“王士正”讳为“王士祯”，此后相关提要文本都严格遵循，而仅有《存

目》如此书写。通过一番考证，刘先生认为该书缮写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因此，对于《初目》的

编纂时间还需商榷。

（责任编辑：张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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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精详　考旧启新
———评《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

付　佳

　　摘　要：张宝三教授所著《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是海外中文古籍

善本书志中的一部力作。该书厚重精详，考旧启新，融入作者多年的经学研究成果，不仅揭示了芝加

哥大学图书馆藏经部善本的特色与价值，对推动经学文献利用和儒学的海外传播也将有所裨益。

关键词：书志；　特色；　价值；　海外汉籍

作者简介：付佳，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近年来，在全球文献数据化和信息共享的潮流下，“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海外中华

古籍珍本丛刊”等工程陆续开展，多部海外图书馆藏中文古籍书志和影印图录相继问世，对研究

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张宝三教授所著《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

书志·经部》（以下简称《芝大书志》）即为其中一部力作，于２０２０年５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

版。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成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是一家历史悠久、馆藏丰富的海外中文古籍

收藏机构，所藏善本中以经部为最优，其中不乏世所罕见的珍稀版本。故《芝大书志》的问世，不

仅揭示了该馆经部善本的特色与价值，为了解海外汉籍的全貌增添了新的一笔，对于推动经学文

献利用、儒学研究也将有所裨益。《芝大书志》收录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所藏经部善本２８４种，

并不全录原书序跋，却有百万余字，可见内容之丰富。此书志之所以如此厚重，不仅在其对文献

信息著录之详尽，同时也将作者的考证、研究包含其中。

历来古籍目录体例各异，简繁不一，有仅著录题名、版本的简目，也有以揭示内容为主的提

要，而“书志”则兼二者之长，既有完备的版本信息，也有作者、体例、内容之分析。正如缪荃孙

《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志序》中称丁氏书志“实能上窥《提要》，下兼士礼居之长，鉴赏、考订两

家合而为一”。① 书志也成为了当今古籍整理普遍采用的方式之一，尤其是近年的海外古籍善本

整理如哈佛、耶鲁、加州柏克莱、斯坦福等名校所藏善本皆陆续以“书志”形式出版，也逐渐形成

了较为成熟的著录标准、编纂模式，即古籍书志一般由版本著录、内容提要、他馆存藏三部分构

成。然而，以图书馆学人为主的书志撰写者，由于多非某学科的专家，往往长于文献著录与版本

考订，在文献体例、内容分析及学术评价等方面则有所欠缺；专业学者长于治学领域内的文献提

要撰写，如清代修《四库全书总目》、民国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多出经、史、子、集各部名家之

手，自是在书籍内容得失评价上眼光超卓，却未必精于版本。难得的是，《芝大书志》作者张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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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缪荃孙著，张延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　诗文１》，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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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集二者于一身，他既是经学研究专家，撰有《五经正义研究》《东亚〈诗经〉学研究》等专著，

又有多年讲授古籍版本目录学、编撰古籍目录的经验，主编过《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东亚文献

目录———中国古籍篇》《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东亚文献目录———日本汉籍篇》。故他为芝加哥

大学所藏经部善本撰写书志，兼擅所长，在信息著录、版本考订、体例剖析、内容评价上皆可谓严

密精当。

在文献著录上，《芝大书志》是极详极细的，除了书名、卷数、行款、序跋等基本信息外，讳字、

刻工、牌记、批校、圈点、钤印等跟版本相关的项目也一一记录。不仅从馆藏文献中提取原有信

息，作者还注重考察版本源流和异同，探讨原刻与翻刻、初印与后印等问题。对于有宋元刻本传

世的文献，作者多溯其源，从而明确馆藏古籍的版本系统。如就馆藏《周易兼义》（序号０１２）一

书，作者叙述了南宋以来十三经系统中《周易》注疏本的刊刻概况，以明确馆藏此本乃是明代北

监本之零种，据闽本翻刻。对于明清人的著作，则往往详考其重修、补版、重印等情况。如馆藏明

钱时俊所撰《春秋胡传翼》（序号１４９），作者通过讳字、作者题名、纸厂印记等，考证为明刻清代

印本。又如馆藏明方日升所撰《古今韵会举要小补》（序号２７０），作者通过版心、书首的挖改情

况，确定为周士显原刻本之重修印本。同时，对同书不同版本或同版本的他馆所藏本进行核查，

比勘异同，尽可能细致、准确地突出芝大图书馆藏本的个性特征。如馆藏《周易传义》（序号

０１４），芝大图书馆旧目谓“是书系翻刻明嘉靖吉澄本”，而作者对比南京图书馆所藏明嘉靖吉澄

刻本，发现其书首内容、书中所标“传”“本义”字作白文或墨字与芝大图书馆所藏有异，又对比北

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所藏明福建杨一鹗刻本，版式、内容皆与芝大本相符，故断为

“据明杨一鹗刻本重刻”。又如馆藏《周易广义》（序号０１９）为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刻本，湖北省

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记载有相同版本。然细校两地所藏，作者发现湖北省图书馆藏本卷首之缪

彤序有删减，故提出湖北省图书馆所藏应为后印本，为重印时因避讳而有所删改。此外，作者也

通过查考他馆所藏来为书志撰写获取更多材料。如馆藏《诗经正解》（序号０７１）为康熙二十三

年深柳堂刻本，卷首无序，而日本安政五年（１８５８）刻本卷首有清葛筠《诗经正解序》，藉此可补充

此书的版刻信息、撰述缘由等。然要对近三百部书遍考海内外他馆所藏情况，并作对比分析，耗

时耗力，委实不易，非经年累月埋首经籍不能成书。且作者每一论断，皆考证严谨，持之有据，并

展开论述，这也是此书志颇费文墨原因之一。

相较其他书志，著录“纸厂印记”一项并以之作为版本鉴定的依据之一，是《芝大书志》的独

到之处。纸厂印记在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印本中常见，可资为鉴定清代印本的佐证，此前尚未引

起重视。芝大图书馆所藏善本多清代前期刻印本，张宝三教授于有纸厂印记者一一记录，述其形

制、题款，并根据纸厂印记来鉴定版本，收获良多。如馆藏明姚牧舜《重订五经疑问》（序号００３）

各经书末镌“丙申仲冬曾孙男淳起校补”，此“丙申”在其他书志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

馆藏中文善本书志》中定为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然张宝三教授注意到姚淳起生平事迹晚于顺治，

并结合书页上钤有红、蓝二色长条形图案之纸厂印记，此印记常见于清康熙至乾隆印本中，将此

部古籍的校补印刷时间判断为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在书志撰作实践基础上，张宝三教授还发

表了《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之研究》《纸厂印记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鉴定之运

用》等论文，对清代版本学研究作出了新的探索。

《芝大书志》另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有意师法《四库全书总目》，对文献内容作提纲挈领的揭

示，使书志充分发挥指示研究门径之功用。作者自序中即言：“使读者得以对中国经学有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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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外，亦期望本书志可作为有志从事经学研究者之梯航。”①在内容提要中，作者首先非常重视对

文献的撰述宗旨和体例格式进行剖析。四部之中，经部文献的编纂缘由、成书目的较为多样化，

因学术史背景和学者个人立场不同，或传承阐扬，或质疑批驳，或增补辅翼，或删选节要，或为科

举教学，或为学派立说。加之明清以来的著述命名渐趋纷繁，有的不能通过题名了然其宗旨，需

要对序跋目录及各卷内容进行仔细解读。如馆藏叶酉《春秋究遗》（序号１６３），《苏州图书馆藏

善本书提要·经部》亦著录此书，提出该书命名“究遗”，乃因“是书多宗其师方苞之《春秋通

论》，故究遗者为究其师《通论》之遗也”。② 而作者根据书首叶酉自序，结合书中内容，认为“究

遗”典出之韩愈诗句“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始终”，书名“究遗”所指应为究《春秋》（遗

经）之义。此外，经部文献的体例也相对繁复，一部书中、各卷之中内容构成就会不同，注释部分

常有注、笺、疏等多层并列，或杂引诸家，或自书按语，有的还会有阴刻、阳刻、方框、圆圈等多种标

识。《芝大书志》中对每一部文献都解析体例，厘清结构层次，梳理各卷内容，乃至大小符号标

记、格式变化的含义皆一一指出。如就馆藏《石斋先生经传九种》（序号００５）之《易象正》，作者

指出其体例格式：“正文十二卷，以顶格列本卦之卦、爻辞及变卦之卦辞，低一格列本卦之彖、象

辞，其后低二格，以小字发明己意，冠‘正曰’二字。”③又如馆藏《诗经喈凤详解》（序号０７４），正

文部分将内容分置上、中、下三栏之中，《续修四库全书总目》中伦明所撰此书提要以上简、中简、

下简称之，然此书卷前《例言》中有“上简”之称，其所对应的却是正文的中栏，故作者特别指出伦

明提要中将书页分栏不称之为“栏”而称“简”并不适宜，容易造成混淆，应予修正。如此不惮其

烦，毫厘必究，将可能影响或误导阅读的细微障碍尽可能清除，以便于读者能准确了解书中内容。

而读者一旦对某部文献的宗旨和体例有了清晰认识，就能对文献内容主体和结构脉络有整体把

握，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芝大书志》不仅指示门径，作者还结合多年的经学研究积淀，并广泛参考了学界的前沿成

果，“登堂入室”，通过考证、分析对文献内容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这种研究性成果，体现在多

方面。在引述前代著录部分，不仅引用了《四库全书总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等书中的相关著

录，还对其进行了辨析纠谬。如《书蔡氏旁通》（序号０３７）的志文中，作者指出陈师凯《书蔡氏旁

通》虽以蔡沈《书集传》为宗，但对《书集传》之讹误处仍时有订正，非如《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谓

“不复纠正”。在书志所需记录内容之外，作者还从经学史发展源流中，考察文献的内容特色，评

价得失。以明王樵所撰《尚书日记》（序号０４０）为例，作者不仅细致考证了此书作者、版本，对此

书补益蔡沈《书集传》之经学史价值也作了详细论析，并指出书中存在自相违异之失。这一点在

作者最为精通的《诗经》学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诗经通义》《诗经质疑》《诗贯》《诗经逢原》

《毛诗通说》《草木疏校正》等多篇志文中，作者都展开了深入论述，从《诗经》学观念、音韵考订、

文献辑佚、名物注解等多角度揭示了这些著述在《诗经》学上的成就和缺失。加之作者叙述条理

分明，前后连贯成帙，许多篇目似都可看作是独立的专书研究论文。这也就超越了一般古籍书志

所能达到的深度与高度，凸显了《芝大书志》的丰赡与精彩。

《芝大书志》所收录之书大部分为明中期至清中期人所著，这一时期经学著作层出，除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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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学者致力于解经而著的学术之作，更多的是为了教学、科举所作的应试适用之书，呈现出体例

多样化、内容通俗化之趋势。这些通俗之作因在经学史上成就有限，过去的目录著作多删汰不

录，今人的经学文献整理、儒学研究也少有涉及，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芝大书志》中对于为

课徒、举业而撰述的经部文献亦细加考证，揭示其内容和价值。其中如世所稀见的《尚书集解》

（序号０４６）、《周官塾训》（序号０９８）等书，在该书志中才始见有详细的提要介绍。尤其是《四

书》类文献，几乎都是为授业、科场而作，芝大图书馆藏有《四书》类善本古籍六十四种，为经部小

类数量之最，《芝大书志》中按时序逐一对其体例、内容作了细致分析，说明特色、价值所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视作明后期至清中期这一时段的《四书》文献学史。《芝大书志》中详细的提要解析，

有助于这些著作进入研究者视域中，推动经学文献、古代儒学教育、科举等方面的相关研究。

此外，海外中文古籍善本的整理和研究，也具有典籍传布和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芝大书

志》的前言中叙述了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的购藏、保护和整理

情况，顾立雅、钱存训等历任馆长在古籍采购、整理和研究上所作的贡献。张宝三教授细致地将

芝大所藏善本与海内外他馆所藏的不同版本或同版不同印本进行比勘，不仅突出了芝大馆藏经

部善本在古籍版本及经学研究中的价值，也彰显了海内外古籍产生关联和互相对话的过程。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王重民、袁同礼两先生编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以来，不断有学者

受邀赴日韩、欧美各家汉籍收藏机构整理中文古籍善本，编纂书目，影印丛刊，尤其值得留意的是

近年来各种海外古籍整理工程、项目层出，海外中文古籍善本书目整理成果十分丰硕。在本书志

出版之前，由国家图书馆李文洁博士所编纂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集

部》《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丛部》亦已出版。这些文献整理成果，为进一

步推动古典文献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也见证着海内外学者在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

上愈来愈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要完成这样一部著录详细、考订严密、研究深入的书志，殊非易事，作者

自２００９年开始着手编纂，十载之间，孜孜，不断丰富、修订、完善。十年磨一剑，《芝大书志》

可谓是树立了古籍书志撰作的新标杆，这在学界、图书馆界其实都是极难实现的。如果这部书志

的出现，可以些许洗涤以追求功效为尚的浮躁、速成之风，或许会别有一层意义。

（责任编辑：张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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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礼综儒典　双书续前贤
———《五礼通考》编撰与点校整理简评

吉　莉　张焕君

　　摘　要：《五礼通考》由秦蕙田召集蔡德晋、吴鼎、吴鼐等编纂，后经卢文?、姚鼐等审校而成，是

清代礼学的会通之作。点校本在庚子年（２０２０）相继问世，一部纳入北京大学《儒藏》，以通行本为底

本；一部由中华书局出版，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二者底本不同，点校各具特色，推动儒学、经学发

展之余，如此大部头的点校工作也不免引发对古籍整理现状的思考。

关键词：《五礼通考》；　秦蕙田；　古籍整理

作者简介：吉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张焕君，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临汾

０４１０００）

　　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的难点在礼学。三礼聚讼，自古已然。清代礼

学大盛，会通三礼之作层出，金匮秦蕙田作《五礼通考》２６２卷，体大精深，尤为广博。然民初废

经，社会动荡，礼学束之高阁，皇皇巨著如斯，更难以引起关注。幸在时运流转，斯文在兹。步入

２０世纪后期，古籍整理得以重新引起重视。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

示》，提出“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待到“十一五计划”，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列

入，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２０１４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部演讲时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风气之变，蔚为大观。２０２０年，两部《五礼通考》整理本几乎

同时面世，引发了学术界，尤其儒学、经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一部收入北京大学已故汤一介教

授主持的《儒藏》工程中，作为精华编第６２—７０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一部由方向东、

王锷两位教授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两部二百多卷的礼学巨著联袂面世，造福学林，不能不说

是一大盛事。

南京师范大学方向东、王锷两位教授都以礼学名家。方先生师承徐复、钱玄二老，所著《大

戴礼记汇校集解》《〈大戴礼记〉译注》，乃礼学研究者案头常用书籍。王先生早年以《三礼研究

论著提要》驰名学林，近年陆续刊出的《〈礼记〉成书考》《〈礼记〉版本研究》《〈礼记〉郑注汇校》

《曲礼注疏长编》，足见厚积薄发之功。金陵自古繁华，文物昌盛，才人辈出，王锷先生开设“学礼

堂”于随园，古礼新研，遍访名家，形成系列访谈录，以启后学。

笔者之一，有幸自２００８年参加北大《儒藏》项目，与河南师范大学吕友仁、河南大学曹建墩二位教

授合作校点这同一部《五礼通考》，至２０２０年刊出，前后十余载，其中约有三四年精力投入最多，历经

初审、复审、终审，尝尽各种甘苦。因为亲任其事，对方、王二先生之用心用力处，更有切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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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大底人”

《五礼通考》是清代礼学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可悬诸日月映照世变的大书，正文二百六十

二卷，另有卷首四卷，分述《礼经作述源流》和《历代礼制沿革》，各分上下。撰者秦蕙田（１７０２—

１７６４），字树峰，号味经，江南金匮（今江苏无锡）人。秦氏乾隆元年（１７３６）登科入仕，初授翰林院

编修，旋入直南书房。此后三十年间，历任礼部右侍郎、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官登极品，封妻荫

子，朝廷赐谥，可谓荣耀。虽在官场，却不失初心，“退则杜门谢宾客著书，不异为诸生时”。①

据秦氏《自序》所言著述本志，既是天性所好，也与履历相关。秦氏自言“性拙钝，少读书，不

敢为词章淹博之学”，虽是自谦之词，却可见其性情志趣，文学词章，百家诗赋，并所喜好。又云

“塾师授之经，循行数墨，恐恐然若失也”，②自幼读经，于古人固属常见，但能身体力行，用之于日

常，奉之为圭臬，则非常人所能。正因禀赋如此，所以此后与蔡德晋、吴鼎、吴鼐组织“读经之会”

才水到渠成，顺理成章。雍正二年（１７２４），秦氏２２岁，也是《五礼通考》开始撰述的年份。三五

同学，正当少年，壮志凌云之岁，自当激浊扬清，改弦更张。以风华少年，缙绅子弟，而能潜心礼

学，“半月一会”，相互问难，必情理俱尽，始“笔之笺释”，并持续十年之久，如非天性喜好，孰能恒

久若此？乾隆丁卯、戊辰（１７４７—１７４８）间，秦蕙田返乡守丧，闭门读《礼》，精研徐乾学《读礼通

考》，赞其“规模义例，具得朱子本意”，可惜吉、嘉、宾、军四礼尚属阙如，有意仿其体例，详加考

订，使五礼具足完备。只是时隔多年，当年读经旧友蔡德晋、吴鼐已相继徂谢，仅余吴鼎在世。二

人同心，其利断金，志尚相同，声气相通，两年之中，不仅确定了书名体例，而且补充资料，分类排

辑，《五礼通考》全书自此初具规模。

清廷纂修《会典》，乾隆皇帝不甘一味从古，有意制礼作乐。秦蕙田因职责所在，自言对“源

流沿革，不敢不益深考究”。③ 此事固然是职务所关，也是秦氏一生兴趣所在，钱大昕称其“立朝

三十年，治事以勤，奉上以敬”。④ 方观承赞其“官秩宗日，侍内廷，值圣天子修明礼乐，乃益好学

深思，研综坟典”，王鸣盛进而言之，“洎官中朝，政务旁午，而公退却扫，坐小阁中，左朱右墨，孜

孜，不异诸生时”，好学之心，宛若天成。不仅如此，因其天性好学，更增爱才之心，“通怀乐

善，闻人有一得，津津称道不去口”，人亦欣慕向往，“士有薄技，咸愿褰裳就公而求正焉。公商榷

采纳，不遗细微”，虽然平日言笑不苟，但对真才实学之士，“则荐引之不遗余力，众莫不惮其严而

服其公也”。⑤ 正因如此，在《五礼通考》长达３８年的编撰过程中，无论在清静自在的老家无锡，

还是在政务倥偬的京城，自始至终都能群贤毕至，前后相续，最终完成这部旷世大书。宋代朱熹

慨叹“礼乐废坏二千余年”，期盼“后来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秦蕙田及其同仁

正可谓是这样“大大底人”。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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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二《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刑部尚书秦文恭公墓志铭》，陈文和主编：《嘉定

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９册，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６６６页。
秦蕙田撰，吕友仁、张焕君、曹建墩点校：《五礼通考·自序》，《儒藏·精华编》第６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２０年，第７页。
秦蕙田撰，吕友仁、张焕君、曹建墩点校：《五礼通考·自序》，《儒藏·精华编》第６２册，第７页。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二《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刑部尚书秦文恭公墓志铭》，第６６６页。
秦蕙田撰，吕友仁、张焕君、曹建墩点校：《五礼通考》，《儒藏·精华编》第６２册，第３页；第７０册，第９３５９页。
虞万里：《礼学文献的渊薮，笃实工夫的结晶》，《中华读书报》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第９版。



二、丹黄烂然

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秦蕙田遽然下世。此前《五礼通考》虽已刊行，但仍在修订之中，传布
不广。秦蕙田身后出现修订本，限于文献，不知出于何人之手。四库开馆之后，由江苏巡抚进献，

馆臣依例修改，是为库本。各种版本中，味经窝初印本刊刻于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前后，①时间
最早，但是校勘不精，讹脱衍倒特多，天头地脚充斥着秦蕙田、卢文?、姚鼐等人的校语，而且相较

于此后的定本，还有重要的遗漏。但此本较为难得，１９９４年台湾圣环图书公司根据照片出版影
印本（下称“圣环本”），然而在照片拼接中又产生新的错误。“中华再造善本”收入其书，一般人

仍难得一见。

初印本刊成之后，秦蕙田曾交付卢文?等人审阅，“未即行世”，可知初印本只是半成品，尚

非定本。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卢文?阅毕曾致函秦氏，至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进呈四库之前，
初印本将秦、卢、姚等人的校语全部吸收，并在原版上修改后印行，遂成为此书的“定本”（下称

“通行本”），广泛流传，产生影响，并成为《四库全书》本（下称“库本”）、光绪六年江苏书局本、光

绪二十二年三味堂本的祖本。

《五礼通考》两点校本底本不同，整理工作便各显千秋。方向东、王锷两位学者以上海古籍

出版社影印的《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下称“中华本”），《儒藏》本则选择四库开馆前的通行本为

底本（下称“《儒藏》本”）。通行本和库本最明显的差异为书前序不同，而将底本所缺序跋置于

附录是两整理本共通之处，通行本存蒋汾功序、方观承序、顾栋高序、秦蕙田自序，《儒藏》本补充

卢文?、卢见曾、王鸣盛的序作为附录；库本有蒋汾功序、顾栋高序、秦蕙田自序，中华本不仅依据

通行本、光绪本补充序，还将圣环本中张廷济、王欣夫的跋补入，细密周到，值得称赞。

恰如叶纯芳先生所说，库本因政治考量，已经不再是秦蕙田《五礼通考》的原貌，而成为《四

库全书》的《五礼通考》。② 中华本的一大特色是如何处理《四库全书》对《五礼通考》的影响。一

方面，由于乾隆帝的个人意志，库本删掉了《五礼通考》中与钱谦益相关的文本。鉴于此，中华本

进行了校补，“群臣祀典”门据味经窝本、乾隆本、光绪本补钱氏《鸡鸣山功臣庙考》，③“体国经

野”门改回《徐霞客传》，并在校注中保留代替钱文的方中履《古今释疑》，此举不仅使得下文“蕙

田案”中的“徐、李二氏”指向明确，还保留了库本修改《五礼通考》的痕迹，值得肯定。另一方面，

库本大规模修改《辽史》《金史》等正史中的人名、官名、地名的译音字。较为遗憾的是，中华本对

此采取不校。④ 如卷一六的“安班贝勒”，《金史》为“谙班勃极烈”；⑤卷一四二的“皇五代祖贝

勒”，《金史·礼志》为“皇五代祖孛堇”，⑥通行本与《金史》一致。⑦ “孛堇”“勃极烈”是金史研

究中颇有争议的问题，既有俞正燮认为的“勃极烈”为音、“孛堇”为字之说，⑧也有王世莲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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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等撰：《金史》卷三二，第７７４页。
秦蕙田撰，吕友仁、张焕君、曹建墩点校：《五礼通考》，《儒藏·精华编》第６５册，第３６６０页；第６６册，第４８３３页。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三《贝勒》，《俞正燮全集》第２册，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的认为二名不可混淆之论。① 对于整理者而言，可以对此不发表看法，但既以味经窝本、通行本

为对校本，将库本此种变动在前言中指出，并将《金史》列入“校勘引用书目”之后，选择不出校说

明“孛堇”“勃极烈”与“贝勒”的关系，实为可惜。

当然，值得肯定的是，库本抄手的文化素质较高，对通行本中的讹脱衍倒，也多有改正。类似

情况多关乎史实、礼制，几乎每卷均有，多者十余条，少者二三条，《四库》本或改正，或补缺，整体

质量，远胜于他本。② 有鉴于此，方向东、王锷二位教授采用库本作为整理底本，漆永祥教授评价

此举“确实是需要一点勇气与胆量的”，③所言切中肯綮。

通行本问世在乾隆三十七年进呈四库之前，《儒藏》本整理者自是无需与四库馆臣“打交

道”，重在对文本的整理和点校。整理者甚至对目录进行了句读，诸如卷五有“馈食，王五献，宗

伯六献，诸臣七献”，卷二三“大雩附水旱、祈雨、祈雪、祈晴及祷雨杂仪”等，可谓周到。除中华本

涉及的库本特色外，通行本与库本的差异还体现在卷端。不同于库本在每卷卷端题名只言“刑

部尚书秦蕙田撰”，通行本中“编辑”“同订”“参校”具存，如卷五“内廷供奉礼部右侍郎金匮秦蕙

田编辑，太子太保总督直隶右都御史桐城方观承同订，国子监司业金匮吴鼎、直隶按察司副使元

和宋宗元参校”，所言之详，足见读经修书盛况。《儒藏》本整理者需要致力之处也在此，同一人

不同卷官衔略异、不同版本中编辑、参校人员偶有不同，这无疑在五礼内容校对之外，增添了新的

考验。诸如通行本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卷端“编辑”仅有秦蕙田，而光绪本有“两淮都转盐运

使德水卢见曾”，整理者据此校补。④ 通行本卷一九九、卷二方观承官衔为“直隶总督”，其

余各卷及光绪本均为“总督直隶”，整理者出校，径改为“直隶总督”。⑤ 然而也有疏漏之处，同样

在卷一九九、卷二中宋宗元的官衔被忽略，圣环本、通行本为“按察司副使”，光绪本为“直隶

按察司副使”。“直隶”二字在圣环本卷八手校中标出“要去”，⑥故通行本在卷八及之后宋宗元

的官衔上并没有再出现“直隶”，《儒藏》本即使不对“直隶”的变动脉络做一梳理，也应在参校光

绪本时有所关注，出注以为说明。

三、踵事增华

古籍整理之难，学人皆有共识。无论中华本还是《儒藏》本的整理者，勇于选择大部头的《五

礼通考》，费十数年之功，都值得敬佩。首先，就体量而言，《五礼通考》卷数繁多，单一版本字数

已逾五百万。古籍整理出版不可避免原文电子化，虽然数据库资源丰富，但是获取权限较难、字

体转化引起错讹等都是必须直面的问题。方向东先生曾坦言：“把《四库全书》电子版的原文一

小段一小段的复制过来，这个过程就很痛苦。因为不能整页复制，小字又排到一起去了，是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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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理河道”，《迁安县重修城垣碑》中为“前总督直隶、兵部尚书方讳观承”。《儒藏》本出校无可厚非，但改字

或许不必。详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二四《方观承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１０８２６页。章学
诚撰：《章学诚遗书》卷一六《迁安县重修城垣碑》，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４４页。
秦蕙田撰，卢文?、姚鼐手校：《五礼通考》卷八，味经窝初刻试印本，第１页。



开来复制的。”①数据库或复制中出现错讹，无疑又增加了额外工作量。其次，贯通三礼，征引文

献数量极大。礼学难治，文献简奥，异说纷纭，《五礼通考》融合礼学文献和历代礼制，点校难度

自不必说。除此之外，自十三经、二十二史，至《通典》《文献通考》《册府元龟》《大唐开元礼》，无

不需要一一核对，其工作量之大，令人咂舌。诚如吴飞先生所言：“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逐

一核对，这是秦蕙田等人宣称要做，但实际上并未完成的事。”②最后，异体字的统一问题，尤其在

多版本并存的情况下，如何统合，殊非易事。一般而言，异体字可分为同版不同卷异体、同卷不同

版异体、古今字体不同三种情况，一部古籍中往往多种情况并存，涉及的字数无论多少，都不容易

统一处理。对于一部大书而言，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儒藏》本曾经打算对所有异体字做出统

一处理，但吕友仁先生在抽样调查中发现，仅秦蕙田自序中出现的异体情况就已错综复杂，难以

定夺，如果全书都按照统一标准执行，结果之复杂难以想象。无奈之下，只好作罢。

以上三点之外，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古籍整理在现行科研评价体系内的定位，即相比专业

论著，整理古籍基本不算作科研成果。然其费心费力程度不言而喻，浸润学林之功不可小觑。未

经点校的古籍自然不乏学者研究，但已经整理的古籍更有益传播。以《五礼通考》为例，虞万里

先生所言“很少引述”③之情，相信会随着两部点校本的问世得以改善。

儒林自古常有不为功名利禄之事，自卢文?等经师手校起，至方向东、王锷、吕友仁、曹建墩

诸位先生点校，数百年间，《五礼通考》的整理工作延绵不断，可谓学术昌盛。长期以来，古籍整

理在考核体系下并不占优，而两部整理本的整理者秉承乾嘉学风之余脉，勤勤恳恳，不计得失，也

是对现行“破五唯”倡议的响应，可谓时代昌明。古籍文献是研究的基础，礼学是儒家文化至关

重要的一部分，《五礼通考》点校本在句读、校勘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可吸引更多不同领域的学者

致力于此。同时也提醒着学术界，亟需建立容纳古籍整理成果的新的评价标准。这既是为了与

学术研究形成正向激励，与讲清楚传统文化的风尚相辅而行，也是为了鼓励高质量古籍整理本不

断面世，为学术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责任编辑：张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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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ｉｒｕｓｅｏｆｒｉｔｕａｌｓａｎｄ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ｍｏｖ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ａｒｉｔｕａｌｉｚ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ｒｅ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ｈａｔ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ｇ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ｉｓ：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ａｎｏｕｔｓｉｄ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ｐｅｏｐｌｅｓｄａｉｌｙｌｉｖｅｓ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ｒｉｔｕａｌｉｚｅ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ｃｋｌｉｎｇｄｏｗｎｏｆｔｈｅｒｉｔｕ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ｏｆ
ｔｈｅｊｏｉｎｔｅｆｆ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ｉａ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ｃｌａｎ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ｓｈｒｉｎ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ｒｉｔｕａｌｓａｎｄ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ｃｕｓｔｏｍ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ｒｄ，ｔｈｅ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ｂｏｏｋｓｆｏｒｄａｉｌｙｕｓｅ，ｔｈ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ｓｔｅｒｏｆ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ｉ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ｒ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ｓｓｕｃｈ，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ｉｔｓｎａｍ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ｓ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ｔｅｒｍ“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ｈａｖｉｎｇｂｅｃｏｍｅ
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ａｎｄ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ｅｉｎｇ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ｃｅｒｅｍｏｎｙ；ｒｉｔｕａｌｂｏｏｋｓｆｏｒｄａｉｌｙｕｓ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ｓ“Ｒｉｔｕ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ＷａｎｇＱｉｚｈｏ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ｓ“ｒｉｔｕ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ｌｉｊｉａｏ礼教）ｉｓａｆｏｒｍ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ｒｉｔｕａｌｓａｎｄｍｕｓｉｃｏｆｔｈｅＺｈｏｕｄｙｎａｓｔｙｐｅｒｉｏ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ｃｈｏｓｅ“ｆｉｌｉａｌｐｉｅｔｙ”
（ｘｉａｏ孝）ａｓ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ｉｔｕ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ｉ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Ｈｅｔｕｒｎ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ｈｏｗｔｏｇｉｖｅｆｏｒｍｔｏ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ｅｔｈｅｍｏｕｒｎｉｎｇｒｉｔｕａｌ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ｆｅｅｌ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ｍａｄ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ｊｉｎｇ敬）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ｏｆ“ｆｉｌｉａｌｐｉｅ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ｕｒｎ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ｒｉｔｕ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ｏｎｅ
ｃｈｅｒｉｓｈｅｓｔｈｅｂｏｄｙａｎｄｌｉｆｅｇｉｖｅｎｂｙｏｎｅ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ｌｌ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ｎｏｒｍｓａｒｅ
ｈｏｎｏｒｅｄ

!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ｏ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ｚｈｕｊｉｎｇ主敬）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ｔｅｎｅｔ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ｓ“ｒｉｔｕ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ｓ“ｒｉｔｕ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ｓｏｎｅｏｆ“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ｚｈｉ
ｚｈｏｎｇ制中）ａｎｄ“ｇｅｔｔｉｎｇｄｕ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ｅｑｉｙｉ得其宜）．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ａｎｏｒｄｅｒｅｄｓｔａｔｅｏｆｈａｒｍｏｎｙ，
ｉｎｗｈｉｃｈ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ｍｕｓｉｃ”（ｙｕｅ乐）ａ“ｈａｒｍｏｎｙ”（ｈｅ和）ｉｓ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ｄｗｈｉｃｈａｌｌｏｗ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ｔｏｒｅａｃ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ｕｓ，“ｉｎ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ｒｉｔｕ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ｙｉｓｗｈａｔｉｓｖａｌｕｅｄ”（ｌｉｚｈｉ
ｙｏｎｇ，ｈｅｗｅｉｇｕｉ礼之用，和为贵）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ｏ“ｒｉ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ｌｉ礼）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ｓｈｕｎ顺）ｗａｓ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ａｓｗｅｌｌ．Ｉｎ
“ｈａｒｍｏｎｙ”ｔｈ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ｌｉｅｓ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ｉｎ“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ｔｈ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ｌｉｅｓｏｎａｃｔｕ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ｔｈ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ｖａｌｕ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ｓ“ｒｉｔｕ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ｓ“ｒｉｔｕ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ｎａｍｅｌｙｓｏ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ｏｎｅｆａｍｉｌｙ”（ｔｉａｎｘｉａｗｅｉｊｉａ天下为家），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ｏｆ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ｎｇｏｎａ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ｘｉａｏｋａｎｇ小康），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ｔｈｅ“ｓｉｘ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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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ｓｏｎｓ”（ｌｉｕｊｕｎｚｉ六君子），ｗｉｔｈｔｈｅＫｉｎｇｓＹｕ禹，Ｔａｎｇ汤，Ｗｅｎ文，Ｗｕ武 ａｎｄＣｈｅｎｇ成，ａｓｗｅｌｌ
ａｓｔｈｅＤｕｋｅｏｆＺｈｏｕ周公．Ｂｕｔ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ｉｓｏｎｅｏｆ“ｕｎｉｔｙｏｎａ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ｄａ
ｔｏｎｇ大同），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ｗｏｒｌｄｉｓｆａｉｒｔｏ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ｔｉａｎｘｉａｗｅｉｇｏｎｇ天下为公），ａｓｗａ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Ｙａｏ尧 ａｎｄＳｈｕｎ舜．Ｔｈｉ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
ａｎ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ａｓｎｏｔａ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ｄ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ｒｉｔｕ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ｆｉｌｉａｌｐｉｅｔｙ；ｒｅｓｐｅｃｔ；ｈａｒｍｏｎ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ｕｎｉｔｙｏｎａ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ＶｉｒｔｕｏｕｓｌｙＲｅｆｕ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ｇｒｅｅｉｎｇｔｏ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ｎｃｉｕ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ｕｌ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Ｐｅｏｐｌ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Ｌａｂｏｒ ＬｉＣｈａｎｇｒ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ｉｖ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ｂｕｓｅｏｆｐｏｗｅｒｔｏｂｅｏｎｌｙ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ｓｂｏｔｈａ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ａｔｏｏｌｆｏｒｉｔ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ｉｔｓｅｌｆ．Ａｔｏｏ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ｉｔｓｕｓｅｒｗｉｔｈｐｕｒｐｏ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ｂｙｄｏｉｎｇｓｏｃｏｍｅｓｔｏ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ｔｓｕｓｅｒ．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ｎａｇｅｎｔｗｈｏｉｓ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ｓｏｃｉ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ｂｙｓｈｏｗｉｎｇａｇｒｅ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ｌａｂｏｒ，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ａ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ｆｏｒ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ｈｙ，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ｎａｔｅｌｙｐｏｓｓｅｓｓ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ａｌｌｏｗｓｔｈｅｍｔｏ“ｖｉｒｔｕｏｕｓｌｙｒｅｆｕｓｅ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ｓｔｉｎｇ”（ｙｉｄｅｋａｎｇｗｅｉ以德抗位）ｉ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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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ｙｓｏｎ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ｌｅｖｅｌ．Ｉｎｆａｃｔ，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ｙｕａｎｓｈｕ，”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ｉ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Ｙｉｎｇｋｕｉｌüｓｕｉ
瀛奎律髓 ｔｈａｔａ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ｄｅｐｔｎｅｓｓ”（ｓｈｕ熟）ａｌｓｏ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ｅｒ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ｅａｓｅｏｆｓｋｉｌｌ，”
（ｐｉｎｇｓｈｕ平熟）“ａｄｅｐｔｎｅｓｓ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ｒｖｅｒｓｅ，”（ｌüｓｈｕ律熟）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ｌａｎｓｈｕ烂熟）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ａｌ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ＦａｎｇＨｕ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ｅｔｉｃａｄｅｐｔｎｅｓｓ”（ｓｈｉｓｈｕ诗熟）．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ｓｈｉｓｈｕ”ｗａ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ｔ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ａｎｄｉｓ
ａｌｓｏ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ＦａｎｇＨｕｉｓｏｗ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ＦａｎｇＨｕｉ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ｉｓｈｕ”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ｅｐｔｎｅｓ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ｅｎｅｓｓ”（ｒｅｎｓｈｕ仁熟）ａ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ｉｎａｌｒｅｎ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ｓｈｉｓｈｕ”ａｎｄ“ｒｅｎｓｈｕ，”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
ＦａｎｇＨｕｉｓ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ｔｈａｔ“ａ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ｄｅｐｔｉｎｈｕｍａｎｅｎｅｓｓ，”（ｊｕｎｚｉｙｉｎｇｓｈｕｙｕｒｅｎ君子
应熟于仁）ｗｅｃａｎｓｅｅｔｈａｔｈｉ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ｐｏ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ｈｉｓ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ｓｅｓｓａ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ｅｃａｎｒｅｏｐｅｎｔｈ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ｓｈｕ”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ｏｅｔｉｃｓ，ｔｏｂｅａｂｌｅ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ｏｕ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ａｎｇＨｕ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ｉｓｈｕ”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ｈｉｎｄｉｔ．Ｗｅｃａｎａｌｓｏｅｘｐｌ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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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儒学（中英文）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ｎｇＨｕｉ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ｏ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ｉｎｇｋｕｉｌüｓｕｉ；ＦａｎｇＨｕｉ；ａｄｅｐｔｎｅｓｓ；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ｒｏｍ“Ａｒｉｓ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ＳｕｂｌｉｍｉｎａｌＷｏｒｄｓ”ｔｏ“ＣｏｍｉｎｇｔｏＲ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ＵｔｍｏｓｔＧｏｏｄ”：Ｏｎ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ｉ，Ｐｏｅｔ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ｔｙｌｅａｎｄＬｉｖ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ＹｅＪｉａｙｉｎｇ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ＥｌｅｇａｎｃｅｏｆＣｉＰｏｅｔｒｙ ＺｈｕＸｉｎｇ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ｌｅｇａｎｃｅｏｆＣｉＰｏｅｔｒｙ（Ｘｉａｏｃｉｄａｙａ小词大雅）ｉｓＹｅＪｉａｙｉｎｇｓ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ｈｅｒ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ｉｐｏｅｔｒｙ．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ｒｉｇｏｒ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ｂｅｈｉｎｄｉｔ
ｔｈａ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ｆｏｕｒｍａｉ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ｉｐｏｅｔｉｃ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ｉ，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ｉ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Ｔｈｅ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
ｒｉｃｈｅｓｔｉｎ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ｗｉｄｅｒａｎｇ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ｓｈ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ｉｐｏｅｔｒｙ，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ｓｕｂｔｌ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ａｕｔｙ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ｖｉｒｔｕｅ，”ｆｕｌｌｏｆｆｅｍｉｎｉｎｅ
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ｓｕｂｌｉｍｉｔｙ．ＩｎＸｉａｏｃｉｄａｙａ，Ｙｅａｌｓｏｉｎｖｅｎｔｅｄａｗａｙ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ｓｕｂｌｉｍｉｎａｌ
ｗｏｒｄｓ，”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ａｎｉｎｇｅｎｉｏｕ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ｐｏｅ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ｏｎｅｓｌｉｆｅ．Ｔｈｉｓｉｓａ
ｗｏｒｋｔｈａｔｉｓｒｉｃｈｉ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ｗｈｅｎｉｔｃｏｍｅｓｔｏｉｔｓ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ｔｙｌｅｆｕｌｌｏｆｓｕｂｌｉｍｉｔｙ
ａｎｄｐｏ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ｈｅｒ
ｌｉｖ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ｎｇｌｉｆｅ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ａｎｄｃａｎｏｆｆｅｒ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ｕｒｅｔｏ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
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ｉｌ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ｅＪｉａｙｉｎｇ；Ｘｉａｏｃｉｄａｙ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ｉｐｏｅｔｒｙ；ｓｕｂｌｉｍｉｔｙ

Ｏｎｔｈｅ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ＹａｎｇＱｉｎｇｃｕｎ，ＺｈｅｎｇＱｉａｎｒ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ｓｔｈ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ｉｚｅｄｗｉｓｄｏｍ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ｆｏｒａｌｌ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ｓ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ｌｅｎｔ，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ｓｉｔ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ｗｈｉｌ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ｕ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ｆｒｏｍ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ｏｅｎｄ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ｇｉｎｆａｉｔｈｆｕ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ｌａｙ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ｓ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ａｓｉｔｓ
ｋｅ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ｍｂｏｄｙｉｎｇ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ｎＥｐｏｃｈ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ｕａｎｇＹｕｓｈ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ｂｒｅａｄｔｈ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ｏｎ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ｉｓｏｆａｓｃａｌｅｒａｒｅｌｙｓｅｅｎ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ｔｓｔｉｌｌｃａｎｎｏｔ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ｏｕｒａｇｅ．Ｗｈｅｎｗｅ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ｅｍｕｓｔｔａｋｅｔｈｉｓｅｐｏｃｈ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ａｓｉｔｓｐｒｅｍｉｓｅ．Ａｓｓｕｃｈ，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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